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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研究批判性思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批判性思维的界定，批判性思维的多视角理解和共识，批判性思维在21世纪技能和教育使命中的地位，以美国为中心的批判性思维运动，批判性思维的苏格拉底模型及其应用，批判性思维教学法，大学通识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评价以及对批判性思维的批判和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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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第一章 批判性思维概念辨析

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兴起的“思维技能运动”（thinking-skills movement）中，大量倡议和方案纷纷出笼，有些集中于批判性思维，另一些强调推理或思维的其他形式，还有一些聚焦于问题解决等。结果，与批判性思维相关的一些概念大行其道，不同的标签令人眼花缭乱：批判性思维、元认知、高阶思维（高阶认知技能）、批判性推理、问题解决、理解（understanding）、非形式逻辑等。这就产生了约翰逊所说的“网络问题”（the network problem）或问题网。
 
[1]

 要把握批判性思维这个概念，就必须厘清它与上述一簇概念的关系。

第一节 批判性思维的语源学考察

即使在西方也有对批判性思维的误解。这种误解主要是大众媒体对批判性的人和创造性的人的描绘造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媒体时常将批判性的人错误地描写为喜欢吹毛求疵，怀疑、否定、挑剔、苛求，专注于琐碎的错误，过于严格要求或乖张而难以讨人喜欢，缺乏自发性、想象和情感。然而，“批判的”这一语词的准确用法并未确认这种文化的刻板印象。
 
[2]

 《韦伯斯特同义词词典》指出critical具有苛评、挑剔、吹毛求疵、无端指摘等展示一个人发现和指出错误或缺陷的意思，此外，当应用于判断之人和其判断时，该词的含义可能意指清楚、真实和公平地看待一件事物，因而不仅可以区别好与坏、完美和不完美，而且总的来说对事物做出公平判断和估价。
 
[3]

 在我国，由于“文革”曾盛行的“大批判”的影响，导致对批判一词的负面联想，使其几乎成为一个“敏感词”，因此才出现了“批评性思维”“评判性思维”等软性译法。香港的叶刘淑仪甚至在立法会提出“critical thinking的翻译问题”的质询［立法会CB（2）222/08—09（01）号文件］，要求政府带头修改对该词的通行翻译——批判性思考，因为这个翻译让学生误以为批评等同于思考；这种“在critical thinking翻译上的谬误，反映出有关当局对critical thinking欠缺认真的了解与深入的认知，及有关官员对此重要的教育概念掌握不足，间接导致教育工作者、学生，甚至是家长都对critical thinking skills作了错误的理解，及在教室中作错误的指导，妨碍学生学习高层次思维（higher-order thinking）和影响英语水平（误以为一个字只得一种意思）”。因此建议基于critical一词的词源考证和当代权威学者对critical thinking的描述，将其译为“明辨性思考”或“分辨性思考”，以汉语的“辨”字来传达古希腊文krinein
 （分开、分辨）的意思。这样，无论是古义或今义，都更为贴近critical thinking的真正意思。除此以外，学者还建议其他译法，如“辨识性思考”（古德明）和“慎思明辨”（龙应台）等。那么，基本通行的译法是否需要改变呢？这得全面考察critical一词的来源、演变、语义及其用法。

《牛津英语词源词典》指出，critic源于拉丁文criticus
 ，而criticus
 又源于希腊文kritikos
 。kritikos
 意指“有辨别或裁决能力的”。critic的同源词有critical、criticism、critique 等。学者们基本公认，critical源自两个希腊词：kritikos
 （辨别，判断）和kriterion
 （标准），从词源上讲，critical意味着“基于标准的辨别性判断”的发展。
 
[4]

 另有学者认为，critical源自希腊词kritikos
 ，而后者源自krinein
 （做决定，决策）。这样理解的critical thinking与决策相联系。
 
[5]

 还有学者指出，critical等相关词以及criterion，都源于希腊词根krino
 （to cut，因此to judge），意为分开、分离、区别或决定。
 
[6]



大致来说，和“批判”相关的critical、criticism、critic、critique、criticize等，都有相同的希腊词源，而与这些词相联系的一簇希腊词kritikos
 （有辨别能力的，有辨别资质的，后来引申为尤其在语言方面能辨别的文法家、学者，文献鉴定人或文学评判家）、krites
 （法官，裁决者，尤其是诗歌比赛中的裁判）、kriteon
 （梦的解释者）、
 
[7]

 kriterion
 （手段、位置或法官席）、krinein
 、krino
 等包含相同或相近的语义：裁决、判断或决定。


kritikos
 的使用和文学批评联系最为密切。文学批评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亚里士多德在方法上将他的批判性判断和普通竞赛听众的欣赏性判断区别开来。批评是少数人的实践。批评者的工作不是评估特殊诗歌的道德或伦理价值，而是要考察所有诗歌形式和支配每一种诗歌的原则，决定其引起愉快是否正当。不过，亚里士多德使用kritikos
 描述一般的判断之人，这种人精通使文学批评成为伦理生活和公民之典范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在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kritikos
 概念中可以看到批评和品尝（taste）的分离。
 
[8]

 公元前4世纪末，kritikos
 有文学的评判人之意。在欧洲历史的发展中，criticism最终取代了诗学和修辞学，该词的外延被扩大而包括了文学理论的整个系统，我们今天称作实践批评。
 
[9]

 同样源自kritikos
 的critic是指对任何涉及价值、真或正义（righteousness）之判断的问题表达有理由的意见的某个人，这种意见也可能是有关作品美、技巧或解释之鉴赏的。
 
[10]

 所以，在文学批评事业和司法中法官的解释责任之间有强烈的相似性。
 
[11]

 从公元前3世纪到1世纪，职业文学专家宣称要成为诗歌的“法官”或批评家。和philologus
 即“学习的热爱者”（比现代的philologist——文献学者的意思更广）相比，kritikos
 即“批评家”（critic）一词更为一些人所喜爱，因为有学问的学者必定是一个文献的“裁决者”或“法官”（krites
 ）。帕加马（Pergamum）的第一个图书馆馆长格拉底（Crates）自称是一个kritikos
 （批评家），而非grammatikos
 （学者）。
 
[12]

 之后，kritikos
 曾是文化大臣的另一个名称，他能鉴定版本，挑选出值得保存和研究的过往作品，按照标准排列那些文本。
 
[13]

 该术语总是有一个非常受尊敬的含义。但是，要成为一个“裁决者”，既要评价文学的质量，（尤其在希腊化时代）也要确定行、段落或整个作品的确实性以及对把某作品归于某作者的可疑性的研究，并非每一个文学学生都能声称拥有这样的专业技能。因此，grammatikos
 逐渐成为普遍接受的术语，意为广义的“man of letters”（学者，作家）或者“literary scholar”（文学学者）。
 
[14]

 后来，kritikos
 的地位被一个新词criticus
 取代，旨在关注文本和措辞的解释、希腊和拉丁文作者著作的改进。criticism和critic在伊丽莎白时代几乎没有在英语中出现。培根在《学术的进展》（1650）中使用了critic。现代研究者甚至认为培根给出了批判性思维（者）的定义：抓住相似，区别差异；渴望探索，耐心怀疑，嗜好沉思，持重断言，准备重新考虑，细心安排和建立秩序；不被酷爱新奇或崇拜古物所征服，憎恶每一种冒牌货；这是一种特别为真理的研究和追求而塑造的心灵。
 
[15]

 德赖登（John Dryden）在其《天真状态》（1677）的前言中，于现代意义上使用了criticism一词。他写道，批评就像被亚里士多德首次确定的意思，是良好判断的标准。而波普（Alexander Pope）论criticism的文章（1711），使批评一词在英语中稳固地确立了。今天，文学批评一词被应用于文学著作的研究，强调对它们的评价。
 
[16]

 一般说来，criticism指艺术或文学作品的透彻分析、解释和评估，其中主要考虑作品的基本性质（讯息），艺术家或作者的意图，该作品对其听众的影响，它与类似风格或内容的作品之关系，它对后续作品的影响以及它对批判理论的含意。
 
[17]

 与criticism同源的词和词组也有相近的含义。例如，critique意为一个人打算决定论题、观念、事物或情景的基本性质，其优势和局限，以及对它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已被接受的标准、盛行的信念或假设的批判性考察。有时被用作评论（review）的同义语。
 
[18]



可以看出，与“批判”相关的同源词尽管其本初意思并没有突出质疑、找缺陷、否定之意，但是，分析、评估和判断必定内在包含这些方面。而且，这些与“批判”相关的同源词在使用中，尤其在是非技术性使用中，找缺陷或否定变成了占支配地位的含义。这个倾向甚至导致了有人打算将鉴赏（appreciation）作为文学评鉴的一个软性词。criticism最为一般的意思向censure（指责）发展，而专业性的意思向taste（鉴赏）、cultivation（品质或技巧的培养）和后来的culture（教养）、discrimination（辨别力）
 
[19]

 发展。这样criticism就变成了一个拥有多样内涵的词。
 
[20]

 critical等词逐渐具有寻找缺陷、诋毁（denigrate）或批驳（repudiate）的意思。
 
[21]

 熟人会话中使用的critical常常有否定的或审判的（judgmental）含义。
 
[22]

 criticize也常常被暗示是责备（blame）、指责（censure）、斥责（denounce）或责难（reprehend）的同义词。
 
[23]

 这就是为什么使用critical的专业人士要反复解释和明确该词的专业用法的缘故。比如，在文学批评中，要指明批判的目标是准确地看一件作品，鉴赏它。批判不是喜欢找茬，发现缺陷，真正伟大的艺术并不害怕批判者，真诚的批判只是提升它的内在价值。
 
[24]

 在管理理论家看来，批评是你告诉别人，（在你看来）他在做的事情是错误的或给你带来麻烦，并帮助他们调节其行为。在肯定性方面，批评具有促进的力量，在历史上是变革的强大力量。建设性的批评集中于问题，帮助被批评的人改善，聚焦于行为而非个人，增强关系，建立信任，是双向的、减压的行为，可以避免冲突，帮助雇员发展和成长。
 
[25]

 《圣经》研究者对“批判”的解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尚克尔（Randy Shankle）说，《圣经》中discerner的意思是批判一个人的真实动机、态度或内心。上帝通过表达关于任何事务（特别涉及其价值、真或正义的判断）的有理由的意见，来“批判”他的孩子们的内心。一个父亲的真正本质承载批判的正确精神。许多“自然”父亲和权威曾经为了伤害情感而非为了校正行为而批判。他们的动机是不合适的，他们的举止是不友善的。这并不是天国之父的本质。上帝有爱、慈善和耐心，他的“批判”动机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非他自己的愉悦。由于太多的人被错误地校正，或者根本就没有被校正，所以，对于接受任何形式的对抗或非难就变得困难了。
 
[26]



对critical等相关语词的词源学考证和用法分析表明，critical一词有质疑、理解、分析和评估之意。正是通过提问、理解和分析，人们审查自己的和他人的思维。
 
[27]

 critical 意指心灵的一种评估活动。按其本来的意思，critical thinking是基于某个标准（例如，清晰性、相干性、思想的深度）判断断言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和准确性，或者确定一个结论在何种程度上被手头的证据所担保。
 
[28]

 批判的原初目标是一种对想法和行动的中立的、客观的评价。批判既要评价一个对象或情境的优点，也评价其缺点，因此做出判断。批判的目标是要交流、影响和激发。
 
[29]

 但是也应知道，critical等词的用法有突出的否定性含义。

虽然杜威1910年的著作《我们如何思维》中阐述的“反省性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常被视为现代批判性思维兴起的标志，但需注意，杜威在其中同时使用了critical thinking：“……这个步骤的存在或不存在形成了适当反省或得到保护的批判性推论与不受控思维的差异。……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本质是悬置判断；这种悬置的本质是在开始尝试解决问题之前确定问题本质的探究。” “归纳运动朝向一种约束原则的发现；演绎朝向它的检验——在把孤立的细节解释成统一经验的能力的基础上证实、反驳修正这种原则。到目前为止，我们参照另一过程来进行所有这些过程，我们获得有效的发现或验证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30]

 杜威还使用了两个相反的语词：uncritical thinking和uncritical way：“假如发生的暗示立刻被接受，我们就有非批判性思维（uncritical thinking），反省的最小化。” “但是，这个从一个意义出发和移向一个意义的双重运动可能以偶然的、非批判的方式或者以谨慎的和受控的方式出现。”
 
[31]

 不过，1933年的修订版再没有出现critical thinking，杜威在一篇文章中对此有所解释：初版有实际教学的目标，特别关心在非批判性思维（un-critical thinking）与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之间做出区别，而现在（修订版）所关心的劣思维（poor thinking）与好思维（good thinking）之间的最显著差异之一是，前者对所暗示意义的过早接受和断定。受控思维的标志之一是这种接受的延缓。
 
[32]

 其实，critical thinking在之前就被杜威使用了。杜威在《心理学》（1887）中就说，可以理解，外部观察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它要求积极注意和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ought）……
 
[33]

 之后还指出，我们仅仅必须把我们的眼光从任何科学的现存状态撤回来，或者从任何科学的任何特殊主题之状态收回来，去发现没有反省性思维或批判性思维为这个问题奔忙的时刻——那时事实和关系被当作理所当然……我们的意思不是坚持非反省的经验世界整体与批判性思考—情景（critical thought-situation）相反——这样一种对比整个蕴含着我努力要避免的对思考的众多考虑。
 
[34]

 浏览杜威的著述可以发现，他在早期论著中还使用了一些与批判性思维相关的术语，比如（伦理学的）批判理论、（对主要现代伦理理论的）批判性考虑、批判逻辑、批判性判断、文献的批判性处理、
 
[35]

 批判的和建设的、
 
[36]

 批判性评估（critical valuation）。
 
[37]

 1910年之后还使用了其他术语：批判性审查、（标志着一种真正的）批判性反省的态度、（对早期哲学采取一种）批判态度、（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一直是主流）、
 
[38]

 批判意识（批判感，critical sense）、
 
[39]

 批判的人（critical person）、批判性判断、批判性智能（critical intelligence）、批判性观察。
 
[40]



在杜威看来，反省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第一个核心要素是“悬置判断”，此时人们处于怀疑、踌躇、困惑的心理状态，这一状态引起思考，随之而来的第二个核心要素便是运用各种方法寻找新材料以证实或反驳出现的暗示。一句话，保持怀疑状态，进行系统而持久的探究，是反省性思维或批判性思维的本质。而批判性思维和非批判性思维的区别首先在于是否存在怀疑。这一包括并突出否定、质疑要素的反省性思维的概念与当今主流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完全吻合，也与批判性思维的人格化身——苏格拉底的理念相一致。例如，费西万在概括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时指出，“质疑，问为什么，以及勇敢且公正地去寻找每个可能问题的最佳答案，这种一贯的态度正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希腊哲学家“最为革命性的观念是他们把自己的怀疑方法应用于一切事物，包括权威所说的让人相信、让人去做的事情。他们提出，权威人士并不总是正确的，应该以论证的形式给出理由和证据以支持所做出的各种主张，某些理由和解释实际上比其他的理由和解释更值得被接受。这个传统中的核心人物苏格拉底是这种质疑精神的化身。他挑战各种权威，他揭示盛行的‘官方的事物观’中的不一致，作为偶像崇拜的反对者，他鼓励年轻人寻找更好的解释和更好的答案”。
 
[41]



在苏格拉底方法里，批判、否定的意味十分浓厚，以致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解构主义的形式。杜威也谈到批判的否定方面。《逻辑理论研究》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要以否定的或批判的一面表明……
 
[42]

 理论的历史价值是批判的；……教育工作是建设的，不是批判的。……通过其批判过程，真知识被修正和扩展，我们关于事物状态的信念被重组。……一种合理的智识个人主义即先前信念的批判性修正态度对进步是不可避免的。
 
[43]

 杜威在论述休谟怀疑论和洛克经验主义时说，在任何情况下，这个经验活动中的重要事情是其批判的、否定的一面。作为一种传统和教义的溶剂，它的力量比任何能给予建设的推动力都大得多……哲学应该是批判的常识主义（critical common-sensism），皮尔士这个术语中的形容词“批判的”非常重要。未经批判的常识太含混，不能起到新条件下行动之可靠向导的作用，而且又太固定，以致难以允许总是始于怀疑之探究的自由游戏。皮尔士说，理性的第一规则是不阻挡探究。未受批判的常识常常是探究的最大障碍。
 
[44]

 杜威曾写道，凭借尽可能准确和批判的手段摆脱陈腐的态度，这些态度阻碍进行哲学反省的人们抓住现在的机会，这是开始进行哲学当下任务的批判的或否定的方面。但它不只是否定的。它是哲学能够做和应该做的肯定性和建设性工作的一个方面。
 
[45]

 就此而言，将critical thinking译为“批判性思维”并无不妥。

兴盛于20世纪20—50年代的美国进步教育运动，接受和发展了杜威对反省性思维的强调，成为当时批判性思维的主要促进者。在30年代的进步教育协会（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8年研究”中，批判性思维和清晰的思维（clear thinking）替代了反省性思维。
 
[46]

 社会研究全国理事会1942年年鉴的题目使用了critical thinking。
 
[47]

 自此，critical thinking这个词在美国文化中稳固确立。

汉语“批判”也有两个意思：批评，指出缺陷、缺点——对某种（错误的）思想言行进行系统分析，如批判“全盘西化”论；分析、评价——评论先代是非，批判未了公案。这可以从我们熟知的一些书名看出来：《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
 
[48]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十批判书》。追溯汉语 “批判”一词的语源也能说明它与critical thinking有高度的语义一致性。

汉语中原来只有“批”和“判”。批，动词。形声字，从手，比声。本义为反手打。如批颊（打耳光）。引申为打、攻击，如批难（抗击仇敌）；批鳞（触犯君王和显贵）。《庄子·养生主》：“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在骨头接合的地方劈开，没有骨头的地方则就势分解。比喻抓住关键，事情就能顺利解决。批也指批示、分析、评论，如“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极恰”（《红楼梦》第三回）。作为名词的批，有评语的意思，如眉批、朱批、批本、批尾等。判，动词，形声兼会意。从刀，半声。从刀，表明其意义与刀有联系。“半”是把牛分开。本义为分，分开。判，分也。（《说文》）也用于表达区别、分辨、判决。“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天下》）“太尉判状辞甚巽。”（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苏洵《六国论》）判作名词，意思是半。“卿大夫判县。”（《周礼·小胥》。按：宫县四面，判县两面）“天地判合。”（《汉书·翟义传》）也指判决狱讼的官，如州判、通判等。引申为界限、判决、判断、评论是非。“夫文之高下雅俗，判若黑白。”（方望溪《书祭裴太常文后》）“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鲁迅《伪自由书》）
 
[49]



批和判组合使用有两个基本意思。一是批示判断：“所有都省常程文字，并只委左右丞一面批判，指挥施行。”（司马光《进呈上官均奏乞尚书省札子》）“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三国演义》第五七回）“遇到关着奸情案件的批判，你格外来得风趣横生，这是为着甚么来？”（《孽海花》第三五回）二是评论、评断：“而今说天有箇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朱子语类》卷一）“评论先代是非，批判未了公案。”（牛本寂《少林寺西堂法和塔铭》）“令诸生有心得或疑义，逐条札记，呈助教批判，按期呈堂。”（《清史稿·选举志一》）
 
[50]



由此可知，批和判本来就有与critical的词源kritikos
 相同的意思。再和英语critical等相关词的词义联系起来看，不仅不能说“批判”一词翻译使用不当，反而应该说，选择汉语“批”和“判”组合来翻译critical，可谓巧夺天工。因为，这个翻译完全抓住了汉语、英语和希腊词根相关语词的契合点。因此，企图根据critical的词源来说明将其译为“批判”不恰当，至少在语源学论证上不成立，因为“批判”的语源学考察恰好表明“批”和“判”与critical的词源意思的一致性。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如何处理人们在特殊时代赋予“批判”一词的联想意义的问题。其实，问题没有某些人想得那么严重，好像一提起批判脑海里就只是浮现攻击、否定、批评甚至批斗的景象。近代以来，描述西方学说时所用的批判一词，早已为国人所熟知；想一想，对于今天司空见惯的包括“批判”一词的形形色色的书名，我们还会联想到它是“文革”的大批判吗？

当然，如何翻译critical等词，中国人也曾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五四运动前后，critical，criticism（德语Kritizimus），critique（德语kpntnka）等传入我国。王国维在三篇为学自序（《静庵文集·自序》《三十自序（一）》《三十自序（二）》）中，自叙了其早年（1903）研修哲学（包括康德）的经过，把德文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译为《纯粹理性批评》《纯理批评》。胡适在评介杜威哲学方法之“历史的方法”时指出，历史的方法即“祖孙的方法”，这个方法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没有过分的苛责；另一方面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
 
[51]

 此前，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也指出，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同有这公共的一点——评判的态度。这种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该文提到康德的著作，称为《纯粹理性的评判》。而对于“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胡适也提出要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和影响，再用这种效果和影响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即“评判”。1935年，胡仁源译康德Kritikder reinen Vernunft
 为《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而贺麟则认为书名译作《纯理论衡》为好；
 
[52]

 1945年，郑昕称《纯理性批导》。但之后各种译本，均取“批判”。
 
[53]

 后来“批判”成为公认的定译。

从语义学观点来看，词的意义除了其外延（理性）意义而外，会因使用者或使用的环境而伴生其他的附加意义，如内蕴意义（附加在理性意义上的意义，它可以因人、年龄、社会、时代、国家的不同而不同）、风格意义（语言运用的社会环境所赋予的意义，即由于使用场合的不同，词语在交际中表达出的不同意义）、情感意义（讲话者、作者表达自己感情和态度的意义）、联想意义（能引起听众联想的意义，即一个语词的使用使人们联想到别的事情）等。在时兴批判旧世界，反帝制、反军阀，致力共和，建设新国家的革命时期，对于criticism等词，选“批判”二字译之，爱憎分明、铿锵有力、新鲜确当，众人视为当然。
 
[54]

 然而，“文革”十年，社会环境大变，“批判”一词沦为对错误或反动思想的批倒斗臭，道理不说，证据不举，辩驳不容，一旦和此词沾边，便有被示众批斗、打入牛棚之虞。之后拨乱反正，“批判”一词尚使人心生余悸，因其联想意义，着实叫人不敢轻言“批判”。不过，改革开放，世界思潮再次涌进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力防悲剧重演，这种新的环境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对“批判”的害怕和警觉，至少在学术界，如今批倒斗臭的联想意义已经逐步淡化。这就消除了“批判”译法的社会障碍。所有批判都包含一个共同的核心意思：质疑思想或行为背后的假设，分析和评价其合理性。

我们认为，将critical译为“批判（性）的”是恰当的。其一，批判性思维和诸多概念相关联。英文中有大量用critical组成的语词，比如，critical reading（批判性阅读）、critical listening（批判性聆听）、critical writing（批判性写作），甚至critical society（批判性社会）等；思想流派有critical cognitivism（批判认知主义）、critical ethics（批判伦理学）、critical idealism（批判唯心主义）、critical realism（批判的实在论）、critical-rationalism（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management theory（批判管理理论）、critical educational studies（批判教育研究）、critical legal theory（批判法律理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或批判性语篇分析），当然最为著名的是critical theory（批判理论）和critical school（批判学派）。
 
[55]

 甚至在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由critical构成的语词，如critical abstract（包括对被摘要的作品的内容和表述风格的简明评估，通常由某学科的专家撰写）、critical annotation（在参考文献列举或参考书目中，加上了对所引来源的注释的简要评估，不同于那种描述、阐释和综述作品内容的注释）、critical edition（以学术研究和精细考察早先手稿、文本、文档、信件等为基础的一个作品的版本，有时包括一个或更多有资质学者的分析和评论，他们曾研究和解释过其意义和重要性）等。
 
[56]

 如果critical的翻译改变，按照一致性原则，这些概念的翻译是否也要改变？可以设想将其中的critical改译为其他名称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其二，正如思维教育家德波诺指出的，将critical只当作评判或评价，事实上弱化了critical thinking的主要价值——通过攻击和消除一切伪装来彰显事实与真。大多数教育者同意critical thinking的历史根基源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事教学和论述的古希腊时代。在那个时代，出现了对思维的不寻常的分析和苏格拉底式论证。
 
[57]

 在德波诺看来，critical thinking这个术语使“希腊三人帮”的教学观点永垂不朽，它强调通过持续提问的对话来分析、判断和论证的技能。苏格拉底提问是一种问深刻问题的方法，为探究一个人的知识主张之合理性而进行的思维。2500年前的苏格拉底证明，为了正确的知识和洞见，不能总是依赖哪怕是拥有代表权威的权力或身处高位的人，因此需要批判性思维。
 
[58]

 其三，critical thinking改译后，也会产生望文生义的缺陷，看不出基于充分理由的怀疑、质疑和改善的含义。事实上，任何名称都不可能完全表达其代表的全部含义。如果从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关系来看，创造性思维主要是生成新想法，批判性思维主要是检验这些想法的可行性、可用性，所以，critical thinking翻译为“检核性思维”或“检验性思维”会更好。然而，这些可能的不同译法都有不同的代价。而且，另行翻译，会徒增学习者的负担，译名越来越多绝非好事。其四，那些说“批判性思维”一译是错译并提议别种翻译的人是否也反思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大多数学者或译者普遍采用的译法难道抵不上他们自己推荐的译法？

第二节 批判性思维和非批判性思维

按照斯滕伯格的思维三元理论，好思维是分析的、创造的和实用的信息加工过程三者的平衡。三元理论阐明了人类智能为了分析的、创造的或实用的等不同目标的用途，所以，这一理论可以应用在所有学科和领域。批判—分析性思维涉及分析、判断、评价、比较、对比、解释和检验等能力。创造—综合性思维包含创造、发现、生成、想象和设想等能力。实用—情境性思维涵盖实践、运用和实现等能力。思维有三种方式，但其背后的思维技巧却只有一套。分析性的人善于用这些技巧解决熟悉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是学术性问题。创造性的人擅长把这些技巧应用于相对新奇的问题。实用性的人则愿意把这些技巧应用在日常问题上。三种思维方式背后的认知过程包括应用七种基本技能：问题的确定、程序的选择、信息的表征、策略的形成、资源的分配、问题解决的监控、问题解决的评价。
 
[59]



从思维类型来看，批判性思维只是思维的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与创造性思维是相区别的。在这个对照关系中，创造性思维是一种非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能引发新的和改进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思维方式。批判性思维是对所提供的问题的解决方法进检测，以保证它们是有效的思维方式。创造性思维引发新观点的产生，而批判性思维则检测这些观点的缺失。这两种思维方式对有效解决问题而言都是必要的，然而二者有时却是不相容的。创造性思维干扰批判性思维，反之亦然。我们在创造性地思考问题时必须放开思绪。这个思考过程越是处于自发状态，越有可能产生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源源不断的想法提供解决问题的原材料。在寻求解决办法的早期阶段，主要任务是想方设法激励产生新颖念头或创意，因此不设任何限制，允许提出任何想法，哪怕看起来是非常荒谬或不可能的想法，这便是“头脑风暴”的作用。头脑风暴是一种快速的非批判性思维技术，被用于获得大量的想法以供讨论，通常接下来的是审慎思维。
 
[60]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批判性思维过早介入，就会抑制创造性思维。在完成这个激励迸发创造性想法的过程之后，批判性思维把好的想法提取出来，在诸多可能性中选出或组合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非批判的）创造性思维，常常被指责为是浪费时间的空想。然而谁能担保这些空想肯定不会孕育创新的思想呢？当然，并不是所有空想或遐思都能产生有效的、可操作的想法，但一个有用的想法会在这千百个臆想中脱颖而出。当然，创造能力如果被过于强调，批判能力就会停滞不前；反过来，对批判性思维运用时机不当，也会束缚创造性思维。因此需要平衡发展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61]

 沃尔特斯在批评传统批判性思维模型时，实际上把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区别用“证明的演算”（calculus of justification）和“发现的模式”（pattern of discovery）来表达。逻辑—分析的功能构成一类认知功能，而同等重要的是所谓的“直觉—综合”的一组技能。前一组技能在给定的命题性论证的逻辑分析、评估和证明中是基本的，后一组构成非逻辑的运算，比如直觉、洞察和想象，它们在构建和发现新概念模型、新方法论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是基本的。两组认知功能互补：证明演算技能能够使推理者逻辑地分析和评估命题性论证和问题，而发现的技能促进不同模型的创造性建构与新问题和新视角富于想象的发现。这两个认知功能一起构成与人的合理性相联系的思维技能集。
 
[62]

 按其本质，批判性思维关涉批判某种早已存在的东西，而创造性涉及生成某种新的、先前对批判不可利用的东西。
 
[63]

 不过，有学者进一步主张，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相互渗透。贝林和西格尔指出，创造性不仅包括新颖性的生成，更包括生成改进或革新的产品，而分析、逻辑和评估必然包括在这种创造性生产中。对于辨识难题、确认现有解决的不充分性、要求确认一个新方法、确定探究方向以及确认可能的解决，批判性判断都是核心的。因此，导致创造性成就的思维，最好被看作是在对一个难题情境的合情理的和批判性回应的条件下，而不是在无限制生成的条件下。也不能把批判性思维刻画为严格分析的、选择的和规则决定的。对观念或产品进行评估或批评的思维不只是算法的，而是有创造的、想象的成分。标准的应用不是一个机械过程，而是包括某些环境的解释、关于不同语境中标准适用性以及是否标准被满足的想象性判断。同样，发明假说、生成反例、构建反论证和预想潜在的问题都是具有创造性维度的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方面。在任何复杂环境中，得出一个总的评价要求基于提问、权衡、驳回、协调和整合各种分歧观点来构建一个观点，也许导致假设的质疑和问题的再定义。贝林和西格尔认为，在所有严肃思考的实例中，逻辑的约束和想象的独创性是明显的。所有批判性思维都有创造的维度。在某些情形中，批判性的深思熟虑导向假设的质疑、规则的突破、要素的重新安排，因此可以产生显著新颖性的产品。由此看来，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是交织的。
 
[64]

 没有创造性的批判性思维只不过是怀疑论和否定性，而没有批判性思考的创造性变成了仅仅是新颖性。
 
[65]

 英国批判性思维学者费舍尔用很多人使用的一个词critico-creative thinking来强调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这种密切关系。即使是评估论证和观念也常常必须在其他可能性、替代考虑不同选择等方面富有想象和创造。要对一个议题做出好判断，看出别人话语的缺陷是不够的，需要在你设计的最佳论证的基础上做出判断，这往往要求思考相关意见，从不同视角考察议题，想象不同的情境，这些都是创造性的。使用这个词就是要强调批判性思维肯定的和想象的方面。
 
[66]



根据心理学研究，人们在做决定时，有平行起作用的两个思维系统——系统1和系统2。系统1做出快速的、整体的、联想的判断，是更为自动的、应激的。当做出一个不太重要的判断的时候，系统1负责对刺激做出肯定的—否定的、赞成的—逃避的快速反应。系统1的快速的、联想性输出往往对于指导有效行动是充分的，但系统1的输出需要补充或校正。系统2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基于规则的、连续的判断，是更为反省的、逻辑的。它适用于有重要性的判断，负责高于系统1的东西，比如发现原来的自动评价的一个错误，或者发现系统1的输出看起来对于有效指导人们执行手头的任务并不充分。例如，大学可能遇到一个是否接受捐赠的决策问题。运用系统2的反省的和逻辑的方法，将要处理以下问题：以某种有条理的方式评估捐赠的潜在价值；确定也许要被遵循的规则和程序；预计接受（不接受）的代价；列举接受或不接受的可能后果；分析对学生、员工和社区等可能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67]

 显然，系统1属于非批判性思维，而系统2属于批判性思维。

在批判性思维研究领域，还在另一个意义上使用非批判性思维，这时通常蕴含着这种思维是有害的、需要克服的、有缺陷的，与这个概念相联系的是“非批判的人”。如前所述，杜威使用了非批判性思维，并给出了简要定义。
 
[68]

 正如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呈现多样化一样，对非批判性思维的解释也有各种视角。

批判性思维的突出特征是质疑假设，重点放在问“为什么”的要求上。从这个角度出发，“非批判性思维是这样一种思维，即在没有系统地检核其有效性、否认或忽视影响信念和实践之语境的重要性、没有寻求和评估替代选项的情况下，而就表面价值接受常识假设，僵化而不质疑地依附教条和权威宣示”。
 
[69]

 非批判性思维意味着，就其表面价值接受每一个命题，什么也不质疑，假设每一结论完全得到证明，即使证据是薄弱的或根本没有证据，它是由思维的坏习惯和懒惰滋生的。
 
[70]

 在非批判性思维的条件下，永不存在审查一个人如何获得某个结论的思考或需要。非批判性思维包括鹦鹉学舌式的老生常谈，说“对的事情”。当不确定性真的出现时，许多人诉诸非批判性思维，希望给予他们的世界观一个稳定感，即使事实并不支持这一点。
 
[71]

 非批判性思维的另一个表现是偏爱一个理论模型或概念模型，非批判地接受建立概念、理论和公理的假设。
 
[72]

 非批判性思维从现存的思想和社会实践得到自己的信念、规范和价值，而批判思想根据它所生成的一个批判的观点来寻求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要求具有区分存在和本质、事实和潜能、表象和实在的能力。
 
[73]

 非批判性思维决意相信某事物，即使在面对相反证据的情况下。
 
[74]

 有学者在杜威对思维的分析的基础上，将非批判性思维看作是四种不同思维类型之一。在“以非批判信念形式进行的思维”中，我们只是相信或者非批判地接受常见观点。在成千上万接受这些观点的那些人中，很可能没有一个人能给出或者尝试给出他们观点的充分理由。并非我们所有人都因我们自己受过训练的思考力能给出由我们自己的思维所发现的好理由而引以为傲。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的政党、宗教或社会组织比别的更好？归根结底，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自己的信条、加入一个教会或选择一个政党的理由！我们采取自己国家或集团的观点，并不因为我们通过思考它们是最佳的而相信它们，而是因为相信它们省事。
 
[75]

 这种形式的非批判性思维不仅与批判性思维相对立，而且对创造性思维也是有害的，它们最终危害任何社会。
 
[76]



批判性思维和非批判性思维的另一个突出区别在于是否依赖好思维的某些标准。李普曼说，在学生们还不熟悉用来区别批判性思维和非批判性思维之标准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被激励进行批判地思考。当然，非批判性思维暗示思维是缺乏坚实基础的、模糊的、主观的、似是而非的、无计划的和未经组织的，而批判性思维依赖标准这一事实，暗示它是有良好基础的、结构化的和可靠的思维。
 
[77]

 批判性思维主要是一个规范概念，它指的是好思维，具有不同于非批判性思维的品质，这种品质是由思维满足相关标准和规范的程度决定的。在科学教育文献中，常常按照一组程序来定义批判性思维的概念，这种方法用描述性的术语刻画批判性思维，描述行为或活动的一个范围。但是，简单完成一组程序对于确保批判性思维是不够的，因为人们可能粗心地或不反省地——以一种非批判的方式完成任何程序。
 
[78]

 有学者将非批判性思维的三个形式或特性勾勒如下：“非全即无”（all or nothing）思维。这是一种儿童的思维形式，事物被绝对地认为非好即坏，非对即错。这种思维比批判地评估更容易。混淆巧合与原因，常常采取“跳跃到结论”的形式。这种非批判性思维最极端的例子是错觉。错觉是一种虚假信念，尽管证据支持相反的信念，非批判的人却依然坚持该信念。
 
[79]

 根据这些标准，非批判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形成一系列鲜明对照：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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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塞特所引证的保罗关于批判性思维和非批判性思维的对比不仅突出了标准，而且也强调心智习性方面的差异。
 
[81]

 而且，保罗进一步从心智习性方面刻画了“非批判的人”拥有的种种特性及其思维和行为表现：人们的心灵是他们既不理解、控制，也不关心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力量的产物。他们的个人信念往往基于先入之见。他们的思维很大程度上由陈规、夸张、过分简单化、粗率的概括、错觉、妄想、合理化、虚假二难和乞题构成。他们的动机往往可追溯到非理性的害怕和依附、个人的自负和嫉妒、理智的傲慢和头脑简单。这些构件变成了他们个性的一部分。这样的人注重直接影响他们的事物。他们通过种族和国家主义者之眼看世界。他们把其他文化的人们模式化。当他们的信念被质疑时（那些信念也许未被证明是正当合理的），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攻击。当他们感到威胁的时候，他们通常又回到幼稚的思维和情感的对抗攻击。当其先入之见被质疑时，他们常常感到被冒犯，把质疑者模式化为“心胸狭隘的”和“有成见的”。他们依靠粗率的概括支持自己的信念。当遇到“校正”、不同意或批评时，他们感到愤怒。他们想被过分夸奖，被人人觉得重要。他们想要一个呈现为简单的、黑白分明的世界。他们很少或不理解微妙之处、细小的特质或难以捉摸之点。他们想要被告知谁是恶人，谁是善人，把自己看作善人，把自己的敌人看作恶人。他们想要所有的问题都允许一个简单的解决，而且该解决是他们熟悉的那种解决，比如，用武力和暴力惩罚那些恶人。在他们心中，视觉形象比抽象语言远为有力。他们过度地被权威、权力和名人所影响。他们完全准备被指挥和控制，只要那些控制给予他们愉快的感觉，把他们引向相信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和富有洞见的方向。大众媒体为诉求这样的人而构建起来。微妙和复杂的问题被归约为简单的公式。有利于自己的描述便是一切，实质无关紧要。
 
[82]



一些学者还讨论了具体学科中的非批判性思维的表现。例如，在处理数据表征时，学生被观察到的四个推理模式之一就是非批判性思维，即专业性能力（technological power）和统计方法被随意或非批判地使用，而不是有针对性地运用；
 
[83]

 从科学态度来看，区别日常思维过程和科学方法的基本事实是，后者抑制愿望，即任何科学地思考的人必须排除将其主观愿望之事混同于科学事实。“这个态度差异说明了批判的和非批判的思维所意味的东西。” 
 
[84]

 在领导科学理论中，人们也研究了领导者和下属（遵循者）之间的遵循关系可能有5种风格。这些遵循风格按两个向度归类。第一个向度就是独立的、批判性思维的品质和依赖的、非批判性思维的对照。独立的批判性思维者注意他们自己的行动和他人行动的重要性，能估量决策对领导者所提出的愿景的影响，提供建设性批评，创造和革新。非批判性思维没有考虑超越一个人被告知之物的可能性，没有对组织培育做出贡献，不加思考地接受领导者的想法。第二个向度是主动行为和被动行为的对照。主动的个体完全参与到组织中，实施超越工作限制的行为，表现出归属感，推动问题解决和决策。被动的个体需要有持续的监督管理，由高层促动这样的特征。一个人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批判的、独立的思维者还是依赖的、非批判的思维者的程度，决定他是一个不合群的、被动的遵循者、墨守成规者、务实的幸存者，还是一个有效力的遵循者。
 
[85]



第三节 批判性思维的概念网络

《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指出，批判性思维“以仔细分析和判断为特征”。“critical”在严格的意义上，意味着试图形成确定优点和缺点的客观判断。因此，批判性思维就是使用恰当的评估标准，明确地形成旨在确定某物真实价值和优点的理由充分的判断。保罗认为，这是批判性思维的最低限度的概念，它既有其希腊根源，也是过去30—50年研究的内核。然而，由于批判性思维有多面向、多样化的性质，学者们在这个批判性思维概念的最低纲领的前提下，使用了各种术语来指称批判性思维，在不同的语境中，突出其不同的特性。因此，准确理解批判性思维需要澄清各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批判性思维的第一个概念是“苏格拉底方法”或“助产术”——苏格拉底所倡导的一种探究性质疑（probing questioning）。通过提问（或反驳、辩证法），人们被要求澄清他们思考或研究的目的，区分相干和不相干信息，然后检验其可靠性和来源，质疑他们自己和他人的言论所包含的假设，按照合作精神，从不同视角进行推理，探查所思考事物的后果或意涵，整理他们知道或以为知道之物的理由和证据，也对他们面前的证据和理由保持敏感。通过提问，揭示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信念背后的假设所包含的不一致性，以探求新的可能答案。

杜威的“反省性思维”是批判性思维的探究模型。在杜威那里，认识（knowing）、探究、科学方法、反省性思维的过程都是或多或少可以互换的术语。它们都与杜威的批判性思维概念相近。
 
[86]

 杜威发现，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类似于科学探究方法：定义问题，把期望转变为可能的、合意的结果，形成达至所确认目标的可能方式的假说，想象地思考实施这些假说的可能后果，然后用它们试验，直到问题被解决。然而，杜威同时区别了日常思维和反省性思维。反省性思维是对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根据其支持理由以及它所指向的进一步结论，予以能动、持续和细致地思考。
 
[87]

 反省意味着搜寻发展某个信念的其他证据、新事实，或者证实该信念，或者使它的荒谬和不相干愈加明显。简言之，反省性思维意味着，在进一步探究期间，判断被悬置，尽管悬而不决很可能有点痛苦。反省性思维本质上是假说的系统检验，有时也称为“科学方法”。它包括问题的定义、假说的提出、观察、测量、定性和定量分析、实验、解释、用进一步的实验检验暂时的结论。反省性思维关注思维的因和果。了解观念的原因——它们被思考的条件——使我们自己从智力的刻板中解放出来，给予我们在智力自由之资源的不同选项中进行选择并据此行动的力量。反省性思维包括：（1）怀疑、踌躇、困惑的心理困难，思维由之而来；（2）搜索、追逐以发现将解决该怀疑和困惑状态之材料的行动。训练良好心理习惯的最重要因素在于获得悬置结论的态度，以及精通为证实或反驳出现的暗示或联想而寻找新材料的各种方法。保持怀疑状态，进行系统而持久的探究，这就是反省性思维的本质特征。
 
[88]

 杜威《我们如何思维》1933年修订版的副题为“反省性思维对教育过程之关系的重述”，其中论证了“为什么反省性思维必须是一个教育目标”。
 
[89]

 一些学者曾认为，要训练青春期之前年轻人的批判性思维方法是不可能的。而杜威认为，虽然在青春期年龄之前有相对少的自发的批判感，非常少的怀疑和出于打消怀疑的缘故而完成研究的自然倾向，
 
[90]

 但思维始于幼年，伴随儿童首次努力管理他的身体，之后继续从事个体的和社会的游戏、工作和其他活动，学校内外所有年龄段的教育发展适用于所有生活关系中的问题解决的批判性思维类型。
 
[91]

 可以说，除了可用科学方法解释或替换而外，反省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几乎没有差别。

“元认知”（Metacognition）这个术语通常与弗拉维尔相联系，他指出，元认知由元认知的知识和元认知的体验或调整组成。前者指所获得的有关认知过程的知识和能用于控制认知过程的知识，可分为三类：个人变量、任务变量和策略变量的知识。他把批判性思维理解为元认知概念的要素：信息源、诉求质量（quality of appeal）和可能后果的批判性评价需要明智地处理这些输入，如此才能导致智慧的生活决断。
 
[92]

 亨尼西在考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些定义后，将元认知的特性刻画为：意识到某人自己的思维，意识到某人概念的内容，对某人认知过程的一种主动监测，调节某人与进一步学习相关的认知过程的努力，应用作为帮助人们组织自己通常探索难题方法之有效手段的一套启发法。
 
[93]

 更简单的定义是“思考的检测与控制”，包括3个主要范畴：元记忆与元理解、问题解决和批判性思维。虽然这一简单分类并没有穷尽元认知的许多类型，但它传达了该过程在主要认知活动中的广泛作用。
 
[94]

 昆恩也把批判性思维看作元认知的一种形式，而元认知的认知（metacognitive knowing）——基于陈述性知识运作的思维、元策略认知（meta-strategic knowing）——基于程序性知识运作的思维和认识论认知（epistemological knowing）——包含知识如何被生成，这些二阶认知形式都是批判性思维的一部分。
 
[95]

 有学者把元认知归到批判性思维之下，因为批判性思维技能的一个构件是在合适的时间部署合适的策略和技能的能力，通常称为条件式知识或战略知识（被认为是元认知的一部分）。
 
[96]

 另一些则将元认知等同于监控批判性思维质量的能力。
 
[97]

 在美国哲学学会（1990）的批判性思维定义中，元认知（自我校正）是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子技能。有人将自我调节学习（self-regulated learning）当作一个总的概念，它是我们理解和控制我们学习环境的能力，有三大构成：认知、元认知和动机，而在认知要素中包括批判性思维即辨识、分析来源和得出结论。
 
[98]

 不过，李普曼认为，人们可以用非反省的方式思考自己的思维，因而元认知不一定是批判的。
 
[99]

 梅可派克指出，认识到何时一个特殊技能是相关的并部署那个技能的能力，不适合作为批判性思维的一部分，它实际上代表一般智能。
 
[100]

 2011年的一个研究报告总结说，起码在监测一个人的思考使其更可能从事高质量思维方面，元认知能被看作是批判性思维的一个支持条件。
 
[101]



“高阶思维”或“高阶认知（技能）”源自布隆姆的认知目标分类系统。这个著名的“金字塔”系统包括6个连续的层级：知识、领会（comprehension）、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估。

“知识”包括通过识别或回忆强调那种概念、材料或现象的行为和测试情景。它包括从特殊和比较具体的行为到更为复杂和抽象的行为。特殊知识指能分别孤立和记忆的那类信息或知识，而普遍和抽象的知识强调组织和结构化信息的相互关系和模式。“领会”包括中学和大学强调的最为一般的那类理智能力和技能。布隆姆的“领会”定义比通常的阅读理解更为广泛，包括任何言语或书面交流中的字面讯息的表达和理解的目标、行为或回应。“运用”指学生把恰当的抽象应用于一个新情境。应用包括抽象的（以一般观念、规则、概括化的方法、概念和理论）使用，当然假设这些抽象已被记住。“分析”注重将材料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并探知各部分的关系以及它们被组织起来的方式。分析也可以在决定一个交流的结构或组织方面成为一个目标，或者帮助更完满地领会或评估材料，包括诸如形成假说、得出结论、概括和区别等技能。“综合”是将要素和部分拢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为了发展之前并不存在的一个模式或结构而组合。包括把各部分和新材料重新组合为一个或多或少完整的整体。这是一个提供创造性行为的范畴，尽管学生必须在特殊问题、材料或框架确定的限制之内工作。但是，领会、分析和应用包括研究一个整体以更好地理解该整体，综合要求从许多来源获得要素，将它们放在一个新结构里。“评估”涉及做出对某一目标之价值的判断，包括使用规范和标准来评价标准被满足的程度。这个技能包含了层级系统中的所有其他技能。判断可以是定性的或定量的，标准可以是为学生确立的或是由学生确定的。判断包括考虑要被评估之现象的各方面，使用清晰的标准和参照系。它不同于仅仅是意见的那种快速的、冲动的决定。可以基于内部证据（逻辑的准确性、一致性等）或外部标准（用来做出判断的技术、规则或标准）做出判断。布隆姆的分类虽然并不是为进一步的批判性思维教学而设计的，但包括了大量对这种教学有用的信息。所描述的大多数认知过程对高阶问题是基本的，事实上预设批判性思维基本概念（如假设、事实、概念、价值、结论、前提、证据、相干性、不相干、一致性、蕴涵、谬误、论证、推论、视点、偏见、成见、权威、假说等）的使用。比如，分析可以是任何学习领域的目标。科学、社会研究、哲学和艺术教师常常将分析表述为自己的重要目标。他们希望发展学生这样的能力：在交流中区分事实与假说，辨识结论和支持性陈述，区别相干和不相干的材料，注意到一个观念如何与另一个相联系，看出表达的东西所牵涉的未陈述假设，区别诗歌或音乐中主要的和从属的思想和主题，发现作者的技术和目的的证据等。而且，“批判性分析”含有评估之意。
 
[102]

 那些在分析、综合和评估方面做到最好的学生，倾向于以一种对这些批判性思维构件的清晰感来审慎地完成这些认知活动，因此，假如在认真的分析、综合和评估中预设了批判性思维的概念，我们就能通过将这些构成性概念提升到有意识的水平来最佳地提高这种专注力。同样，在情感领域的目标分类中，许多高阶价值的例子是对教育的批判性思维模型之价值的说明。学生慎重考察关于争议问题的各种观点，形成关于这些议题的意见；发展对理性力量和试验讨论方法的信任；针对公共福利标准而不是特殊和狭隘利益集团的利益来估量不同社会政策和实践；按照证据迅速修正判断和改变行为；按照相关的情景、议题、目的和后果而不是按照固定的、教条的戒律或主观愿望式思维来判断问题和议题；发展一种始终如一的生活哲学。
 
[103]

 由此看来，高阶认知活动和能力不仅包括批判性思维技能，也包括批判性思维倾向的元素。一般认为，最高3个范畴——综合、分析和评估构成了高阶思维，而且常常被等同于批判性思维。所以，高阶思维等相关说法就是布隆姆式的批判性思维。也有人将批判性思维仅仅看成是第6个层级即评估，因为正是这个层级“聚焦于在对一个陈述或命题之分析的基础上做出评价或判断”。
 
[104]

 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分析高阶思维的性质，认为它是非算法的，即行动路径并没有完全预先指定；它倾向于是复杂的，整个路径从任何单个有利位置来看都不是（心理上讲）“可见的”；它常常生成多种各有利弊的解决办法而非唯一的解决办法；它包括有微妙区别的判断和解释；它涉及多重标准的应用，而这些标准又相互冲突；它往往涉及不确定性，并非知道影响手头任务的一切情况；它是思维过程的自我调节，那些每走一步都听命于别人的人不被认为有高阶思维；它涉及影响意义和发现表面混乱之下的结构。
 
[105]



“批判性推理”也常见于文献。特别是作为一种考试题型，“批判性推理”频繁出现于美国为检测学生评估假设、推论或论证的能力而设计的GMAT、GCT等测试中。有学者假定批判性推理是批判性思维的同义语。
 
[106]

 不过，鉴于某些具体的原因，另一些学者更愿使用“批判性推理”。
 
[107]

 批判性推理要求识别与有效地使用合理批评或支持理由和推理的能力。对理由和推理等的鉴别、使用与评价引导这种推理。只是进行推理的人，并不见得就是批判性推理者。一个非批判的推理者盲目推理，没有鉴别理由的理由。
 
[108]

 批判性推理有两个要件：第一，从事批判性推理的人，必须要对所有当下通过合理推理尚未解决的议题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性态度意味着思想开放、允许可错性、承诺理智的完整性（Integrity，即承诺寻求证据并跟随它的导向——遵照指示正确结论的证据，取代按照预先构想的偏见或先入之见的工作）。第二，从事批判性推理的人，采纳思想的规范性标准。规范性标准是恰当思维的规则——不是描述我们实际上如何做的规则，而是我们应该如何思考的规则。这些标准一般被假定是学科独立的，即它们适用于任何学科的思维。
 
[109]

 相对来说，那些非自我反省的推理就不是批判性推理。批判性推理是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的具体情形；方法论的反省（以理解与评估知识的目标、预设和程序为目标）或元认知也是批判性思维的另一种具体情形。这两种具体情形对应于批判性思维的两个主要含义：一个是批评、分析和评估的概念；另一个是反省意识（reflective awareness）。
 
[110]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运动中的哲学家倾向于强调推理的话，那么，认知心理学家倾向于强调问题解决或决策。问题解决是从一个不满意的状态导向更为合意的“目标状态”的心理活动。在认知实验室中，研究问题解决所涉及的问题常常是复杂的，但通常存在一个正确的答案，而且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解决方法会起作用（很可能只有一个）。这种问题常称作“良结构的”问题。和在批判性思维中一样，问题解决者构建和提炼问题情景的一个模型，分析当下状态，辨识限制，收集信息，生成一个或更多的假说，检验假说直到达到目标。批判性思维也是问题解决的一种形式，但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批判性思维包括关于开放式问题或结构不良问题的推理（比如，归纳推理或关于那些没有唯一解决方法的不良结构问题的推理）。发展支持一个立场的过程最为明显地将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区别开来。不过，实际问题往往是开放式问题。在专业方面，如商业、工程、教学或建筑中的推理，结合了问题解决和批判性思维的特性。
 
[111]

 另外，与批判性思维或非形式逻辑不同的是，问题解决不容易从学科主题中孤立出来，因为“问题”通常处于一个知识构架之内，通晓解决方法很可能依赖背景知识。
 
[112]

 然而，加里森把批判性思维刻画为五步问题解决过程：问题辨识（学习者注意到一个问题，辨识其组成部分并将它们联系起来获得对问题的基本理解）、问题定义（学习者进行深入的澄清即为理解构造问题陈述的价值、信念和假设而分析问题）、问题探索——推论（学习者超越基本定义获得洞察和理解，一个包括使用推论如归纳和演绎，并得出将该问题和先前阐述清楚的命题联系起来的一个思想的过程）、问题评估（学习者估量不同的解决方法和新想法，一种要求判断的技能）和问题整合——战略形成（学习者搜索并尝试应用一个解决方法，同时做出一个决定）。
 
[113]



不过，把问题解决看作一个综合过程时，批判性思维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解决问题需要创造性思维提出新颖的思路，批判性思维随后加以检验。作为解决问题过程的一部分并且和创造性思维相互关联的批判性思维主要是评估性的。从哲学视角来看，要把某种思维刻画成“批判的”就是要判断它满足可接受性的相关标准，批判性思维的哲学强调这样的标准。问题解决、决策或探究指的是需要思维发挥作用的不同语境；而批判性思维是规范术语，它指的是这种思维如何完成。问题解决强调需要处理一个特殊问题或问题情境；决策包括做出选择；探究指的是回答一个问题或探索一个难题的努力。这些活动都能用一种批判的或非批判的手段完成。当它们按照相关的规范被完成时，它们就都构成批判性思维的实例。因此，批判性思维是一个总的术语，指的是思维的质量。
 
[114]

 尽管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存在相互渗透和交织的关系，但是，批判性思维主要集中于评估证据和想法，而创造性思维（创造性问题解决）主要集中于找到问题（难题或挑战）的答案。当我们早已有将（当下状态和目标状态的）“漏洞”填补起来的答案或正确答案时，显然这是常规的问题解决。当不存在将这个“漏洞”填补起来的明显的方法时，就需要创造性的问题解决办法。例如，设计一个试验来检验一个新假说。批判性思维包括评估证据和推理，以决定信什么和做什么。所以，创造性问题解决和批判性思维都是高阶思维技能。在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当决定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哪个是最佳的时候，需要批判性思维，即运用标准挑选一个解决方法。在批判地评估了信息之后随之决定做什么的过程中，个体可能需要从事问题解决。

当批判性思维、高阶思维和学习紧密联系起来时，有学者使用“理解”这个概念。和批判性思维一样，此概念所描绘的那种学习和思维，都激励学生将学会的东西应用于新情境，评估、分析、综合或质疑他们发现的信息，并考虑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不过，理解的概念要比批判性思维和高阶思维的概念更宽。珀金斯认为，在以理解为目的的教学中，理解比只是再造信息要求得更多，也比常规的、被很好自动化的技能要求得更多。简言之，理解是用一个人的所知灵活地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其重点在于灵活性。“我们赏识经由灵活执行的理解……当人们能够围绕他们的所知来灵活地思考和行动的时候，理解才显身了。相反，当一个学习者不能超越死记硬背和例行公事的思考和行动的时候，这便是缺乏理解的信号……理解意味着能够灵活地执行。”
 
[11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和加拿大出现了批判性思维运动的三次浪潮。在第一次浪潮中，逻辑主义成为批判性思维运动的主流，获得构建和评估论证的技能成为一个受尊重的教育目标。基于非形式逻辑的批判性思维（informal-logic-based critical thinking）在大学（比如加州19所大学）的教学中确立了和相关学科的联系——社会学家所教的一般化的方法论课程、心理学家所教的问题解决课程、历史学家所教的文本诠释学课程、英语中的论说文写作课程、新闻业提议的媒体分析课程等。
 
[116]

 关于通识教育的意义、本质和重要性的广泛讨论以及随之而来的培养方案的修订，为那些对非形式逻辑感兴趣的人提供了理想的条件。美国大学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有基于学科的（discipline-based）和自立的（free-standing）两种主要形式。后者往往是和非形式逻辑紧密联系的批判性思维导论性课程。大学课程目录也显示，一年级导论性课程的描述经常互换使用“批判性思维”和“非形式逻辑”。因此，“至少在导论水平上，教授‘批判性思维’已几乎变成了应用非形式逻辑方法的同义语”，
 
[117]

 非形式逻辑只不过是批判性思维的“技术性称谓”。有人干脆说，批判性思维和非形式逻辑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不同名称。
 
[118]

 批判性思维课程可能冠以各种名称，如批判性推理、批判性思维、非形式推理、非形式逻辑、理由与论证、实用推理、实用逻辑、论辩、逻辑与辩证法等，但其内容基本主要是非形式逻辑。
 
[119]

 实际上，这个阶段的大多数批判性思维教科书的内容，都集中于作为批判性检验观念的一种方式的推理（论证），而关于论证的分析、评估、构建以及论证谬误的教材，被广告渲染为批判性思维教材销售。
 
[120]

 格拉顿曾考察过138种批判性思维教科书，发现其书名包括的关键词是：逻辑、非形式逻辑、推理、论证和批判性思维，或者这几个的组合，而且表明大多数作者取消了可能在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之间或者在论证与推理、逻辑、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区别。
 
[121]

 范爱默伦也曾确认，在理论上，这种取消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之间区别的情况也存在。
 
[122]

 有学者论证，无论从思维技能还是从思维倾向的培养来看，非形式逻辑教学都起到了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全部作用。在教学实践上，批判性思维和非形式逻辑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只是命名上的不同，非形式逻辑原则、概念和技能的某些应用体现批判性思维的倾向、态度或智力德性。
 
[123]

 沃尔特斯在批评这种逻辑主义时指出，眼下被普遍接受的教授批判性思维技能之方法的显著特征，就是逻辑主义者把批判性思维归约为逻辑分析。结果，批判性思维标准教科书和课程典型地以训练学生逻辑论辩的技巧（归纳和演绎推理、谬误识别、统计推理、证据评价和问题解决）为目标，而忽略或很少关注其他不同的思维模式。
 
[124]

 当然，也有一些非形式逻辑学家主张对二者做出某种区别，认为批判性思维比非形式逻辑的范围要宽，因为在没有论证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有批判性思维，比如艺术作品的鉴赏和批评活动。
 
[125]



“批判性”（criticality）、批判教育学（critical pedagogy）也与批判性思维有关。与批判性思维这一教育运动不同，批判性和批判教育学受弗莱雷和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影响，明显是一个教育者的政治运动。它的出发前提是，在社会中存在根本的不公正，教育是这种不公正施行和持续的关键因素。这些不公正并非来自个体缺少合理性，而是源自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某些社会阶层压迫的结构和实践。因此，教育，这个使个体和集团强大起来并作为改变支撑压迫之社会的核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手段，必须要改造。在这里，对霸权的理解形成了与批判性思维的明显差异。由于传统教育传递一种特殊的社会理解，支持特殊的结构和关系，因而提供一种平衡力是必要的。这需要向学生表达特殊的知识形式，它能允许学生批判主流立场。批判性思维将其对公民的贡献看作是揭露错误论证并使得候选人和政策之间的理性选择成为可能的清晰思考的发展，由于其不关心政治的特性，批判性思维运动遭到批判教育学的批评。在注重理性思考发展的同时，它似乎忽视了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和阻止某些即使确实批判地和理性地思考的个体和群体实现其目标的不公正结构和制度。两个运动之间的差异表明了在理解知识和社会方面的分水岭，凸显了有关公民教育的关键问题。大多数改革的公民教育者会支持批判性技能和倾向的发展，但在弗莱雷式的有明显政治承诺的“批判教育学”视界与超然的、论证的理性审查的“批判性思维”路向之间依然存在冲突。
 
[126]



分析和比较表明，批判性思维首先是怀疑甚至否定，其次是用理由选定对问题的答案，最后是经过权衡比较确定最佳解决办法。其中怀疑或否定甚为关键，因为没有它就不会有随后的一切。而批判性思维这个词比任何其他语词都更好地传达了这一点。而从人类思考的一些负面倾向的危害来看，critical thinking甚至不得不翻译成“批判性思维”。保罗批判性思维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人类心智没有驱动质疑的内置，揭露人类心智妨害优良思考的种种缺陷：生来倾向于相信使其舒适的、简单的而非复杂的、普遍相信的、社会上奖赏的东西；人的心智常常与其内化和创造的偏见、先入之见、虚假、真假混同的报道和扭曲和平共处。对于那些采用它们和选择性使用它们的人来说，各部分的矛盾也不会使他们的心灵感到不安。自我中心和社群中心的世界观都是人类心智的束缚。因此，如何发掘和培养只是潜在于人类思想中的自我批判性（self-criticalness），学会批判地思考，是一个非凡的过程。
 
[127]

 就此而言，不把critical thinking翻译成“批判性思维”根本就不能凸显人类思考的这些“劣根性”。著名科学哲学家菲欧切诺在讨论波普尔学派（批判理性主义）与批判性思维运动时指出，波普尔主义者是科学中批判性思维重要性和价值的最奋力的倡导者和辩护者。比如，正是他们领导和坚持对库恩科学哲学的批判，虽然这也是像西格尔（既关心批判性思维也关心科学）这类学者的目标。但是，在所谓的批判性思维运动中，很少知道和欣赏波普尔的理念。反过来也一样，波普尔主义者倾向于不了解、不关心批判性思维运动。一方面，这归因于波普尔主义者没有重视批判性思维最重要元素之一——推理活动；另一方面，人们可以说，虽然批判性思维运动也谈论批判性思维，但没有足够严肃地对待批判。
 
[128]

 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等对传统批判性思维模型的不满之一也是感到它在“批判”方面不彻底、不猛烈。

对于不了解critical thinking起源及其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演化的中国人来说，翻译该词时常常陷入迷茫之中，这不仅可以从杜威《我们如何思维》的译文中看出，更在联合国文件的中译文本中有突出显示。我们对联合国百余份文件的英文版本和中文译本进行对照发现，critical thinking的译法竟有20余种：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考，批评性思考，批判性地思考）、严谨思考、思辨性思考、判断思维（判断思考）、思考、有判断的思维、逆向思维、有鉴别力的思维、思考分析、关键性思考（关键思维）、重要的思维、辨别是非、思维能力、深入思考。包括critical thinking一词的联合国文件不止百余种，如果对照更多的文件，也许会发现更多我们料想不到的译法。我们希望，基于以上论证的种种理由，把“批判性思维”固定为标准翻译，至少在使用不同译法时将英文原文附上，以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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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性思维多视角定义及其共识

延续至今的批判性思维运动所关注的3个焦点问题是：批判性思维是什么？批判性思维如何教？批判性思维怎样检测？其中第一个问题最为基本，制约着另外两个问题。批判性思维概念决定培养学生怎样的思维技能和气质、什么样的课程能满足批判性思维的要求以及我们如何评估教和学的结果，所以在批判性思维盛行的国家，人们也感到一个清晰的批判性思维概念极为重要。早在西方批判性思维运动的高潮时期（20世纪80年中后期），纷繁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就引起了一些疑虑。梅可派克曾说，学校里赞同的批判性思维有点像赞成自由、正义和清洁的环境一样，一开始就获得一致喝彩。不过，就如其他概念一样，压根就不清楚人们用批判性思维是否意指同样的东西。在他看来，人们对批判性思维理念的广泛支持恰好是由于对它的多种解释。
 
[1]

 几乎一生都在研究和改进批判性思维定义的专家恩尼斯也曾问道：“所有赞成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家谈论的是同一个东西吗？”
 
[2]

 伦尼登等也指出，尽管对批判性思维的构成有一致意见，但这一图景并不完全。批判性思维如何被广义或狭义地定义？狭义定义的批判性思维完全与创造性思维不同吗？广义批判性思维定义多大程度上与创造性思维相交叠？批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反省性思维和高阶思维的关系如何？那些共同的批判性思维词汇在各领域都富有成效吗？对“有效的”“指称”“假设”“归纳”和“可信性”等术语的用法存在不一致吗？
 
[3]

 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整合批判性思维定义的各种尝试。

第一节 批判性思维定义发展的几个阶段

斯特赖布在其博士论文《批判性思维的历史和分析》（1992）中，通过考察1910—1992年的批判性思维文献，将批判性思维及其相关概念（主要是问题解决）的意义、定义和描述史划分为4个阶段。
 
[4]



第一阶段：1910—1939年。实用主义者皮尔士和杜威从民主社会与科学的视角看到了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杜威指出，民主的参照框架能够激励行动以及指引批判性反省。哲学应该是批判的常识主义（critical common-sensism，引用皮尔士的一个术语）。皮尔士曾说，理性的第一规则是不阻挡探究，而未受批判的常识往往是探究的最大障碍。由于把理性的原则当作是一个公理系统或自明真理系统的概念遭到拒斥，因而常识的批判性审查是剩余的唯一方法，科学原则可以依靠它组织起来。
 
[5]

 杜威既使用批判性思维又使用反省性思维，但更偏爱后者。反省性思维是对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根据其支持理由以及它所指向的进一步的结论，予以能动、持续和细致地思考……包括自觉自愿地尽力在证据和合理性的坚固基础上确立信念。……每一个反省运作都包括两个元素：一个困惑、踌躇、怀疑的状态；一种竭力揭示用来支持或取消被提议信念的更多事实的搜索或探究。
 
[6]

 在心中反复考虑、反省，意味着搜寻发展那个提议的另外的证据、新事实，或者证实它，或者使它的荒谬和不相干更为明显。而与之相反的（对所提议的东西立刻接受）是非批判性思维。反省性思维本质上也是假说的系统检验，有时也称为“科学方法”。在杜威看来，反省性思维也是组织课程的基本原则，教学过程应统一于形成好的思维习惯这个中心。

杜威在回应某学者对其思想的批评时强调，非批判的与批判的或科学的思维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后者努力尽可能整合成具有推论和检验功能的一个行动。杜威修改了传统上对演绎（一般到特殊）和归纳（特殊到一般）的理解，认为归纳是从事实到意义的运动，演绎是意义的发展，一种蕴涵的展现，事实和意义的联结只是由行动（act）这个词的日常物理意义上的一个行动造成的，即由包括身体运动和周遭情况变化的试验造成的。杜威在一个注释里说，他用推理（reasoning）这个词表达他所谓的批判的或反省的思维——“这些语词的褒义所说的思维”。好思维是受控的，延缓对所暗示意义的接受，因此在问题和一个暗示的表征之间插入“一个案件事实”的分析性审查的要件。但在批判性思维方面，这个“步骤”与一个暗示的试验的或假设的采纳步骤并无不同。它标志着努力控制一个假设的意义所采取的形式。在批判的或科学的探究中，最费心的是把精确的技术参数和观察到的数据资料的汇集当作控制的手段加以保护。这个“步骤”是科学归纳的特色。对观察到事件的分析性审查（广泛而集约的）提供了这种本来就可利用的控制。
 
[7]



杜威辨识了好多思考模式，包括信念、想象和意识流，不过他最感兴趣的模式是反省。反省性思维按照一个信念或知识及其结果，由主动、持续和细心的信念或知识加工形成，简单来说，与其他类型的思维相比，反省性思维包括自觉自愿努力在知识和合理性的基础上形成信念。
 
[8]

 据罗杰斯的研究，杜威的反省性思维有4个标准：第一，反省是意义生成的过程。经验包括自我与他人、物质世界、自然界、观念等所有构成当下环境因素的互动。反省性思维将学生从一个经验带到另一个经验，并因而确保学习的连续性。反省的功能是要生成意义，即在一个经验的元素之间、这种经验和其他经验之间、这种经验与某人拥有的知识之间、那种知识与他自己之外的思考者生成的知识之间，制定“关系和连续性”。脱离经验的意义生成是人的核心所在，它使我们理解自己的生活事件并赋予它价值。教育是增添经验意义的经验重建或重组，它增强一个人指导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反省是增添经验意义的经验重建和重组。经验具有意义是因为个体感知到关系。第二，反省是严格的思维方式。《我们如何思维》修订版详细探讨了反省的过程。在描述反省思维的过程中，杜威使用了至少30个不同的专门术语。反省是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不可等同于未经规训的、仅仅偶然的对某事的“仔细考虑”。杜威提到与反省性思维不同的3种思维：意识流、发明和相信。意识流是“通过我们头脑的不受控制的思想奔驰”。与此相比，反省性思维包含“联结在一起的明确单元因而存在向一个共同目标的持续运动”。
 
[9]

 发明要求想象，与对事实的直接感知不同。不过，杜威虽然对比想象和反省的严格性，但也看到了想象在反省之内的重要性。反省需要思考者利用过去的经验，“想象”与要探究的经验的相似或不同的其他事件。因而想象是反省的一个子集。相信是预先判断（prejudgment），不是随着个人心理活动（比如观察、收集和审查证据）的结果所达到的结论。即使当它们碰巧是正确的时候，就关注拥有它们的人而言它们的正确性也是偶然事件。与惯例信念的接受相反，反省构成“对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按照支持它们的根据以及它们导向的进一步结论，主动、持久和细致的进行考虑”。
 
[10]

 哥伦布被杜威视为一个反省性思想家。反省有6个阶段（当然以经验为核心可以归约为4个阶段）：一个经验；对经验的自发解释；命名该经验产生的难题或问题；生成对这些难题或问题的可能的说明；把该说明分化为若干成熟的假说；试行或检验选定的假说。第三，反省通过社会中的人际互动而发生。杜威认识到，思考若不表达一个人之所思就是一种不完全的行动，必须向别人表达自己，别人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思想，披露自己思维的力量和漏洞。老师和学生都需要共同体的支持，需要在更大的世界里独立行动的能力。共同体也起着检验个体理解之基础的作用，它从个人王国走向公众。反省的共同体也提供一个论坛。第四，反省是一组态度。反省的共同体要求特殊态度。当愿望、担心、需求或其他强烈情感指挥探究进程时，我们倾向于仅仅认识到加强前提的证据，导致学习变成彻底受局限的。相反，由专心致志或全心全意（whole-heartedness）、指向性（directness）、思想开放、责任心和乐意进行由反省指导的反省，虽然更为困难，但有更好的机会拓展一个人的知识领域和意识。反省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从实践到理论和从理论到实践的前进式螺旋式上升。
 
[11]



按照罗杰斯的这个阐释，杜威对批判性思维的论述已经包含了批判性思维技能和倾向这两个方面。杜威反省性思维的看法影响了之后许多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尤其是他关于如何“按其最佳意思，思维是考虑信念的基础和后果”的描述，被吸收进许多批判性思维定义，体现为阐明评估信息、想法或命题以及在判断是否行动或思想是合情理的或有用的之前，考虑行动或思想之后果的概念。在玛格丽格看来，不仅格拉泽，就连很久之后的费西万、费舍尔等的批判性思维概念都反映出杜威反省性思维概念的影响。
 
[12]



在杜威《我们如何思维》修订版（1933）之前，已有学者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批判性思维。例如，波拉斯《为思考而教》（1922）指出，思考的效能需要宽广的胸怀和进行批判的能力。批判是选择过程的一种运作，该过程被提升到有意识的水平并成为一种理智分析和判断的行动。个人在任何职业上的成功显然取决于他践行批判性选择的能力，即选择“更好的”而不仅仅是“好的”。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理智心灵的批判性态度的发展，而是缺少这样的发展。学生在批判性思维方面的练习凭借提问、提供信息、建议方法和获得更多信息的手段、提出异议或要求注意遇到的困难、为表达意见一致提供解决，等等。训练学生成为好的判断者可以通过要求他们批判地思考在学校里所做的一切。训练儿童对他们的工作方法、计划或制度进行批判地思考没有什么神秘或不可思议。所有要发展的批判性思维方面的技能都自然依靠科目学习。算术要求问题的批判性解释，工作方法和解决办法的评估；地理学为比较不同聚居地的生活条件、不同职业的评估、各种族和人民对人类相对贡献的批判性评价提供了机会；历史号召查证陈述、比较人和事、把过去的运动解释为与当今问题相关；文学提供了对形式和思想进行批判的机会。进行自我批判的能力也有必要。应该训练学生严肃和真诚地思考自己，把他允许自己的判断纯粹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倾向看作是弱点。批判性思维要求考虑问题时坚持清晰性、坚持性和有效性（effective）。
 
[13]



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对批判性思维的不同声音。伍德和比尔斯（1939）坚持教会学生思考是不可能的，因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不是中学的一个正当合理的目标。
 
[14]

 但多数人还是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教育的目标之一，更有一些学者对批判性思维概念加以展开。例如福希特（1938）就一个人对印刷材料进行批判性思维列举了7个步骤：（1）选定对自己重要的任何陈述中的重要单词和短语，要求对它们仔细地定义；（2）要求支持迫使自己接受的任何结论的证据；（3）分析证据并区别事实与假设；（4）辨识对结论必不可少的表达出来的和未陈述的假设；（5）评估这些假设，接受某个而拒斥别的；（6）评估论证，接受或拒斥结论；（7）不断再检验自己信念背后的、引导自己行动的假设。
 
[15]

 麦克伯尼和汉斯（1939）分析了引起非批判性思维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原因。与个人相关的无意识原因有无能观察，记忆力不足，无能组织或形成假说，轻信，刻板行为和过度的情绪；蓄意的原因包括伴随偏见影响的维持自尊，模仿和皈依的欲望以及合理化的倾向。非批判思维的社会原因是诸如传统、信仰、教条和党派的群体压力。
 
[16]



第二个阶段：1940—1961年。这个阶段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受到杜威明显影响，扩展了杜威的反省性思维概念。格拉泽（Edward M.Glaser）、拉塞尔（David H.Russell）和史密斯（B.Othanel Smith）将“陈述的审查”包含于其中，拓展了批判性思维一词的意义。

格拉泽的《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实验》（1941）通过列举包括在系统问题解决中的那些技能，具体化了批判性思维的概念。格拉泽指出一个批判地思考的人具有3个属性：（1）倾向于以深思的方式考虑一个人经验范围内的难题和主题的态度；（2）逻辑探究和推理方法的知识；（3）应用那些方法的某种技能。批判性思维要求，根据支持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的证据与它们指向的进一步结论来不断努力审查这些信念和知识形式。良好的批判性思维者具有这样一些基本技能：识别问题，知道解决那些问题的可行手段，收集和整理相关信息，辨认未陈述的假设和价值，理解和运用具有准确性、清晰性和分辨性的语言，解释数据资料，评价证据和评估论证，认识到命题之间存在或不存在的逻辑关系，得出有正当理由的结论和概括，检验所得出的结论和概括，在广泛经验的基础上重建一个人的信念模式，对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品质做出准确判断。
 
[17]



拉塞尔是美国教育研究协会会长（1958—1959），全国英语教师理事会会长（1963—1964），研究阅读过程和批判性思维心理学。拉塞尔提出（1945），批判性思维通常包括4个条件：（1）一个知识域或思维在其中正在进行的领域。（2）一种质疑和悬置判断的一般态度；在接受之前审查的一种习惯。（3）逻辑分析或科学探究方法的某种应用。（4）根据这种分析或推理采取行动。
 
[18]

 他说：“批判性思维……是按照某些在先接受的标准评估或归类的过程。它是一种对数据资料的逻辑审查，避免谬误和仅仅基于情感的判断。”
 
[19]

 他把批判性思维列为对问题解决不可缺少的活动之一，作为创造性思维的一个方面，认为大多数儿童并没有靠自己独立学会批判地思考，他们需要通过帮助而成为批判性思维者。
 
[20]

 拉塞尔还在对思维过程的评论中注意到对批判性思维的不同解释：批判性思维被看成是下述说法的同义语：抽象和组织信息的能力、得出结论的能力、搜寻相关材料的能力、评估数据资料的能力、比较来源的能力、具有不轻信的态度（from-Missouri attitude）、区分事实与意见、察觉宣传和应用逻辑推理的规则。
 
[21]



说到20世纪40年代的批判性思维不能不提及进步教育协会的8年研究。进步教育协会1930年建立的一个部门——“学校和高校关系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Rel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是首批关注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主要研究团体之一。它实施了众所周知但后来被严重忽视的8年研究（1933—1941）。
 
[22]

 研究结果报告是1942年发布的《美国教育冒险》（Adventures in American Education
 ）5卷系列。各卷讨论中所使用的术语并不一致，比如反省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清晰思维、问题解决，但无论使用什么术语，“在参与8年研究的学校所提交给评估员的目标陈述中发现了对这个目标（清晰思维）的突出强调”。
 
[23]

 第三卷《评价和记录学生进步》的考察项目和标准涉及批判性思维。作者指出：“在分析过程中，将一般目标分解为有限数量的组成部分然后细致分析每一个是方便的。清晰的或‘批判的’思维的诸方面选择处理解释数据资料的能力、应用科学的、社会研究的以及一般逻辑推理的原则的能力，以及与证明本质之理解相联系的某些能力。”
 
[24]

 因此，令人满意的学生行为被重新归类在四个基本题目之下：数据资料的解释、科学原则的应用、逻辑推理原则的应用以及证明的本质。数据资料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Data）包括“判断数据资料的准确性和相干性，认识到数据资料中的关系，认识到它的局限和在它们基础上形成的假说”。委员会尤其强调，认识数据资料中的关系的能力（例如进行比较、看出共同要素、认识主要趋势和动态）以及认识数据资料的限制（例如给定的数据可以或不可以建立的东西，认识到一些概括也许没有资格形成）。科学原则的应用（Application of Principles of Science）是在这样的假设下操作的：“学生应学会将科学课堂和实验室获得的知识应用于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这种应用包括对与给定情景相关的可能说明或预见做出决定的能力；通过使用科学原则和正确推理原则证明所做出的说明或预见。逻辑推理原则的应用（Application of Principles of Logical Reasoning）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中学生应该获得将逻辑推理的原则应用于处理他们的日常经验的能力和倾向”，选择刻画学生进步之特征的具体行为要达到的目标是：在论证研究中，审查论证的逻辑结构和应用逻辑推理原则的倾向；区分从给定假设集得出结论与不能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的能力；析出逻辑结构中重要元素的能力；认识到一个逻辑原则应用于阐明为什么一个结论合乎逻辑地从给定假设得出的能力。证明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oof）要求认识到，“中学生应该对他们在日常经验中遇到的证明做出反应”，尽管某些基本定义的问题与这个概念相关，比如证明、论证等，但从未完善解决。委员会提出刻画向这个一般目标进步的行为特征是：“批判地分析证明的倾向”，“辨认结论所依赖的基本假设的能力，看出这些假设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能力”，“承认对进一步要证实、限制、否定可利用证据的需要”，“区别能够通过收集更多数据而加以检核其站得住脚的假设与那种不能以这种方式检核的假设”，“承认进一步研究一个问题的可能方式，区别进一步研究的富有成效的和无效方法的能力”，“试验性地接受或拒斥假设，检验从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的意愿”，“承认基于一个或多个假设之正确性的新证据可以使得重新考虑论证或者限制暂时得到的结论是值得的”。
 
[25]

 此外，从40年代开始，人们注意到智力包含许多因素，比如吉尔福特按照运算（智能过程）、内容（表征信息的模型）和基于这些内容之操作形成的产品这3个主要维度分离出120个不同的能力。在其“智能结构”中描述和区分了五类思维——记忆、认知、收敛式生成、发散式生成和评估。“第五类必须处理评估，用更为熟悉的方式讲，就是批判性思维。我们不断以得出结论的方式评估我们之所知、回忆和生成之物。”
 
[26]



早在20世纪20年代，史密斯就受到杜威逻辑研究的影响，1937—1938年他曾准备了论思维教学的书稿（未出版）。
 
[27]

 史密斯是伊利诺伊批判性思维计划（The Illinois Project on Critical Thinking）负责人（恩尼斯曾是主要参与者），该计划的研究者经过密切考察发现，批判性思维这个术语是表达含混而歧义的概念。比如，我们许多人倾向于将批判性思维等同于所谓的宣传分析、大规模怀疑或叛逆青春期的青少年否定主义。
 
[28]

 史密斯写道，现在，假如我们开始查明一个陈述的意思是什么并确定是否接受或拒斥它，我们就是在从事我们所谓的批判性思维，因为没有一个更好的术语。
 
[29]

 史密斯主持的伊利诺伊批判性思维计划开始于1954年，是最早的大规模与批判性思维概念相关的研究，属于伊利诺伊课程方案委员会的计划，与三所高中合作。该研究的总体目标是“为改善学生健全地（soundly）思考能力制定有效的教授方法和教学材料，阐述包括在推理评价和控制中的逻辑的、语义学的和科学方法的概念和原则”。它所定义的批判性思维是：批判性思维是满足遵守逻辑的规范和既定方法，以及对在课程和整个经验范围内所遇到的判断和推理的各种要求的能力。如果涉及推理的具体问题，那么就要求具体思维能力由行为人显示出来，因此该计划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包括具体推理和判断能力的清单。这一清单依据三个问题：（1）什么能力应被选出来构成批判性思维？什么原则和理解对于这些能力的发展是合适的？（2）这些原则和理解应该在哪一年级层次介绍？即不同年级应该发展不同的能力吗？（3）在什么科目中，发展这些能力的课程适合教这些原则和理解？可以辨识出16种能力：（1）能辨别何时一个术语被恰当地定义了；（2）能辨识某些语言误用的常见类型；（3）能区别论证和描述；（4）能区别真值问题和有效性问题；（5）能辨认在得出有关事实问题之结论的过程中某些常见的错误类型；（6）能发现是否一个归纳结论按照证据是正当合理的；（7）能辨识假说；（8）能辨识是否给出的陈述是根据假说的一个有用预见；（9）能分辨是否试验中的变量被充分控制；（10）能辨识何时一个变量是相关的；（11）能区别断定一个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假说和充分条件假说；（12）能评估信息的可靠性；（13）能判别是否一个演绎论证是有效的；（14）能辨识和评估不同类型的说明并说出哪类说明适合给定情景；（15）能定位和确认假设；（16）能识别一个价值陈述，并决定何时得到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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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1962—1979年。恩尼斯（Robert H.Ennis）、布德门（Karl O.Budmen）、艾伦（R.R Allen）和罗蒂（Robert K.Rott）以及丹吉洛（Edward D'Angelo）狭化了批判性思维的意思，将问题解决和科学方法排除在外，只包括陈述的评价。

恩尼斯是史密斯的学生。恩尼斯认为，史密斯的定义没有使用像“正确的”这样的语词因而“稍有不同”。不过，史密斯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允许我们在没有多余或矛盾的前提下谈论“好批判性思维”和“劣批判性思维”。虽然这是一个被接受的谈论方式，但大体上主流的谈论方式把正确思维的概念当作批判性思维概念的组成部分。恩尼斯使用的概念容易用史密斯的概念重建起来。史密斯意义上的“好批判性思维”等于恩尼斯的批判性思维概念。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陈述，陈述与其理由之间有形形色色的关系，评价过程包括各个阶段，因而可以预料，人们在尝试批判地思考的时候会有五花八门的出错方式。有鉴于此，所提出的批判性思维的诸方面可以理解为避免评价陷阱的具体方式，因而必须形成一个颇为丰富多样的清单。这个清单以及对陈述做出判断的相应标准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教育、哲学和心理学文献的研究。批判性思维诸方面的清单也基于对所谓陈述证明（justifications）以及这些证明可能出错之处的真实应验的大量标本的分析。在教学生的时候，人们可以把这个清单看作是许多项目的陈述，它们将为学生成为批判性思维者提供更大的可能性。这个清单的更加完善是一个持久的任务，当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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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恩尼斯在一篇对发展思维教育概念产生广泛影响的文章中，将批判性思维定义为“陈述的正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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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定义是针对当时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没有认真注意批判性思维这个概念而提出的。心理学关注联想思维、概念形成、问题解决和创造性思维，并没有深化杜威对反省性思维的分析，没有感到对做出判断所涉及的知识和心理技能认真研究的必要。大多数教育研究者以心理学学科为基础，常常跟随心理学研究的关注点，当然也为批判性思维教学付出很多努力，但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存在不足：没有把对做出判断（关于陈述或问题答案的价值）所涉及因素的规范而细致的考察作为基础，某些陈述（甚至杜威的看法）暗示，当解决者认为问题解决了那么问题就解决了，提供的是问题解决的一种心理标准而非逻辑标准。而哲学领域的一些工作虽然成功地处理了相关具体部分，但没有一个达到现在所需要的广泛性。尚无逻辑书试图去做批判性思维概念维度的简化工作，而这种简化是研究的合意基础。恩尼斯要对发展批判性思维概念做的工作是，考察关于学校目标的文献以及好思维标准的文献；从这些文献中选择出批判性思维基本概念（陈述的正确评价）包含的那些方面；详尽阐述在做出这种评价时适用的标准；通过归类在逻辑上更为基本的那些方面来简化前述详尽阐述；然后通过在逻辑上把它们分析为批判性思维的基本因素或维度做进一步简化。恩尼斯将这样一个计划的结果从三个方面加以描述：第一，有一个作为陈述之正确评价的批判性思维基本概念的12个方面的清单（12个方面不见得完全互斥）；第二，在由逻辑的、规范的（criterial）和语用的（pragmatic）构成的一个三维框架中分析批判性思维；第三，细致考虑表明展示这些规范的每一方面，足够详细而能起到教学和评估指南的作用，这些规范适用于它所涵盖的那类判断性陈述，阐明其维度分析，显示诸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说明企图成为批判性思维能力教学和检测之研究的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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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根概念（root notion）的批判性思维被看作是陈述的正确评价。”因为有各类陈述，陈述之间、陈述与其根据之间有形形色色的关系，评价过程有不同阶段，因而可以预想，在尝试批判地思考时会有五花八门的出错方式。12个方面的清单可以被看成是避免评价陷阱具体方式的一览表。当然，清单并不企图提供互斥的范畴，只是表明常见陷阱和人们关心的事项。归类的标准对似真性和可懂性有所牺牲。12个方面是：（1）领会一个陈述的意义；（2）判断是否推理路线有模糊之处；（3）判断是否某些陈述互相矛盾；（4）判断是否一个结论必然推出；（5）判断是否一个陈述足够具体；（6）判断是否一个陈述实际上是某一原则的应用；（7）判断是否一个观察陈述是可靠的；（8）判断是否一个归纳结论是得到担保的（warranted）；（9）判断是否问题被确认；（10）判断是否某东西是一个假设；（11）判断是否一个定义是妥当的；（12）判断一个由所谓的权威做出的陈述是否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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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为了聚焦于一种重要的思维类型以及该清单更易于管理，价值判断的陈述被排除在外，当然，其他重要类型的思维，比如创造性思维也从这个批判性思维的基本概念中排除了，但并不意味着其他类型的思维不重要，或者在实践中是与批判性思维分离的。

在分析方面，这一批判性思维概念有3个基本的、可区别的维度。逻辑的维度大致包含判断语词的意义之间和陈述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规范的维度除了逻辑维度所包含的逻辑规范而外，还包括判断陈述之规范的知识。语用的维度涉及关于判断的背景目的，包括决定是否陈述对于目标足够好。将这个维度包括在内并不构成对所谓实用主义学说的认可（一个陈述为真，如果它满足言说者的目标），但包含这个维度意味着承认决定陈述可接受性时背景目标所起的正当作用，承认判断之前平衡各种因素的必要性。背景目标帮助我们判断评价标准的严格性程度，判断一个陈述必须达到怎样的精确性，等等。霍格伦德指出，某些方面，比如判断是否一个观察陈述是可靠的，延伸到所有三个维度；判断一个陈述是否具体涉及逻辑的和语用的维度；而判断矛盾几乎只属于逻辑维度。《康奈尔批判性思维测试（水平X和Z）》（Cornell Critical Thinking Tests
 ，Level X
 ，Level Z
 ）以及《恩尼斯-维尔批判性思维申论测试》（Ennis
 -Weir Critical Thinking Essay Test
 ）都基于恩尼斯的批判性思维概念。恩尼斯的这个定义受到20世纪50年代英美语言哲学家赖尔、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厄姆森、韦尔登、史蒂文森等的影响。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哲学要么是关于语词、陈述和语言的，要么什么都不是。恩尼斯本人是极端倾向于分析哲学的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的教师，把批判性思维的焦点置于陈述的正确评价完全适合这个环境。而省略价值陈述的判断，恐怕也有分析哲学的先驱实证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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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德门说，我们的学生需要也能够教会懂得，存在一些并没有单一解决办法的问题，只有判断和可选方案。达到那些判断要考虑什么，如何确认可选方案并做出选择，是关于批判性思维过程的全部。这个过程的核心以及第一步在于辨识基本的假设、情感、信念和价值。我们的看法取决于我们的观点或视角，意识到这种视角，清晰识别参照系，是批判性思维过程的标志。第二步包括审查议题的所有方面。亚里士多德主义式的二分并不够，只有仔细研究议题，考察议题的所有方面，才能知道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学生常常没有认识到，老师作为成人可能看到的方向，或者拒斥需要考虑的无法控制的可能性。老师的作用就是要使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处境。第三步要求审查所有可能的行为及其可能后果，而且学生们必须理解所有行为都有后果，必须能预测他们已经找到的可能解决办法的后果。最后，该过程要求一种决定，一种对可选方案的选择。给定一个问题，在辨识了视角、审查了议题、各种可选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之后，学生将能挑选出他的解决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最适用于批判性思维过程的那种问题不允许一个正确的答案。一旦学生理解他们敢于问教师的看法，我们告知他们，并允许他们挑战和持异议而不受惩罚，那么教师和学生就会发现教学的一个新维度，一种学习的合伙制。老师的作用就是要让他们思考，就是要允许他们观察老师的思维，旨在激励他们自己的思考，而不是塑造、约束或禁止它。批判性思维既不容易也不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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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和罗蒂把批判性能力（critical ability）与图尔敏模型结合起来，在威斯康星“言语论证中的概念”这一计划中（The Wisconsin Concepts in Verbal Argument Project）确认了17种批判性能力。该计划1964年作为威斯康星研究与发展中心（Wisconsin R & D Center）的初始计划之一，特别集中于与日常论证评估相关的概念。批判能力是包括将概念（原则或标准）应用于新遇到情境的一种技能或熟巧。批判性能力有别于关于建构、组织或合成一个独特实体的创造性能力。批判性能力也不同于定位、定义或提出有关所感知到的困难之假说这样的问题解决的能力。批判性能力与特殊概念群组的具体说明相关。这些词组代表一般化的技能，学生可以通过反复将这些概念应用于论辩实例而熟练精通。与先前广泛吸收形式逻辑的批判性思维计划不同，它基于一组来自图尔敏思想的概念。艾伦等认为，图尔敏模型更适合日常论证的世界，更适合高中生的头脑。在他们的分类中所确认的批判性能力的术语特别反映了图尔敏系统的专门术语，批判性能力包括：（1）区别陈述句和实施行为（performatives）的能力；（2）区别论证与其他言语论说形式的能力；（3）识别与陈述相关的那些成分的能力；（4）辨识论证中主张类型的能力；（5）辨识辩护中所提供的证言的能力；（6）按照内在标准（观察的位置、观察能力、没有偏见、有判断资质）评价证言的能力；（7）按照外在标准（内部来源的一致性、来源之间的一致性、新近、邻近）评价证言的能力；（8）辨识由推理所发展的论证的能力；（9）依论辩的功能归类理由的能力；（10）发现省略了关系陈述的论证的能力；（11）辨识各种推理模式的能力；（12）提供涉及数据资料到主张的恰当担保的能力；（13）按照相关推理规则评价理由的能力；（14）辨识一个由论证中的各种元素所决定的一个主张的可接受性程度的能力；（15）分析相互联系的论证复杂体中的陈述之作用的能力；（16）发现劝阻（dissuasions）和改道（diversions）的能力；（17）觉察语言误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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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吉洛在中学文学经典（比如《小王子》《王子与乞丐》等）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他发现基础逻辑和科学方法的知识在认识这些文学经典的哪些部分有利于批判性思维的发展是有用的。他认为，批判性思维基本上是探究的评估性形式。批判性思维不是一种单一的技能，而是用于表示许多种技能的一般术语，区别事实与意见，辨识和评估假设，发现谬误论证，只不过是这些技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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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吉洛在研究批判性阅读时指出，批判性阅读不只包括学会某些技能，也包括对所读之物的批判性态度。态度影响人们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偏见和先入之见妨碍读者准确判断和评价某些读物的能力。虽然批判性思维一直有不同的定义，但普遍同意批判性思维是探究的一种形式，旨在评估和证明（justify）陈述。一个批判性思维的操作将包括这些技能：决定语词或陈述的意义；察觉逻辑谬误；辨识和证明假设；区别事实与意见；使用证据支持信念；定义论证中的关键词；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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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形成一个恰当的批判性思维概念的困难往往在于混淆其他思维类型，比如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决。“我们需要发现构成批判性思维本质的必要元素。”“批判性思维是评估陈述、论证和经验的过程。”而评估是要用一套批判性态度和技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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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阶段：1980—1992年。在恩尼斯、梅可派克（John E. McPeck）、西格尔（Harvey Siegel）和保罗（Richard W.Paul）的定义中，批判性思维又被拓宽，包括了问题解决的诸方面。

1979年恩尼斯就任教育哲学学会会长所发表的演说里，把价值陈述包括在他的批判性思维概念范围里，因为在不管对与错，不权衡更好或更差的目标之类问题的情况下，声称批判地思考应该做什么，是靠不住的。他给1983年6月（22日）第二届国际非形式逻辑研讨会（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formal Logic）提交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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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批判性思维评价问题讨论了价值判断。霍格伦德说，这代表了恩尼斯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转折阶段。在酝酿第二个定义的过程中，恩尼斯吸收了诺西齐（Gerald M.Nosich）的建议，在“信”之外加上“做”。恩尼斯指出，最近对批判性思维兴趣的爆发伴随着对大规模评价批判性思维的兴趣，这种评价要求一个扩展的批判性思维定义。而最为普遍使用的批判性思维概念表达在这样的定义里：“批判性思维是聚焦于决定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反省的和合理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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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尼斯提醒注意，该定义包括创造性活动，比如形成假说、问题、替代选择和试验计划，同时批判性思维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因为决定相信或做什么是一种实践活动。他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比高阶思维技能清晰得多的一个概念。因而他提出：“必须超越布隆姆的分类，考虑批判性思维者的特殊倾向和能力的特性。”布隆姆分类中的概念太含混，比如“分析”可以指不同的活动：化学成分的分析、一个论证的分析、一个语词的分析、垒球比赛中一个对手的弱点的分析、南美政治形势的分析等。由这个困难可以得出，该分类没有判断这些活动的相应标准。当然，批判性思维结合了高阶思维的大量直接实用的方面。决定信什么或做什么是实践的高阶思维的事业，而最为实践性的高阶思维活动聚焦于决定信什么或做什么。即使人们不同意这一点，也希望他们会接受批判性思维至少构成高阶思维的一个重要部分，值得受到学校更大范围的关注。在此文中，恩尼斯不仅图示了决定信什么或做什么的过程，而且与问题解决相联系。所列举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和能力都统摄于“批判性思维/推理课程的目标”这样的总题目之下，其中倾向13种，能力五大类（基础澄清、基本支持、推论、高级澄清和战略战术）12种。霍格伦德的评论指出，由于批判性思维要成为在一个民主社会和经济竞争中进行生产性工作的受教育的人们的重要素质，因而必须更广阔地聚焦于信念和行动。恩尼斯的新定义捕捉到了这一点。不过，聚焦于做什么的合理的反省性思维必须抓住价值问题。比较新旧概念的阐述，显示了非常不同的框架。判断虽然仍出现但不再是无处不在。批判性思维现在组织成倾向和能力或技能组，概念的基本材料依然保持不变；虽然作为组织原则的3个维度不见了，但人们能容易在新的阐述中将这些材料与它们关联起来。推论技能显然沿着逻辑维度伸展，基本支持技能沿着规范维度伸展，某些最初属于语用维度的东西现在更清楚地作为批判性思维倾向出现了。这一新定义要比“陈述的正确评价”的定义覆盖更大的范围。
 
[43]



1991年，恩尼斯对1985年的批判性思维概念的阐释加以改进，并指出这种改进有三个优势：扎根于关于信什么或做什么之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元素；得到更好的组织、更易于领会，冗余和遗漏更少，更明显突出了领域知识的重要性和批判性思维倾向的重要性；依然强调做出判断的标准。“我所认为的被普遍使用的术语‘批判性思维’大致意为聚焦于决定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维。”恩尼斯提醒注意，这个定义并没有排除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活动，比如形成假说、考察问题、可能解决办法的替代方式以及研究事物的计划等都能归到这个定义之下，但“该定义的确强调反省、合理性（reasonableness）
 
[44]

 和（关于信念和行动的）决策”。恩尼斯认为，按照这个定义，批判性思维是问题解决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还直接引用了1985年文章中的那个解决问题过程的图示。恩尼斯还发明了一个缩略词FRISCO
 
[45]

 作为检核清单的提示，用于查明一个人已经做了达至关于信什么或做什么之决定所要完成的基本工作。这一改进定义包括批判性思维倾向12种，能力5大组（澄清能力、与获得决定所基于的信息和其他出发点相关的能力、与根据这些出发点进行推论相关的能力、元认知能力、附属能力）16种。恩尼斯认为这个批判性思维观念的重大特性是：聚焦于信念和行动，依据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做或应该做的事情，强调帮助我们评估结果的标准，既包括倾向也包括能力，为组织和评价跨课程的思维方案以及单独的批判性思维课程提供了一个基础，为教学的问题解决路向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材料，具有广泛性。
 
[46]

 在之后的一些论著中，恩尼斯不断改进批判性思维倾向和技能清单。

恩尼斯本人最近对自己的第二个定义举出10个特征（其中一些也是第一个定义的特征）：（1）强调精细的标准；（2） 强调不精确环境下的好判断；（3）注意来源的可信性；（4）定义本身是对普遍使用的批判性思维术语的概括；（5）明确包括了批判性思维倾向；（6）对演绎推理的特定解释；
 
[47]

 （7）假设的归属；
 
[48]

 （8）将最佳说明的推理引入批判性思维；（9）关注歧义；（10）包括了价值判断的评价。
 
[49]

 我们认为，恩尼斯的第二个定义最突出的特征是强调批判性思维的标准或规范维度（reasonable一词表示的）以及怀疑、审慎判断和元认知（reflective一词表示的）。

梅可派克认为，至少就其表面来看，也许批判性思维最为突出的特性是：它包含一种对某一给定陈述、既定的做事规范或模式的怀疑论或暂停同意。
 
[50]

 批判性思维可“非形式地”定义为：以反省的怀疑论从事一种活动的倾向和技能。“反省的”指的是熟思的质量或水平，因而批判性思维者看来能够提供一个似真的替代选择，该词也蕴含着一种由经验所调和的怀疑论的明智运用，这种明智的怀疑论的标准来自所讨论的特殊主题领域。一个形式的批判性思维定义是：令X代表任何要求某种心理努力的问题或活动；E代表来自相关领域或问题域的可利用证据；P代表X之内的某个命题或行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如果一个学生（S）具有用以下一种方式做X的倾向和技能，那么该学生就是X域的一个批判性思维者，该方式是：E或E的某个子集被暂停作为建立P之真或有效性的充分条件。
 
[51]



西格尔也主张一种认识论视角的批判性思维概念，但与梅可派克不同，他将批判性思维等同于合理性。批判性思维与合理性有同样的外延。成为一个批判性思维者就是要恰当地据理由而动。批判性思维最好被构思为合理性的教育同根词：批判性思维涉及影响所有与信念和行动之合理性相关的问题；旨在批判性思维之普及的教育与旨在合理性之培养和理性人之发展的教育一模一样。
 
[52]



保罗指出，重要的是不仅要强调批判性思维的技能维度，也要明确区别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与批判性思考相联系的那些技能的片面使用。确实，辩护主流社会群体的既得利益所系统使用的思考技能的历史倾向以及所有社会群体发展单边思维以支持他们自己利益的相似倾向，要求用明确的概念来加以标记。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实物世界里，单边的或不公正的批判性思维（one-sided critical thinking）要比公正的批判性思考（fair-minded critical thought）常见得多。保罗认为，批判性思维包括分析三个关键维度：思想的完善、思想的要素和思想的领域。在此基础上，批判性思维定义为：批判性思维是规训的、自我导向的思维，它例示适合于思维的特殊模式或领域之思维的完善。它以两种形式出现。假如规训这种思维是为了服务特殊个体或群体的利益，而排除了其他相关人和群体，那就是诡辩的或弱意义的批判性思维。假若规训这种思维是为了考虑不同人或群体的利益，那就是公正的或强意义的批判性思维。保罗进一步解释说，在批判地思考时，我们运用思维要素的命令成功地使我们的思维适应思维类型或模式的逻辑要求。当我们习惯性地在强意义上进行批判性思维时，我们就养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灵特质（traits of mind）：理智的谦逊、理智的勇气、理智的毅力、理智的诚实和理智的信任理性（reason）。诡辩的或弱意义的批判性思维者仅仅以一种与自我中心和社群中心的承诺相一致的有局限的方式养成这些特质。
 
[53]



第四个阶段之后，由于批判性思维已在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系统中确立了自己的重要地位，更多的定义纷纷出笼，令人眼花缭乱。缺乏统一的定义或批判性思维理解的共识，导致人们怀疑批判性思维教学及其检测的效力。结果，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批判性思维定义能否得到一致意见的问题，并在不同的范围内进行各种尝试。同时，人们也开始反思，强求划一的定义是否必要，开始权衡定义的多样态、多形式与统一定义的利弊。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添加上另一个新的阶段——追求批判性思维定义共识的阶段，这个阶段自1991年开始，持续至今。

第二节 理解批判性思维的不同视角

20世纪60年代末，阿兰和罗特就总结出定义批判性思维的三种路向：批判性思维作为评估行为、作为探究行为和作为多元行为。第一种主要与逻辑相联系，第二种与问题解决相联系，第三种则把问题解决、创造性思维、评估和关联思维统统置于批判性思维范围之中。乍一看，作为评估和作为探究的批判性思维二者的差异好像只是时序上的不同。作为评估的批判性思维开始于一个结论或工作，其路径是从被建立的结论返回到结论所依据的数据资料；而作为探究的批判性思维路径是从数据资料和工作开始走向结论。不过，二者重要的区别是评估和探究的行为本身的区别。仅从评估这个方面来看，探究的评估涉及针对探究过程的模型评估，学生是否表现出关注一个问题、收集合适材料、形成暂时的结论、审查这种结论的后果等。作为探究的批判性思维包括预见正确决策的工作策略。反之，作为评估的批判性思维包括根据逻辑的或准逻辑的规范对无论发生于探究过程哪个阶段的任何信息和论证予以恰当评价。判断过程或批判性思维是问题解决的最终的或中间阶段。比较而言，第一种路向受到最大关注，“为教学提供了最有力的概念基础”。
 
[54]

 斯滕伯格辨识了批判性思维的三个视角：哲学的、心理学的和教育的视角。他强调，三个视角都能相互学习，都共同对帮助学生变成优秀思维者感兴趣，也显示了观点的实质交叉。学生们如何学习，如何理解复杂信息，发展演绎或归纳推理技能，这些对于三个视角都是重要的。
 
[55]



在一些哲学家看来，与当代对批判性思维的心理说明不同，批判性思维的哲学理论认为该概念本质上是规范性概念。因此，要把思维刻画为“批判的”就是要判断它满足可接受性的相关标准，并因而被合适当作是“好的”思维。现有批判性思维的哲学说明强调这样的标准。
 
[56]

 评估标准主要涉及传统逻辑规则，比如海勒姆注意到，“当思维基本是逻辑的时候，思维就是批判的”，“逻辑思维不过是将逻辑规则应用于事实材料以便达到有效且真的结论”。
 
[57]

 恩尼斯1962年的定义与此相一致，也将逻辑置于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技能的中心。哥特斯基也把批判性思维理解为“由某些良好建立起来的逻辑规则支配的思维”。
 
[58]

 从这个观点出发，批判性思维常常被看成是，“对具有断言性内容的语句之辨识以及根据从传统逻辑抽象而得的正确评价标准对这些陈述及其证明的检验”。
 
[59]

 美国哲学学会1984年10月在一个声明中敦促其会员用他们的专业技术帮助教育委员会和测试机构开发新课程和批判性思维测试工具。现在，哲学视角的主流是非形式逻辑或论证逻辑观点。批判性思维与论证逻辑在历史背景、社会功能、基本内容，甚至在词汇上，都有天然的联系，以致20世纪70年代在北美兴起的教育改革和逻辑学教学革新浪潮被称为“批判性思维与非形式逻辑运动”或“基于非形式逻辑的批判性思维”运动。事实上，论证逻辑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批判性思维的主要工具。在北美，有大量批判性思维的大学课程采用论证分析的视角。批判性思维要求学生批判地分析自己和他人的信念，做出合理的决策，这就需要用某些技能来武装学生。这些技能工具的很大一部分来自论证逻辑。此外，论证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有几乎相同的词汇，如假设、前提、理由、推理、论点、标准、相干性、可接受性、充分性、一致性、可信性、解释、歧义、含混、异议、支持、偏见、证明、矛盾、证据、区别等，说明论证逻辑是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和倾向的直接而有效的工具。

哲学视角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认识论取向的批判性思维。从认识论和合理性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的根本性质是聚焦于理由和使信念、行为正当化或合理化的理由的力量。一个批判性思维者，就是依据理由恰当地采取行动的人：他有根据理由相信和行动的倾向，具有在理由起作用的许多语境中评价理由之力量的能力。而逻辑（形式的和非形式的）和理由的评价相关，和决定理由的好坏相关。这种决定是批判性思维的中心。
 
[60]

 批判性思维者与理性人在概念上有深刻联系。批判性思维最好作为合理性教育的同源物来接受：批判性思维包括运用所有与信念和行为之合理性相关的事情；而以普及批判性思维为目标的教育，简直就是以合理性的养成和理性人的发展为目标的教育。
 
[61]

 批判性思维和合理性是同外延的，因为合理性和理由的恰当性同外延。“批判性思维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种好
 思维。……我们可以从强调批判性思维的这个规范性的
 特点开始。这一强调把我们更一般的哲学概念和本质上是描述性的心理学概念——描述被认为是批判性思维核心的心理过程、程序或技能——区别开来。”
 
[62]

 要成为一个理性的或批判的思维者，就要依据“理由的重要性和使人信服的力量”来采取行动。恰当的理由是由逻辑分析的原则和规范决定的。如果一个主张排除了“武断、不一致、偏爱”，那么它就有恰当的理由或被正当化，这预设了对普遍、客观标准的约束力量的认识。
 
[63]



李普曼开拓的儿童哲学运动是批判性思维哲学视角的又一个重大成果。儿童哲学是围绕儿童熟悉的话题，通过集体探究（继承杜威），利用对话形式（继承苏格拉底）培养儿童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习性。批判性思维是促进形成良好判断的熟练的、负责任的思维，因为它依赖标准、是自校正的、对语境敏感的。
 
[64]

 保罗认为批判性思维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规训的、自主的思维，它体现适合于思维特殊方式或领域的那种思维的完善性；是显示精通心智技巧和能力的思维；在思维的过程中，为使自己的思维变得更好而对自己的思维进行思考的艺术。
 
[65]



认知心理学描述了批判性思维所包含的一组运算和程序，确立了批判性思维和其他重要思维类型（比如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区别。批判性思维是分析事实、生成和组织想法、辩护意见、做出比较、得出推断、评估论证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66]

 是导向新奇的、富有成效的想法或结论的一连串内心符号活动。或者更为简明——“一种问为什么的态度”。
 
[67]

 一种以正确推理和有效证据为基础，审查、评估与理解事件、解决问题、做出决策的主动的和系统的认知策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哈尔彭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批判性思维是那些增大一种合意结果之可能性的认知技能或策略的使用。它被用来描述目标明确的、合乎逻辑的和指向目标的思维——它是这样一种思维：当思维者为了特殊语境和思维任务而使用深思的和有效的技能时，这种思维被包括在解决问题、表达推论、计算可能性和做出决策之中。批判性思维比仅仅思考你自己的思维或做出判断和解决问题要多——它是运用使得“合意结果”更可能的技能和策略。这个定义足以包容各种观点，所以，批判性思维能被当作论证分析、问题解决、决策或认知过程来教授。
 
[68]

 行为心理学家的贡献在于确立与批判性思维相联系的操作型定义，界定与最终结果相联系的子任务以及教师能够用以塑造以最终结果为目标的基本行为的方法论。

教育领域的实际工作者觉得，把批判性思维理解为规范的、程序的、技能的或过程的概念，常常忽视了思维的情感和行为的向度。对于发展应用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自然倾向来说，相关语境中的知识、态度和心智习性是批判性思维教学中最为关键的方面。教育者相信，结合这个方面以后，将会更有效地实现批判性思维课程的目标。他们更为关心如何指导学习者成为批判性思维者，强调批判性思维得以发展的教育条件。所以，教育者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也被称为“实用的”视角。李普曼认为，发展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的最佳方式应是尽早教哲学的各种形式；迈耶关心年轻的大学生，认为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应该在一种容易的环境中，与学生的兴趣和动机相契合；布鲁克菲尔德则主要关心成人，认为批判性思维包括质疑我们通常的、习惯的思维方式和行动背后的假设，然后在这个批判性怀疑的基础上，准备进行不同的思考和行动。
 
[69]

 在某种程度上，国际文凭（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IB）课程中的“知识论”部分也基于类似的理念。知识论课是三大核心课程之一，一门必修的跨学科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增强学生的分析和表达能力。
 
[70]

 专业科目教育专家研究了如何在不同的学科或内容领域（比如阅读、文学、社会研究、数学和科学）中教授批判性思维，认为只有当学生抓住具体内容时，教授批判性思维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把批判性思维当作单独的一组技能专门加以教授是不够的。他们的定义往往和具体学科的学习相联系。例如，希基的定义是，批判性思维包括以评估所阅读的东西为目的的分析性思维。默腾斯定义为，用一组指导考虑周到的信念和行动的反省态度与能力，来解释或评估信息和经验的自觉的、慎思的过程。
 
[71]



理解批判性思维还有一些不同的路向，比如不少学者将批判性思维看作是代表一种存在方式，认为高等教育应该发展能够批判地推理、批判地自我反省和能够基于他们的推理而行动（批判性行动）的人。学生以这种方式达到了批判性存在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状态是一种心理倾向——一种在世界中检视、感觉和工作的方式，也是检视、感觉和对付世界的方式。这种路向认为，批判性思维比技能更多，比擅长论证或逻辑更多，是对万事万物与以不同方式涉及情感的认知习惯和态度的一般集合。也有学者从认知发展过程来理解批判性思维，认为批判性思维经历一个发展进步过程。
 
[72]

 伯恩斯坦认为批判性思维有三个“互补的模型”——非形式推理模型（逻辑）、问题解决模型和谈判模型。谈判模型是对商业导向谈判的一个创造性的、深思熟虑的改编，被用于教授关于心理学争论问题的批判性思维，学生学会认真地考虑他人的视角和评估论据和主张。
 
[73]

 穆恩甚至从更一般的视角将提供批判性思维定义的人分为两大类：一类人关心论证过程；另一类人关心学习、知识、认识论、价值、信念和生活所必需的理念之间复杂的和建构的相互关系的管理。
 
[74]



保罗在评论各种主要批判性思维定义时指出，不要给任何特殊的批判性思维定义赋予太大的分量，这十分重要。不同理论家所阐述的各种各样有用的定义有助于使批判性思考的重要特征更为显然。西格尔的定义突出了一种对比：倾向于用现象——欲望、恐惧、社会奖赏和惩罚等塑造思想和信念的心灵与用理由塑造的心灵，凸显了批判性思维与古典哲学合理性理念的联结。不过，合理性的观念本身允许多种解释。恩尼斯和李普曼的定义也有类似之处。恩尼斯的定义有效地号召注意批判性思维在日常生活里扮演的广泛角色，因为所有的行为都基于我们之所信，所有的人类行动都在某种意义上基于我们决定做什么。不过，像西格尔的定义一样，它假定读者有清晰的合理性概念和一个决定成为“反省的”条件的概念。恩尼斯“反省的”用法也可能存在歧义。假设恩尼斯“反省”意指一种专门的议事或深思熟虑，当一个人内化批判性标准（对理由、证据、相干性、一致性等敏感）的时候，这些标准应用于行动变得更为自动，较少有有意识努力的问题，因此较少有蓄意“反省”的问题。李普曼的定义对于一个人具有负责的和不负责思维的区别的清晰感，对于包括在恰当思考的自我校正、标准使用和对语境敏感中的东西的清晰感，都是有用的。当然，不难发现，自我校正的、使用标准和回应语境的思维的实例在某个意义上是批判的，但在别的意义上是非批判的。比如，一个人的特殊标准可能是非批判地选择的，或者回应语境的方式可能以各种方式在批判方面是不足的。指出这些不是要低估这些定义的用处，而是指出在处理像批判性思维这样的复杂概念时定义过程本身的局限。不是用一个批判性思维定义单独做事，而是保持一大群定义更为合意，理由是：为了保持不同定义所突出的批判性思维的各种维度的洞察；为了帮助人们避开任何特定定义的局限。
 
[75]



第三节 批判性思维定义的共识

有研究者1986年就发现教育期刊上出现了35种对批判性思维的描述。
 
[76]

 不用说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就连“思维”“思维技能”这样更为普通的概念也是“浑浊的”。
 
[77]

 众所周知，批判性思维的定义迥然不同，但大部分作者和研究群体都会同意批判性思维同“检查”或检验在日常生活中提出来的思想有关。这个批判性思维的看法假设了一套规则，它们是要用于检验思想及其支持论据的。这个看法进一步假设，这样的规则与日常讨论直接相关联。
 
[78]



著名教育哲学家黑尔分析了索西欧、梅可派克、西格尔、布鲁克菲尔德和李普曼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分别指出了它们的优点和局限。他说，所有这些定义都提供了对批判性思维的某种洞见，常常以简洁的方式把握了某段时间里流行的一般观念，我们能从这些定义获益，但并没有觉得必须确定哪一个成为我们唯一的定义。他告诫，我们应该提防简要的定义，尤其是当处理一个丰富而生命力旺盛的概念时。想办法找到一个把握批判性思维实质的通用公式虽然是吸引人的，但成功的机会十分渺茫。批判性思维进入这么多的语境，采取如此多的不同形式，每一个定义都有优势和弱点，都突出了批判地思考之含义的某些重要方面；和其他定义相比，每一个也都有更为适合特定语境的某些特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79]



哈尔认同这些看法并进一步指出，按照批判性思维概念的复杂性，没有单一的定义会是充分的。任何给出的定义也许突出了其他定义尚未强调的某些基本的理解和过程。同样，由于批判性思维概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即使最为宽泛的定义，也可能没有把握“批判地思考”的全部意思。语境将决定批判性思维最相关的“定义”要旨。比如，在一个社会学课程中，人们可能需要一个突出社会中心问题和社会文化条件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在修辞学和哲学课程中，人们可能需要强调达到逻辑结论的推理的重要性。但是，人们必须预防因既定兴趣的理由或因过于专门化，将人们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囿于一个特殊的定义。任何站得住脚的概念必须最终坚持在其整个历史中发展起来的批判性思维的实质。不过，哈尔主张个性和共性、特殊和普遍的统一：每一个批判性思维定义反映了一个特定学科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对特殊语境更为适合；每一个定义都贡献了其他定义并不一定加以阐明的解释和洞见；但是，当严密考察时，共同的原则出现了；这些共同原则形成批判性思维的基线概念，它在某个学科之内起作用，也能跨越学科边界起作用，而这样一个横跨学科的批判性思维解释和该概念的历史与自由教育的理念非常一致。因此，他主张构建一个考虑到概念上、语境上多样性的批判性思维基线概念。这样来看批判性思维定义的问题，其焦点就从仅仅是定义转向了一个包括基本元素的坚固的概念。
 
[80]

 研究者注意到从不同视角对批判性思维不同理解造成的不便，也认识到，没有一个视角独自构成对批判性思维的完满理解。有学者甚至认为，批判性思维的定义不可能挖掘完，得到最终定义之日，便是批判性思维死亡之时。
 
[81]

 不过，很多学者通过各种办法获得取得相对共识的批判性思维定义。

第一种办法最为简单，企图将多种流行定义综合到一个“杂交”定义之中。哈伦恩（J.S.Halonen）1995年提出的一个批判性思维定义是，以反省的怀疑主义，从事聚焦于决定信什么或做什么的活动的习性和技能。不过，法斯寇认为这个定义并没有整合心理学和教育学视角的定义，提议加上“心理活动”和“能证明是正当合理的”才可以满足三个视角的理解。因此，修改后的杂交定义是：以反省的怀疑主义，主要从事决定信什么或做什么并能证明是正当合理的行为与心理活动的习性和技能。而刘易斯和史密斯（1993）提出的一个包罗万象的高阶思维定义也有杂交的性质：高阶思维发生于一个人获得新信息，将信息贮存在记忆中，将它们相互关联起来并（或）重新整理，扩充这个信息，以达到一个目的，或在复杂情境中找到可能的答案。
 
[82]

 休伊特在评论了一系列批判性思维定义之后提出，批判性思维是评估论证或命题，做出能引导信念发展和采取行动之判断的自律的心理活动（the disciplined mental activity）。他相信，恩尼斯的定义最接近有用的、一般的批判性思维定义的标志，而他的这个定义更为接近把布隆姆等定义的评估层次的概念结合起来，并包括了其他研究者的某些词汇。这个综合性定义可以把批判性思维与其他思维形式加以比较和对照，比如非批判性思维的一些形式：习惯性思维（基于过去的实践而不顾当前数据资料的思维）、头脑风暴法（说出想到的任何东西而不评估）、创造性思维（以新的和原创的方式将事实、概念和原则组合在一起）、偏见思维（收集支持某一特定立场的证据而不质疑该立场本身）、情感思维（对一个讯息的情感而非内容做出回应）。相对于某一特殊语境，每一类思维都可能有利弊，在某些情境中，某一类思维可能更适合而别的却不那么适合。
 
[83]



第二种办法是从不同定义归纳出共同要素。1991年帕斯卡瑞拉等收集了许多批判性思维定义，发现批判性思维典型地包括以下能力：辨识论证中的焦点和假设，认识到重要的关系，根据事实材料做出正确推断，从所提供的信息或事实材料推出结论，基于给定的事实材料解释是否结论得到担保，评估证据或权威。
 
[84]

 1996年，约翰逊考察了哲学家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发现其中有一些相似点：反省性怀疑或提问的态度；对价值或意识形态假设的敏感性；在接受有争议的主张之前，坚决要求恰当的支持理由；了解适用于好推理和论证的各种标准（无论是一般的还是具体学科的）；分析与评估主张、论证的技能和判断力；自我反省、对自己可能的偏见或假设的敏感。这个考察也注意到哲学家对运用这些技能的情感倾向的关切。另外，似乎还有一些贯穿于各种理论的共同思路：批判性思维行动包括具体的过程或技能；批判地思考的倾向是决定性的；一种提升和增强这种批判性思维的文化或环境是关键。
 
[85]



加拿大著名批判性思维专家希契柯克归纳出流行定义包括相同的构成要素：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思维类型；适用于所有主题内容；包括反省、回顾和悬置判断；好的批判性思维是合情理的（reasonable）；批判性思维包括细致考虑证据；以做出确切的判断为取向；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只要条件适当就批判性地思考；一个批判性思维者拥有相关的知识、技能、态度和性情（行为倾向）。在不同的批判性思维概念中，也包括共同的技能元素：澄清意义；分析论证；评估证据；判断是否结论能得出；推出有担保的结论。不同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关于批判性思维者的性情或态度特性都包括：思想开放；公正；搜寻证据；努力成为信息灵通的；留意他人的观点和他们的理由；与证据成比例的信念；愿意考虑不同的信念而且愿意修正信念。甚至技能测验也涉及共同项目：评估从给定的陈述到给定的结论的推论；辨识隐含于给定陈述或论证的假设；澄清意义；一个语段中论辩结构的分析；评估从给定信息得出的东西；判断如何评估一个给定的主张；辨识谬误。
 
[86]



1997年，加利福尼亚教师资格审查局（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n Teacher Credentialing）所资助的一个调查项目的研究委员会发现，多学科的多样定义显露了批判性思维概念作为一个理论的和应用的概念的宽广度，批判性思维概念有其适用的语境范围，某些定义比其他的更适合。所有这些定义基本上都指向同一方向：通过培育能使思维者留神控制其思维的具体技巧、能力和洞察来解决提升思维质量的问题。在其最为基本的水平上，某些共同的关切和目标是要求“思考的系统监控”。委员会论证，在基本水平上，任何理智或认知产品的分析和综合，都要求某些因素的说明，比如辨识，澄清，解释和批评视角或参照系，目标，导向推断、结论或解决办法的信息，背景逻辑或内在于思维的假设，起作用的主要概念以及含意或后果。评价思维的标准或规范包括“清晰性、准确性、相干性、深度、广度和逻辑性”等。
 
[87]

 诺西齐综合批判性思维的实质包括四个要素：是反省的、涉及标准、是真实的、是合理的。仅有反省不是合意的，反省应该是批判的，是对自己思维的思考。标准包括诸如准确性、相干性、深度等。真实是指人们应该处理现实生活背景中确实存在的真实的问题，而非“学校”里虚拟的问题。合理的或合情理是指在特定的具体语境中应用和遵守推理规则，同时具有检核自己的偏见和先入之见的态度，以便公正地分析和评估讨论中的问题。
 
[88]

 西格尔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对批判性思维各种定义进行了概括。他发现，所有理论家本质上都同意，批判性思维包括主要的气质或态度；是一个形成有理由的判断并依靠这种判断生活和行动的过程。
 
[89]

 帕特里克指出，批判性思维的定义有广狭之分。广义定义将批判性思维等同于决策、问题解决或探究中所包含的认知加工和策略。狭义定义集中于评估或评价。但是，无论广义或是狭义批判性思维，都蕴含着好奇心、怀疑态度、反省和合理性。批判性思维者具有探究信念、主张、证据、定义、结论和行动的倾向。
 
[90]

 里德尔发现，批判性思维不同过程描述中的共性包括：反省；假设的辨识和评价；探究、解释和分析、推理和判断；对语境的考虑。
 
[91]



2013年，几位澳大利亚和意大利学者基于诺里斯和恩尼斯（1989）、索弗（2004）、哈尔彭（2007）、贝尔津什和索弗（2008）对批判性思维定义和模型的研究，概括出批判性思维技能四个主要范畴：澄清（努力评价和理解一个问题、议题或困境的精确性质，考虑不同视角）、评价证据（推论的良好基础需要评价用于支持那些推论的证据，包括判断信息来源的可信性，做出观察并判断观察的可靠性）、形成和判断推论（人们基于归纳和演绎推论做出决策和价值判断，批判性思维包括判断推论正确性和形成推论的能力。该范畴包括使用证据支持论证）和使用合适的战略战术（即使批判性思维并非基于遵循程序或阶段步骤，但某些策略和启发法可能是有用的）。
 
[92]



第三种办法是经验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美国有几个使用德尔菲（Delphi）调查方法研究批判性思维定义的计划。德尔菲方法是一种广泛适用的专家预测方法即反馈匿名函询法。一般步骤是，在对所要预测的问题征得诸多专家的意见之后，进行整理、归纳、统计，再匿名反馈给各专家，再次征求意见，再集中，再反馈，直至得到稳定的一致意见。美国哲学学会（APA）的“德尔菲计划”从1988年开始，历时三年，经过六轮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参加者46人，其中哲学专家52％，教育专家22％，社会科学专家20％，自然科学专家6％，包括很多著名批判性思维专家，因此最终形成的“德尔菲报告”所表达的定义反映了当今著名批判性思维专家的共识。这个权威报告强调批判性思维的两个维度：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倾向（或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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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工作也验证了德尔菲报告的共识。如贾埃卡洛（C.A. Giancarlo）使用加利福尼亚问题分类方法（the California Q-sort method）检验了理想批判性思维者的描述。他要求20个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专家各自分类100个Q-sort项目（按照最能描述理想批判性思维者的项目排至最不能描述理想批判性思维者的项目），以发现刻画理想批判性思维者特性的那些项目。结果证实了德尔菲报告对理想批判性思维者的共识，也支持基于那个定义的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94]



专业中的批判性思维概念的共识问题也受到重视。1995—1998年，护理专业的批判性思维学者依靠55位国际护理专家（来自9个国家和美国23个州）组成的专门小组，使用德尔菲方法，经过五轮问答，获得了护理专业批判性思维的一致定义。专门小组确认和定义了护理批判性思维的10个心智习性和7种技能。最终的一致意见（88.2%的专家同意）是：护理批判性思维是职业责任和优质护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护理的批判性思维者展示了这些心智习性：自信、语境视角、创造性、灵活性、好奇心、理智的完整性（通过诚实正直的手段追求真的过程，即使结果与自己的假设和信念相反）、直觉、思想开放、坚持不懈和反省。技能包括：实践分析、应用标准、鉴别、寻找信息、逻辑推理、预测和知识转化的认知技能。除了个别的批判性思维气质和技能（创造性、直觉和知识转化）在费西万的定义中没有确认外，两个德尔菲方法得出的结果极为相似，而差异之处完全可能是批判性思维的学科特殊性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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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同样采用德尔菲方法，包含批判性思维定义研究的计划是由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下达的。直接与国家教育目标（1990）中的目标6相联系。这个计划想确认，大学毕业生要成为得力的雇员和公民，应该获得哪些写作、演讲、聆听和批判性思维技能。要获得对这些技能的标准和测量，首先需要得到一些关键概念的共同定义。研究者调查了分布于美国全境的600名大学教员、雇主和政策制定者。最终的报告依据过半数同意的标准，确认了批判性思维包括7大范畴（每一范畴可能包括一组子技能）：解释（归类、探查间接说服、澄清意义）、分析（审查观念和目的、探查和分析论证）、评估、推论（收集和质疑证据、发展不同选项和假说、推出结论）、表达论证、反省和心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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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魏特曼研究所发表了一个报告《与批判性思维家的谈话》，作者埃斯特尔和克勒曼就如何理解批判性思维，如何让大众了解批判性思维的价值和好处，如何改善批判性思维教学等问题，对哲学领域的众多批判性思维学者进行了访谈。作者说：“什么是批判性思维？当你阅读的时候，你会看到，每一个被访谈的人都提供了不同的定义。但是，综合起来看，这些会话提供了一个丰富、多方面的过程，一旦学会，它就能深化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改善我们与朋友和对手的交流，提升我们个体和集体生存的品质。”
 
[97]

 保罗在评论这个访谈时也说，尽管对批判性思维的表述不同，但受访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意义——通过探查人类思维非理性倾向和思维的缺陷，提供克服它们的观念、手段和价值，解决人类思维品质的难题，而这可以通过教育过程加以培养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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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剑桥评价”（Cambridge Assessment）实施的批判性思维检测和考试，布莱克（2008）利用专家组的研究讨论，生成了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和分类系统。这个结果也可以看成是批判性思维的共识。剑桥评价把批判性思维定义为：批判性思维是构成所有理性论诘和探究之基础的分析性思维。它以一丝不苟和严格的方法为特征。作为一个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其独特性在于明确地以涉及理性思考的过程为中心。这些过程包括：分析论证，判断信息的相干性和重要性，评估主张、推论、论证和说明，构建清晰和融贯的论证，形成有充分理由的判断和决定。理性思考也要求思想开放、批判地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思维。与此定义匹配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或过程由5大类技能及其相关子技能构成。1.分析：（1）辨识和使用推理的基本专业术语（例如，论证、理由、结论、类比、推论、假设、缺陷。这个技能为大多数批判性思维技能奠定基础）。（2）辨识论证和说明（能区分论证和非论证，论证和说明）。（3）辨识不同类型的推理（辨识所使用的各种类型的理由如常识、统计、条件陈述、科学数据、伦理原则等的论证。更为高级的辨识包括区别论证的不同形式，比如演绎证明、假设性推理、归谬法等）。（4）剖析论证（提取和分离相干与不相干的材料，例如修辞性、背景性材料，确认可能作为论证的组成部分的重要陈述）。（5）归类一个论证的组成部分并确认它的结构（辨识一个论证的各部分如证据、例证、理由及其作用。剖析论证和对组成部分进行归类常常并行，再三反复，它们是单独的子技能）。（6）辨识未陈述的假设（寻找对论证必要但未明白表达的东西，比如事实、信念和原则）。（7）澄清意义（为了正确地推理或判断推理的正确性而探查、避免和消除歧义。消除语词、短语或观念表达式意义的混淆，这种混淆可能改变论证的力量或效能）。2.评估：（1）判断相干性（这个过程不只是简单判断相干与不相干。它需要判断一个陈述或证据对一个特殊解释或结论的相干性程度）。（2）判断充分性（决定是否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一个结论。辨识必要和充分条件的差异）。（3）判断重要性（这需要判断与结论和论证有关的证据的重要性程度）。（4）评价可信性（评价与标准相关的证据来源的可信性，比如专门技术、进一步的证据或冲突、偏见以及那些可能妨碍观察、判断或报告的因素）。（5）评价似真性（与主张相联系，要评价一个主张为真的可能性，即“这种事情是可能要发生的吗？”与说明相联系，要评价给出的说明是正确说明的可能性，例如，通过考虑不同的备择说明来评价这种可能性。这常常可能在评价论证中扮演重要角色）。（6）评价相似性（判断被比较的两个事物是充分相像的，以使得该比较有助于澄清和加强一个论证）。（7）探查推理中的错误（探查推理中的错误包括论证中的缺陷、某些常见谬误、根据语词的、数字的、画面的和图表的等多种来源所包括的信息进行不正确的推论，以及诸如不相干的诉求大众的不正当手法）。（8）评价论证中推理的正确性（就结论如何较好地得到整个论证的支持或证明，做出一个总体判断。这包括考虑任何个别陈述或理由的真或似真性，以及推理的有效性即理由在何种程度上支持结论。评价方法应该适合于所评价的论证的类型，比如演绎证明、因果推理、试图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试图基于证据的平衡确立可能性）。（9）考虑进一步的证据对论证的影响（判断何种程度上进一步的证据增强或削弱一个论证。它可能挑战、支持、补充论证，或者与证据、理由或未陈述的假设相冲突）。3.推论：（1）考虑陈述、论点、原则、假说和推测的含意（这要求关注各论证成分，包括其总结论的宽广含意。这包括检核一个论证中的各个陈述之间的一致性与确证。原则也许是伦理原则）。（2）得出恰当的结论（这涉及确保所得出的结论被证明正当合理）。4.综合/构建：（1）挑选与论证相关的材料（收集和整理合适和充分的证据；）（2）构建一个融贯和相干的论证或者反论证（使用有关论证结构的知识构建自己的论证）。（3）推进论证（扩展一个已有的论证，构建改进论证的新推理路线）。（4）形成有充分理由的判断（在确实性只得到不充分证据的情境中，达成认真考虑过的、更准确的判断。这涉及应用所有相关的批判性思维技能）。（5）回应两难（此技能应用于这样的情境：为了对一个难题做出回应，必须采取某行动，但任何所采取的行动都将有一个不合意的后果。它包括辨识竞争的行动路线的后果以及努力在它们之间做出判断）。（6）做出和证明理性决策（一旦应用相关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得出一个结论，就决定最佳行动路线）。5.自我反省和自我校正：（1）质疑自己的先入之见（获得审查和评估自己先入之见的意识，并为消除它们做好准备）。（2）认真而持续地评估自己的推理（为了使自己的推理更为正确，将上述所及全部应用到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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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澳大利亚学者的一个小样本在线调查也表明，本科生和教育学学者清楚地表达了批判性思维概念的一致定义和理解，它们也与文献中现有的定义（三个特性：思想或心理状态；技术或过程；有批判能力或将批判性思维应用于学习）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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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是基线方法。哈尔通过考察西方理智发展史和当今批判性思维主流学者的观点，发现批判性思维实质定义的各种表述有很强的相似性，进而概括出批判性思维实质定义的三个内在相关的过程或共同要素：辨识妨害人们发展批判地和公正地思考能力的普遍障碍；发展理智的心理倾向；基于理智标准明确表达有充分理由的判断。由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实质定义，被称为批判性思维的“基线定义”。从苏格拉底开始的整个历史中，理论家关心人类思维的阴暗面，赞同理智规训对高质量思维的重要性。批判性思维运动是那些关心改善人们思维质量之必要性的悠久传统的一个新近阶段。苏格拉底、培根、纽曼和杜威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传统的重要榜样。阻碍批判地思考的障碍依然与自我中心、社群中心、思想封闭和僵化思维紧密联系。学生面临许多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制度的障碍。刻意培养批判性思维倾向是自由教育理念的工作，为了培养积极的倾向，人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倾向的重大价值，并在日常生活的选择和决定中，系统地辨识和应用它们。可见，批判性思维者是认识到改善其思考一般质量的人。按照确证的理由进行判断的功能和过程，与按照诸多重要的标准分析和评估论证、难题、疑问和议题相联系，与重要的倾向（如理智自主）相联系。人们坚定地同意，作为一个批判地思维的过程，清晰表达理由充分的判断是自由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无论具体的学科视角如何，大多数批判性思维学者都同意这个基线定义。这个批判性思维概念是以基本的和共享的概念与原则为基础的批判性思维的统一概念。这样解释的批判性思维概念表明，更好的思维对所有人（并不只是对精英）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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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方法是家族相似方法。与寻求各种批判性思维概念的共同本质不同，墨尔本大学的学者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得到启发，另辟蹊径来解决批判性思维概念的共识问题。在许多一般词项之下的词项就像一个家族，其不同成员以不同的方式彼此相像，形成一整套交叉重叠的相似性。这些关系和相似性就是所谓的家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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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不仅提供了一种抓住批判性思维多面孔性质的方法，也提供了一种调停概念冲突，舒缓竞争定义所产生的紧张状态的手段。通过把握对批判性思维概念必要的基本相似性（家族相似），可以提供一种共同纲领。卡迪尔强调与目标和语境相联系的批判性思维的多形态、多形式的表现所显示的家族相似。在他看来，有些学者的警告——没有一致同意的批判性思维定义意味着教育者和研究者将要面对不能确定批判性思维教学和测量的效力，有些言过其实了。一般来说，缺乏一个共同的定义并非真的是批判性思维应用的障碍。比如，在教学和批判性思维效力的测量中，应该占支配地位的问题是“我为何目标而教？”和“我为何目标而测量？”（这两个目标自然是一致的），如果批判性思维的目标是教学生就论证的弱点与正确性来分析论证，那么，这个能力的测量就能以保罗的理智标准的术语为基础；假如批判性思维的目标是要发展学生的思维倾向，那么测量就可用相关的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因此，构思一个批判性思维定义而不首先考虑其语境和目标是无意义的，也达不到预期目的。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教育系统相关的批判性思维目标说明，一方面批判性思维概念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在这些定义中有家族相似，这使得它们的指称和实践依然是有意义的和建设性的。批判性思维的定义依赖其语境和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某一批判性思维概念与其他概念根本不同。批判性思维像民主一样，有诸多的表现，它们之间存在部分相似和交叉相似。卡迪尔举例说，假如当前的语境是报纸社论的分析，目的是论证分析，那么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的批判性思维不能被合适地看作是论证的发展和评估；如果当前的语境是研究一个现实生活问题，我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那么，我并没有在这个实例中看到，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定义批判性思维或提出“聚焦于信什么和做什么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维”这样的定义，有什么矛盾之处。这些定义并不直接互相矛盾。相反，不同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共享一种家族相似。因此，批判性思维不应也不能被一个排除所有其余概念的独家概念所束缚。就如我们的“数”和“游戏”这些词项的用法，并不阻止我们有意义地使用它们一样。教育情境中也是一样，在没有一个单一的、精确的批判性思维定义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有意义地使用它。有学者也曾论证，围绕“政治保守”“经济指标”“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等的歧义和定义分歧，并没有阻止人们在具体语境中有意义地使用它们。同样，批判性思维也不能被特殊概念所限制，因为其应用远为广泛，它是“多形态的或多形式的事业”。其实，严格地定义批判性思维会弱化其能力和适用性。如果我们通过严格、褊狭的定义而否认批判性思维的多方面性质，那么我们就要冒损害批判性思维多方面性质和其广泛应用的风险。从更为实际的应用方面来看，教育系统试图培养思维者的理由正是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被应用于未来的工作场所。在商业环境、科学和研究、制造、设计、艺术和政治这些领域，批判性思维的显现或表现是不同的。事实上，正是每一领域的目标和语境，精确地定义了批判性思维的性质。比如在科学中，批判性思维表现为支持发现的科学方法的分析和审查之严格性的确立；在制造中，为了一个更好产品或其组装的问题解决，也许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而在艺术中，批判性思维可能表现为艺术家做出的审美选择；在政治中，批判性思维也许不仅包括对敌手论证的分析，也包括关于议题的问题解决，可能的政治决策等的成本效益分析。因此，认为所有这些领域中都有批判性思维的体现并非不合情理，批判性思维的一个或多个方面比其余的更发挥突出的作用。但是，这些表现并不能被一个特殊的定义恰当地把握，因为一个独家的定义不能在语义上公正地表达所有这些表现。因此，根据各种批判性思维的表现，建议在学校语境中，能够且应该依据学科领域，以稍许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重点来应用批判性思维。比如，在科学中，学生可能学会发展自己在客观研究中的严格性和标准意识；在语言和艺术中，学生可能被训练评价和写作论辩性和创造性语段等。正是通过揭示不同领域的批判性思维的多形态和多方面的性质，学习者能够更为整体地发展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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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学者们还在具体讨论语境中约定批判性思维的工作定义。如2004年7月12—15日在加拿大举行的第24届批判性思维国际讨论会就规定了一个批判性思维的工作定义：简言之，就是通过一定的标准评价思维，进而改善思维。批判性思维是积极地、熟练地读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估支配信念和行为的那些信息的过程。这些信息通过观察、实验、反省、推理、交流来收集或产生。在其典范形式里，批判性思维以超越主题内容的普遍理智价值为基础：清晰性、准确性、精确性、一致性、相关性、可靠证据、好理由、深度、广度和公正。

批判性思维定义的共性还可以从各种批判性思维概念的展开元素来考察。如果深入到某一批判性思维概念蕴含的技能和倾向的子集，我们就不难发现，批判性思维的子技能和倾向具有高度的重叠性。我们认为，闻名全球的批判性思维专家罗伯特·恩尼斯，数十年来（1962年，1964年，1980年，1981年，1985年，1987年，1991年，1993年，1996年，2002年，2011年）根据众多批判性思维学者的评论和教学应用的反馈而逐步完善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倾向的分类系统，囊括了批判性思维概念的各种表述中所包含的技能和倾向。不久前（2011年5月），恩尼斯对自己的批判性思维的元素构成进行了最新的改进，批判性思维倾向有3大类13个子类，能力包括6大类，15个子类。在决定信什么或做什么的过程中，人们可以通过使用这些批判性思维倾向和能力而获得帮助，而且这一倾向和能力系统可用作批判性思维课程及其评价的全面的目标集。恩尼斯本人认为，他所提出的与这一系统相应的批判性思维定义抓住了批判性思维运动中使用该术语方式的核心。
 
[104]

 科学哲学家菲欧切诺通过研究科学中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典型实例——哥白尼革命，揭示出批判性思维包括三个元素：批判、推理和判断。
 
[105]



索伯坎和克罗尔克在论述批判性思维评价问题时表达了对批判性思维定义问题的中肯意见。他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定义问题及其引起的辩论，可以丰富对批判性思维本质和教学的理解。人们不应期望批判性思维的某一精准定义的完全一致的意见。完全同意并不是更好理解和评价批判性思维及其教学的先决条件。不过，人人都同意批判性思维包括某些核心能力和实践——评估证据、承认和公正对待对立观点、问关键问题、自我反省的能力。在人们共享一个共同的批判性思维概念的同时，他们也可以用理论上不同的方式来说明它。
 
[106]

 我们认为，批判性思维最为突出的特性是，怀疑或质疑某种观念或做事方式，特别是它们背后的假设，运用合适的标准或规范做出有充分理由的判断。而由于不同领域评估的标准有差异，因此允许多样化的批判性思维概念。这种多样化不仅显示了不同领域或视角的特点，而且有助于理解批判性思维的丰富性。那种因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定义而断言批判性思维概念是混乱的看法，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仓促得出的结论。事实上，很多学科中的核心概念都存在类似情况，关于“逻辑”“社区”“恐怖主义”等概念的定义不也是众说纷纭吗？这些都不妨碍人们对逻辑和社区的研究，也不能阻止全球反恐的合作。这是因为，分歧的理解总可以找到共同的核心因素，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家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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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性思维与教育使命

经合组织2005年的一个报告指出，技术在急速而持续地变化，社会变得更为多样化，全球化正在生成相互依存的新形式，一些复杂问题的解决超出了个别地区或国家力所能及的范围，人们需要用一些关键能力武装起来，才能适应以变化、复杂性和相互依赖为特征的世界。报告认为，反省（reflectiveness）是关键能力的核心。反省地思维需要相对复杂的心理过程，要求思维过程的主体变成它的对象，因而反省意味着元认知技能的使用（关于思维的思维）、创造性能力和采取一种批判的姿态。这要求个体达到这样一个社会成熟的水平：允许他们远离社会压力，采取不同视角，做出独立判断，对他们的行动承担责任。
 
[1]

 《经济学人》的文章也认为，经济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它在给智力技能、分析技能、创造性技能这些短缺供应赋予越来越高的价格。
 
[2]

 正是这些21世纪所需要的能力，提出了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新要求。

第一节 21世纪的基本特征与批判性思维

当代社会的特征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描述：信息社会、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这些特征都和批判性思维有密切联系。

信息技术越来越成为人类各种活动的基础，特别对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的获得具有关键性作用。在信息和交流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教育中，培养和运用批判性思维技能是一个基本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中的ICT：学校的课程和教师发展规划》（2002）在论述信息与交流技术时指出，技术发展导致工作和组织的变化，因此所需要的能力也在变化。在所列出的需要获得的与信息和交流技术相联系的7个重要技能中，批判性思维居第一位。在“决定学校执行ICT进步阶段的指标”中指出，批判性思维和有见识的决策等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合作性学习导致的变化之一。在“学习和教学法的哲学”部分强调，全体学习者在其学习的所有方面，重点集中于批判性思维技能和有充分根据的决策。在信息社会中，伴随因特网日益普遍的使用，学生对万维网的潜力有一种清晰而批判性的理解是必要的。
 
[3]

 《当代ICT教师标准政策框架》和《当代ICT教师标准模块》（2008）也指出，课程体系超出了对学校教学科目知识的强调，而明确包括创造新知识所需要的21世纪技能，诸如问题解决、交流、合作、实验、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表达，它们成为教师自己的课程目标，也是新评价方法的对象。那些具有知识创造方法的教师所显示的能力将能够设计基于ICT的学习资源和环境；运用ICT支持学生知识创造的发展和批判性思维技能……
 
[4]



美国图书馆学会关于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的研究报告指出，信息素养是文化素养、批判性思维发展与学校调整之努力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种基于可利用信息资源的学习过程将使学生参与这样的过程：知道他们何时需要信息；辨识处理某一给定问题或议题所需的信息；找到所需信息并评估这些信息；组织信息；有效地使用信息处理手头的问题或议题。这样一个学习过程的重建将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该报告在建议部分指出，要成为有信息素养的人，就必须能够分辨何时需要信息，具有定位、评估和有效使用所需信息的能力。
 
[5]

 学院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制定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2000）提出，有信息素养的人能够决定所需信息的范围；有力而高效地获取所需信息；批判地评估信息及其来源；将所选好的信息融进自己的知识库；有效使用信息实现特定目的；理解围绕信息使用的经济、法律和社会的议题，并合乎伦理和合法地获取和使用信息。报告认为，除了计算机素养之外，“通晓技术”（fluency with technology）强调理解技术概念的基础并把问题解决与批判性思维应用于技术使用之中。信息素养一方面是理解、发现、评估和使用信息的智力架构，这些活动可以部分地依靠通晓信息技术来完成，部分凭借可靠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通过批判性辨别和推理来完成。通过确保个人具有推理和批判性思维的理智能力，通过帮助他们构建学会如何学习的架构，学院和大学为他们整个职业生涯以及他们作为见多识广的公民和共同体成员之角色的持续成长提供基础。信息素养课程创造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问题解决成为焦点，批判地思考也是该过程的一部分。获得信息素养技能大大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他们开始使用多种多样的信息来源扩展自己的知识，提出有见识的问题，磨砺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该标准的第三条建议，“有信息素养的学生批判地评估信息及其来源，将选好的信息融进自己的知识库和价值系统之中”。其中的目标包括：清楚地表达和应用基本标准评估信息及其来源；审查和比较不同来源的信息以便评估可靠性、有效性、准确性、权威性、时效性以及视角或偏见；分析支持性论证或方法的结构和逻辑；识别先入之见、欺骗或操控；辨识生成信息的文化的、物质的或其他语境，理解语境对解释信息的影响；比较新知识与先前的知识以决定信息的附加价值、矛盾或其他特质；决定信息是否满足研究或其他信息需求；自觉应用选定的标准决定信息是否与其他来源所用的信息相矛盾或相互验证；基于收集的信息得出结论；用适合学科的技术（比如模拟、实验）检验理论；通过质疑数据资料来源、信息收集工具或策略的局限确定可能的精确度和结论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选择给主题提供证据的信息；等等。
 
[6]



夏皮罗（Jeremy Shapiro）和休斯（Shelley Hughes）1996年把信息素养定义为：一种从知道如何使用计算机并获取信息延伸到批判地反省信息自身的本质、它的技术基础构造以及它的社会的、文化的、哲学的语境和受影响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地球科学家舒尔茨指出，批判性思维和一种健康的怀疑论是信息素养的必要元素。他对未来的地球科学家的忠告是：学会批判地思考，保持健康的怀疑论，熟悉信誉好的信息源。
 
[7]



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说，十有八九快速成长的公司要求雇员不仅要懂得如何获得数字信息，而且要能够分析、评估和应用它们来解决日常问题。人们认为，那些缺乏ICT能力的员工效率较低，而一个不能补充、训练和拥有数字化能力的人力资源的公司，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力。思递波公司（Certiport）总裁兼CEO凯利（Ray Kelly）说，那些不仅懂得如何获取数字信息而且也能分析、评估和应用他们发现的东西去解决日常问题的个人，是21世纪经济的命脉。
 
[8]

 为响应雇主日益增长的对具有数字化能力雇员的需要，著名的教育考试服务机构ETS和全球考试认证服务机构思递波共同开发了一个新认证系统（iCritical Thinking
 
TM

 certification program），用来测试ICT能力，即测量搜寻、批判地评估和交流数字信息以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对于人力资源主管来说，该认证程序提供求职者基于ICT的批判性思维技能的评估；而对于公司培训师和生产线管理者，该认证提供一个雇员在使用数字技术时应用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技能的客观评价和证明。

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全球化，使地球上的所有人，无论是作为消费者、工作者，还是投资者，都成为复杂世界网络的一分子；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气候、污染、核利用、债务和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都不能在国家水平上加以解决，需要通过国际甚至洲际合作才可能解决。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等国开始倡导“全球教育”（global education），纽约、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等州实施了相应的计划，旨在让学生准备好在一个与其父辈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极为不同的世界中生活。这种渗透于各科教学的全球教育与批判性思维密切相关。因为学生不发展批判性思维技能，就不能获得全球视角；而没有全球视角，学生也不会被认为是批判性思维者。批判性思维的视角和方法为学生提供了重要帮助，主要是因为它系统地激励学生关心自己的世界观和背景信念。美国学者意识到，首先要克服学生中存在的猖獗的文化自恋主义，它表现为相当比例的学生只看他们国家的行动和问题。他们的态度似乎是：让其他国家向我们学习。全球教育强调多元世界观，挑战狭隘的国家视角。学生需要养成抵抗他们的政府、政治家或利益集团所做的国家主义宣传和操弄的心智习惯，因而批判性思维的视角和策略应成为全球教育的基础，这在国际冲突（无论是武力的还是经济的）时代尤其必要；借助批判性思维来辨别被过滤的关于世界的信息，辨别在教科书或大众媒体上按照国家意识形态处理过的信息，这样的过程也是绝对必需的。那些不能辨识公共媒体上的徒有其表的证据或弱论证的学生，那些看CNN就相信的学生，几乎没有机会从他们的自我热衷的囚笼中挣脱出来。学者呼吁，需要从天字第一号和国家主义的教育范式转变为强调全球相互依赖的范式。教授批判性思维会导向这个方向。因此，在所有方式和所有层次的课程中，要教学生明白世界在经济、生态、政治和文化上的相互联结。全球教育运动中所达到的共识是，一种全球方法应该集中于帮助学生逐步将世界构想为一个全球系统，并将他们自己视为这个系统的参与者。不过，在此之前，学校必须给学生提供获得理解全球问题所需背景信息的机会，帮助他们发展一种促进承认不同于他们自己的想法、信念、价值和习惯的文化系统，这正是批判性思维发挥影响之处。
 
[9]



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全球议题。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教育议程和相应的实施计划，要求世界各国政府在2005年至2014年这10年中，将可持续发展教育融入本国各个相关层次的教育战略和行动计划。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在2003年4月举行的第166次会议上，批准了可持续发展十年教育议案。之后，2005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国际实施方案》论述支持可持续发展教育的4个推力时指出，简单地增加基本读写能力（就如目前很多国家的教学），并不能推进可持续社会。假如社区和国家希望朝着可持续的目标迈进，那么，他们就必须关注激励和支持公共参与和公众决策的知识、技能、价值和视角。要实现这一点，基础教育必须适应可持续性，并把批判性思维技能、组织与解释数据和信息的技能以及确切阐述问题的技能包括进来。基础教育还必须包括分析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能力，应该能使个体选择那种并不损害自然资源基础或侵犯其邻人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生活方式。……以包括批判性思维技能和理性决策为重点的更为广泛的教育工具，对于建立公民透彻思考社区和国家所面临的更为复杂的可持续问题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10]



尤其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大量有关文件中，一贯重视批判性思维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中的地位。《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环境部长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初步陈述》（2003，序言）承认一些关键原则的重要性，其中第2条原则是：所有层次的学习者应该被激励使用批判性思维，作为可持续发展具体行动的一个先决条件。在论及“可持续发展教育对策的基本要素”时指出，由于可持续发展三个向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发展教育要求一种指向更为综合的、过程取向的和动态的模式，它强调批判性思维、社会学习和民主过程的重要性（第21款）；贯穿于各学科方法发展之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予以加强。也要求一种指向更为综合的过程取向的和动态的、强调批判性思维、社会学习和供人分享的过程之重要性的教育文化（第23款）；在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语境之内，环境问题与社会和经济维度密切联系，因此，可持续发展教育必须增强目标团体在开放对话中工作的自主权，来辨识和解决我们社会中的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有必要激励学习者为发展他们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愿景而使用批判性思维（第24款）。在“途径”部分，该报告还专门以“批判性思维”为小标题加以论述。其中采用了适用于学习过程的批判性思维概念（个体如何自觉地在他们业已存在的价值、兴趣和知识的范围之内，将信息整合进他们自己的理解之中）。尤其对于各种文化、经济、生态、政治和社会议题方面的学习者和教师而言，重要的是，这种批判性思维强调采取思想开放的路向的意愿。批判性思维能导向社会—文化和理智的灵活性，这种灵活可以这样来理解：人的能力和所有信息，原则上都是相对于时空的。在论述“基于问题的学习”时再次指出，来自现实世界的难题或案例被用作诱发学生学习过程的手段，即在获取预定内容的同时发展可迁移的人际技能、批判性思维等个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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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可持续发展教育对策草案》（2004）之“基石：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原则与方法”重申了前述意见（第2条原则和第24、2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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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5—16日相同主题的罗马会议所形成草案中的“途径和方法”，再次重申了前述批判性思维和基于问题的学习的专门论述，而且在“把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联系起来”的题目之下（第41款），指出在早期的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中，科学事实的传播是最常用的方法，该方法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冲突取向的视角相结合，以社会整体为基础，意味着以民主过程为中心。因而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学生讨论，其中不同的看法得以亮相和辩论，目的是要确保学生积极地和批判地评估备择选项，并发展基于知识和相关伦理争议形成论证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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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配套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指标》（2006）和《可持续发展教育报告格式模板草案》中，报告模板由6个问题组成，对应包括6个指标及其亚指标（总计18个），其中与亚指标2.1.1“在各个层次学习计划/课程中明确地处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主题”相应的“学习结果表格”中，要求报告每个层次的教育提高学习者以下能力的程度（期望的结果）：提出分析的问题/批判性思维；理解复杂性/系统思维；克服障碍/问题解决；管理变化/问题解决；创造性思维/以未来为取向的思维；理解跨学科的相互关系/整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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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对高等教育本身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为反思高等院校的使命提供了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提高学习过程质量的时机。将可持续性与批判性思维联系起来表明，可持续性要求集中于能力和高阶思维技能，总体原则的评价，要求对一个人自己教学的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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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出，适应信息社会、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各层次教育（尤其高等教育）都和批判性思维有密切联系，因此，批判性思维在21世纪比以往有更为突出的意义。

第二节 21世纪技能中的批判性思维

以信息社会、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21世纪需要什么样的劳动者？大学本科毕业生应该具有怎样的素质？这些重大问题引出了适应21世纪挑战所必需的技能的讨论。我们看到，无论是21世纪的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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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般从业技能，都包括了批判性思维技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生活技能是：人们为能够生存，发展其全部才能并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而必需的基本学习工具和基本学习内容（1990）；或者，通过四大学习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与他人共处和一起生活、学会生存）所获得的知识、价值、态度和技能（2000）。具体包括基础技能（读写、计算、ICT等）、心理—社会技能（交流、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反省和个人与人际技能）、实践/实用技能（操作和职业技能、健康、公民、宗教技能）。各种生活技能计划的重点在于促进交流、协商、批判地思维和解决问题以及做出独立决定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WHO）把生活技能定义为：生活技能是能使个体有效对付日常生活的需要与挑战的积极的行为之能力。特别是帮助人们做出基于对情况了解的决策、解决问题、批判地思维和创造性地有效交流，与他人建立健康的关系和移情，以一种健康和富有成效的方式管理他们生活的心理能力和人际关系技能。生活技能有三大组成部分：（1）批判性思维技能/决策技能：决策/问题解决技能——信息搜集技能；评估当下行为对自己和他人的未来后果；决定解决问题的备择方法；分析自己的和激励他人的价值和态度之影响的技能。批判性思维技能——分析同辈和媒体的影响；分析影响他们的态度、价值、社会规范、信念和因素；辨识相关信息和信息来源。（2）人际交流技能：言语与非言语交流——主动倾听；表达情感，（无责怪地）给予反馈和接受反馈。谈判/拒绝技能——谈判和冲突管理；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技能（assertiveness skills）；拒绝的技能。移情建立——倾听、理解他人的需要和环境并表达那种理解的能力；合作和团队工作——表达对他人贡献和不同风格的尊敬；评价自己的能力和对集体的贡献。辩护技能——影响的技能和说服；网络和激励技能。（3）应对和自主管理技能：对承担控制、负责任、发挥影响力或引起变化的渐增的个人自信和能力——建立自尊/自信；生成自我意识的技能，包括权利、影响、价值、态度、长处和弱点的意识；确立目标；自我评估/自我评价/自我监控技能。管理情感的技能——管控怒气；处理悲伤和焦虑；对付损失、侮辱和心灵创伤。管理压力的技能——时间管理；积极思考；放松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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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倡议各国推行“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教育”（life skills-based education）。生活技能指的是一组心理—社会与人际关系技能，它们能帮助人们做出基于对情况了解的决策、有效地交流，发展应对和自主管理技能，这些也许能帮助他们过上一种健康而丰富的生活。应该承认，不存在不可更改的生活技能一览表。不同技能的选择将随论题和当地情况而变化（例如，决策可能在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预防中是重点，而冲突管理也许在和平教育计划中更为突出）。但是，尽管人们提议的生活技能的类别列举互不相同，但许多技能同时被付诸实践。比如，决策常常包括批判性思维（“我的选择是什么？”）和价值澄清（“什么对我是重要的？”）。最终，技能之间的相互作用生成有力的行为结果，尤其在这个方法得到其他策略如媒体、政策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支持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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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列举的生活技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列举相似，在子技能归类上可能稍不同。三大技能之一也是“决策和批判性思维技能”。2005年，经合组织提出了用三大范畴刻画的21世纪技能的概念。批判性思维的一些要素被分散到一般范畴的子集中，比如能力范畴1“互动地使用工具”之B（批判地反思信息的本质——它的技术基础、社会的、文化的甚至意识形态的语境和影响。信息能力是理解选项、形成意见、做出决定和完成有见识的和负责任的行动的基础）。能力范畴2“在多样化的集体中互动”之A（与他人融洽相处——转换角色，从他人视角、处境思考，自我反省；有效的情感管理），B（合作，在团队中工作——表达看法和倾听他人看法；理解辩论动态并遵照议程；构建稳定和可持续的同盟关系；谈判；做出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决定），C（管理和解决冲突——分析关键议题和利益、冲突的起源、各方的推理、承认存在各种可能的立场；辨识一致与分歧；重新认识问题；确定优先需求和目标，确定愿意放弃的东西及其放弃的条件）。能力范畴3“自主地行动”之A（在大情势之内行动——理解模式；理解自己所在的那个系统的结构、文化、实践、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以及对自己在其中的角色的期望；辨识自己行动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按照对个人的与共同的规范和目标的可能后果的反思，在不同行动路线之间做出选择），C［辩护和肯定权利、利益、限制和需要——了解自己的利益（如在选举中）；懂得一个案例所基于的书面规则和原则；为使需求和权利得到承认而构建论证；建议安排或替代解决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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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组织或机构也研究了21世纪所需要的技能。各种有影响的21世纪技能框架几乎都包括批判性思维元素。有学者指出，美国21世纪经济的健康，直接取决于美国人以何种广度和深度达到21世纪能力的新水平，它包括强有力的学术技能、思维、推理、团队工作技能和熟练使用技术。2003年，Metiri集团和美国北方中心教育实验室（The North Central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oratory）提出了一个21世纪技能框架，批判性思维（高阶思维）被归到创新思维之下：数字时代的能力——基本的科学、经济和技术能力，视觉和信息能力，多元文化能力和全球意识；创新思维——适应性、管理复杂性和自主定向，好奇心、创造性和勇于冒险，高阶思维和正确推理；有效交流——协同作业、合作和人际技能，个人、社会和公民责任，互动交流；高生产性——优化、计划和绩效管理；现实世界工具的有效使用；生产适切的、高质量产品的能力。美国“21世纪技能伙伴计划”试图通过将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交流、合作、创造性和革新等融入诸如英语、阅读或语言艺术、世界语言、艺术、数学、经济学、科学、地理、历史、政府和公民等核心学术科目的教学中，为帮助美国教育系统保持高水准提供工具和资源。在核心知识教学语境之内，学生还必须学会在当今世界获得成功的基本技能，如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交流和合作能力。同时，也推进在更高的水平上（代表21世纪跨学科的主题）理解核心科目中的学术内容，包括全球意识、金融、经济、商业和企业家能力、公民能力、健康能力与环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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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美国学院与大学联合会也提出了一个高等教育毕业生应该获得的21世纪技能的框架，包括4部分：人类文化与身体和自然世界的知识；理智的和实践的技能（探究和分析、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书面和口头交流、量化能力、信息能力、团队工作和问题解决）；个人和社会责任；整体性学习。工商界也承认批判性思维是基本职业技能之一。格林指出，伟大的领导者从战略上思考，他们需要5种不同的思维类型。懂得何时运用某一类思维、用多少，是伟大领导者的标志。这5类思维是：批判性思维、执行思维、概念思维、创新思维、直觉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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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网络“超越”的CEO米尔格拉姆（Rich Milgram）说，我并不知道有多少老板在旁听对申请人的“批判性思维”或“积极聆听”的面试考察，但他们绝对在寻找那些品质。在引证了一些职场网站CEO的论述之后，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女编辑梅甘·卡瑟莉列举了2013年求职成功所需的十大关键职业技能：批判性思维、复杂问题解决、判断和决策、积极聆听、计算机和电子技术、数学、运营和系统分析、监控、编程、销售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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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美国教育部的报告（2006），雇主们说，他们雇用的许多毕业生没有为工作做好准备，缺乏当今职场所需要的批判性思维、写作和问题解决技能。商业和政府领导人再三迫切地号召工作者在一生的所有阶段持续提升他们的学术和实践技能。教育行政部门还开发了《大学学习评价》（CLA）促进高等教育的基于证据文化的评价。2002年以来，134所高校使用了这一考试，它使用执行任务和写作提示而不是多项选择题评估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分析性推理和写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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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根据由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资助的高校信息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德国大学生所应具备的、对未来职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关键能力”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自我能力、应用能力和环保意识能力。批判性思维被明确包含在方法能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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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基础教育层次，包括批判性思维在内的21世纪技能也受到重视。法国教育部推出了界定共同基础知识和能力的法令。法令中规定的基础教育应该达到的最低要求，即“共同基础”包括7个方面，每个方面有知识、能力和态度层面的要求，包括与批判性思维相关的一些方面：掌握法语、掌握基本的数学和科学文化知识（包括推理、演绎能力；培养对合理论证的尊重；能够运用科学方法，如观察、提问、假设、证明、推断；这些知识与能力的学习能使学生保持好奇心，拥有开放心态和批判性思维）、掌握基本的人文文化知识（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判断力；有益于其开放思维，对自己的观点和情感进行反思）、掌握一门外语（通过外语的学习促进对文化差异性及多样性的敏感度，使思维更加开放，能够理解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掌握常用的信息通信技术（培养对信息精确识别、批判和思考的审慎态度）、具有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和公民意识（应该具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即能够分辨讲话或报道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能够分辨论证的合理性和武断性；学会对信息进行辨识、整理、分类和批评；能够提出、质疑和修改自己的观点）、拥有独立自主和主动进取的精神（能够严密思考，逻辑推理即辨识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搜寻有关信息并加以分析、分类、组织、综合，对不同学科的知识加以灵活应用，辨识、解释和修正错误，尝试多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懂得自我评估；培养独立、好奇、勇于开创、主动出击和坚决果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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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美国制造业》（2006）的作者柯林斯指出，美国的经济下滑，制造业持续衰退，失业率超过8%，“为了每个人的教育”的失灵，基础设施千疮百孔，中产阶级的经济发展水平缓慢下降，每每当世界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难题难以解释时，人们选择对复杂问题采取简单的解决办法。萨姆纳意义上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在这个新千年确实不那么流行了。当对未来有一种普遍怀疑和否定观点时，人们更乐意接受阴谋论，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答案。除非我们能在理解我们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真相方面取得某种进步，否则我们会继续走向非理性主义盛行的社会。应该用批判性思维取代诸如阴谋论这样的简单回答。柯林斯为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批判性思维者的人提出8条建议：（1）抛弃思维和问题解决的标准化格式。许多人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有量化的解决办法，然而这个想法不对，因为由人所控制的所有事件充其量是含糊的和不可预知的。（2）教会你自己以多维视角处理问题。（3）把生活和所有实践看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或普遍的。（4）努力看到变化中的机遇，因为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也许你不喜欢它，但你必须学会接受它。（5）学会识别影响你的思维的信念和偏见。不接受情感地诉求的主张，而应追寻可能引导自己的事实。（6）对所有政治家或媒体信息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论。不仅仅接受事情的一方面，而且注意提供假说的人，然后用能探究的事实支持它。（7）努力在自己的头脑中建立严格的标准。非凡的主张要求非凡的证据。质疑非凡主张，要求更多的证据，对并非言之有理的主张不予接受。（8）我们的生活被含糊性和不确定性所左右。处理复杂问题的方法是接受极少的情况是完全确定或必然的。存在的只是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我们必须不断寻找最高可能性的真相或真理。
 
[26]



政治和经济领导者都理解，劳动力技能水平决定经济业绩。这一理解正在引导政策分析家把教育政策看作与其他关键政策领域比如医疗保健、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和环境同样重要。换言之，教育政策现在被认为是社会和政府最优先的政策之一。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贝克（Gary Becker）及其同事最先创立了劳动经济学的人力资本学派。他们在40年前以当代经济学的严格方法为杠杠表述了人力资本的原理。他们的成就已被高水平的研究院所承认，包括诺贝尔奖委员会。这些学者把人力资本定义为存在于一个国家人口中的知识和技能储备。这种资本通过教育、训练和经验而积累。作为一个成熟的领域，经济学开始挖掘它对教育的含意，这是人力资本发展的正式场所。在经济学、政策分析和教育中，对教育所获得的回报的分析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这种研究表明，教育必须注重当今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的储备，它们是今天高度珍视的获取和建构信息并将其应用于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反映从强调具体内容领域向强调批判性思维技能转变的最新学习理论也在重新定义知识的概念。西蒙（Herbert Simon）论证说，“知道”的意义已经变了，从能够回忆信息变成了能够发现和使用信息。布兰福德等人（2000）也注意到，教育要完全覆盖人类知识已经不可能了，目标被构想为帮助学生发展理智工具和学习策略，这是获得富有成效地思考之知识所需要的。世界经济已经从个人时代进化到知识经济，它越来越依赖能生成作为经济繁荣之基础的知识的劳动力。知识生成需要强大的核心批判性思维技能——分析的、量化的推理技能，问题解决和写作的技能。因此，教育必须让学生为富有成效地参与经济和社会做好准备，这越来越意味着教授批判性思维技能以及测量向合意成就水平的前进。
 
[27]

 比尔·盖茨在“盖茨笔记”
 
[28]

 中说，我认为大多数人会同意，像批判性思维、复杂推理和写作这样的技能——要测量的东西——是相当重要的。

由此可以看出，批判性思维被公认为21世纪基本技能中的必要元素。因此，它也必定成为高等教育不容回避的话题。

第三节 作为教育目标的批判性思维

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教育要使受教育者“能够对所提出的观点进行好与不好的正确判断。实际上，正是这样的人我们视之为受过一般教育者。受教育本身就是能够做上述之事。此外，我们把受一般教育认定为某人凭自己一人的能力能够判断所有知识领域的问题，而不是使能力限于某些特殊自然哲学部门”。
 
[29]

 批判性思维学者早已从理论上证明批判性思维应该是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说，“虽然对大学课程有争议，但发现教职员几乎全体一致地同意教学生批判地思考是本科教育的原则性目标令人印象深刻”。 
 
[30]

 当代批判性思维运动兴起40年来，批判性思维的理念也已渗透到高等教育的整个过程之中。21世纪的全球经济决定了大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技能，这种技能需要必然要反映到高等教育中来，因此，把批判性思维确立为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已得到全球普遍承认。
 
[31]



“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巴黎，1998年10月5—9日）发表的《面向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的第一条的标题是“教育与培训的使命：培养批判性和独立的态度”。其在第五条“教育方式的革新：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中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教育学生能够批判地思考和分析问题，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承担社会责任；为实现这些目标，课程必须包含获得在多元文化条件下批判性和创造性分析的技能。2009年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列举了4项“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其中第3项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应该通过其核心功能（研究、教学和社会服务），增强其跨学科重点问题的研究，培育批判性思维和积极的公民。这将促成可持续发展、和平、幸福和实现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人权。其还指出，质量准则必须反映高等教育的总体目标，尤其是培养学生批判的和独立的思考和终身学习能力的目标。
 
[32]

 《第四次APEC教育部长会议联合声明》（2008）指出，21世纪的劳动者需要达到更高的层次，具备21世纪所需的、确保每个人在生活各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能力，如批判性思维、创造性、团队合作以及自我学习能力。作为劳动者，必须具备这些能力；同样，作为个人、家庭成员、社区一分子或世界公民也必须具备这些能力。
 
[33]

 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4月发布的题为“培养下一波创业者”的报告也指出，各层次教育机构必须采用21世纪的方法和工具，包括跨学科途径和互动教学方法，激励创造性、革新、批判性思维、机遇识别和社会意识。人们还把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创新、主动性、创造性和不断进取的冒险精神称为“软技能”（soft skills）。

在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和推行方面，美国再次成为全球领跑者。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人士就竭力倡导将批判性思维作为教育的基本目标。公立小学的六大功能之一是帮助学生“养成批判性思维的习惯”。
 
[34]

 在民主社会中，学校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一个特殊义务是培养儿童的批判性思维态度和方法。正在变化的文明中的大多数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明智解决要求批判性思维。“承认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一个教学目标，意味着教师将以这样的方式引导学生：发展他们辨识问题、发现和选择与该问题有关的证据、组织和阐释证据以及应用和修正适合当下需要和情景之结论的能力。”
 
[35]

 甚至幼儿园也以培养儿童的批判性思维为目标。“每一个好的幼儿园应该培养儿童的问题解决和批判性思维的态度。”熟练的教师不断向儿童提出一些问题，因而基于幼儿生来的好奇心来培养一种探究的、问题解决的态度——一种将有利于其全部生活的态度。
 
[36]

 1990年，美国教育部设定的国家教育目标之一是，“那些显示出较高批判地思维、有效地交流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大大增加”。该目标也成为议会通过的《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1994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生效）的一部分：那些显示推理、解决问题、应用知识和有效写作和交流能力的学生的比例将大大提高。在关于成人（读写）能力与终身学习部分也有同样的目标——“那些显示出较高批判地思维、有效地交流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大大增加”。
 
[37]

 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和信息的快速发展，导致批判性思维能力成为职业发展和有效教育计划的基石。批判性思维对于美国国家科学标准（National Science Standards）和国家教育技术标准（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都是首要的。
 
[38]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1996）的目标之一是促进作为探究的科学，其中包括强调批判性思维的很多事项，比如“假设的辨识，批判的和逻辑的思维的运用，替代说明的考虑”；“原始事件和现象的分析与次级来源的批判性分析”，“通过回顾现在的科学理解来分析一个论证、估量证据以及审查决定哪个说明和模型为最佳之逻辑的批判性能力”。
 
[39]

 贝林指出，批判性思维应该是科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使命已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理念。其实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早在1983年的报告《为21世纪教育美国人》（Educating Americans for the
 21st Century
 ）中就明确提到批判性思维的发展是科学教学的目标。有学者发现，从好望角、南美的高年级生物课程，昆士兰中学学习理事会，到美国的全国科学教师协会，都在其科学课程说明性陈述中注重批判性思维。当然，在科学教育文献中，培养批判性思维采取一些不同的形式：一些集中于批判性思维的特殊方面，比如辨识逻辑谬误；一些重点是形式推理；还有注重更为广阔的科学推理。最常见的是针对旨在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计划和方案的描述和评估。
 
[40]



美国的国际教育战略报告也指出，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里，一种有效的国内教育议程必须应对全球需要和趋向，以培养有全球性能力的公民为目的。仅仅注重确保学生具有基础阅读、写作、数学和科学技能已经不够，超联结的世界还要求批判地和创造地思考的能力以解决复杂问题，需要从事全球性工作的技能和心理特质、良好的沟通技能以及先进的数学、科学和技术的技能。
 
[41]

 一项调查表明，美国90%以上的大学教授认为，批判性思维技能发展是本科教育最重要的目标。
 
[42]



来自社会的反馈信息表明，雇主和离开高校不久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对关键能力的要求也印证了把批判性思维作为教育目标的正确性，批判性思维在职场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得到普遍承认。2003年，田纳西理工大学（Tennesse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对该校毕业生就职公司的雇主的调查显示，雇主认为相对重要的技能是，问题解决、交流、团队工作、学习技能、批判性思维、道德、专业性技能和与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工作。
 
[43]

 由海尔德里西中心2005年所做的调查也得到相似的结果。当要求在16种技能中辨识出“最近毕业的两年制大学生和四年制本科生在他们的公司里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3个）因素”时，被访雇主们的选择结果是：团队工作（48%；46%）、完整性和诚实（45%；30%）、社会技能（如说服和以提供服务为导向的技能，32%；32%）、批判性思维（27%；32%）、问题解决（22%；25%）、判断和决策（20%；18%）、倾听（19%；16%）、时间管理（18%；17%）、阅读（14%；11%）、懂得如何学习（12%；12%）、说话（12%；10%）、数学（10%；9%）、专业性技能（9%；14%）、资源管理（2%；6%）、科学（1%；3%）、写作（无；10%）。同时，65%的受访雇主相信，有一些特殊技能、态度和行为应该在新泽西的学院和大学的课程中强调，包括社会技能、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团队工作、完整性和诚实、较强的职业道德。受访的202位雇主有96%的人认为，两年制大学毕业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是重要的，并认为有13%的两年制大学毕业生完全具备，31%的具备，46%的只是某种程度上具备，9%的完全没有。受访的342位雇主有98%的人认为批判性思维技能对四年制大学毕业生是重要的，并认为有25%的本科毕业生完全具备批判性思维技能，31%的具备，41%的某种程度上具备，4%的人根本没有。
 
[44]

 2006年，CNN就录用的关键条件对雇主进行了调查。有1/3的招聘管理人报告，他们会更为看重会说两种语言的应聘者。2006年，对于他们的生意最为关键同时也是可能候选者最吸引人的位列最前的5种技能是：客户服务、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和决策）、技术熟练、提高生产率的能力、团队建设和积极性。
 
[45]



哈特研究公司（Peter D.Hart Research Associates，Inc.）2006年为美国学院与大学联合会（AAC&U）所做的一项调查——“在当代全球经济中，大学如何让学生为获得成功做好准备？——基于雇主和最近毕业的大学生的调查”，为论证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有力的证据。
 
[46]

 绝大多数雇主和最近毕业的大学生都赞同，学院和大学提供自由教育是重要的。他们拒斥狭窄地聚焦于提供专业领域知识和技能的高等教育路向，认为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提供一种多才多艺的教育与专业领域知识和技能的平衡。在回答大学应该提供哪种教育的问题时，获得以下数据（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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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和最近毕业的大学生强烈赞同自由教育的概念。这种4年大学教育的特殊路向，既提供多样化学习领域的广阔知识，也提供专业主修或感兴趣领域的更为深入的知识。它也帮助学生发展社会责任感以及横跨所有学习领域的智力的和实践的技能，比如交流、分析和问题解决技能以及将知识和技能应用于真实世界背景的能力。76%的雇主愿意给他们所认识的年轻人推荐这种教育。对“你认为上述定义的自由教育是否重要”的回答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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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要招聘的新员工时，工商业主管领导最为强调的是：集体工作技能、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推理能力、交流技能。最近毕业的大学生也承认这些重点技能。回答“哪两种技能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所获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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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们认为，学院和大学应该将更多的学习目标放在重点的技能和知识领域，它们全都是通过自由教育培养的。雇主相信高等教育机构需要越来越强调的最优先的领域是：科学和技术、在多样化集体中一起工作的技能、将知识应用于真实世界背景、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推理技能、交流技能、全球意识。最近毕业的大学生相信，高等教育机构需要越来越强调的领域中最优先的是：通过实习或其他传递经验的方式，将知识应用于真实世界背景、科学和技术的概念与新发展、全球议题和全球发展以及对未来的意义、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推理技能、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的能力、革新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对大学教育重点的这些共识将对大学教育的目标和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教育培训和青年事务部（DETYA）2000年委托的一项调查发现，雇主认为毕业生最重要的技能是创造性、才华、热情与独立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在雇主们看来，批判性思维这一最重要的技能之一，似乎最能把成功与不成功的应聘者甄别出来。与这一调查相似，教育、科学和培训部委托一项调查的报告考察了澳大利亚职场所需要的技能，访谈了各行业13个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证实了思维技能的重要性。思维技能与决策（如预测和推断，估量风险，评估替代选择和应用评估标准）、创新（如识别对别人而言不那么明显的机会，把创意转换成行动，生成一个选择范围，启动创新解决办法）和问题解决（如检验假设，说明数据资料的语境和环境）。越来越多的处于组织底层的人们被期望承担责任，展示主动性和提前透彻思考事情。
 
[47]

 这种对思维尤其是批判性思维的看重并不是局部现象。研究发现，甚至在越南商业硕士培养方案提出的毕业生才能的指标里，批判性分析、问题解决技能和工作综合质量是最重要的指标。
 
[48]

 雅各布等人的研究发现，马来西亚的雇主也认为批判性思维技能是重要的。
 
[49]

 雇主关心大学毕业生能够拥有一般技能，以便在不知道未来市场情况的条件下征召雇员。英国的研究发现，雇主想要交流技能、问题解决能力、分析技能和团队合作作为毕业生技能集。
 
[50]

 匈牙利教育与文化董事会委托盖洛普对27个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克罗地亚和土耳其的7036个公司在过去5年和未来5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情况进行了电话调查。该调查让这些雇主对他们在招聘高校毕业生时要求的11种技能按其重要性进行排序（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不太重要和根本不重要），结果显示，分析和问题解决的技能排在第7位。有58%的公司认为非常重要，37%的认为比较重要。在回答“未来5年哪个技能对新高校毕业生是最重要的，请选出3个”这一问题时，有32%的回答选择了分析和问题解决的技能，排列第5位。
 
[51]



事实上，除了在国家层次上把批判性思维作为基本教育目标而外，大学教育的其他各个方面也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一个重要向度。首先，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和专业培养方案也体现了批判性思维的重要地位。有两个专业非常突出，全球医学教育标准和会计教育标准明确列入批判性思维。1998年，经世界卫生组织 （WHO）和世界医学联合会（WMA）批准，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建立“医学教育国际标准”项目。2001年6月，WFME执行委员会通过并发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标准》，其中“2.2.科学方法”之基本标准含“医学院必须在整个教学期间讲授科学方法及循证医学原理，其中包括分析及批判性思维”。据此制定的《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标准》“2.3.科学方法”也有：“医学院校必须在整个教学期间讲授科学方法及循证医学原理，其中包括批判性思维及研究方法。”在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IME，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制定的《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2001年11月）中，批判性思维是7个“宏观的教学结果和能力领域”之一。医学毕业生应该能够做到以下几点：在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有分析批判的精神、有根据的怀疑、创造精神和对事物进行研究的态度；懂得根据从不同信息源获得的信息在确定疾病的病因、治疗和预防中进行科学思维的重要性和局限性；应用个人判断来分析和评论问题，主动寻求信息而不是等待别人提供信息；根据从不同来源获得的相关信息，运用科学思维去识别、阐明和解决病人的问题；理解在做出医疗决定中应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概率；提出假设，收集并评价各种资料，从而解决问题。

2003年9 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会议秘书处的报告《修订本示范会计课程（示范课程）》（全球专业会计师职业教育课程）指出，在经济学单元中，学生将学到经济学家使用的一些分析和批判性思维工具，并有机会加以使用。这包括切实运用经济学推理解决工商企业及政府中的决策和预测方面的问题。批判性地解释、适用并评价不断出现的会计问题和征求意见稿，编制关于财务会计和报告的批判性评价，并进一步加强实际和分析性会计技能。通过研究常规的和其他会计做法，批判性地评估和适用有关会计标准。要求就会计理论和原则、概念和国际财务报告标准、国际会计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国际会计标准理事会其他出版物等几个方面，批判性地评价、修改和建议。
 
[52]

 美国全国商业教育联合会（The 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Association）制定的《全国商业教育标准》（Th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Business Education
 ）中的会计标准，强调学生在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准备成为劳动大军的一员和追求他们所选择的职业道路的时候，需要获得和发展的技巧和能力。这些能力包括：战略思维和批判性思维、风险分析、问题解决和决策、交流、团队工作和领导能力，能运用技术、以伦理责任为重点的法律意识和监管环境的意识。按照莱因斯坦等学者的说法，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试图将批判性思维的相关概念转换成以会计为目标的一组原则； 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AECC）1990年就要求发展学生的探究、抽象逻辑思维和批判性分析能力的一般教育准则。从此，人们一直要求会计学想办法使学生具有更强的“软技能”，比如口头和书面交流、团队工作、批判性思维和在压力下工作的技能。1992年，特别首先建议会计原理课程要求学生分析和解决非结构化的问题 （unstructured problems）。AECC还为社区学院提供资金以加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AICPA（1999）将批判性思维指定为“广泛的商业视角能力”之一，包括“把来自不同学科的事实、知识和洞察连接在一起的能力”。
 
[53]



很多大学在其办学宗旨或使命陈述中也明确提出批判性思维的目标。例如哈佛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明确在其通识教育方案中把批判性思维作为目标之一。另一些学校表述不同，但也包括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目标。
 
[54]

 美国的帕克大学在其办学宗旨中写道：帕克大学的使命就是提供学术卓越的通道，它将使学习者准备好批判地思维、有效地交流和在服务全球共同体的同时从事终身学习。帕克大学已经确认批判性思维是大学能力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些能力（分析性和批判性思维、社区和公民责任感、科学探究、伦理和价值、文学和艺术表达）构成基础的个人和专业技能与气质。它们嵌入帕克大学的课程中，也体现在教学方法论、教员身上和学术活动中。英国的布拉德福德大学（Bradford University）也在其办学宗旨的信息中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一个目标。阿默斯特学院校长盖瑞提（Tom Gerety）在1997年的一次演说归纳他们学校教师的目的时向学生说：“只要你活着，你必须问自己的一个更大、更持久的问题是：我的思想和立场是我自己的吗？我值得这些老师尊重，应该得到尊重，是因为他们深深地想要我成为不是他们的克隆人或皈依者，而是一个自由、独立的思考者，一个有胆略和韧劲获得我自己的确信的成人？” 哈佛大学的使命陈述鼓励学生“尊重思想及其自由表达，因发现和批判性思考而欢欣”。耶鲁大学的手册告诉新生，他们需要用“思考的语言”武装起来，因为“这种能力给予你批判地和分析地思考的工具，扩充你的想象力”。
 
[55]



批判性思维也是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的毕业能力之一。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2008年8月发布新的《英国高等教育资格构架》，规定高等教育证书颁发给拥有以下能力的学生：能提出、评估和解释定性和定量数据，以按照他们所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概念发展论证路线并做出健全的判断……一般来说，这种资格的拥有者将能用有组织的和融贯的论证，准确、可靠地分享他们的研究/工作结果。高等教育资格水平5（基础学位）要求学生，掌握他们所学领域业已公认的原则和发展这种原则的方式的知识与批判性理解；具有相关学科的主要探究方法的知识，批判地评估所学领域中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的适宜性。该资格的拥有者一般能使用一系列已建立的技术开展对信息的批判性分析，提出解决源于这种分析的问题解决办法。……用各种形式向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听众有效地交流信息、论证和分析，有效地运用本学科的关键技术。授予高等教育资格水平6（荣誉学士学位）的学生要拥有以下能力：在概念上理解、设计和支撑论证，和/或运用一个学科的一些前沿观念和技术解决问题；该资格的拥有者一般能批判性地评估论证、假设、抽象概念和（也许是不完全的）数据，做出判断，形成恰当的问题，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或确认解决途径的范围。授予高等教育资格水平7（硕士学位）的学生要拥有以下能力：对知识的系统理解，对当下问题的批判性意识和/或新洞察，了解或运用他们学科、学习领域或专业实践领域的较多前沿观念和技术；……概念上理解、批判地评估该学科当前的研究和领先的学术研究；评估方法论，发展对它们的批评，提出新假说。
 
[56]

 英国东南埃塞克斯学院（South East Essex College）学位水平描述中也有批判性思维的要求。水平3（相当于大学本科，最后一年要达到）：“评估：能批判性地评估支持结论/建议的证据；评论其可靠性，有效性和意义。能探究矛盾的信息/确认产生矛盾的理由。”硕士水平和授课式博士（taught doctorate）水平：要具有概念性理解和批判的能力，这种能力将使学生能对研究、领先的学术和方法论进行独立的评估；能就不同的路向进行论辩。
 
[57]

 自2003年以来，澳大利亚把批判性思维列为毕业生技能评价（Graduate Skills Assessment）的4个领域之一或关键元素之一，也包含在《墨尔本宣言》（Educational Goals for Young Australians
 ）中。成功的学习者能深入和合乎逻辑地思考，以训练有素的方式获得和评估作为学习基础学科之结果的证据，能理解他们的世界并思考事物运行的方式。这表明对于参与这个研究的职前教师而言，重要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学术发展和展示达到必要的毕业生特质之一部分的能力，为了理解他在自己未来作为教师的专业实践中的角色，要进行批判性思维。
 
[58]



批判性思维还渗透到大学专业课程描述中。例如，美国的一所全国性文理学院辛普森学院（Simpson College）在其生物与环境科学系、理化系、传播与媒体研究系、计算机科学与计算机信息系统系、运动科学与健康教育系等的办学宗旨中都包括批判性思维。弗吉尼亚大学的戏剧系的舞蹈辅修专业为了培养“聪敏的舞者”，要求增强学生关于舞蹈世界发展与进步的批判性思维。
 
[59]

 西方一些大学招收留学生的宣传信息标题竟然是：“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欢迎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学生。”该校相关人士在访谈中指出，在开放式的教育体制下，也要求学生有相应的素质，比如演说能力、批判性思维这种学习的技巧和能力、批判性分析，这些都非常重要。
 
[60]

 荷兰伊拉姆斯大学向留学生介绍自己是一所结合批判性思维和学术教育培训的国际教育机构，目标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新知识，并且在团队中交换和分享所发现的新知识，加强学术交流、批判性思维和社会团队合作”。
 
[61]

 2007年建立的Kingsgate Education试图将最高质量的教学引入中国大陆（2009）和香港地区，帮助学生获得重大学术进步并在世界各地的考试中获得成功。主办者将批判性思维课程开到了中国人的家门口，批判性思维是所开设的4种课程之一。由于世界各地大学的招生人员偏向会思考的学生，批判性思维课程旨在给学生灌输真正学术的价值；调动求知的欲望；训练评估和批判性评价的技能。这些价值和技能不仅对于帮助考试成功、进入大学而且对于履历提升，都是必不可少的。该课程针对不同的年龄组，设立适合前高中、高中/大学预备以及后大学的批判性思维课程。
 
[62]



批判性思维也是大学的基本教学理念和教学法。在教学中，当学生评估和判断教师表达的理由时，教学和批判性思维就必然会联系起来。向学生例示恰当的心智习惯和智力资源恰当的使用，在合适的、丰富的语境中给学生做出批判性思维的示范实践，是基本的教学理念。贝林勾勒了批判性思维教学法的3种成分：督促学生处理要求理由充分的判断或评价的任务；帮助他们发展处理这些任务所需要的智力资源；提供一种珍视批判性思维的环境，激励学生从事批判性讨论。
 
[63]

 批判性思维教学法要求学生回答开放问题；批判性提问要求他们使用较高的思维水平（如解释、分析、综合），避免只是依靠回忆和对—错问题，因为它造成学生的被动性和对学习过程的疏离感。
 
[64]

 结果，教师由传统教学的角色转变成新的角色：“研究者”（通过信息的使用引导学生）、“设计者”（精心引导学生从所提问题到可能答案）、“顾问”（给学生在探究其间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裁判”（解决可能在学生中出现的分歧意见，懂得为推动探究何时继续/控制提问）、“分析家”（激励思维作为一个学习主题）和“鉴定人”（评估学生知识的增长和水平）。
 
[65]

 美国全国教育进步评价的一个调研也评论说，尽管基本技能在教学法中有其地位，但批判性思维技能是必不可少的。
 
[66]

 保罗则分析对照了“说教的”教学法理论与“批判的”教学法理论21个不同的假设（见下页表格）。
 
[67]

 与高等教育突出批判性思维这个目标相呼应，人们早已在一些领域使用了批判性思维才能评价，帮助做出录取决定，例如，美国的医学、护理、法律和一般的研究生院。美国大学考试（ACT）的科学推理部分，医学院入学新测试（MCAT）、学院委员会高级安置方案测试（AP），爱荷华教育发展测试（ITED）的许多内容，以及研究生入学考试（GRE）、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的分析和逻辑推理，都试图将批判性思维并入一个测试之中。近年来，我国也模仿类似测试，并在各种应用硕士考试和职业能力考试中采用相似测试方法。

近年来，学生学习成果评价甚至大学评价和排名也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主要观察点之一。

众所周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完全根据大学的资源和声誉，没有直接反映大学教和学的状况。于是，一些测量大学学习环境、教师教学基本情况和学生的大学生活体验的调查纷纷出炉。比如，CLA（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测量批判性思维、分析性推理、问题解决和书面交流技能。这些技能被看作是学院要促进的重要学习领域之一。NSS（National Student Surveys）和CIRP（The Cooperative Institutional Research Program）的系列调查都包括批判性思维内容。
 
[68]

 批判性思维之所以被设定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因为4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最重要的是，如果学生要被尊重，那么努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是必然的。“尊重人的康德主义原则要求我们以特定的方式对待学生——尊敬学生对理由和说明的要求，真诚地对待学生，承认需要正视学生的独立判断。”把学生当作受尊重的人来对待的这种道德要求，进而要求我们努力使他们能够胜任自己思考和健康地思考，而不是否定他们最大可能地自己决定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的基础能力。承认他们是在道德价值上平等的人，要求我们将学生当作独立的意识中心，具有与我们自己的需要和兴趣同等重要的需要和兴趣，他们至少在原则上能够自己决定如何最好地生活和成为什么样的人。作为教育者，尊重他们包括努力能使他们自己做出判断。要胜任这样的事情，就要求按照支配批判性思维的标准进行判断。因此，尊重学生要求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倾向。第二，教育者普遍认可的任务是，让学生为成长为成年人做好准备。这个过程应该理解为包括学生的自立自足（self-sufficiency）和自主定向（self-direction）。在这里，批判性思维的地位是显然的。第三，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看作教育的核心目标与它在理性传统中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这个角色总是处于教育活动和努力（数学、科学、文学、艺术、历史等）的中心。所有这些传统包含和依赖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包括运用所有与信念和行为之合理性相关的东西，而以批判性思维的传布为目标的教育，就是以合理性的养成和理性人的发展为目标的教育。第四，在民主生活中，仔细分析、好思维和有理由的深思熟虑占有重要地位。在我们珍视民主价值的范围内，我们必须担当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倾向培养的重任。民主能够繁荣恰恰是在这样的范围内：它的公民能够就政治议题和公共政策很好地推理、细察媒体、普遍满足民主社会公民的要求与所需要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倾向的具体要求。
 
[69]

 著名教育哲学家黑尔除了同样提出上述第一个“伦理证明”之外，还提到了另外两个论证。一个是“更为实用的”论证路线：学生常常责备学校没有给他们提供所需要的职业（工作）训练。但是，问题在于学校也不能直接知道未来可获得什么职业，如果他们为了特殊的、可能完全消失的职业而对学生进行狭隘的训练，学生实际上并不会得到更大的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几乎肯定要转向另一个工作，因而他们需要适应某种新东西的弹性和机智（资源）。他们需要学会新职业所要求的东西，需要一种能让他们拥有某种新能力的态度。在他们的学校学习中强调批判的、独立的思考将大有裨益。另一个论证是由笛卡尔一开始就突出提到和建议的真正的理智证明。要成为一个哲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等，熟悉他人就某一主题已经说过的话并不够。在学会主题内容与学会从事处理该主题之间存在区别。参与会话就是要能对它做出贡献，这要求能够描绘人们所知的东西并有效地运用它。怀特海把教育理解为获得利用知识的艺术。当然，这个理智的证明并不预设人人都能在该学科的前沿批判地工作；在许多领域，我们将相对地依赖专家。但是，批判性思维在不同水平上存在；在教学中，批判性思维的目的是试图使学生脱离只是接受他人告诉他们的所谓真信念，激励他们努力评价作为专家给他们提供意见的那些人的资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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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作为哲学和教育理念的批判性思维现在已得到理论家和实践家的拥护，批判性思维比任何其他教育目标都得到更多的关注。在许多其他理念失败的地方（无论是理论部分还是实践部分），批判性思维却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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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全国学生学行之教师调查（FSSE）的教员中，有93%的教员报告，为了学生学会和发展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而组织课堂教学；参与全国学生学行调查（NSSE）的学生中，有51%的学生报告，学院对批判性思维技能的贡献非常大，37%报告相当多，28%认为有一些，7%认为非常少。盖林对1991—2000年间关于批判性思维效果的8个研究的元分析表明，经历过以下数种活动的大学生在批判性思维方面收获更多，这些活动包括：希腊生活（指大学校园的兄弟会或姐妹会这些社团组织活动）、俱乐部和组织机构、与教员的互动、同伴交往、住在大学校园和兼职。研究者认为，这些发现对学生事务工作者有4方面的意义：第一，与预算考虑相关。资金支持某一特殊计划方案的决定常常取决于该计划对学校的价值。既然学生参与一种辅助课程活动体验有益于改善批判性思维，因而机构可能想要继续支持课外活动。此外，机构可能想要制定鼓励学生参与一个以上辅助课程活动的政策。第二，学生事务管理者可以使用这个研究说明他们如何与学术事务管理者共享帮助学生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共同目标。这可以帮助建立和强化这两种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第三，在此基础上，两种管理者一起共事有助于促进增强本科生批判性思维的高等教育目标。学生事务专业人士可能想要考虑鼓励机构将这些活动整合进课程体系，以使批判性思维收益最大化。第四，研究发现可以帮助学生事务专业人士给学生和他们的机构增加价值，学生在批判性思维方面的收获进而导致合乎逻辑的连续事件，比如改善学术技能、留在学院、毕业、固定职业和报告对自己学院体验的满意（这可能带来招生方面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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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大学在履行其最为基本的使命上失败了。尽管学费在高涨，每年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大学，但是几乎没有问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本科生真的学会了他们想在学校得到的任何东西了吗？阿鲁姆和罗科萨考察了24所大学的2300多名本科生的成绩单数据并进行调查回答，用标准化测试——大学学习评价（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在第一学期和第二学年分别进行测试，结果发现，54%的学生在前两年学习之后并没有显示出在批判性思维、复杂推理和写作等一系列技能上有明显改善。阿鲁姆和罗科萨论证说，许多教员和管理者对此并不感到意外，相反，这样的结果是因社会化或工作以及一种将本科生的学习置于几乎是优先性清单中最后位置的制度文化引起学生分心的预期后果。他们在《学术漂泊》（2011）中认为，学生、教员、管理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家长都与助长或至少忽视当代校园文化有关。高等教育面临一些前沿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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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批判性思维运动

批判性思维运动是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教育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持续三十余年。如今，批判性思维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融进美国文化价值之中。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助推，使批判性思维弥漫到全球，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教育理念。

第一节 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企业领导者对美国丧失在世界贸易中的传统优势心生忧虑。为应付他们面临的困境，企业家开始在自己的公司里寻找思维强健的人（the mindpower），然而他们发现，这样的人凤毛麟角。他们被这种“短缺供应”震撼了。很快，在商业和专业杂志或期刊上出现了一些文章，哀叹缺乏有力的问题解决者和决策者，要求知道为什么教育系统生产如此稀少的思维者。“国家教育进步评价”（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1981年就发现，在学生完成“要求规范的说明、分析文本、辩护一个判断或观点的评估项目”时，“极少有学生能够提供比对这些任务的肤浅回答更多的东西，甚至‘更好的’回答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具备良好的问题解决策略或批判性思维技能”。
 
[1]



当这种议论传到政府高层时，1981年8月，里根总统与教育部部长贝尔（Terrel H. Bell）首次讨论应对美国教育质量下滑的行动计划，他们二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组建一个由美国著名教育家组成的专门小组，为国家提出对教育系统的诊断和改革建议。随后，贝尔委任18名一流教育专家组成“优质教育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由当时的犹他大学校长加德纳（David P.Gardner）任主席。1983年4月26日，该委员会向总统提交了《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该报告不仅是80年代研究报告大潮里的杰出代表，而且引发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改革建议，包括批判性思维运动及其对立的“文化素养”（cultural literacy）方案。
 
[2]



美国人常用“教育改革报告的10年”刻画20世纪80年代的特征，先后有三十余种改革报告出炉，其中所谓的“国家报告”吹响了应对国家经济竞争力衰退的集结号。这些报告大都揭露美国竞争力衰退的征兆，并将其归因为教育系统的病症，从而提出改善的建议。虽然《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最有影响，但这个时期是从阿德勒（Mortimer Adler）1982年发布的《派迪亚计划》（The Paideia Proposal
 ）开始的。其中“致读者”指出，该计划写给那些最关心我们公立学校未来的美国人：包括相信公立学校质量下降正在威胁他们孩子未来的双亲；对破坏教学的混乱课堂秩序深感不安的教师；对中产阶级儿童逃离公立学校，青少年跑到私立和教区学校上学感到惊诧的学校董事会；因日趋增多的提供补救教育的需求而不堪重负的高校教育者；寻求在不增加纳税人负担的情况下改善教育质量的当选政府官员；关心缺乏阅读、写作、言说、聆听、观察、测量和计算技能的劳动力影响生产率的雇主；因拉大良好教育和劣质教育、就业和失业之鸿沟而气愤的少数民族群体；尝试安排缺乏技能的工人在高新技术行业找到工作的劳工领导者；需要能够对付精致兵器的军中智囊的军事领导人；对民主社会（参加投票或努力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议题的人数比例下滑）的前景感到焦虑的美国公民。套用林肯的话说，这个计划必定是“属于人民的、由人民实现的和为人民的”。
 
[3]

 阿德勒指出，所有学生所学的课程有三个向度用于改善心灵：通过系统化知识的获取；通过理智技能的发展；通过理解、洞见和审美鉴赏的增强。发展理智技能的向度包括一系列操作：阅读、写作、言说、聆听、计算、问题解决、观察、测量和践行批判性判断。
 
[4]

 他特别提醒，“知道如何”不同于“知道什么”，技能的发展显然与主题内容领域密切联系。技能不可能在真空里获得，它必定在三个基本主题内容领域（读写算）的学习中加以磨炼，也在获取语言能力、交流能力、符号装置操作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过程中体现。由于在这里学会的是执行中的技能，而不是事实和公式的知识，因而教学的模式不可能是说教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阅读、写作、演说和聆听的技能；才能获得数学和科学操作方面的技能；才能发展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判断和区分的能力。
 
[5]

 阿德勒认为，第三个向度的恰当教学模式既不是说教的，也不是教练的，不可能通过讲述和使用教科书来教，不可能由监督涉及获取技能的活动组成。它的教学模式必定是苏格拉底教学模式，一种帮助学生生成观念的所谓“助产术”的教学模式。它通过提问、引导讨论、帮助学生将他们的头脑从不太理解或鉴赏的状态提升到更多的理解或鉴赏的状态来进行教学。一方面，讨论运用学生的阅读、写作、言说和聆听技能，砥砺学生清晰地、批判地和反省地思考的能力，教参与者分析他们自己的想法以及别人思想的方法，让学生进行关于理念和价值的有序会话；另一方面，讨论让学生接触第一个向度的基本主题内容中的基本概念，尤其是我们的政府形式和我们社会体系背后的理念。只有那些具有从事独立思维之心灵的学生才是学习过程的积极参与者。
 
[6]

 阿德勒在“一个学校管理者的结语”中要求教儿童思考并在所有学习形式中运用他们的思考。
 
[7]



1983年，关于美国中学教育的研究报告浪潮席卷了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国家领导人有很多、很复杂的理由关注学校。
 
[8]

 不过，优质教育国家委员会经过18个月的调查研究而发布的《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全称为《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给国家和教育部长的一个报告。》）真正引爆了史无前例的改革报告冲击波。该报告研究了美国教育系统的退步状态；确认了具体问题域，并提供了改善建议。五类主要建议出现在五个题目之下：内容、标准和期望、时间、教学、领导和财政支持。
 
[9]

 之后，其他报告接踵而来。仅1983年发布的主要报告就有：

波伊尔（Ernest L.Boyer）：《高中：关于中等教育的报告》（High School
 ：A Report on Secondary Education
 ）

商业高等教育论坛（Business-Higher Education Forum）：《美国竞争力的挑战：国家做出回应的必要性》（America's Competitive Challenge
 ：The Need for a National Response
 ）

大学入学考试理事会（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为高校的学业准备》（Academic Preparation for College
 ）

古德拉德（John Goodlad）：《一个叫学校的地方》（A Place Called School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

国家科学理事会数学、科学和技术大学预科教育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 Commission on Precollege Education in Mathematics，Science and Technology）：《为21世纪教育美国人》（Educating Americans for the
 21st Century
 ）

南方教育理事会（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 Board）：《满足南方质量行动的需要》（Meeting the Need for Quality Action in the South
 ）

为经济增长的教育特别小组（Task Force on Education for Economic Growth）：《追求卓越的行动》（Action for Excellence
 ）

20世纪基金（Twentieth Century Fund）：《努力达标》（Making the Grade
 ）

80年代其他年份的重要报告还有：

赛泽（Theodore Sizer）：《贺拉斯的妥协：美国中学的两难》（Horace's Compromise
 ：The Dilemma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1984

国立教育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投身学习：实现美国高等教育的潜能》（Involvement in Learning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1984

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在孩子们身上投资》（Investing in Our Children
 ），1985

美国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学院课程的完整性：给学术共同体的报告》（Integrity in the College Curriculum
 ：A Report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1985

卡耐基教育和经济论坛（Carnegie Forum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国家为培养21世纪教师做准备（教学作为一种职业的特别小组报告）》（A Nation Prepared
 ：Teacher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Teaching as a Profession
 ），1986

全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追求结果的时代》（Time for Results
 ），1986

霍姆斯集团（Holmes Group）：《明天的教师》（Tomorrow's Teachers
 ：A Report of The Holmes Group
 ），1986

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危难中的儿童》（Children in Need
 ），1987

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陷于危机的一代：挽救城镇学校》（An Imperiled Generation
 ：Saving Urban Schools
 ），1988

改革报告活动的步伐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早期并没有停止。有政府发起的报告，比如国家儿童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Children）：《超越花言巧语：儿童和家庭的美国新议程》（Beyond Rhetoric
 ：A New American Agenda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1991；来自企业集团的报告，如全国商业联盟（National Alliance of Business）：《给教学投资》（Investing in Teaching
 ），2001；有私人资金支持的智囊团和兴趣小组的报告，如富得翰姆基金会（Fordham Foundation）：《我们想要的教师，怎样添补他们以及最重要的职业》（The Teachers We Want and How to Get More of Them and the Essential Profession
 ），1999。

所有报告都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经济、教育、国防等领域）的糟糕表现归咎于美国教育系统存在的问题。其中有一些报告指出，学生批判性思维技能方面的欠缺是教育的严重问题，并发出相关呼吁。例如：

波伊尔的《高中》认为，高中教育要有成效就必须具有目标感，即一种由教师、学生、管理者和双亲共有并设法实现的愿景。4个基本目标中首要的是，“应该帮助所有学生发展批判地思考的能力，掌握语言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
 
[10]

 在高中期间，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学会更清晰地写作、更广泛理解地阅读、更有辨别力地聆听、更精确地言说以及凭借批判性思维发展将旧知识应用于新概念的能力。清晰的思考是清晰地写作的基础。
 
[11]

 清晰的语言表达不只是有效的自我表现，也是反省性思维。……当我们如此系统地阻止课堂里的个性时，我们如何能引起贯穿学生生活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写作是自我表现的基本技能，也是教授批判性思维的手段。
 
[12]



波伊尔代表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完成的研究报告《学院——美国本科生教育的经验》（1984）提出了大众教育时代教师如何改进他们的教学以鼓励学生的创造性和批判性的问题。其指出，美国和世界需要知识广博、富于探索精神、思想开放的年轻人。他们善于思考、高效率寻求生活中最重要问题的答案。报告引述所访教授的意见说，“如今的学生处理伦理问题的能力较差，我觉得他们不习惯推理”。大学里要求的语言技能是指能够进行批判地分析，能从众多信息中推断重要结论，能通过书面或口头的表达有效转达细微敏感的观点。如果大学是传授书本知识和培养理想、批判力、创造力的场所，那么大学毕业生应通过生活继续阅读、研究与思考。
 
[13]



商业高等教育论坛给美国总统的报告《美国竞争力的挑战》历数美国经济竞争力衰退的迹象：落后的生产率收益、缓慢的经济成长、在世界市场中所占份额的持续下降，这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的重要行业丧失了竞争力，将产生重要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的后果。其中引述1981年国防科学理事会给议会的报告说，“熟练工人的严重短缺是制造业成本增加的主要因素，而且延误了新武器系统的开发”，“美国工人缺少最基本的数学、科学、批判性思维和口头表达的技能——主要因为国立学校短缺训练有素的教员”。
 
[14]



《投身学习：实现美国高等教育的潜能》认为，教学效果好的教师要让他们的学生磨炼写作、言说技能，扩展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方面的能力，发展综合、想象和创造的能力。这些能力和技能是高等教育真正经久不衰的效果。对未来的最佳准备不是为特殊工作的狭隘训练，而是能使学生适应变化世界的教育。成功的适应需要“批判地思考、综合大量新信息以及精通语言技能”，因而要设计和实施相应评价的系统方案。
 
[15]



赛泽在《贺拉斯的妥协：美国中学的两难》中指出，学生在阅读方面尤其有问题的是低水平的推理技能与分析和综合的能力。当他们似乎在死记硬背层次和具体学习方面有所改善时，批判地和机智地思考的能力却非常弱，而且在不断变弱。如果我们同意清晰、机智和有效的思维必须要比现在得到更有成效的培养，我们就必须问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秘诀就在于提供激励。既然大多数青少年想要高中毕业文凭，想要自尊和被尊重，那么，高中围绕这两个有力刺激来设计其政策和实践会更有成效。
 
[16]

 赛泽引述加利福尼亚学校目标陈述——“做出决定、解决问题、独立地推理和承担自我评估与不断自我改善之责任的能力”，这在没有遭到挑战的情况下是难以想象的。人们肯定不会仅仅从授课和教科书学会这些东西。
 
[17]

 也许使用逻辑学的行话和做法称作“批判性思维”的东西可能有点唬人，但讲求实际的人们会运用批判性思维这个过程。不过，出于本能地使用毕竟不是最高境界，学校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人们学会良好思考的方法是通过规训的、自觉的试验和错误。人们思考、想象、分析那些想法，检验它们，再检验。显然，只有记录思维序列才能事后回顾或分析它们。一个书面短文是保留下来以供剖析的一种记录。在思维序列中包括应用，综合分析出的元素、选项或变量。而“学校总是要求正确答案，不关心学生如何得出它，窒息学生成为有效思维者的努力”。
 
[18]

 严格的自我质疑是重要的，因为它迫使学生审查其核心价值和信念，最终提高他们的推理能力。虽然探究或质疑教学法是难以掌握的教学法，但赛泽相信，好教师不害怕向他自己或他的学生提出困难的问题。在相对受控的课堂环境中，讨论和辩论社会和伦理议题是全面的中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你写作而我批评你的作品之前，其背后的阐述技能和思维只是潜在的。你也许在抽象层次上知道如何写，但你并不知道实践上如何完成，至少不怎么知道。教师必须更多地聚焦于孩子如何思考而不是他们思考什么。良好学校的五个要件之一是“将学生作业的重点放在运用他们的思维上”。
 
[19]



国家科学理事会数学、科学和技术大学预科教育委员会的《为21世纪教育美国人》号召，“我们必须重返基本技能，但21世纪的基本技能不只是阅读、写作和算术，还包括交流和高阶问题解决技能以及科学的和技术的读写能力——允许我们理解我们周遭的技术世界的思维工具，这些新的基本技能是所有学生需要的”。联邦政府应该负担经费，维持全国评价机制。评价应该测量高层次的技能，比如申说观点的写作能力、应用高层次问题解决技能以及分析和得出结论的技能，而不是像死记硬背事实这样的最低基本技能。
 
[20]



《学院课程的完整性》建议所有学生学会“良好推理，辨别何时推理和证据不充分，发现直觉的正当性，让数据资料经受心灵的探索分析”，重点放在探究技能、抽象逻辑思维和批判性分析上。
 
[21]



《国家为培养21世纪教师做准备》（1986）阐明，许多学生表现出缺乏推理和解决非常规知识问题的能力。那种能运用学到的知识进行独立思考的人，是那种既能够独立工作又能与别人合作的人，是那种对事物能做出批判性判断，对企业做出建设性贡献的人，是那种知识面广、见解深刻的人。这样的人才将不仅是繁荣经济的基础，也将是卓有成效的公民，他们是我们未来的栋梁。如果教师要教别人学会独立思考，首先自己就必须能够独立思考。要能够独立行动，也能够与他人合作，能够提出批判性判断。教师还应该是学识渊博和见解深刻的人。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应具有扎实的本科课程基础，包括历史、政府学、自然科学、文化以及艺术这样一些普通基础课程。基础课程应当培养理解、计算、写作、演讲和清晰思维等基本技能。这些课程还应当使学生对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培养对理论的理解和对科学与技术的应用能力，还应当培养审美观点并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22]



《明天的教师》要求，未来的教师不仅要对儿童、所教学科、学习和学校教育的本质以及他们周遭世界有广泛而深刻的理解，而且要成为他们努力让学生发展的批判性思维之典范……而学生要拥有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23]



《陷于危机的一代》指出，对学生来说，重点应该放在语言技能、一般知识的获取以及清晰思维和整合创意（integrate ideas）的能力上。该报告以实例说明，传统的教学方式（提问、举手回答）也可以做到保持秩序而没有压力，强调基础而又不忽略思维，既对孩子保持高期望又对他们保持敏感。
 
[24]



教育部部长贝内特在《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报告》（1988）中指出，大部分美国人都同意中学课程的目标是：使中学毕业生既有知识又有技能，既有共同思想基础又有共同道德观和知识修养；要求他们掌握数学、科学、历史和文学知识，懂得如何进行思索，如何处理重要问题，如何解决疑难，如何进行辩论，如何维护观点，如何知己知彼和权衡得失；要他们通过亲身体验和经验养成那些我们社会所赞赏的思想品质和风尚习俗；我们还希望能为他们将来进入社会成为合格的公民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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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国际教育成绩评估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的研究指出，美国5年级学生总体科学知识排名在15个国家中位列第8，9年级位列17个国家中的第15……“令人不安的结论是：大多数学生缺乏在当今高技术社会之中活动所必需的高阶思维技能。”国家教育进步评价（NAEP）的报告指出，大约61%的17岁青少年并没有显示出对于发现、理解和解释相对复杂信息所必需的阅读能力；近一半的17岁青少年缺乏中学通常所教的数学技能，比如涉及小数、简分数和百分数的计算、找到平均值、解释图表和解决简单的几何问题；在科学课堂上，41%的11年级学生和60%的7年级学生报告说，他们从来未被要求独立写出一个科学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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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所列举的危险“指标”更有震撼力。美国社会继1957年苏联将184磅的人造卫星（Sputnik）发射到太空而受到震撼之后，1983年《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所报告的“危机”迹象再次让美国人警醒。该报告仅就教育所面临的危险罗列了以下“症状”：

· 10年前完成的学生成绩的国际比较揭示了，在19次学业测试中，美国学生从未得过第一或第二，在工业化国家中的排名7次位居末尾。

· 按照日常阅读、写作和理解的最简单测试，有2300万美国成人是半文盲。

· 美国17岁者里有约13%可以说是半文盲，少数民族的青年人中半文盲可能高达40%。

· 在大多数标准化测试中，高中生的平均成绩现在低于26年前苏联卫星上天那个时候。

· 有半数天赋高的学生，按其检验过的能力，没有达到应有的在校学习成绩水平。

· 高校理事会的学习能力倾向测试（SAT）表明，从1963年到1980年成绩实际上连续下滑。语文平均下降50分，数学平均下降近40分。

· SAT披露近几年物理和英语等学科的成绩也持续下降。

· SAT测验成绩优异（650分及以上）的学生人数和比例也明显下降。

· 许多17岁的青少年并不拥有我们本希望他们拥有的“高阶”理智技能（intellectual skills），近40%不能根据书面材料做出推论；仅有1/5能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只有1/3能解决需要若干步骤的数学问题。

· 根据1969年、1973年、1977年国家科学评价的测试，美国17岁青少年的科学成绩分数一直下降。

· 1975—1980年，公立学校4年制高校的数学补习课程增加了72%，目前这种补习课程占这些高校里所开设的全部数学课程的1/4。

· 高校毕业生的平均考试成绩也降低了。

· 工商界和军队的领导者抱怨，他们需要为补习教育和训练计划（涉及阅读、写作、拼写和计算这样的基本技能）花费数百万美元。比如海军部向国家优质教育报告说，最近征募的新兵中有1/4的人阅读能力不及九年级程度，而这是理解书面安全指令的最低要求。不补习，他们就根本不能开始工作，更不用说完成现代军队许多复杂的训练科目了。

分析家科佩尔曼（Paul Copperman）得出了使人警醒的结论：“在教育、读写能力和经济成就上，美国的以往各代都胜过了父辈。与其双亲相比，一代人的教育技能（education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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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超越、不能旗鼓相当甚至不能企及，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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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自由探究网站（Free Inquiry）的地质学家斯切弗斯曼（Steven D.Schafersman）说，我们在传递各自学科知识内容的工作上干得很出色，但常常未能教学生怎样有效思考学科主题内容，即如何恰当地理解和评估它。后一种能力叫作批判性思维。当作为教授的我们自己具有批判地思考的能力（我们必须学会这些技能以获得我们学科的高级学位）时，包括我们自己的学生在内的许多学生却从未发展批判性思维技能。传统上教育的第一目标是“思考什么”，教师和学生可能将他们的所有精力和努力放在传递和获取基本知识的任务上。的确，许多学生发现，仅是这个目标就压倒了一切，他们再没有时间干别的。教育的第二个目标，“如何思考”或批判性思维常常是如此微妙，教师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而学生没有认识到它的缺乏。斯切弗斯曼认为，戴利（William T. Daly）1991年的一篇文章阐释了批判性思维的终极基本原理：“工商业界需要在全球经济中进行竞争，这支撑和维持了美国的批判性思维运动。要求劳动力的一般技能水平在上升，而潜在雇工的一般技能水平却在下降。因此，这个特殊的教育改革运动……对于劳动力的教育和在全球竞技场上的经济表现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教授批判性思维技能的经济上的压力会落到教育机构的肩上，因为这些技能在很大程度上绝少在正式教育机构之外被教授或加强。可惜，目前在教育机构之内它们也难得被教。”检讨过去可以明显看出，当一个学科的信息内容增大时，时间的耗费变得更为关键，不是学习更多的信息，而是学会取得、理解和评估这种信息的方法，而且不为所知的大量新信息现在肯定会跟随而来。毫无疑问，仅仅是记忆和学会更多新的、孤立的事实会适得其反，因为未来的事实可能最终取代它们。因此，我们的科学教育方针——教更多的科学事实，更少的科学方法，完全落后了。现在，人们正在处理过去40年间数学、科学与其他学科方面的中小学教育的这个众所周知的错误，比如，最近的科学书本强调批判性思维和科学方法。它们把重点放在教学生自己获得新的可靠知识的恰当方法上，而不是放在超负荷的事实上。科学方面的课程改革，比如美国科学发展协会（AAAS）的“计划2061”，美国科学教师协会（NSTA）的“范围、顺序和协调”也在设置中。人们接受这样一个假设，进入大学的学生应该在中小学教育中早就掌握了基本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可是他们并没有学会这些技能，大学是这些学生必须鉴赏和学会批判性思维的最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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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批判性思维在教学目标集里占有基础性的地位，只有将学生训练得能批判地思考，K—12（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儿童教育）的其他基本教学目标才能达成，否则他们不可能发展语言艺术、数学运算和科学研究程序方面的技能。人们应该设法确保学生在每一门课程中得到思维方面的指导训练。虽然这种指导训练重视基于形式逻辑的课程所教的思维规律或规则，但这不被视为有效的指导训练，因为学生可能背诵他们学过的逻辑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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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凸显出，仅仅有三个R（Reading、Riting、Rithmetic）即阅读、写作和算术是不够的，必须用第四个R——推理（Reasoning）补充前三个R来重新振兴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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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社区学院、技术学校等各层次的教育者都认识到，第四个R即推理被忽视了。即使说美国学生不会推理并不完全为真，那么，说他们不能足够好地推理却错不到哪里。在全国的课堂上，教师开始急切地努力使年轻人思考而不是仅仅记忆一大堆事实。许多教育者说，最近几年在教基本科目的竞赛中推理能力的培养被忽视了，必须急起直追，给年轻人提供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获得成功的合适工具。美国的课堂更多地强调像历史、数学和阅读这样的基础。一般美国学生也许知道大量有关独立宣言的事实，但与上一代学生相比，他们很大程度上不能提出相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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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议论都集中到同样的“诊断”：我们需要教学生如何思考，如何推理。换言之，无论错失的元素叫作什么，它都是一个过程；高等教育中一个重要的趋向是，要发现在不牺牲内容的情况下适当强调过程的方式。非形式逻辑可以为这个新方向做出贡献。通过对教育的反思，美国人普遍认识到教育忽略了思维，特别是忽略了一种反省的、批判的思维。因而，一场附属于教育改革的批判性思维运动的爆发实属必然。

第二节 批判性思维运动溯源

当然，对于美国而言，批判性思维本身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正如罗特施泰因等人所言，纵观美国政策制定的300年，教育家曾经促进8个学校教育的广阔目标：基本学术技能（basic academic skills）、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社会技能和职业道德、公民权、体质健康、情绪健康、艺术和文学、为需要技能的就业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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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教学生思维技能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古代。作为批判性思维者的有教养的人的概念源于古代苏格拉底的学习者模型，这样的人追求过一种反省的和理性的生活，是系统的、探索的质疑者和辩证推理者。新的方面在于批判性思维的进步发展贯穿各个学术领域，它们的共同基础是应对教育、社会和经济的各种关切。在经济战线，发达国家必须越来越多地生成大批能为生存而批判地思考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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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和教育家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就将批判性思维视为教育的目标。他要求审查和检验那些想要人们接受的命题，以验明它们是否与实在相符。批判性能力是教育和训练的产物，是一种心理习惯和心理力量。它是人类福祉的一个根本条件，是男女都应经受的训练。它是我们抵制错觉、欺骗、迷信和误解我们自己和现世环境的唯一的保证。只是就其生成发达的批判性能力而言，教育是善。任何坚持准确性和所有过程与方法之理性控制的学科教师，坚持一切事物都允许无条件检验和修正的教师，都把这种方法培养成学生的习惯。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不可能狂奔……而是放慢相信。他们能在没有必然性且并不因此而痛苦的情况下，以各种可能或概率等级把握事物。他们能够等待证据和衡量证据……他们能够抵抗对自己最钟爱的成见的吸引力。批判性能力教育是唯一能真正称得上塑造好公民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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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1910），杜威提出“反省性思维”，并将其解释为能广泛应用于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的问题解决的“科学方法”。接受和发展了杜威对反省性思维的强调的进步教育运动兴盛于20年代初到50年代。在进步教育协会（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8年研究”中，开发了评价学生思维能力的测试：“数据资料解释”（Interpretation of Data）、“科学原则的应用”（Application of Principles of Science）、“逻辑推理原则的应用”（Application of Principles of Logical Reasoning）和“证明的本质”（Nature of Proof）。在这个研究中，杜威的“反省性思维”被发展为“清晰的思维”（clear thinking）和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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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修斯在1926年的著作中提到描述思维的区别和品质的一系列对比概念：“逻辑的和不合逻辑的、形式的和非形式的、演绎的和归纳的、经验的和必然的（apodictic）、批判的和创造的、清晰的和模糊的、连贯的和散漫的、简单的和深刻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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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批判性思维作为学校的一个重要方面的首个机构文献是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1938年的报告《民主社会的教育目标》。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鼓励针对当下社会场景下人们的需求对所有现存的社会制度进行批判性评价的能力。幸福包含做出判断的智慧。批判性判断的发展就如下棋、阅读一本书或解决几何问题的能力，即在某个有资质评估这种决定的人的批评之下，通过长期、持续的实践而获得。儿童必须学会珍视证据、学会尊重事实、渴望发现它们，必须学会哪些事实最可能得到担保。有些事实来源和知识宝库多少年来已被验证，学生必须懂得它们是什么，掌握使用它们的技术，养成解决问题时运用它们的习惯。他必须学会延缓判断：考虑动机，评价、分类、排列、使用证据，得出结论。这并不是特别的学习途径或特殊的教育程序的一部分，而是每一学习阶段的结果，显示每一思维步骤的特征。该报告确立的公民责任的目标包括：批判性判断——有教养的公民抵御宣传（第四项）；宽容——有教养的公民尊重真诚的意见分歧（第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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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泽1941年写道，最近一些州和城市的课程委员会急切地重新强调批判性思维的发展是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总的来说，我们的学校还没有为实现这个教育目标做出有意识的和指向明确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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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拉泽当时就罗列了不少于340个参考文献，其中一些是19世纪中期的。当然，它们并非全都是专属于批判性思维的，因为这个概念尚未流行起来。20世纪的上半叶使用这样一些概念：问题解决、清晰思维（clear thinking）、正确或健全的思维（right thinking）、冷静而有条理的思维（straight thinking）、正确的思维（correct thinking）、反省性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目的指向性思维（directed thinking）、有效力的思维（efficient thinking）、生产性思维（productive thinking）、实践思维（practical thinking）、科学思维、判断和逻辑。虽然这些术语指称不同，但它们都或多或少与所谓的批判性思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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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尔斯和麦秋恩的《测试学习技能和批判性思维的选择项》（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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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教师评估社会课程教育两个核心区域的学生行为——学习技能和批判性思维，提供具体援助。从1940年开始，批判性思维被应用到受偏见和成见影响的情境中，老师们将宣传分析、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思维结合起来。成立于1937年10月的宣传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将宣传定义为：个体或群体按照预定目的而蓄意设计的意见或行动的表达，为的是影响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意见或行动。该所还提出了著名的“7种宣传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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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德布尔（John J.DeBoer）的分析，批判性阅读包括相关材料的搜寻、数据资料的评估、悬置判断的能力和作者动机的解释。教授批判性阅读的教师的责任是，帮助读者澄清自己的思维、辨识自己的假设、分析阅读材料的议题和假设、拓宽知识背景以满足恰当判断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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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主要与抵御宣传（propaganda）相联系。拉塞尔（David H.Russell）将批判性思维定义为“根据相关的客观证据审查实物的和言语的材料，用某种规范或标准比较对象或陈述，并根据之后所做的判断得出结论或采取行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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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认为批判性阅读只是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子技能（拉塞尔），而有人把二者看作同义语，差别主要是在应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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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社会课程全国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出版了主题为“在社会课程中教授批判性思维”的年鉴。

50年代，认知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提出认知—发现学习理论或认知—结构教学理论，倡导教师引导学生积极进行独立的思考与探索。布鲁纳对“直觉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及其关系的论述，本质上阐明了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本质及其关系。直觉思维总是以熟悉有关知识领域及其结构为根据，可能采取跃进、捷径的方式解决问题；分析性思维的特征是按仔细的、规定好的步骤推理。直觉思维需要进一步用演绎法或归纳法这些分析方法来检验得出的结论。1951年布莱克伍德出版《儿童如何学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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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心理学家布隆姆（1956）创建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认为，认知领域的学习目标包括知识、领会、应用、分析、综合、评估。一般认为，其中的“高阶认知”即分析、综合和评估属于批判性思维。1954年德雷泽尔（Paul L.Dressel）和梅修（Lewis B.Mayhew）确认了5种批判性思维技能，并研究了如何开发大学课程和教学策略来提升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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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尼斯（Robert H.Ennis）1958年完成博士论文《批判性思维测试的发展》，莱曼等1959年和1963年发布《高等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态度和价值：一个初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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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与进入高校相联系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态度和价值的变化：合作研究项目的最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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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0年代，高等学校出现了一些批判性思维方面的计划。比如史密斯（B.Othanel Smith）在伊利诺伊大学，恩尼斯在康奈尔大学参与的批判性思维教学和研究计划。美国教育协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发起通识教育评估的合作研究，并探讨作为学校教育新目标的批判性思维的应用。
 
[50]

 1960年有伯顿等的《为有效思维的教育：一个导论文本》。
 
[51]

 1962年，恩尼斯在《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了对发展思维教育概念产生广泛影响的文章《批判性思维的概念》，阐述了一个后来广为接受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史密斯和恩尼斯编辑的《教育中的语言和概念》（1961）收录了从语言学和逻辑学角度研究教育中若干重要概念的十余篇文章，其中恩尼斯的“找出假设”和斯威夫特（Leonard F.Swift）的“说明”（按照美国哲学学会的批判性思维定义，“说明”是批判性思维六大技能之一）都讨论的是批判性思维的基本概念。“假设”在教育领域有两个主要角色：它是批判性思维之描述通常所强调的一个技能；也是各种关于教育战略战术的论证所难以避开的默认前提。
 
[52]

 教育理论家既提供说明也要求说明，教师在教学论说中也相当频繁地使用“说明”和“阐释”。该术语在各种各样的教育语境里出现，但并不总是有相同的意思，因而需要加以澄清。
 
[53]



60年代，批判性思维应用到各种各样的学校科目和课堂教学。一些基于教授批判性思维特殊路向的新计划在具体学科领域开始发展。比如，有一项关于学院科学课程的研究，比较两种教物理学的方法，一种使用实验问题分析方法，另一种使用传统的讲授方法。教授批判性思维的另一个路向在60年代末发展起来。布鲁纳以及塔巴（H.Taba）的研究强烈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教学实践，发现学习过程既涉及批判的维度也涉及创造的维度，提出了关于一般认知发展的许多问题。例如艾斯纳（E.W.Eisner）1965年按照提问、猜测、评估和构建这样的过程来考察批判性思维，大大超出了恩尼斯涉及的主题。之后美国中小学落实新的课程方案，比如新数学、新物理、新生物课程，著名的有普通学校数学研究组（SMSG）、科学课程改进研究（SCIS）和生物科学课程研究（BSCS）等，其中有些强调批判性思维的新方案。1970年，麦吉奇（Wilbert J.McKeachie）在对1924年到1970年的大学教学广泛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般来说，大班批判性思维教学不如小班批判性思维教学那样有效果。
 
[54]



60年代兴盛的美国大学辩论竞赛对批判性思维的推进也有贡献。全国辩论锦标赛组委会主席马德森（Arnie Madsen）说，全国辩论锦标赛（National Debate Tournament）共同体相信，参加这种风格的辩论有很多益处：学生的自信和演说能力得以增强，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技能有重大改善，信息处理能力的进步得以表现，组织的熟练程度得到提升。
 
[55]



1967年出现了小学教师教学课本《为思维而教：理论和应用》。1969年恩尼斯写了针对教师的著作讨论在课堂上使用逻辑。另一本针对教师的书《学习与思维》于1977年出版。科尔伯格（L.Kohlberg）和涂烈尔（E.Turiel）道德发展研究（1973）与福斯（H.G.Furth）和瓦奇斯（H.Wachs）将皮亚杰理论应用于学校思维的工作，都是批判性思维尤其是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期间学生推理能力发展的拥护者提出的。
 
[56]

 1976年李普曼的儿童哲学系列开始问世。

费尔曼（John Follman）的分析表明，在80年代批判性思维浪潮中，人们忽视了三代心理测量的批判性思维史，认为有5个焦点与批判性思维运动的批判性思维概念相关：迷信、宣传分析、逻辑推理、科学方法和心理测量学。可以从批判性思维测试的子测试的一致意见获得一种有生命力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它来自斯图尔特（B.L.Stewart，1979）对当时已有的24个批判性思维测试的检讨发现，24个测试最经常出现的子测试有5个：演绎推理、用于支持一个陈述之证据的评估、未陈述假设的辨认、论证的评估和陈述的可靠性。美国的批判性思维心理测量史可追溯到1925年，沃森（Goodwin Watson）开发了偏见测试——《公正心测量》，包括A—F形式：“形式A，语词删去测试”，测试公正心；“形式B，真实程度测试”，测量对宗教和经济问题看法分歧的强度；“形式C，推论测试”，检测推断和结论的准确度；“形式D，道德判断测试”，检测赞成或不赞成之宣示的一致性；“形式E，论证测试”，检测相信和相信论证的强度；“形式F，概括测试”，检测过度概括。沃森《公正心测量》精练后变成了传世的《沃森-格拉泽批判性思维测试》。同一时代的另外两个批判性思维检测是怀特斯通（Wrightstone）的社会课程的批判性思维检测（1938）和进步教育协会用于“8年研究”
 
[57]

 评估的一系列批判性思维检测（1939）。怀特斯通的子测试包含：从数据资料获取事实、得出有充分理由的结论、使用核心事实说明其他相关事实。进步教育协会的子检测包括：数据资料的解释、逻辑推理和证明的性质。1960年，伯顿（W.H. Burton）、凯泊尔（R.B.Kimball）和温（R.L.Wing）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定义正规化为五步程序：问题的确认和定义、假说、探究、决定以及检验和运用被接受的结论。这些步骤明显与科学方法的步骤重叠。还应提及推论性批判性阅读（主要是推论和较小程度上的解释）的早期心理测量史，比如泰勒（R.W.Tyler，1930）、戴维（J.C.Dewey，1935）、甘斯（R.Gans，1940）、格林姆（P.Grimm，1940）、阿特利（A.S.Artley，1943）的工作。可见，早期的批判性思维的心理测量史不仅影响了早先的批判性思维检测，也影响了批判性思维的概念。
 
[58]



20世纪70年代晚期，教育家准备重新考察他们关于知识和思维的假设，心理学家也重新考察他们关于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的知识和思维的假设。教育家开始怀疑学生们事实上是被剥夺了培养抽象能力的机会，而且这可能通过哲学教他们推理和通过推理教他们哲学得以补救。哲学家倾向于强调批判性思维中的推理，而非哲学家（特别是科学家）倾向于强调问题解决或决策。“问题解决”在科学的、专业的和技术的教育中并不是特别新的，它已被运用几十年，尤其在工程学校，以及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医学中。1978年“问题解决和教育”会议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召开，许多认知研究者汇集在一起，比较他们的问题解决的理论和方法。某些人试图发现普遍化的问题解决过程的可能性，批判性思维和应用哲学之间的联系也应提及。
 
[59]



在卡特政府时期以及之前的肯尼迪政府时期，大量研究经费被分配到“国立教育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NIE）。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NIE的教学和学习部已预感到一个时代的来临。在奇普曼（Susan Chipman）、西格尔（Judith Segal）、格拉泽（Robert Glaser）和NIE的倡导下，在匹兹堡大学的“学习与研究发展中心”召开了一个会议，其目标是“考查与学生的理解、推理、解决问题和学习能力相关的教育实践和科学研究。会议计划把认知研究者、规划制订者和认知技能教师召集起来，相互切磋并讨论他们的理论、发现和建议”。与会者有著名学者布鲁纳（Jerome Bruner）、李普曼（Matthew Lipman）、约翰逊-莱尔德（Philip Johnson-Laird）、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柯林斯（Allan Collins）等。人们希望该会议为思维将引导教育过程的一个新时代搭建一个舞台。这一会议的确引领了一个新时代。人们开始谈论思维教学。“教学监督和课程发展协会”（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出版的《教育领导》杂志，开始接受思维技能教学的文章。一些教育者发现，传统教育包括了思维，但这种思维的质量是不完善的。需要的不仅仅是教思维，而是教批判性
 思维。
 
[60]



80年代，美国教育部部长贝内特（William L.Bennett）及其副手芬恩（Chester Finn），以及“全国人文科学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主任切尼（Lynne Cheney），对教育过程予以持续猛烈的批评。教育基础主义者责难，美国人得到的是教育系统的劣质服务，整个学校系统处于危机之中。但是，处于教育基层的教师和管理人的回应却是，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教学实践，而在于他们进行教学的整个社会环境。学校以正确的方式教给学生们正确的东西，但他们就是不学。他们太受电视、毒品、性、家庭破裂以及窥视的压力的烦扰。教师努力给他们的学生传达那些基本内容。许多教师似乎在说，我们不再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教育因其自身而得到珍视。在大多数学生看来，教育在今天的价值，只不过是进入劳动市场的、有一定信誉的门票。学生感到在学校获得的知识并不与生活相干；仅仅和阻挡或允许一个人进入生活的“考试”是相干的。一旦考试结束，知识就可能被忘记。当教育基础主义者责难教师没有充分地了解自己的学科时，所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完全了解我们的学科。但我们处在与百年前拉丁和希腊语教师类似的处境。时代正从我们身边溜过。在MTV时代，谁还需要为有意义的或合乎语法的写作而阅读？当他们的双亲并不操心选举投票时，罗马和希腊史如何能够看起来和我们的学生们相干？并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迷失了方向。评论者认为，学校的辩护者和批评者共有一个假设：教育的目标是慢慢灌输知识。
 
[61]



在教育改革报告海啸来临之前，一些有识之士已发出声音。一切有才能的教师很大程度上都使用一种基本教学方法——为批判性思维而教的方法，无论他是否意识到。尽管这种方法既不是新的，也不是革命性的，但这里所强调的是，它应该在学校里发现更多的应用，并指出其目标怎样可以达到。
 
[62]

 “我们本该教学生如何思考，可我们却在教他们思考什么。”
 
[63]

 奇怪的是，我们期望学生学会，然而却很少教他们有关学习的任何事情。
 
[64]



第三节 批判性思维运动概貌

教育改革报告的号角引起了全美上下的响应，其中最有力的响应之一便是批判性思维研究和实践的浪潮。个人努力、组织机构的措施和社会关注编织成覆盖全国的批判性思维运动之网。当然，从理论上讲，批判性思维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萌发，只不过借着教育改革报告运动的东风在80年代蓬勃发展，甚至可以说一直延伸到现在。

首先，很多大、中小学教师在自己的课堂上尝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大学里，哲学教师倾向于强调使用理性方法寻求一个过程或结果的正确性，心理学老师的重点是元认知过程、批判性思维的迁移和问题解决等，演讲、交际系科的老师则关注有效说服。最为典型的是大学层次上展开的“基于非形式逻辑的批判性思维”（informal logic-based critical thinking）教学。批判性思维涉及信念的证明，而广义论证是提供这种证明的工具。为教授批判性思维而设计的大多数教科书和课程旨在发展分析论证、揭示推理错误和构建令人信服的论证等技能。非形式逻辑取向的批判性思维教科书共有的一个观念是由图尔敏等人的《逻辑导论》（1979）首先表达出来的：推理是“一种批判地检验思想（ideas）的方式”。
 
[65]

 基于非形式逻辑的批判性思维教科书和课程集中于论证的结构特征、论证评估的标准和谬误。因而至少在导论层次上，教授“批判性思维”几乎变成了应用非形式逻辑之方法的同义语。
 
[66]

 非形式逻辑的创始人约翰逊和布莱尔在其1977年出版的《合乎逻辑的自辩》（Logical Self
 -Defense
 ）序言中表白说，他们的教材处理作为批判性思维之一部分的“防守性思维”（defensive thinking）。
 
[67]

 著名哲学家斯克里文在首届非形式逻辑国际讨论会上就预见，非形式逻辑将在改善基本技能的教学和教学法等方面彰显自己的实际重要性。
 
[68]

 当然，从一开始，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学就显露出多样化的苗头，例如“加利福尼亚风格”：一种广义的方法论课程可能是由社会学家教授的，一门问题解决课程由心理学家讲授，文本解释学课程是历史学家讲的，论说文课程却可能是英语教授上的，新闻学也有资格申请媒体分析课程。这样一来，基于非形式逻辑的批判性思维就建立了与相关学科的联系。
 
[69]



在中小学课堂上，那些从自身经验出发花工夫理解和学习批判性思维的教师将批判性思维融入他们的教学内容之中，展现出各种不同的教学风格。例如，高中历史教师奥莱利（Kevin O'Reilly）在讲授有关历史信息来源可靠性的内容时，设计了教室走廊的一场扭打表演，然后让学生目击者讲述所发生的事情。他把学生们给出的各种说明与人们对1775年列克星敦战斗的说明相比较。当这些学生尝试决定哪个目击证人给出了最准确的说明并反思为什么一个历史说明比另一个更好或更糟时，他们就被批判性技能武装起来，而这在奥莱利的课堂上不断被利用。这些批判性技能与证言、观察以及更一般的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相关，它们在课堂之外的生活里也有极大的重要性。奥莱利的学生们运用这些技能对各种教科书关于列克星敦事件说明的准确性做出许多有见识的批判性判断，而那些仅仅被导向“接受事实”的阅读的学生不可能做出这种判断。高中英语老师皮博迪（Cathy Peabody）在学生思考《罗密欧与朱丽叶》时问他们一些因果问题。在学生认识到因果在机遇、情感、误解以及故意生成悲剧的因果网中所起作用之后，皮博迪运用相关问题帮助学生发展批判性思维技能，这些将学生引向更深刻的因果性和责任问题。在4年级课堂上，库珀（Phyllis Cooper）也对因果的准确评价有类似的关注，引导学生发展良好因果判断的标准。小学一年级教师斯科隆（Cathy Skowron）也将同样的方法用于《忧天小鸡》故事的讨论，帮助学生考虑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70]



然而，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关键推力源于各层次机构和组织。首先在国家层面上，里根总统不仅出席优质教育国家委员会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而且在《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报告递交仪式上发表讲话；除了于报告发表当日接受访谈而外，之后一年之内至少在7个场合说及该报告，号召全国上下“一同参加恢复美国教育之卓越的全国运动，……确保教育是最优先的”。
 
[71]

 1988年11月23日在全国图书周上，里根更是直接谈及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在每一个社会，教育的目标必定包括使理智独立和批判性思维变成每个公民的自然资产。
 
[72]

 教育部部长贝内特（William L.Bennet）也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应该帮助学生“为生活，为生活得更好这一突出的实践任务以及清晰地思考和明智地行动”做好准备。ABC新闻主播詹宁斯（Peter Jennings）概述这一观点时说，这指出了“教年轻人如何思考，并因此如何成功”的重要性。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罗（William Crowe）也说，教美国人批判地思维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越来越至关重要，发展青年人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是“90年代首要的挑战”。
 
[73]

 80年代晚期，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领头的全国州长协会就在其关于国家教育目标的建议中包括了批判性思维，该建议1990年被联邦政府采纳为2000年国家目标的一部分。1994年议会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生效的《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要求，到2000年“那些显示推理、解决问题、应用知识和有效写作和交流能力的学生的比例将大大提高”。在关于成人（读写）能力与终身学习部分也有同样的目标——“那些显示出较高批判地思维、有效地交流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大大增加”。之后小布什总统任期内2002年1月8日通过的法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规定，相关资金可用于“发展和提高学生的信息能力、信息检索和批判性思维技能”；（阿拉斯加原住民）学前儿童家庭指导计划包括“在诸如阅读准备、观察、讲故事和批判性思维这些领域训练、教育和支持家长”；学业成就测试包括评价“高阶思维技能和理解”。奥巴马2009年3月10日在拉美裔商会（Hispanic Chamber of Commerce）发表演讲时也说：“解决考试分数低的办法并不是降低标准；而应是更硬更清晰的标准……。我号召我们国家的行政官员和教育领导人发展测量标准和评价方法，它们并不只是测量学生能否完成填空考试，而是测量他们是否拥有21世纪的技能，比如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创业和创造性等。”
 
[74]



教育行政系统和组织也倾力推行批判性思维。例如，南达科塔州的课程改革为阅读、数学、交流的优质标准拟定了指导方针，包括重点在于能通过计算机辅助教学提高的问题解决和批判性思维技能；新罕布什尔州的“关键技能企业理事会”计划（Corporate Council for Critical Skills）的教师培训重点是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集体工作和学习、自学和交流技能等关键技能；
 
[75]

 加利福尼亚、纽约、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南卡罗来纳、犹他、威斯康星和阿拉斯加等州也都以不同方式敦促批判性思维教学。1985年，美国教师联盟对50个州的调查表明，有27个州报告他们正在采取步骤开始实施与支持学生思维技能相联系的改革。康涅狄格州的立法草案建议“所有领域的教学都应以培养诸如事实的识别、批判性推理和问题解决这样的思维技能为目的”。纽约州1984年采用的行动计划包括教学方面的一般改变，其中之一是“确保所有学生学会逻辑地和创造性地思考，将推理应用到所有年级层次的所有科目的议题和问题中”。思维是宾夕法尼亚州所陈述的12个教育目标之一，曾实施全州范围的思维调查，确定了100所实施思维项目的学校。该州还办了一个通讯，联合发起关于“作为思维者的学生”的会议。南卡罗来纳州1984年立法通过了一个“教育改善法案”，其部分4说，“本州教育部和所有学区都将在所有层次的课程中强调高阶问题解决技能”。威斯康星州颁布的相关法令［s.118.01（2）（a）2］对学生有分析性技能的要求，包括：理性地思考、解决问题、使用各种学习方法、收集和分析信息、做出批判的和独立的判断以及有说服力地进行论证。加利福尼亚州的学院和大学系统已经将批判性思维作为对所有学生的毕业要件。该州教育部发起中小学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教科书、课程、人员发展和教师教育方面。在语言艺术、数学和社会研究方面的新测试最近也开发出来，其中有30%到60%的项目设计成检测批判性思维技能。
 
[76]

 1986年28万加利福尼亚8年级学生参加了历史—社会科学测验，该测验40%的问题涉及批判性思维技能。1988年该州教育部开发出4、6、8年级学生的精熟测验（mastery tests）的连贯系统，集中于推理技能的内容测验项目。而早在1980年11月1日，该州就发布过338号行政命令“通识教育—非本专业必修课”，要求所有23所州立大学和108所社区学院（约100万学生）从1981年秋季开始，对注册学生实施遵照这个命令制订的培养方案。其中将“获得清晰地和逻辑地思考的能力，寻找和批判地审查信息的能力，口头和书面交流的能力以及完成数量运算的能力”看作是给毕业生提供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一个学生要从州立大学毕业，必须有9小时的交流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指导。
 
[77]

 到1990年，大多数州都积极鼓励教育者教授批判性思维。

美国教师联盟1986年发布的一个全国意见书——《批判性思维的目标：从教育理念到教育现实》指出，新的证据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表明，学生们缺乏需要发展的关键“高水平”技能以及批判地阅读、写作、演说、聆听和推理的能力。如果教育的目标是要“教”学生思考，那么为何这种“不思考、无读写能力的衰退会发生”？主要的原因是，从来没有一种对批判性思维技能之发展的有效的、系统的强调，而追根溯源是教师教育和预备对批判性思维的重视很不够。教育系统本身常常成为培育有益于批判性思维之环境的障碍，教科书一直很少关注思维，95%的标准化考试问题都致力于回想和记忆，忽略了高阶思维过程。然而，现代社会、政治和个人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要求独立思考、有充分根据的判断以及分析地和理性地思考的能力，因此教育的重点应该转变。意见书最终提出了批判性思维有效整合的基本要素，包括教师的角色、教师的教育和组织的结构等三大方面的建议。
 
[78]

 同年，全美23个全国性教育组织参与监督和课程发展协会（ASCD）启动的思维教学合作。
 
[79]

 斯坦福大学校长肯尼迪（Donald Kennedy）起草了一封公开信，36所大学领导人联合签署，于1987年11月18日发给美国所有3300所学院和大学的校长。公开信说：“要保持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必须发展以能够为谋生而思考的劳动者为基础的具有领先优势的经济……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培育能够批判地、创造地和富有想象力地思考的庞大人群。”
 
[80]

 国家教育进步评价（NAEP）的“咨询政策委员会”强调高阶思维技能的评价，美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会1985年也敦促哲学家帮助尝试批判性思维检测和在初高中课程中纳入批判性思维。

为教学生批判地思考而设计的跨课程计划颇为时髦，各种各样的“学会思考”的计划项目如雨后春笋。比较有名的如“伊利诺伊思维改善计划”（Illinois Projec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inking）、“零点计划”（Project Zero，1981）、“心灵奥德赛”（Odyssey of the Mind，1985）、“工具强化”（Instrumental Enrichment，1980）、“高阶思维技能”（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1982）等。最为广泛使用的方案是“思维战术”（Tactics for Thinking，1985），卖出了7万份教师指南。一大批研究机构也应运而生。有数十个研究机构从事批判性思维主题研究，仅冠名批判性思维的研究机构就有拉基（George M.Luckey，Jr.）负责的莫海德州立大学的“批判性思维中心”、斯沃茨（Robert Swartz）主持的设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大学的“批判性思维国家中心”、保罗（Richard Paul）负责的索诺玛州立大学的“批判性思维中心”、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的“批判性思维研究所”等。三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有名的（哲学方向）批判性思维促进组织是：保罗领导的研究机构，举办K—12和大学层次教育者的大规模年会，现在是批判性思维基金会（Foundation for 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中心（Center for Critical Thinking）和卓越批判性思维全国理事会（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Excellence in Critical Thinking）；斯沃茨领导的中心有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硕士计划，现在是全国思维教学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eaching Thinking）；源于圣科拉拉大学由费西万（Peter Facione）领导的机构，名为“洞见评价”（Insight Assessment）。前两个组织重点研究批判性思维教学，第三个集中于批判性思维概念和评价。
 
[81]

 1981—1986年，《教育领导》（Education Leadership
 ）有7期思维技能教学专号，
 
[82]

 《国家论坛》（National Forum
 ）有一期是思维技能专题。更有批判性思维的专门期刊《探究：跨学科批判性思维》（1988年创办的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批判性思维研究所通讯）。关于思维技能的会议也遍地开花，仅1984—1986年间就有29个会议举行，其中批判性思维的专题会议就有9个。
 
[83]



批判性思维不仅逐渐为大多数大学确立为教育目标，而且被认为形成了一种与所谓的关于知识、学习和能力的“说教理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批判性理论”，这二者之间有21个假设是对立的。
 
[84]

 教师认证和课程标准也包含批判性思维方面的要求。1987年成立的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理事会（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于1989年发布《教师应该知道的和能够做的事》（What Teachers Should Know and Be able to Do
 ），提出了可与医学希波克拉底誓言相媲美的“教学的5个核心命题”，作为合格教师的职业愿景。所有全国理事会的认证都建立在这5个核心命题的基础之上。该报告在阐释这5个命题时凸显了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要求教师“发展学生的批判性和分析性能力”。命题4（“教师系统地思考他们的实践，从经验中学习”）则与批判性思维直接相关，其下包括“认证教师是有教养人的模范——他们阅读、质疑，他们创造并乐意尝试新生事物”，“他们经常批判地审查自己的实践以深化知识，扩展自己的技能，将新发现吸收到自己的实践中”等。报告对命题4的阐释实际上要求教师成为体现批判性思维技能和示范批判性思维气质的榜样。在阐释命题5中的“教师是学习共同体的成员”时指出，教师参与批判地分析学校课程，国家理事会认证的教师养成一种评价学校教学陈腔滥调的批判精神。报告认为，批判性思维不是抽象发生的，对思维者而言它总是关于某事物的推理。成熟的教师懂得学科思维在发展丰富的、理论的主题内容理解所起的基础作用。他们专注于向他们的学生揭示批判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教学生分析地思考内容。教师要注意这样的事实：每一学科都存在多元视角和解释，合格教师激励学生质疑主流的规准和假设，帮助他们自主思考。
 
[85]

 许多职业鉴定机构在其认证准则里包括了批判性思维技能的测量，例如全国护理联盟（1990）、西部大专院校协会（1990）、中北部大专院校协会（1992）。一些州所制定的教师资格证获取条件也包括批判性思维的要求。例如宾夕法尼亚的标准中就有：教师理解和运用各种教学策略，包括跨学科学习经验，激励学生发展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和执行技能。佛罗里达教育法立法调查结果发现，有效的教育者能做到：以合乎逻辑的和可理解的风格写作和言说……合乎逻辑地思考和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的要求也落实到课程标准上。全国数学教师理事会在其《课程和评估标准》（1989）中号召课堂教学将批判性思维置于核心地位，新标准清晰地陈述了普遍强调推理将是所有数学活动的本质。全国护理联盟1989年发布的第6版《护理学士学位和更高学位培养方案评估标准》指出，“课程设置强调批判性思维和日益进步的独立决策的发展”。因此教员需要一个可理解的、切实可行的且广泛的批判性思维定义。此外，员工开发者（staff developers）必须满足要求批判性思维作为临床能力之组成部分的医院认证标准。
 
[86]

 在学生学业成绩和升学考试方面，批判性思维也有越来越多的渗透。ACT的科学推理部分，新MCAT的许多项目、AP、ITED、GRE的分析和逻辑推理部分、LSAT，都是试图将批判性思维结合在一个测试中、对考生影响重大的考试中。
 
[87]



美国批判性思维运动经久不衰的另一个秘密在于全社会的关注。《国家处于危险之中》等报告以及政府高层的态度也得到公众的响应。民意调查证实，人们知道和理解教育对国家的福祉与自己未来的重要性，他们形成了这样的信念：教育是最高的国家议程。58%的纳税人甚至愿意为帮助提升美国的教育标准而更多地纳税。许多商业会所、遍及各地的商业圆桌会议，不计其数的商业组织都加入到促进公司对教育的贡献行列中来，鼓励雇员参与学校，支持教育改革的立法和预算。重要的基金会不仅为一系列研究报告提供了实质支持，而且为教育系统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几年时间内估计有350个地方教育基金会成立。
 
[88]

 盖洛普的一项调查要求美国老师对一些教育目标（25个）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发展良好的工作习惯与组织自己思想的能力和全神贯注的能力”；“发展创造地、客观地和分析地思考的能力”这两个目标排在最前，而美国公众将它们排在第六和第九位。
 
[89]



出版和新闻媒体也有推波助澜之功。社论、政治漫画和小专题生动阐释了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教育对个人自由和民主价值的基础重要性。美国教育部曾检阅了《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发布4个月之内45种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发现有700篇文章与之有关。重要期刊《时代》《新闻周刊》《新共和国周刊》和《美好家园》都用大量的版面评论优质教育国家委员会和教育议题。在上述报告发布12个月的时间里，电视网络聚焦于教育议题，包括NBC的“本日秀”（Today Show）、“夜新闻”（Nightly News）和“会晤新闻界”（Meet the Press）；CBS的“晚间新闻”（Evening News）、“早间新闻”（Morning News）、“阿格隆斯基和公司”（Agronsky and Company）与“菲尔·多诺霍秀”（Phil Donohue Show）；ABC的“晚间世界新闻”（World News Tonight）、“夜线”（Nightline）、“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n）和“布林克利秀”（The David Brinkley Show）；PBS的美国高中专论。
 
[90]

 《纽约时报》成为批判性思维的有力倡导者。该报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报道。例如1978年11月2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个有关耶鲁教授哈罗得·摩落维滋（Harold J. Morowitz）的故事，这位教授论证说，今天的年轻人需要批判性思维方面的课程，以便在非理性运动（比如，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教事件）中得到自我保护。1981年，批判性思维作为教育改革的一个因素开始真正引起公众注意，《纽约时报》在教育专栏编辑莫洛夫（Gene Maeroff）的指导下开始刊登宣传批判性思维计划项目的系列故事，这些故事发生在国家教师学院和它们的毕业生控制的课堂上。该报还报道了一些大学的批判性思维计划项目和批判性思维研究、培训机构（1982年4月21日教育专栏；1983年1月9日“教授思维：一个新重点”；1984年1月8日“写作教学得到新推动”）。
 
[91]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文章也说，今天的学生没有学会如何辨识未陈述的假设，他们对推论、因果推断、建立论证、形成和辩护一个看法、看出意涵等手段所知甚少。教育者说，总之他们对批判地思考没有学会多少。
 
[92]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登保罗（Richard Paul）的文章说，“我们需要将学习的重点从仅仅教学生获得正确答案转向教他们有教养的人追求正确答案的那种过程”。
 
[93]

 其实，商业和管理期刊也早就开始关注批判性思维。1976年秋，《管理和行政科学》杂志着力描述了批判性思维作为“参与的/民主的意识”的基本要素，作者认为这一要素是成功的基本要素。1978年夏，《大西洋经济评论》发出了这样的呼唤：管理者需要发展作为解决商业问题之手段的批判性思维。
 
[94]

 卡普（Walter Karp）在《哈泼斯》杂志上引述古德拉德的报告说，甚至没有1%的教学时间致力于讨论“要求某种包括推理或可能来自学生的看法的某种开放回应。……学生被动性的严重程度非常突出”。“大多数教师完全不知道如何达到较高的思维层次。”
 
[95]

 由于经济变得日益依赖信息，雇主们需要寻求那些既能将批判性思维技能应用于信息处理，又能将自己的理解与他人沟通的雇员。1989年5月，ABC新闻用1小时讨论这个重要话题。按照节目策划人的说法，“最重要的工作技能是，一个学生在离开学校后仍能拥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广播专栏引用一些公司负责人所支持的观点：批判性思维在雇工和保持长期雇用关系上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96]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批判性思维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研究议程和应用重点。第一波（1970—1982）批判性思维研究的重点是由哲学家主导的逻辑、论辩和推理理论。理论家倾向于仅仅聚焦于明显的说服和论辩中的思维问题，用相对狭窄和技术的视角来看推理和逻辑，结果没有处理批判性思维的关键成分——语言逻辑和问题逻辑。第二波（1980—1993）的特征是观点的多样性，心理学、批判教学法、女性主义和特殊学科（生物学、商业或护理）以及第一波研究议程错失的某些元素（情感、直觉、想象和创造性等），都成为审视批判性思维的不同视角。它比第一波的计划更为广泛，对批判性思维的考察超出了逻辑学和修辞学传统。但第二波的工作缺乏一种共享的智识传统，总体上很少有整合，不太融贯，常常更为“肤浅”，所做的不同寻常的工作得到的收获常常是以深度和严格性为代价的含糊的广泛性。第三波（1990—1997）要超越前两波的弱点——缺乏广泛性的严格性与没有严格性的广泛性，卓越批判性思维全国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for Excellence in Critical Thinking）的原则和标准代表第三波现象。这些原则和标准本质上是广泛的，大大超越了逻辑和批判性思维的狭隘视界。它所关切的是，整合前两波研究的洞见；发展严格而广泛的批判性思维理论；阐明在学术环境之内和之外有一般应用的理智标准；说明情感和价值在思维中的合适角色；理解在情感和行为形成过程中思维的主导作用；将认知心理学的经验工作融进批判性思维理论中；建立批判性思维研究和实践领域中的共同原则和标准；发展识别和批判伪批判性思维模型和方案的有效评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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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倡导批判性思维的努力达到了顶峰。此后，批判性思维的价值和必要性为美国全社会所接受，批判性思维被吸收进教育的各个层次。1977年到1988年间，大约有2000篇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文章在学术期刊发表；至1993年，美国已有800所高校以各种形式提供至少一种批判性思维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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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批判性思维运动的价值

美国的批判性思维运动产生了全球影响。加拿大虽然不是一个“处于危险之中”的国家，但美国的警示启发了加拿大把公民教育理念和最终基于职业技能发展的教育结合起来的通识教育课程，开始研究标准化考试方案对教育实践，对如何评价或描述高阶认知发展的影响。欧洲也感受到了以北美为中心的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发展势头。欧洲的一些思维教学研究受到美国批判性思维研究的影响。比如，与李普曼和保罗相联系的通过哲学教学的批判性思维路向引起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兴趣。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哲学教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to the Teaching of Philosophy）将李普曼的课程材料翻译成西班牙语，开发教师训练课程，开展小学的某些实验工作。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的“学习思考计划”（Project Dianoia）主要是一个提高元认知意识来提升思维技能的干预计划；训练文本理解、书面作文和科学问题解决的元认知策略的课堂教学也成功引进。在瑞典，全国教育理事会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资助的一个计划，也使用李普曼7—9岁儿童的故事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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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际组织也倡导批判性思维，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推进批判性思维最为持久。早在1937年，国际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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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号建议《中小学师资培训中的心理学教学》就向各国教育部建议，“培训应该使未来的教师……能运用各种实验和测量方法，预测出儿童健全的批判性思维和一定的科学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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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文组织的73号建议《教育和生产劳动之间的相互作用》（1981）“计划与措施”部分指出，只要合适，就把实用原则应用于教授基本读、写、算以及培训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维能力。77号建议《扫盲：90年代的行动政策、战略与计划》（1990）的“原则、概念和目标”部分第7条指出，读、写、算能力构成了任何教育或培训过程的核心，而教育或培训过程的伦理学基础是实现这样一种目标，即唤起意识和敏锐性，得出文化特征的概念以及发展批判性的能力。78号建议《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1992）在阐述“学校在促进文化方面的地位”时指出，除了发展学生的智力以及观察力、批判性推理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时，学校还应该使他们在智力和分析能力以及情感、精神和道德素质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认为“历史教学旨在使学生批判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还应促使他们意识到并能鉴赏对国家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其他贡献”。对于传媒教育，该建议指出，传媒教育的功能是使人更好地了解传媒对个人和社会所具有的作用、功能和影响，以及对发展以独立和批判的方式解释传媒信息的能力所具有的作用、功能和影响。79号建议《国际理解教育的总结与展望》（1994）说，传播媒介在儿童和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影响正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必须为批判地分析和利用传播媒介培训教师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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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经合组织（OECD）、人权理事会（UNHRC）以及其他全球性组织，如“和平团”（Peace Corps）和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等也在特殊的重要领域推动批判性思维。英、德、法、加、澳、荷、以色列、新西兰、新加坡、日本、土耳其、立陶宛、巴西、印度、哈萨克斯坦、圭亚那、南非、 埃及、 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 缅甸、 委内瑞拉、牙买加、阿富汗、伊拉克、巴林、孟加拉、巴巴多斯、博茨瓦纳、约旦、肯尼亚、马拉维、摩尔多瓦、纳米比亚、阿曼、巴勒斯坦、卢旺达、马耳他、尼加拉瓜等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都已将批判性思维纳入教育目标。

批判性思维是有价值的认知技能、宝贵的资本。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选择制度方面，不平等的批判性思维发展与社会经济地位和制度选择之间存在的正相关相结合，构成了高等教育制度参与社会再生产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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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运取决于维护和培育创新的能力。美国最重要的创新优势是文化。创新的文化环境或“创新生态系统”需要一种积极的或建设性的冲突，一种产生非零和解决的冲突。这是一种体现在美国体育界、美国法庭和美国政治系统中的冲突，是一种结构化竞争的冲突，其中的失败者有机会在另一天获胜，而且在不断改进这种博弈方面人人都有利害关系。它也是创造性破坏的冲突，是给新商业模式开路而破坏旧商业模式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一种建设性冲突的文化奖赏挑战每一领域的权威。美国的教育机构长期以来用各种方式强调批判性思维，而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现在设法追赶的。创新的文化需要在一种更大的透明和信任的文化之内鼓励冲突，重视和鼓励跨文化能力。美国的气质和历史非常适合这种文化。也许最好的例子是维基百科。观点被挑战、编辑、再挑战，最终产品是不同的、对抗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比在美国法律系统中发现的对抗过程更为优雅。但前提是相同的：在追求真理和真相的过程中，多元的思想相互冲撞，互相校正。在一个喜欢分散和积极冲突的世界里美国具有优势。因特网世界、维基世界以及网络化的世界全都开始于美国并向外辐射。这些世界的特性对于21世纪的创新和问题解决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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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日趋认识到批判性思维技能在知识经济中的基础角色预示着教与学的重大变化，这反映在当今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运动中，并得到教育技术的援助。虽然这一改革也在中小学存在，但最大的进步出现在美国的高等教育。按照本杰明的概括，对这个改革运动可以用三个维度来加以刻画：第一，从长期存在的授课格式转向强调学生的课堂积极参与和分析性写作技能发展的、以学生为中心的路向；第二，课程和教科书的平衡重点改变了，即从流行的强调内容转向案例研究和基于问题的材料，这要求学生将其所知应用到新情境中；第三，评价工具改变了，从最好用于评判学生吸收内容之程度的选择题测试转向符合改革精神众多目标的开放式测试。当然，教育改革的前两个维度已有重大进步，但评价已经滞后了。在将中学和大学的重点日益放在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技能之上的情况下，评价工具需要进化为测量学生学得好不好、教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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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历史经验对我们有重要启迪。该运动达到今日的水平并依然有持续之势全仗以下5个具体因素。第一，批判性思维的推行得到制度或体制的支撑，总统、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各种教育组织、社会组织都提供了支持。第二，社会总动员使批判性思维的理念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得到工商界、出版媒体界、学术界、各种基金会以及教师、学生和家长的赞同和支持。这种由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促动甚为关键。第三，教育诸方面的共振，使批判性思维的教学和训练系统化。办学目标、教师、教学各环节（教学方法、授课、讨论、作业、考试、课程、教材、校园活动）、入学选拔、资格认证、职业要求、雇工条件等都渗透批判性思维的要求和实践。人们公认，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不可能通过一门课程来完成，它是整个教育体系和环境互动的结果，是个人终身的努力。第四，批判性思维教学必须与具体学科内容的教和学紧密结合。尽管在围绕批判性思维一般能力的独立课程教学与围绕学科领域具体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专业教学之间存在差异和争论，但养成批判性思维必须与具体学科专业知识相结合是当今的一大共识。一般的批判性思维通过具有学科特点的形式加以体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像科学家那样思维”“像法律人那样思维”“像历史学家那样思维”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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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的中小学，批判性思维主要是作为一种教学法贯彻到各科目教学中。第五，批判性思维常常攀附在其他社会运动或思潮上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比如，在进步教育运动、批判哲学思潮、社会研究或社会课程运动之中都有明显而强烈的批判性思维因素。当然，美国人也认识到批判性思维的推行与培养会遇到一些障碍。大多数成人都有批判性思维能力，但退步的心理、文化和政治的禁忌阻止它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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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批判性思维运动开展期间，有学者担忧改革者的命运会像60—70年代企图在不同学科教批判性思维技能的那些人一样无功而返，因为这个目标与学校的其他许多目标不相容，在默许批判性思维训练之必要性的同时，人们会继续用老套的形式来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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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有学者对这场运动的最终成功持乐观态度，他们有5点理由：第一，批判性思维运动并不正面挑战传统上公认的学校教育目标，而是旨在帮助青少年更好地完成这些目标。第二，对有效的思维教学，对思维和教育变化也比早先的改革者了解得更多，大量研究提供了对这些现象的洞察。第三，有广泛公众、专业人员和相当多的政治和制度势力的支持，这是早先改变思维教学的努力所不具有的。第四，改善思维教学的运动也从很多思维技能方案获得了动力和支持，与大多数早期关于思维的课程程序不同，这些方案一般包括详尽的教师训练组件，能大大有助于保证它们所包含的革新有效地转换到课堂上。许多这样的方案基于更细致、更精确的思维和思维技能的概念化。第五，对改善思维教学的基层支持也比过去要大得多，人们懂得改善信息加工和改善内容学习之间的联系，精通思维和职业选择之间的联系。当然，思维技能运动的未来也有些障碍。有许多人和集团很可能不想要年轻人学会更好地思考。而一些批判性思维教学的热衷者不能正视课堂教学现实，或者没有将他们的方案与训练迁移、学习干预、培育年轻人元认知的重要性以及教学效果原则相结合，这很可能造成对整个改革的伤害。

批判性思维在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和美国相比，在上述5个因素方面差距巨大，尤其批判性思维远不是“国家定制”，例如迄今尚未将批判性思维作为高等教育的目标，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也只字未提。而且，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一些因素（过于看重权威和面子等）阻碍批判性思维的培育。有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西方管理者想要努力在中国鼓励说出自己思考的东西而非相信老板想要听到的某种东西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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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批判性思维推行需要与社会改革和文化更新或再造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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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批判性思维的苏格拉底模型

批判性思维源于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9—约前399年）所倡导的一种探究性质疑（Probing Questioning），即“苏格拉底方法”或“苏格拉底对话”。现身于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示范了体现批判性思维实质的探究方法，彰显了一种行动、一种精神、一种生活方式，是哲学践行的典范。苏格拉底诘问（Socratic Questioning）是苏格拉底方法最显著的特征，它培育一种问题思维。就此而言，将Critical Thinking翻译为“批判性思维”比任何别的译法都牢牢抓住了批判性思维的化身——苏格拉底精神的精髓。苏格拉底诘问的力量在于它允许人们阐明他们的理念，放慢他们的思维，学会评估他们思维的过程。苏格拉底诘问依靠这样的假设：一切都有逻辑，这可以通过运用提问和思维加以揭示。提问也是一种有效的心灵习性，帮助人们洞察他们如何可能与他人联系起来；通过要求他们批判地思维，尊重他人的意见，批判地、主动地聆听他们或许不同意的观点，来促进人性、独立思考和生活。苏格拉底诘问要求人们澄清他们思考或研究的目的与他们的意谓，区分相干和不相干的信息，然后检验其可靠性和来源，质疑他们自己和别人的话语所包含的假设，以合作精神从不同视角进行推理，探查自己和他人之所思的后果或含意，整理他们知道或以为知道之物的理由和证据，也对他们面前的证据和理由保持敏感性。当然，不能把苏格拉底诘问混同于一种没有方向的混沌头脑风暴。
 
[1]

 苏格拉底方法对使人们避免过“未经审思的生活”有巨大潜能。
 
[2]

 终生研究苏格拉底的学者弗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将苏格拉底方法誉为“人文学科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因为它使哲学探究成为“一种向每个人敞开的共同人类事业”。
 
[3]



第一节 苏格拉底的肖像

苏格拉底40岁时就是在精神上和道德上伟大的希腊时代最出色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深切关怀无形的道德秩序与周遭人们有关神和不朽灵魂的宗教信仰，对哲学问题以及相应的探究方法也有很独到的看法。公众所看到的苏格拉底是：一个有趣的、行为古怪的人，一个书呆子、悖论贩子、自由思想家和巫术师的混合体。然而，苏格拉底是胸怀宽广、思想坚强的雅典思想家，他代表一种思维，更准确地说，代表批判性思维的基本态度——没有一个论点会如此不言自明、普遍合适、绝对确实，以致可以豁免于我们根据早先承认的原理重新加以考虑并对其进行再检验。我们有责任充分而公正地聆听任何一种主张，也有义务勤奋地仔细推敲有利于它们的论据并以法律般的公正来评估它们。无论怎样繁重的探究都不可以逃避；与我们的感情敌对的任何意见，都不可以被愤怒的吼声压倒或被讥笑和辱骂窒息。
 
[4]



在柏拉图对话中出场的苏格拉底用三个比喻绘就了自己的肖像。这一肖像向我们展示了他作为批判性思维之化身的特质。在《申辩篇》（30E）中，苏格拉底自比为“牛虻”（虻子）。雅典好像一匹良种马，身形巨大而动作迟缓，神特意将苏格拉底指派给这座城市，就是让他像牛虻一样刺激这匹马而使它活跃起来。苏格拉底所担当的牛虻角色，就是整天飞来飞去，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每一个人；除了苏格拉底，人们不容易找到另一个替代者。苏格拉底怀疑人们已经昏昏入睡，并厌恶他的做法，因而可能会像对待牛虻一样将他一巴掌打死，然后继续昏睡至死，除非雅典人受到神的眷顾另派一个接替者。苏格拉底指出，属于雅典这个因其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城市的雅典人，只注意竭力获取金钱、名声和荣誉，而不关注或思考真理、理智和灵魂的完善，真是可耻！他听从神的命令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试探和劝导雅典老少身上，使他们不是将自己的身体或职业而是将自己灵魂的最高幸福当作首要的、第一位的关切（《申辩篇》，29E，30A）。他说，与他人谈论与考察善和其他各种主题，是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不经受这种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申辩篇》，38A）。
 
[5]

 苏格拉底的使命就是要刺激人们思维，尤其是批判性思维！审思人的生命或生活！

然而，苏格拉底不是以权威自居向雅典人传授知识，兜售聪明。相反，当知道神谕说他是最聪明的人之后，他想竭力证明的是此为虚言。苏格拉底想方设法遍寻“聪明人”与之论辩，结果发现：神谕之正确正是在于苏格拉底知道自己无知，而这一点是那些“聪明人”缺少的。有些人之所以乐意花费大量时间与苏格拉底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喜欢听苏格拉底盘问那些自认聪明而实际上并不聪明的人。苏格拉底做这样的盘问既是一种乐趣，也是服从神之命令（以神谕、托梦等形式出现）的义务（《申辩篇》，33C）。在《美诺篇》（80A）中，美诺把苏格拉底比喻为“[image: ]
 鱼”，
 
[6]

 无论何人碰上它就会中毒麻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苏格拉底稍加限制就同意了这个比喻。这个比喻的正确性在于首先承认，[image: ]
 鱼只有先麻痹自己然后才能麻痹别人，否则该比喻就不恰当。苏格拉底解释说，我并非自己知道答案（比如，什么是美德）而去使他人困惑，而是我自己将困惑传递给别人。他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美德，而美诺在与他交谈之前似乎知道，但经过与苏格拉底的对话之后，现在似乎也不知道了。因此，他准备和对谈者一起合作探讨问题（《美诺篇》，80C，80D）。
 
[7]

 这个隐喻暗示苏格拉底有这样一种能力：他把他的对话者拉进对话，然后通过他的诘问，用他自己的困惑感染他的听众，打断他们的日常活动，用思考麻痹他们。一旦对话者与苏格拉底相互作用，他们就不能再满足于在没有透彻审思的情况下从事他们的日常事务。
 
[8]



第三个比喻出现于《泰阿泰德篇》（149A），即“产婆”或“助产士”。
 
[9]

 苏格拉底自称是一个名叫菲那瑞特的产婆的儿子，他自诩使用一种产婆一样的技艺，而正是因为这个无知的世界不知道他身怀这种绝技，所以说他行为古怪、引诱他人、散播使人困惑无望的流言蜚语。这种技艺的要点是：“我怀疑你的心灵正处于在分娩它所孕育的某些思想的过程中，你本人也相信。那么，请接受一位自己也会接生的产婆的儿子对你使用这种技艺，尽你所能回答我的提问。在考察你的论断时，我可能会把其中的一些判定为假胎。
 
[10]

 如果我对它引产，将它抛弃，请别像一位被夺走头生子的妇女那样说我残忍。人们经常对我怀有那样的感觉，并想指责我消除了他们孕育的某些愚蠢的观念。他们看不到我正在对他们行善。他们不知道神不会恶意对待人，也不知道我的行为并非出于恶意。我的所作所为只是因为我不能容忍对谬误的默认和对真理的压迫罢了。”
 
[11]

 按阿伦特的解释，“产婆”有3种含义：她本身已无生育能力；接生别人的思想即他们意见的含义；希腊的产婆还有权决定孩子是否适合活着，或者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坏胎”。不过，阿伦特看重后两个意思。苏格拉底对话中的对谈者，没有一个所提出的思想不是坏胎。他清洗或净化人们的“意见”，即那些妨碍思维的未经审思的前见（prejudgment）。
 
[12]



这3个比喻所描绘的苏格拉底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他不像“职业”哲学家，他能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代表，他思考但无意当一个哲学家，而是“公民中的公民”。
 
[13]

 苏格拉底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当今批判性思维概念的意蕴：对我们应该信什么或做什么所进行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维。通用的“批判性思维”这一普通的命名是为了坚持不懈地聚焦于问重要问题和客观地遵照引导我们走向答案的理由和证据。希腊人创造了很多观念，但也许最为革命性的观念是他们把自己的怀疑方法应用于一切事物，包括权威所说的让人相信、让人去做的事情。他们提出，权威人士并不总是正确的，应该以论证的形式给出理由和证据以支持所做出的各种主张，某些理由和解释实际上比其他的理由和解释更值得被接受。这个传统中的核心人物苏格拉底是这种质疑精神的化身。他挑战各种权威，揭示盛行的“官方事物观”中的不一致；作为偶像崇拜的反对者，他鼓励年轻人寻找更好的解释和更好的答案。
 
[14]



第二节 苏格拉底方法

在日常论说中，苏格拉底方法是苏格拉底的代名词。与其他伟大的思想家相比，苏格拉底最主要的遗产是一种教育或教学法；不是内容而是过程。用稍许夸张的话说，对于苏格拉底，对于我们对他的理解而言，方法便是全部。
 
[15]

 苏格拉底方法（Socratic Method）有多种叫法。哲学（逻辑）上称为反驳（elechus
 ）、辩证法、反讽；教育学称之为启发式教学法；还有假设的否定方法（negative method of hypothesis）以及探究性质疑（probing questioning）、苏格拉底诘问、探究的辩证方法（dialectic method of inquiry）或者径称苏格拉底对话等。它是最古老但依然最有力的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
 
[16]

 苏格拉底相信，人人都有智慧的种子；人人必须通过与自己的严酷斗争，自己攻取真理。
 
[17]

 在阿伦特看来，苏格拉底的对话思维解冻了“被冻结的思想”，使人们在行动当中确实停下来进行思考。思维完全是否定的，它暗中破坏已确立的习惯和行为准则而又不用一种肯定的教义替代它们。正因如此，苏格拉底被认为对城邦是危险的。
 
[18]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希腊雅典成了展示和推销新观念、新理论、新技巧和新教育形式的大市场。尤其在立法院和法院，有政治抱负的人通过展现口头论辩才能和技巧，希望走上权力的坦途。因此，讲授辩论术和法律诉讼技巧的职业人士，能诱来慷慨解囊的听众或富家子弟。同样，会饮和宴会场也成为各种思想论争的场所。那些作为教师的智者因发展了一种通过提问进行言语争论的形式而大出风头：在对话中，说者提出一个观点，他的对手则设法通过提问使言说者陷入矛盾或无话可说。有学者推测，这种技巧很可能源于雅典法律诉讼程序。雅典法律诉讼程序允许诉讼当事人让他的对手接受一连串提问，只允许做出简单的是或否的回答。苏格拉底将智者所发展的言语论战技巧用于严肃的哲学目的，将他们的问答游戏转变成一种对定义进行解构的会话策略，其本质是通过熟练而深刻的提问检验一般定义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辩证法”具有破坏性检验的功能，可以揭露错误、幻想和无根据的意见。苏格拉底摆脱了用隐喻、老生常谈和格言论说的诗歌传统，用合理的表达方式，影响他的对谈者不得不更加注意适当的合理性标准。柏拉图的一些对话表明，逻辑论证方法在苏格拉底对话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19]

 苏格拉底提供了辩证法家工作的模型：运用共同或常见的论证形式探析对手论证的弱点。
 
[20]



可以将古代世界所接受的辩证法的一般印象描绘如下：辩证法是一种由提问者和回应者通过提问和回答而相互推理的理性讨论艺术。它包括在整个对话序列中运行的论证和连接论辩步骤的链条。它既是争论的也是合作的，因而不同于争辩的或诡辩的单纯争吵。它常常探究或研讨一个有伦理意义的议题（比如，柏拉图对话中所描述的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对话），以双方的初始对立或分歧为基础。它的前提基于回应者的回答。这一过程的核心是所谓的“反驳”，即发现整个对话所用论证的缺陷、弱点、矛盾和谬误。有时，对话过程并没有以解决冲突意见而告终。即便如此，辩证法也颇有裨益：通过讨论澄清了歧义或含糊之处，检验了合理或不合理的假设，因而辩证对话有“助产”的作用。它的目标看来是要向所讨论事物的真相或真理进发，苏格拉底对话显示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但是，辩证法也有阴暗面，它可能蜕变为反逻辑的和争吵的，狡猾的诡辩家可能为了蒙骗而滥用它。按照罗宾逊的概括，辩证法模型的特征可用4个规则来描述。第一，辩证法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过程，其中至少两个参与者合作轮换提问和回答。第二，回答者或回应者必须按照自己的真实看法来回答问题。当然，在对话期间，该看法可能改变或修正，不过回应者被期望保持其意见的一致性。第三，回应者必须总是回答提问，不能只是表达无知。该规则防止回应者躲避提问（当然，有圈套预设的提问另当别论）。第四，辩证法不承认权威，不允许回应者以权威为基础接受任何东西。“辩证法”从芝诺悖论（归于不可能的推理）发端，苏格拉底扩大了辩证法概念，把它看作是通过问答探索真理的方法（助产术），柏拉图接受了这个描述，亚里士多德将其视为不同于“分析”的论证方法，辩证法被理解为通过会话的理性论证艺术。斯多葛学派认为，聪明人必须擅长辩证法。第欧根尼在描述斯多葛辩证法时写道，没有辩证法的研究，聪明人就不会在论证方面绝对可靠，因为辩证法区别真与假，澄清似真性和含糊的陈述。中世纪的经院辩证法更强化了辩证的规程格式，把它发展成为逻辑的一个技术性分支——义务游戏（竞赛）。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中，与“辩证的”频繁联系的概念是对立。不过，所有形态的辩证法都涉及对话、对立（矛盾）、对手（正、反）。在现代，辩证法被视为应用逻辑的一个分支，处理各种会话语境中的论证评估问题，
 
[21]

 比如范爱默伦等的语用—辩证的论辩方法、非形式逻辑学家沃尔顿的“新辩证法”等。新辩证法突出了古典辩证法的对话、意见对立，并强调对话程序规则。一般对话或论辩不同于辩证情境中的论辩，辩证情境有3个突出特性：
 
[22]

 包括冲突或对立；参与者寻求批判地解决某个问题；参与者的角色事先就规定了。
 
[23]

 《斐多篇》表明，苏格拉底发现阿那克萨戈拉像其先辈一样，用同样任意的方式武断地对待自然，而苏格拉底觉得，如果我们不能用直接检查事物本身的办法来发现关于事物的真理，那就可以用检验我们做出的关于它们的陈述或理论的办法来尝试达到它。这种方法是我们获得任何真正知识的唯一机会。作为会话的辩证法假定：真理必须通过对话或争论来获取，这种对话可以在两个探究者之间进行，也可以在探究者自己内心里进行，即心灵的自问自答。真理是在对两种对立解释的批判性交锋中弄明白的，是作为一场争论的结果而获得的。
 
[24]



有学者否认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有一种单一、统一的对话和论证的程序，即苏格拉底方法［如杰出的苏格拉底学者布里豪斯和史密斯（2002）、沃尔夫斯多（2003）宣称，“并不存在‘苏格拉底方法’这样的东西”］。而在那些相信苏格拉底确实有某种方法的人中间，对于如何描述它也颇有分歧。
 
[25]

 的确，苏格拉底对话的结构依时间和语境而变化，不过某些一般的特征还是有迹可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8b，28—29）指出，有两件事情公正地归之于苏格拉底，归纳推理和普遍定义，这两者都与科学的始点相关。
 
[26]

 苏格拉底方法最流行的形式是苏格拉底对话。为了尝试性地回答一个自选的问题，参与者以多少有点结构化的方式探究真理和他们意见的价值。探究的材料是他们自己当下的经验，或者是过去的难忘事件。对话本身是一种交谈而非正式辩论。其中参与者设法相互理解，并从事某种共同事业。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在一个成功的对话里，参与者必须找到对问题的共识答案。对探究复杂性的认识往往比建立共识更令人满意。苏格拉底对话的主要“奥秘”是，在全身心投入这种探究的过程中，迟早你可能以你自己当下的行为来体验和探究你所谈论的每一个主题。结果，答案不再是从“外部”的某个地方找到的，而是来自自我认识。
 
[27]

 最近，本森（Hugh H. Benson）给《剑桥苏格拉底手册》（2011）所写的“苏格拉底方法”一文认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融贯地呈现了苏格拉底所践行的一种颇具特色的哲学方法，它具有共同的形式、共同的策略和共同的认识论预设。
 
[28]



这个共同的形式是问诘法（elenchos
 ）。苏格拉底相信，他被起诉是因某种哲学思维（philosophizing）的实践或方式，它是他和仿效他的那些人所特有的。正是通过这一方法，苏格拉底努力审查那些被尊为智慧之人的健全的知识主张。这样做有两个理由，一是苏格拉底旨在激励这些个体寻求他们所缺乏的健全知识，如果他们确实被发现缺少此知识的话；二是苏格拉底从他们那里获取自己所缺少的知识，如果他们被发现有此知识的话。人们看到，苏格拉底与其对话者从事简短的问答交换，这些对话者自认或被别人认作是聪明人。更具体地说，在苏格拉底审查他的对话者之聪明的交换中，显现了一种模式：苏格拉底从问对话者一个问题（常常是“什么是F”）开始，对该问题的回答标志着对话者受到尊敬的智慧。接着，对话者回答这个初始问题，引起对话者回答的一系列其他问题被苏格拉底用于得出对原来答案的否定。此时，对话者或者修正其原来的答案（如《游叙弗伦篇》10d，1—2）、提供一个全新的答案（如《大希庇亚斯篇》289e，2—4）、承认不能说他知道什么（如《拉凯斯篇》194b，1—4）、认可他的无知（如《卡尔米德篇》162b，9—10）、被另一个其智慧受到审查的对话者替代（如《高尔吉亚篇》461e，5—462b，2），或者恼怒地退场（如《游叙弗伦篇》10e，3—4）。问诘法的核心是反驳。
 
[29]

 自从罗宾逊（Richard Robinson）和弗拉斯托斯50年代关于苏格拉底方法的著述以来，尤其是弗拉斯托斯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影响的论文“苏格拉底的反驳”发表以来，最近三四十年评注家使用“苏格拉底反驳”作为苏格拉底对话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标准标签。
 
[30]

 弗拉斯托斯认为，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里，苏格拉底的诘问显示了一种探究的模式。虽然即席辩论存在不稳定性，反驳性论证也可能采取好多不同路径，但可以从形形色色的变体中概括出“标准反驳”（standard elenchus）：对话者断定一个论点p，苏格拉底认为p是假的并将它作为反驳目标；苏格拉底安全地同意进一步的前提，比如q和r（每一个都可能是命题的合取）。这种同意是特设的，苏格拉底根据{q，r}进行论证，而不是论证它们本身；然后，苏格拉底论证q和r推出非p，而且对话者对此同意；然后苏格拉底主张，他已表明非p为真，而p为假。
 
[31]

 弗拉斯托斯指出，苏格拉底的反驳没有诉求“受尊敬的真理”作为道德知识的“起点”。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都以共同同意的、无争议的真理为基础开展论说。不同之处在于，苏格拉底并不赋予它们认知特权地位，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们得到这样的特权地位。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每一个命题都允许反驳的挑战。
 
[32]



苏格拉底对话所用的共同策略是信念的融贯性或一致性。他通过检验对话者在常常以著名的“什么是F（的性质）”这类问题开始的整个一系列诘问中的信念的融贯性，来审查他们的健全知识。苏格拉底审验对话者智慧的一般策略就是，利用对话者根据自以为自己相信的东西而真诚地尝试回答苏格拉底的提问，来检验其信念的融贯性。不过，信念的不融贯也许并非全都是同样程度的不一致的、明确的信念的结果，而是不明确的或混淆的信念的结果，或者是接受或接近那些信念的结果。这种信念不融贯的证据没有为假定某些所谓的目标信念为假或其否定为真提供理由。苏格拉底频繁发现的信念不融贯揭露了对话者缺少智慧，这表明苏格拉底至少预设信念的融贯性是智慧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样一个健全的智慧概念在苏格拉底方法的另一个特性中展现出来。
 
[33]

 切斯特认为，苏格拉底方法首要的技术可概括为三点：（1）苏格拉底宣称没有可传授的知识，在讨论结束时像一开始一样坚决地承认无知。（2）在对话的每一步，苏格拉底向与他共事的、提供回答的探究者提出一个问题，这些回答转而会遇到苏格拉底的进一步质疑。他对问题的澄清导致他们的回答几乎总是变成不充分或不成功的。（3）虽然苏格拉底承认自己的无知，但他以微妙的引导促进了讨论。
 
[34]



苏格拉底对话共同的认识论预设是，问诘是定义检验。14个苏格拉底对话中有6个（《游叙弗伦篇》《卡尔米德篇》《大希庇亚斯篇》《拉凯斯篇》《吕西斯篇》和《国家篇》第一卷）主要是定义性的。还有3个对话实际上包括定义的章节（《普罗泰戈拉篇》312c—314d，《高尔吉亚篇》449a—466a以及《美诺篇》71d—79e）。其中要寻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节制？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美？什么是友谊？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智者？什么是修辞技艺（修辞学）？什么是美德？苏格拉底在这里不是问那种可以使用词典回答的问题即一个词的意思。他问的是就如科学家所问的那样一类问题（比如“什么是水？”要发现的回答是“水是H2
 O”）。苏格拉底追求的是与名义定义（nominal definition）相反的真实定义（real definition）。比如，关于虔诚，他要寻求所有虔诚的事物之为虔诚的形式本身。这就是问“什么是F（性）”的问题，是在寻找使F事物成为F的东西。回答“什么是F（性）”的问题是凭借所有且仅仅是F的事物进行的，对该问题的回答必须是所有且只有是F的事物称作F的东西。在对话中，苏格拉底通过问对话者有关“什么是F（性）”的问题来检验其所谓的智慧。他把对话者回答这类问题的知识当作对话者信念之融贯性的最低限度条件。
 
[35]



由此看来，苏格拉底方法的反驳模型解释只具有局部的有效性。一个更为普适的苏格拉底对话模型可以描述为：

在关于某种道德品质（比如勇敢或正义）的本性或美德本质的会话中，一个问题出现了。

苏格拉底表露出对这些问题的迷惑或无知。

他的朋友（对话者）用一个说明（explanation）或解释来帮助他。这个说明变成一个论题。

苏格拉底通过提问细致审查这个说明。

面对苏格拉底的诘问审查，这位朋友不得不对该论题加以辩护。在某种初步的澄清之后，苏格拉底问一连串的问题，初看起来这些问题似乎并不直接对那个说明有什么影响，而回应者几乎总是要对这些问题给予“是”或“否”的回答。这种盘问是苏格拉底反驳的核心。

最终，苏格拉底归纳出他的朋友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所承认的东西，而这一归纳的结果与先前所提出的那个说明是矛盾的。

结果，那个说明现在要被修改或放弃。然后，更多这样的说明做类似的尝试，被修改或抛弃。
 
[36]



也有学者认为，苏格拉底方法基本上是假说—演绎方法，这种方法与希腊自然哲学家的方法之不同，就如培根假定理论从事实归纳得出与牛顿把事实看作是用于检验理论的东西之间的不同一样，因而苏格拉底的方法在原则上是“直到我们的时代为止的一条通向科学真理的道路”。
 
[37]

 更有人将苏格拉底方法等同于波普尔的证伪方法，即通过审查某个信念之中所蕴含的矛盾来评估信念的一种手段。
 
[38]



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方法的实质是，通过质疑通常的信念和解释，辨析它们中的哪些缺乏证据或理性基础，强调思维的清晰性和一致性。这典型体现了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因此苏格拉底被尊为批判性思维的化身。苏格拉底对批判性思维理论有两个关键的贡献：其一，过一种正直和道德的生活要求阐明良好思维的某些障碍。苏格拉底观察到，高质量思维的一个障碍是，人们往往不能理性地证明他们对知识的自信的主张，而且思想的不一致常常导致一种折中伦理和德性价值的倾向。其二，他不断展示并激励他人仿效诘问方法。因此，苏格拉底方法实际上被苏格拉底用作生存和道德生活的基本方法。
 
[39]

 我们认为，苏格拉底方法已经体现了当代批判性思维的两个重要维度：一是质疑、提问、理智之谦卑、思想开放的批判性思维态度。二是以反驳为手段，首先诉求逻辑的根本准则——不矛盾原则；其次强调概念的明晰性，这是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展示。

第三节 新苏格拉底对话

细究起来，苏格拉底方法或对话有严格性程度不同的三种形式——以苏格拉底提问为核心的原始形式；“苏格拉底”或老师转为促动者的形式；任何不是以授课形式而是通过提问和回答而进行的教学法。
 
[40]

 苏格拉底教学法是一个通过作为构建知识和生成意义的对话进行反省性教育的过程。该过程不是个人的过程，而是以独立思考能力为教育目标和实践的公共过程。苏格拉底教学法不仅提升思维课程的潜力，而且也清晰地表达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作为自由之思维”的研究关切。
 
[41]



现代苏格拉底对话是由德国哲学家尼尔森（Leonard Nelson，1882—1927）及其最亲密的朋友和门徒赫克曼（Gustav Heckmann，1898—1996）在苏格拉底对话的基础上，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当今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新苏格拉底对话”（Neo-Socratic Dialogue）指自那时以来逐步形成的各种苏格拉底对话的演化形式。
 
[42]

 尼尔森将苏格拉底方法引入教育，将其提升为改革教育和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他在卡塞尔附近创建了一所学校（Walkemühle School），目标之一就是将学生训练成文明和自由的公民。赫克曼保持了尼尔森方法的活力，并引入了“元对话”。
 
[43]

 他们的苏格拉底对话是后康德主义“批判哲学”（CP）的一部分。因此，这种苏格拉底对话（Socratic DialogueCP
 ）是要以激进的批判方式澄清人们关于真与正义的主张，是一个“理性法庭”。苏格拉底、尼尔森和赫克曼都是理性批判家。
 
[44]

 《克里托篇》（46b）表明，当苏格拉底的朋友和学生克里托劝苏格拉底逃跑时，苏格拉底予以拒绝的理由是：“你知道，我决不从任何朋友那里随便接受建议，除非经过思考表明它是理性提供的最佳办法，这并非我的新想法，而是我的一贯做法。”
 
[45]

 在苏格拉底和康德眼里，传统、常识、权威、情感、宗教、神、直觉、既定价值、多数人的看法、理想的人品、聪明人的内心洞察、内心之声，所有这一切并无权决定真与正义。它们都是理性法庭批判性审查的对象。追随康德和弗里斯的思路，尼尔森确信，苏格拉底方法会对创造更加反省的、批判的公民发挥作用；通过“追溯”隐含在赋予我们经验以意义之中的判断，群体中的参与者能一起批判地探究它们自己的信念和意见。尼尔森强调苏格拉底方法的践行意义，他有一句名言：苏格拉底方法不是教哲学的艺术而是教哲学思维的艺术，不是关于哲学家的教学艺术，而是使学生具备哲学家素质的教学艺术。苏格拉底询问、检查和盘问他的公民同胞，不是像一个教导者那样传达新的真理，而仅仅是指出可能发现真理的道路。那些当真希望传授哲学洞见的老师可能仅仅旨在教授哲学思维的艺术（the art of philosophizing）。他所能做的只是向他的学生表明，每个人如何从事提供洞察基本原则的艰苦复归（regress）。假如存在哲学教导这种事的话，那只能是对某人自己进行思考的教导。更准确地说，是抽象技艺之实践方面的教导，这种技艺必须由复归方法的规则来指导。哲学真理是通过探究我们日常思维过程的预设而发现的。像尼采和维特根斯坦一样，尼尔森认为，我们思维的最基本特性是最模糊的。他所谓的“复归方法”即搜寻一般假设的方法（这些假设是我们看待世界和我们自己之方式的深层基础），如果应用恰当，这种方法将既在理论哲学也在实践哲学方面揭示一套普遍的先验真理和绝对的有效性。尼尔森指出，苏格拉底通过提问将学生导向承认自己的无知，因而切断了他们的教条主义之根。对话作为一种教导工具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制力。讲课也能激发自发的思维，尤其对更成熟的学生。但是，无论这样的刺激会多有诱惑力，它也不是不可抗拒的。只有给直言不讳持久的压迫，迎接每一个反诘，陈述每一断言的理由，才能将这种诱惑的力量转化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制力。这种迫使思想自由的艺术构成苏格拉底方法的第一秘诀。苏格拉底第一个发现，人的心智认识哲学真理的能力与对这种真理的确信不会通过偶尔聪明的主意或呆板的教学来达到，有计划、不断地和始终如一地思考才能把我们从黑暗引向光明，这是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伟大之处。他作为一个教师的伟大之处基于另一个创新：他使学生进行他们自己的思考，并引进意见的互换作为对自欺的防范。苏格拉底方法的真髓就在于将教导从教条主义解放出来——从教导中排除所有说教的判断。
 
[46]



批判哲学取向的苏格拉底对话（Socratic DialogueCP
 ）可以概括为一个简单公式：SQ+SM=SDCP
 。意为一组对话参与者试图以苏格拉底方式（SM）回答一个苏格拉底问题（SQ）。一个苏格拉底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或者能容易转换为一个哲学问题），它是如此一般和基本，以至于几乎不能以普通经验的形式唯一地予以回答，而是要纯粹靠思维。如：“什么是真？”“存在普遍的人权吗？”“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它不是需要经验知识予以回答的那类问题，也非关于具体情景的问题；既非所谓的“如何”问题（如何改善团队合作），亦非相关情景的问题（应该加入欧盟还是不加入）。苏格拉底方式是在至少两个对话参与者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对话论证形式，所有人在一个苏格拉底式的促动者的帮助下，尝试发现关于对一个苏格拉底问题的真答案（真理）的最佳可能知识。这种苏格拉底对话有四个基本元素：第一，以苏格拉底方式进行的对话的主要取向是真理的发现，而非取向自我体验、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理智娱乐。第二，苏格拉底式的思维意味着具体地思维。所有评论都应与真实经验相关，否则对话可能出现许多无意义的思索。第三，对话的参与者应该只接受“看起来对他最佳的”论证。独立思考要求人们提出自己的看法。第四，苏格拉底小组是一群普通的思考者，人人都信任他们的对话伙伴有发现真理的能力。因此他们有兴趣相互理解，就某一提出来的陈述达成相互一致的意见。
 
[47]



新苏格拉底对话的具体形式之一是“苏格拉底小组作业”（Socratic Group Work），最先用于哲学和数学教学。苏格拉底小组作业与原始的苏格拉底对话有所不同。它不再是两个人的对话，而是一种“多角色对白”；苏格拉底（教师）不再是主角。讨论小组的每个参与者对该小组获得共享的哲学真理都起着“助产士”的作用。这些转变使得苏格拉底教师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缩小了，而在另一些方面扩大了：他的助产士角色被小组接管，而由于小组讨论变得更为复杂，小组作业误入歧途的风险增大，因而对教师维持纪律，保持按规则展开群体过程的要求一般来说更多了。赫克曼进一步将苏格拉底小组作业从新康德主义的背景假设里（尤其在尼尔森的著作中）解放出来。按照尼尔森，哲学真理是通过探究我们日常思维过程的预设而发现的。在伦理学、认识论和政治学方面，尼尔森是严格的客观主义者，抱有一种“理性的自信”（self-confidence of reason），即人类自我反省的能力可以发现客观真理。在赫克曼看来，苏格拉底小组作业假设了一种更为自治的地位，独立于尼尔森元伦理学的先验论以及它与政治行动的实用联系。尼尔森所谓通过守纪律的、理性的小组讨论达成共识（可以等同“真理”）的理念是程序性的而不是认识性的地位。苏格拉底小组作业的方法论是一种哲学方法论，旨在实施苏格拉底的核心哲学理念，特别是作为一种实践而非理论，作为一种活动而非学说的伦理学。据此观点，教授伦理学不是教伦理学知识，而是通过一个人自己努力辨识难题、熟思、解决问题和反省性澄清，训练获得伦理学知识的能力。因此，哲学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其中的核心方法——复归抽象，是一种归纳程序。哲学思维要从学生外部和内部的具体现实开始，而不是从教科书中找到的学术问题开始，由此出发到达更高的抽象和概括水平。真理并不是通过反省论证的语言的和语用的方面发现的，而是通过反省表达判断的心理内容发现的。
 
[48]



复归抽象的概念可以用荷兰学者凯塞尔（Jos Kessels）的“沙漏模型”——苏格拉底对话的程序加以说明。
 
[49]

 一般问题（general question）是新苏格拉底对话的出发点和焦点。单个案例中所考虑的例子（example）提供必要的事实、环境和行动或决定。判断（judgment）表达一个观点，它将在对话期间受到审查。支撑规则（backing rules）给出该判断的理由。原则或价值（principles or values）又给出那些规则的理由。
 
[50]

 复归活动所采取的确切路线取决于所论问题的定义和所寻找概括的类别。若问题是一个概念的阐明，复归就从对当作出发点的那个实例之特性的探究开始，由此出发对更广泛的一组实例进行分析，再到另一组实例，最终达到一个暂时的完整定义。如果是认识论问题，复归就从使用某个案例的特殊标准的辨识开始，由此出发达到涵盖所假设的其他不同认识情景的概括，最终是作为我们关于信念之良好根基的一般标准。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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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小组作业的成功依赖于严格遵守控制苏格拉底教师和参与者之行为的对话规则。它与独立发展的露丝·科恩的“主题中心互动方法”（Theme-Centered Interaction，TZI）的规则极为相似。
 
[52]

 这种苏格拉底对话参与者为5—15人。对话规则大致有三类：程序规则、参与者规则和促动者规则。它的程序规则是：（1）小组决定要探究的问题。选择的问题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适合用推理进行处理，即它的解决不需要该小组或促动者难以提供的经验或历史信息；应该足够复杂和不清晰，允许新的、有用的洞见；考虑到个体参与者的背景，它足够有趣，刺激他们投身于一段艰难的工作。（2）讨论的出发点是个人经验。参与者必须有可能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找到例证，而选中的问题在该经验里扮演核心角色。某一参与者的具体经验对所有参与者均是易获得的。对这一经验的系统反省由寻找共享的判断及其深层理由所伴随。（3）所提出的每一个重要思想都由促动者加以固定。通常参与者所做出的重要陈述写在一张活动挂图或写板上，以便所有人都能有一个总体了解，清楚地知道论说的顺序。（4）严格区分实质讨论和元讨论。元讨论反思小组作业的形式和程序的方面，有时可能涉及批评促动者和其他参与者行为的诸方面。在赫克曼的典型构想中，元讨论约占整个讨论时间的三分之一。（5）努力达到一个共识。
 
[53]

 对话由训练有素的促动者指挥，他的任务不是教参与者而是引导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其作用是执行规则，调节参与者的行为，保证讨论遵守纪律，使其成为一个连贯的、富有成效的、多样化的和开放的思维过程。他的任务不是提出其他哲学家的观点或发展他自己的理论和解决方法，而是通过创造一种接纳和个人热情的氛围，提高参与者进入开放辩论的积极性来促进讨论。促动者规则包括：确保参与者相互理解，涉及他们自己的经验，按部就班进行，保持聚焦于所讨论的议题，平等地参与对话，透彻地说明他们的贡献，证实他们的判断，争取达成共识，取得对话的进步。促动者记载对话的推理，并不直接对对话的内容做出贡献，但要明确、有力地表达不满和不安。参与者遵守以下规则：每一参与者的贡献都基于他体验过的事物而非基于他读到或听到的事物；思考和提问都是真诚的，这意味着只有对所言之事的真诚怀疑才应表达出来；所有参与者都有义务尽可能清晰而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每个人都能基于其他人在对话的早些时候所贡献的意见；参与者不应仅仅专注于自己的思想，而应该尽一切努力理解其他参与者的思想，必要时要求澄清；任何跟不上讨论问题或讨论路线的人应该寻求别人的帮助以弄清小组进行到什么地步了；抽象陈述应该以具体经验为基础，以便阐明该陈述；只要参与者坚持冲突观点或尚未达到清晰性，对相关问题的探究就继续进行下去。
 
[54]



但是，苏格拉底小组作业的多年经验表明，其典型形式中的规则过于严格，难以适应使用该方法的各种语境的要求。苏格拉底小组作业发生的实际条件并非总是相应规则所预设的理想条件。比如，对于某些议题，可能没有现成的个人叙事，当作出发点的例子的范围也许被扩大，包括了来自传闻的例子或来自文学或电影的虚构案例。同时，典型形式保留着一个元讨论的完整阶段，但更为恰当的是，一旦一个或更多的参与者要求元讨论，就可以立刻中断实质讨论，以免参与者带着某些事情出错了的不舒服感觉（至少是某些参与者的感觉）继续对话。在促动者方面，苏格拉底方法的实践者一直在放松约束促动者的规则。越来越清楚的是，促动者方面的实质贡献有时可能极大地有助于使讨论摆脱卡壳的智力僵局。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促动者非常熟悉手头的难题，这能给参与者提供他们未能获得的重要背景信息；如果参与者年纪尚小，只有促动者是年长者，那么他的生活经验在提供心理背景解释方面就非常有用，对于用更为广阔范围的相关例子丰富和加深讨论也很有用。对于程序规则，基于尼尔森新康德主义先验论的共识取向的规则，也在某种程度上宽松了一些。群体过程常常倾向于判断和态度的多元主义，在这些情况下，强迫一种共识无济于事。因而，共识取向必须用相互理解、宽容和妥协来替代。在更多的争论也似乎无法解决共识的情况下，促动者相应的任务也变成了总结达到一致的是什么，有歧见的又是什么，陈述精准的争议点。总的来看，苏格拉底小组作业有两方面的益处。在认知方面，它是一种在严格纪律和约束框架内的理性问题解决的训练；在情感方面，它允许在小组的支持框架内通过别人给出的反馈控制自我认知而获得一种对某人自己一些内心冲突的理解，通过移情认同他人的思维和情感。所以，同质的智力背景、期望、动机和交流风格对成功与和谐的活动极为有益，反之则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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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方法在美国也得以复兴，最早源于本科生层次的关于“名著”的讨论课堂。名著运动最早由阿默斯特学院的克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哥伦比亚大学的厄斯金（John Erskine）、弗吉尼亚大学的巴尔（Stringfellow Barr）和布坎南（Scott Buchanan）、芝加哥大学的阿德勒（Mortimer Adler）和赫钦斯（Robert Hutchins）于1910年到1940年间发展起来，开始将苏格拉底探究结合进他们的课程，开发了当时教学实践的架构。布坎南1937在圣约翰学院（Saint John's college）创造了“苏格拉底研讨会”（Socratic Seminars）这个术语。之后这一理念由一些组织继续践行，比如苏格拉底践行中心（Center for Socratic Practice）、试金石计划（The Touchstones Project）、初级名著（Junior Great Books）、全国派迪亚中心（the National Paideia Center）和基础学校联盟（the Coalition of Essential Schools）。该教学策略逐渐被各种类型的教育家采纳，如戈瑞（Dennis Gray）、拉姆布莱特（Lesley Lambright）、梅茨格（Margaret Metzger）等，开始将它应用于自己的课堂、课程内容和他们学生的学习。1982年，阿德勒出版了《派迪亚计划：一个教育宣言》（The Paideia Proposal
 ：An Educational Manifesto
 ）。其中描绘了一种称作“助产术”的教学模型，它帮助学生“分娩”观点。这是流行的、最有影响的教学模式的一种扩展。阿德勒指出，仅仅给学生授课，希望他们获取教育者认为他们必须具有的技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通过问问题、引导讨论、帮助学生将他们的心灵从较少的理解或评价状态提升到更多的理解或评价状态。阿德勒接着提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使学生的心灵从事有价值的个体作业的学习，无论它们是文学还是别的，它伴随着对观念、价值和体现于各种形式的人造艺术产品的讨论。他通过名著基金会等相关组织积极推行儿童名著阅读活动，发展了“共享探究”（Shared Inquiry）的讨论型教学方式，要求讨论的参与者学会积极主动地阅读，提出有益的问题，有效地倾听和反馈，从而培养批判性思维、综合性阅读、文法和写作能力。阿德勒或许是最为有影响的呼吁苏格拉底教学的例证。此外，斯特朗（Michael Strong）《思考习惯：从苏格拉底研讨会到苏格拉底实践》（1997）、鲍尔（Wanda Ball）和布鲁尔（Pam Brewer）《固定课时中的苏格拉底研讨会》（2000）这样的著作以及保罗（Richard Paul）《如何通过苏格拉底提问教学》（2001）录像系列，都是那些想要在自己的学校实施苏格拉底教学的教师、校长和管理者利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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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苏格拉底方法泛化为一般批判性思维模型

全球闻名的批判性思维专家保罗和埃尔德将他们的思想八要素和理智标准与苏格拉底诘问相结合，把苏格拉底诘问抽象为一般的批判性思维模型。该模型早先由六类苏格拉底诘问组成（《如何让学生为急速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1993），后又扩展为八类（1996），最近（2007）又做了新的整理和概括。

苏格拉底诘问艺术与批判性思维密切相连，因为诘问艺术对优良思考很重要。将“苏格拉底的”这个词加到诘问艺术之上，意味着对评价思想之真或似真性的系统的、深入的和持久的兴趣。批判性思维和苏格拉底诘问有共同的目标。批判性思维为理解心灵如何发挥其功能（追求意义和真）提供概念工具；苏格拉底诘问在处理追求意义与真之基本问题时使用这些工具。批判性思维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更高的思维水平，理性的强大内心之声。苏格拉底讨论通过明确地聚焦于自我指导的、守纪律的诘问培养这种内心之声。苏格拉底诘问与其他提问的关键区别在于：苏格拉底诘问是系统的、自律的和深刻的，通常聚焦于基本概念、原则、理论、议题或难题。教师、学生或任何确实对深入探索思维感兴趣的人都能也应该构建苏格拉底提问，从事苏格拉底对话。苏格拉底诘问可用于探讨复杂观念，获得事物真相，打开议题和难题，揭示假设，分析概念，分清所知与未知，探清思想的逻辑含意。在教学方面，苏格拉底诘问可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深入探究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开始分清他们所知或理解的东西与他们不知或不理解的东西，由此帮助他们养成理智的谦逊；二是培养学生问苏格拉底问题的能力，帮助他们掌握苏格拉底对话的有力工具，能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些工具，质疑自己和别人。为此，对我们想要学生模仿和使用的诘问策略进行模型化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和埃尔德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工具和苏格拉底诘问融合起来，提出了苏格拉底对话的几种机制或技术，基于批判性思维的概念提出了苏格拉底问题的分类系统。

首先，关于推理分析过程中要问的苏格拉底问题。按照保罗和埃尔德之前建立的思想八要素框架，以思维的这八个部件为目标的苏格拉底问题自然有八类——目的或目标、问题或议题、信息、事实资料和经验、推论和结论、概念和观念、假设、含意和后果、观点和视角。每一类之下有三五个苏格拉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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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评价推理的苏格拉底问题分类系统，即以推理质量为目标的苏格拉底问题。按照保罗和埃尔德关于普遍理智标准的架构，评价推理就是将这些标准应用于推理。这些标准有六个，因而形成六类苏格拉底问题：诘问清晰性、诘问正确性、诘问精确性、诘问相干性、诘问深度、诘问广度。

再次，保罗和埃尔德给出了苏格拉底诘问艺术的检核清单。这个清单用于培养学生守纪律的诘问。学生可能轮流领导苏格拉底小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学生可能被邀来观察领导讨论的学生，然后使用以下指导方针（参加讨论的学生人手一份）提供反馈：讨论的领导者用进一步的问题响应所有回答了吗？（记住，提问者总是需要回应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他不应给出自己的看法）。检核清单包括四大类问题（每个有多少不等的子问题）：让参与者保持专注于思想的要素，让参与者保持聚焦于思想的系统性（对于主观问题、事实问题、需要在冲突观点之间做出有理由判断的问题，提问者在它们之间做出区别了吗？提问者让参与者保持意识到思考所论问题的不同方式了吗？），让参与者保持专注于思想的标准，让参与者保持积极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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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可以通过采用即兴的或自发的（spontaneous）、探索的（exploratory）和集中的（focused）的模式以及在每一模式之内应用苏格拉底诘问的正规机制来加强。自发的或无计划的苏格拉底诘问采纳了苏格拉底的精神，即一个人真正好奇，确实想知道学生是否在思考。一旦好奇心被唤起，就会自发向学生提出问题以探究他们的思维，诘问他们思维中发生的东西。苏格拉底精神要求他们开始关心理智标准，关心是否他们所思考的东西为真或为假，合逻辑或不合逻辑，合理或不合理。如果学生说，某一几何图形内的一个角与另一个角相等，人们可能自发地问，同学们如何着手证明或否证这个断言？假如学生说“美国人热爱自由”，老师也许自发地说出内心的疑惑，这个陈述是何意？意为美国人比其他人更爱自由？还是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又是何意？“自由”对所有美国人是相同的东西吗？这种自发的讨论提供了批判性聆听和探究所表达信念的模式。如果说及的某事物看起来是成问题的、令人误解的或虚假的，苏格拉底诘问就提供一种方式，帮助学生开始自我校正而非依靠老师的校正。自发的苏格拉底讨论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有用：学生开始对一个论题感兴趣；他们提出一个重要议题；他们快要抓住或整合一个新洞见；讨论陷入停滞、困惑或敌对。尽管按照定义，一个特殊的自发讨论可能不是预先计划的，但熟悉而感到舒适的一般苏格拉底问题，发展用以下问题探究的艺术以激励和有助益的方式做出回应，都利于有所预备。自发的苏格拉底诘问可能是：请求一个学生就其提出的论点或老师提出的论点提供一个例子；请求赞成一个论点的证据或理由；提出一两个反例；问小组是否同意（人人都同意这个论点吗？有人不同意吗？）；提出相似的例子；提供类比说明一个特殊立场；请求解释一个对立观点；清晰和准确地复述学生的回答。探索的苏格拉底诘问为的是查明学生对各种各样的议题知道什么，有什么思考。比如，可用于评价学生在一个研讨会或单元对一个主题的思考。教师可以使用探索的苏格拉底诘问发现有趣和争议的问题域，或者查明学生在哪里和如何将学术材料整合到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中。在引入一个主题让学生为分析一个论题做好准备或者在考试之前复习重要思想方面，也是有用的。这种诘问有助于确定学生从他们对一个主题或单元的学习中学会了什么，或者作为将来布置作业的指导。在探索性对话之后，可能在讨论中提出一个议题，在写作中发展他们自己对该议题的看法。也可能被要求组成进一步讨论该议题的小组。这类苏格拉底诘问提出和探索范围广阔的相互联系的议题和概念。要达到最大的成功，某些预先计划或事先思考是有助益的。比如，构建要问的可能问题清单，或预见学生可能回答的一览表。当然，一旦学生的思考被激发起来，不可能完全准确预见讨论发展到何种地步。集中的诘问模式是指教师在整个课堂上集中于特殊论题、特殊议题和特殊内容。它可能深入探究一个议题或概念；澄清、归类、分析和评估思想和视角；区分所知与未知；综合相关因素；构建知识。集中的苏格拉底讨论在理智上激发学生以各种视角进行思考。刺激他们清晰表达自己最基本的假设，激励他们考虑含意和后果。这种苏格拉底讨论给予学生从事一种广大的、有序的和完整的对话体验，他们从中发现、发展和共享思想和洞见。这需要预先计划，教师需要做某些预先思考的工作：一个议题的可能视角、结论的根据、问题的概念、含意和后果等。学生反思与一个议题相关的事实、有关的理智标准、基本的区分和概念，或同时发生或可能冲突的论点，都是重要的。在可能的情况下，预期学生对问题的回答也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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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苏格拉底方法的一般化也得到其他人的追随。有人采用早先的苏格拉底诘问六范畴：澄清的问题；探查假设的问题；探析理由和证据的问题；有关观点或视角的问题；探究含意和后果的问题；关于问题的问题（所论问题的重要性、问题的假设、与哪些问题相同、问题的清晰性及双方对它的理解、双方对问题是否有一致理解、回答该问题必须先回答什么问题）。互相诘问一系列问题的关键不是要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或证明他人的意见是错的，而是要共同发现哪个观点是最合理的，它们如何变得更合理。我们批判地和创造地思考自己想法的能力常常依赖其他人以这种方式的推动和帮助。在探究共同体中，所有参与者都充当苏格拉底的角色，互相问挑战性的、有助益的问题。
 
[60]

 也有人基于保罗和埃尔德的思想，建议更为一般化的苏格拉底诘问策略：

·你必须理解，人们混淆谈判与质疑，所以，你带着移情开始你的质疑，这表明你倾听你正在与之讲话的那个人。

·要求人们提供他们所信之物的理由和证据。

·尊重和倾听人们在说什么。

·信任他们通过提问艺术发现好思维的能力。

·不担心你的某些问题失败。

·愿意为你的问题而冒风险。

·问那些有助于人们区分他们所知与只是他们所信的问题。

·缓慢而温和地与那些一直未曾体现这一学习方法的人相处。

·问那些要求人们以不同视角进行推理的问题。

·问那些诱发例子、类比或隐喻的问题。

·帮助人们反省他们拥有或需要得到的信息。

·要求人们澄清关键概念和在其他语境使用它们。

·问他们需要他们反省自己的假设和结论的问题。

·当人们没有回应时不放弃。

·使你的问题与人们的生活相关，帮助他们将洞见迁移到日常体验中。

·愿意扮演魔鬼辩论者的角色。

·给人们机会，生成关于他们所思之物的问题，记住苏格拉底提问在没有会话时也能默默进行。

·对人们的回答，允许充分的等待时间。

·记住，它是一个有技巧的过程，其中一个人的力量和效力随时间展开。

·要求人们提供阐明他们意思的例子。

·总结人们之所言，然后问他们是否这是他们的意思或意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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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博士认为，作为批判性思维模型的现代苏格拉底方法或过程有三个重要的特性。第一，思维天然是社交的。思维的社交性为苏格拉底方法的对话本质搭建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们不仅同意合作讨论一个难题或议题，也因显露出来的、妨碍高质量思维的自我中心和社群中心主义而遭到挑战。挑战这些障碍，对于参与一种真实的社会交换是基本的；为了学会参与，必须具有一种理智上的谦卑感。第二，人们不应盲目主张自己“知道”。应该以这样一种态度开始：一个人的概念也许有缺陷、误传或在特定语境中不能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苏格拉底方法要求人们批判地反省他们的假设。第三，真正的知识不能靠被动的方式接受或教授。要让知识进入一个人的心灵，思想者本身必须进行理智工作，要采用这样的方式：知识的逻辑能被阐明，其应用能被例示和具体说明。要成为一个纯熟的理性人，人们必须自觉地从事理智工作。这三个特性不仅代表苏格拉底批判性思维的重要原则，而且其本质上也是实践性的。在杜威眼中，“苏格拉底的生活被理解为一种开放和好奇生活的符号”，在另一些人看来，苏格拉底是批判性思维者的完美榜样，他的实践表明我们如何可能有益地进行批判性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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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进一步将关怀思维、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加以整合，形成苏格拉底教学课堂，把这些思维方式看作是整个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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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苏格拉底方法的应用

苏格拉底方法最持久和最广泛的应用在教学领域。从教学法角度来看，教育词典常常将苏格拉底方法描述为由教师引导的一个讨论过程，引导学习者质疑自己推理的有效性或达到一个正确的结论。它是一种系统的怀疑和向另一个人提问以引出真理的清晰表达方法。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被用作一种教育方法。在教学语境里，人们假定苏格拉底方法预设：知识在学习者自身内部，恰当的提问和评论能促使该知识显露出来。因而这种方法的关键是，教师提出的问题评论必须能使学习者自己显示意义。有人认为，没有任何策略比苏格拉底策略更适合提升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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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拉底诘问的泛化导致人们认为它与下列说法都是同义的：基于实例的学习（example-based learning）、引导发现式学习（guided discovery learning）、归纳教学（inductive teaching）、探究性学习（inquiry learning）、通过设计的学习（learning by design）、通过试验的学习（learning by experi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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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方法在中小学和大学（主要是法学院）早已成为一种主流的教学法。不过，一般用“苏格拉底教学”指小学到高中的苏格拉底教育，用“苏格拉底方法”指法学院的苏格拉底教学。这两种形式的共同点是学生利用问题积极活动，都与纯粹的授课相对立。用问题教学的方式成了苏格拉底教育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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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学层次，正如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论证的，本科生的教育、自由教育，应该包括苏格拉底探究，因为它对民主社会有益，它能使学生发展批判地检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传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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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目标是培养人性（humanity），这与培养世界公民相同。培养人性通过发展三种能力来实现。第一，批判自省和对自己文化和传统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第二，把自己看作是与所有人休戚与共的人之能力；第三，叙事想象的能力，即同情他人，将自己置于他人位置的能力。当把苏格拉底批评应用于别的文化时，实际上是尊敬它们的一种方式。努斯鲍姆的“积极的大学概念”（affirmative conception of the university）基于两个关键价值：苏格拉底理性（Socratic Reason）和尊重多样性。
 
[68]

 但是，对法学院的苏格拉底方法有一些争议。《力争上游》所塑造的金斯菲尔德教授在合同法课堂上使用苏格拉底方法恐吓学生的行为被夸大了，是一幅过时的苏格拉底方法的漫画。其实，苏格拉底方法完全不同于这种刻板印象。
 
[69]

 尽管苏格拉底方法广受批评，一些报告说它的使用在下滑。但弗里德兰（Steven Friedland）1996年对美国法学院教学的调研报告发现，苏格拉底方法依然是法律教育的一个支柱。97%的教授在其一年级课堂上，大约包括平均59%的课堂教学，都使用苏格拉底方法。在二年级和三年级的课堂上，比例分别降到93%和47%。
 
[70]



明茨指出，法学院的苏格拉底方法与中小学的苏格拉底教学在4个方面有所不同：课堂背景、教师角色、探究共同体和主题内容。法学院的苏格拉底课堂规模比较大，常常超过百名学生，教授站在教室的前面，面朝一排一排的学生，接近于正式的课堂教学形式。
 
[71]

 而在中小学，苏格拉底课堂较小，理想的规模是10—15个学生，通常围成一个圈可互相面视，教师是其中一部分。就苏格拉底本人而言，他并没有正式的课堂，常常在集会、市场或有过客的地方展开他的会话。可见，中小学的苏格拉底教学可能更接近苏格拉底会话的非正式性。就教师的角色来说，在法学院的大课上，教授就是会话中的“苏格拉底”，提出问题并指引会话，学生有时被随机选中回答问题。被选中的学生可能是持续很久的焦点，也许与教授交替成为焦点。“苏格拉底”总是控制着对话，有时他在一个对话中与多人会话。课堂上的大多数评论跟随他的问题或评论。但在中小学苏格拉底教学中，教师的角色相当不同。教师一般提出一个问题，启动会话，之后他就让学生彼此进行对话。97%的时间是学生在说话，教师起着推动和澄清问题的作用。围成圆圈面对面坐的学生的看法就变成对话的核心。在苏格拉底研讨会的大部分时间里，教师是静默的；苏格拉底教学希望生成一种环境，学生能在其中直接对另一个人言说，像苏格拉底一样考察其他人的评论，在共同前提的基础上生成对主题的理解。从苏格拉底教育中的共同体来看，法学院课堂规模较大，要克服个体的精神特质并在课堂上创造学生共同体比较困难。事实上，有许多人论证说，苏格拉底方法不仅没有促进一个共同体的成长，而且实际上创造了一种自我主义的、竞争的气氛，这种批评尤其在法律教育的女性主义者中流行。“苏格拉底课堂本身变成了法律教育的一个系统的、理想化的代表，在其中赢者少而输者众。”甚至学生坐在课堂上为教授提问而提心吊胆（女生更可能感到恐惧），教授直言揭露学生的回答是不正确的或不充分的，其间可能伴有他的恐吓，有时还嘲笑学生，造成这样一种环境的苏格拉底课堂因而受到谴责。在苏格拉底方法与苏格拉底教学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前者强调公开主张一个人的看法并将它们暴露于别人的审查面前，不管这种审查给学生的感觉如何；后者强调由探究者共同体从事温和的、有礼的意见交锋。斯特朗（Michael Strong）使用华生-格拉泽批判性思维评价（Watson-Glaser Critical Thinking Appraisal）分析苏格拉底教学效果的两个经验研究报告说，那些在当年学习中进行苏格拉底实践的男女学生在测验分数上都有进步；少数女生测试分数有非常大的进步，和男生相比女生一般也有更大的进步。苏格拉底教学合作的、迷人的公共探究可能是女生获益的来源，中小学的苏格拉底教学是一种对不成比例的有益于男性的学习模式的摆脱，而在法学院的苏格拉底方法是一种倾向男性的教学模式。此外，中小学的苏格拉底教学力图让学生在礼貌的互动中严肃对待其同伴的评论，它让学生澄清立场，而且学会公民争论的语言。
 
[72]

 在主题内容方面，苏格拉底教学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阿德勒曾将其分为两类：各种书（历史、科学、哲学、诗歌、故事、散文，但不是教科书）和人类艺术产品（包括音乐片段、视觉艺术片段、戏剧和舞蹈产品、电影或电视）。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苏格拉底教学通常并不使用文本作为知识的工具，而使用丰富的、复杂的作品扩大学生的经历，改善他们的思维过程。法学院的苏格拉底方法的中心是文本（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方法常常被当作案例方法的同义词），但正如赫弗南指出的，使用文本学习对于智者相当普通，并不是苏格拉底通常使用的教学技术。在《普罗塔格拉篇》（338e—348a）中，智者使用诗歌作为其授课的一部分，而苏格拉底建议把诗歌撇在一边，相互直接交谈（347e—348a）。苏格拉底会话不以文本而是以一个人就与其生活相关的某个议题所持有的信念为中心。
 
[73]



中小学教学中有一种苏格拉底教学形式叫“苏格拉底圈”。苏格拉底圈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格拉底研讨班的原则和方法论的修改和扩展。阿德勒将“苏格拉底圈”定义为“就学生所读之物提出问题，以帮助其改善对基本观念和价值的理解”。阿德勒的仰慕者之一拉姆布莱特（Lesley Lambright）1995年把苏格拉底研讨班定义为“以文本为中心的探究性理智会话”。这种会话的本质和过程根本不同于教师引导的、问答的典型讨论。苏格拉底圈把绝大部分会话的引导和材料内容的所有权移交给学生。这种方法帮助学生达到以下学习结果：一群学生深刻理解所选的文本，改善他们的阅读理解、词汇、聆听、诉说和批判性思维的技能，获得了互相协作构建意义、解决问题和探索生活关系的经验。通常，苏格拉底圈以如下组件为基础：学生批判性阅读的一个短文本段落，学生组成的两个同心圈，一个圈集中于探索文本所表达的意义，另一个圈观察会话。在第一个圈考察和讨论了文本之后，第二个圈提供对所发生对话的质量与促进该对话的个人和小组动态的反馈。在这个反省期之后，两个圈的学生交换位置和角色，伴随着新声音和新想法，该过程在每一圈重演。当然，苏格拉底圈的每一方面都有许多变种，但保持讨论—反馈—倒换的模式是基本的。正是在内圈和外圈之间的互动，能使学生控制对话发生的方向和过程。苏格拉底圈不同于典型课堂讨论之处首先就在于这一事实：在要求学生担当某些角色的同时保持沉默。当内圈在讨论文本时，外圈的成员被指示想象他们是双向镜后面的科学观察家，他们可以看到、听到正在进行的一切，但不能以任何方式与内圈互动。同样，当外圈在提供有关所发生讨论质量的反馈时，内圈的成员必须沉默聆听。苏格拉底圈提供了一种真实世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在这里，教师仅仅起着保持讨论前行的作用，不管讨论的方向。正是学生而不是老师引导和指挥会话的焦点。当学生建构他们的讨论时，他们在激活先前的知识，建立连接，综合新图式，在一种为理解而合作的探求中……致力于达成一种对文本的增大的理解，不仅仅是吸收它。
 
[74]

 苏格拉底圈最主要的是给学生和教师提供了践行和砥砺其批判性思维技能的机会。学生很快把批判性思维看作是前进中的、发展着的技能，而不是某些学生属于而某些不属于的秘密社会。苏格拉底提问和苏格拉底圈是教师能够激励学生的方式，让人们把批判性思维看作一种终身的、生命实现过程。

另一种苏格拉底教学法形式以李普曼（Matthew Lipman）儿童哲学为代表。它是合作性的、基于探究的教学和学习方法——“探究共同体”。儿童哲学的发展已有国际性的证明，比如在英国变成“与儿童在一起的哲学”（philosophy with children），在澳大利亚成了“学校里的哲学”（philosophy in schools）或更一般的“课堂上的哲学探究”（philosophical inquiry in the classroom）。李普曼认为，作为一种思维过程的探究共同体类似于室内乐，每一个演奏者都美化他人的想法和说明以跟随乐曲，在哲学探究情形下，跟随论证和逻辑的引导。
 
[75]

 范罗瑟姆（Kristof Van Rossem）认为，苏格拉底对话可以和主流学科比如数学和地理结合起来。他本人在语言课程、宗教课程，甚至在午餐时间或学校郊游期间使用苏格拉底对话。
 
[76]



20世纪中期，“教学机”（teaching machines）这种教学法装置的使用增多。教学机是声称建立知识基础的、有一系列问题的教科书。在单独的页面上列一些问题，学生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以便他们核对自己的回答。在教学机和苏格拉底教学之间有明显的联系，比如，人们可以认为教学机和学习者之间的交流过程类似于一个现场老师使用苏格拉底方法教学生时所发生的情况。通过回答一系列问题，学习者从一种知识或技能状态被引导到另一种。有人主张教学机是苏格拉底式的，类似于法学教育里使用的苏格拉底方法，因为后者随机“冷不防提问”（cold-calling）学生列举一个案例的具体事实。像教学机一样，法学院教授有时使用一系列直接问句以引出正确答案。教学机和通过“冷不防提问”诱发事实信息是在最广泛层次上的教育中的苏格拉底应用，即对于那些号召教学机和冷不防提问的人而言，苏格拉底教育只意味着教师使用问题从学生那里获得信息。当然，也有乔丹（James Jordan）指出，教学机和苏格拉底在《游叙弗伦篇》苏格拉底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苏格拉底真正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探究者，在心里并无他设法引导他的对话者得到的正确答案。阿瑞达（Phillip Areeda）在其死后发表于《哈佛法律评论》上的关于苏格拉底方法的演讲也论证，苏格拉底方法并非想要学生列举事实，因而通过冷不防提问背诵事实并不是苏格拉底式的。他指出，苏格拉底方法的真髓不是背诵而是它迫使学生从指定的司法见解（法条或其他材料）出发，运用他所知（或以为他所知的）的东西进行推理和分析。他关注发生于苏格拉底方法中的提问部分，并论证在法学教育中，对于苏格拉底方法背诵只不过起着预备作用。要求事实背诵的问题仅仅建立了苏格拉底方法能从其中提取出来的一个具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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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取向的苏格拉底对话突出从对话者自身引出知识或自己得出结论这一特性。有一个相当流行的观点：只要教师使用提问，教育就是苏格拉底式的。这一看法频繁引证苏格拉底与一个奴隶男孩的对话（《美诺篇》，83b—c）作为依据。在对话进行到三分之一的时候，苏格拉底告诉美诺，他可以证明我们所谓的学习其实是回忆。通过问答，苏格拉底让奴隶男孩“回忆起”一个几何原则。许多人认为这是苏格拉底教育的一个经典例子。当然，这个对话与某些苏格拉底的基本洞见相符（例如，学习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人们能使用问题刺激这种学习）。但是，与美诺的对话相比，对奴隶男孩的教育并不是真正地通过挑战其信念的一致性而引出疑惑。同时，苏格拉底也没有真正让奴隶男孩作为一个探究的参与者。因此，奴隶男孩是一个非典型的苏格拉底对谈者，几何学讨论也是苏格拉底对话的非典型话题。有理由认为这个会话在苏格拉底教育会话的古代描写中是异常的。仅仅为了在课堂上引出事实或对人们进行冷不防提问，与奴隶男孩的对话相类似。
 
[78]

 不过，如果我们紧紧抓住奴隶男孩对话中“自己得出结论”这个特点的话，这个对话所蕴含的积极思考的过程和方法依然是苏格拉底式的，而且会有重要的应用。例如，奥斯丁（Aleine Austin）1993年2月在《月评》（Monthly Review
 ）上发表了《工会少女》（Union Maid
 ）一文，描述了她在全国航海工会作为工会教育指导者胡伯曼（Leo Huberman）的河港教育指导者助手工作的时候，看到胡伯曼如何运用苏格拉底方法开展工会教育。胡伯曼的第一课就是告诫奥斯丁：“不要讲课！”一个好教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学生参与进来，一个讲师通常更关心所教的主题内容，而胡伯曼关心教人。讲课把学生变成被动的接受者，而正确的策略应该是激励学生变成积极的思考者。胡伯曼的做法是，从教育对象的经验、处境开始，问他们一些能够引出他们自己知识的问题。他让奥斯丁把教育一词分解为它的拉丁词根：E-duc-ation即out from-lead-the act of。胡伯曼说，“你看，lead out from或draw out from，那就是教育意思的起源。你引出你的学生所知道的东西——他们理解的种子就在他们的旧经验之中。你从他们引出他们早已知道的东西”。奥斯丁讲到一个案例。胡伯曼通过与船员的对话让他们自己得出建立工会必要性的结论。

胡伯曼：你和老板谁更强势？

船员1：当然是老板。

胡伯曼：你如何知道的？

船员1：我不得不到他那儿找工作。

胡伯曼：他有什么本钱能使他给你这份工作？

船员1：他有船。

胡伯曼：为什么你自己没有船？

船员1：我？我到哪里去搞那些钱？

胡伯曼：所以，要有你自己的船，你就需要钱或资本。同样，要有一间工厂或餐馆或任何雇佣他人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的生意，也是如此。可是，为什么那使老板比某个个人要强——难道他不需要工人开船吗？（他指向另一个船员，要他回答这个问题）

船员2：当然，没有我们，他的船开不起来。

胡伯曼：那么，你能决定你要的工资吗？

船员2：我能决定我愿意要多少工资——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会得到那样多的工资。

胡伯曼：为什么不能？（指向另一个船员）

船员3：因为可能会出现某个其他障碍，所以接受更低的工资。

胡伯曼：可是，你不是有因感到工资太低而拒绝工作的自由吗？

船员3：当然，我也有挨饿的自由——可我想要填饱肚子，不得不接受老板付的工资，不管有多低，因为假如我不干的话，别人愿意干。我没有权力，这就是一切。

胡伯曼：你能通过做某些事情而获得某种力量吗？

船员3：好，我们试着谈谈怎样对付为如此低的工资而工作的问题。

胡伯曼：（向全班说）怎么做呢？

船员4：现在，其他人做什么好呢？在老板注意到之前，你必须纠集所有港口船员拒绝低于某个价格的工作。

船员5：那不会有什么用——他会去另一个港口，雇佣那里的船员。

船员6：假如你使所有港口的所有船员拒绝，比如说低于每小时5元的工作，那么你就有了某种力量，不是吗？

胡伯曼：你的意思是通过一种联盟？

船员2：你知道！联盟就是个人联合起来的时候。

胡伯曼：为何目的？

船员2：为了控制他们的工资。

胡伯曼：控制？他们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工资吗？

船员5：肯定。他们现在坐在驾驶座上。

船员2：呵，他们可能因要求高工资使老板难做生意。

胡伯曼：那老板会怎么做，假如联盟要求比如每小时10元，他感到会丧失金钱或破产呢？

船员1：可能他许诺给7元或8元。

胡伯曼：你的意思是他开始和船员讨价还价？

船员1：是的，我猜想那是你想要的。

胡伯曼：好。之前你不是说，你不得不接受所有者提供的东西，否则会挨饿？现在你是说他与你讨价还价。现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船员1：以前，我只是一个人独自行动，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力量。现在，与其他所有工人结成一个联盟，通过和其他船员一起参加，我获得了讨价还价的力量。

胡伯曼：听起来你像在引证高等法院的裁决。让我们读一下1937年做出的裁决的一部分。“很久以前，我们陈述过劳工组织的理由。我们说，他们组织起来是情境使然：单个的雇员在与雇主打交道时是无助的……工会主要是给劳动者争取与雇主平等
 的一个机会。那就是工会做的事情。他们并不使工人比雇主更强势；而是通过在决定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时给予他们发声的一个机会，使得工人与雇主更平等。”有谁知道所谓的那种讨价还价吗？

船员1：不是叫“集体讨价还价”吗？

胡伯曼：对。（船员们显出笑意）

奥斯丁说：“我也笑了。有一天我会像这样教，我对自己打包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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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证明了苏格拉底提问既是认知的也是情感的，激起学生的思考，引起并探究他们的思维。苏格拉底方法不只是一种教学法的花招或技术，而是必须被培养的、有利于形成新的学习、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心智习惯和价值。它所倡导的理念是，学生需要发现他们并不知道的、与他们认为他们之所知相反的东西，这会使他们发展激励创造性、发现、有力的想象、好奇心、拥护怀疑和质疑的必要性的价值和倾向，以及一种探究性取向和深层次的对他人生活的移情。简言之，苏格拉底提问是一个生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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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方法在哲学践行和哲学咨询中也有重要而广泛的应用。哲学践行（Philosophical Practice）或践行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秉承苏格拉底哲学活动的精神，旨在提高人们的批判性能力以及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哲学践行的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哲学教育的观念相一致：哲学教育不仅是让学生机械地学习即获取信息然后复述，还应是关于寻找“为何这样”“如何改变”以及了解“你是谁”“如何从事社会生活”等一系列问题答案的工作。两个专业杂志都曾出过苏格拉底专辑——英国的《践行哲学》第2卷第2期（1999）的“苏格拉底”专辑和美国的《哲学践行》第5卷第3期（2010）的“苏格拉底对话”特刊。国际著名践行哲学家和儿童哲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者奥斯卡·博列尼菲尔（Oscar Brenifier）博士曾在法国建立了“哲学践行研究所”（Institut de Pratiques Philosophiques）。他在早年的学习过程中就喜欢上苏格拉底诘问，并立志成为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什么是F”的问题是想找到一个基本的、不变的原则（就如爱因斯坦一直追求的特殊原理——原理的原理）。这就是从具体事物中提炼出抽象概念、从纷繁的案例中总结出敏锐的思想，就能更加准确地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提炼与总结意味着精简地进行思考，将精简的概念与思想用以指导复杂的生活意味着扩充思考。只有精简的思考才能够产生敏锐的洞见。博列尼菲尔承认在他的哲学践行中所运用的方法之一便是苏格拉底对话。这种追问方法是帮助人们进行思考以及澄清模糊想法的有力工具。第一个追问便是针对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期望？ 我想要什么？ 我知道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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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苏格拉底对话引入荷兰。荷兰学者凯塞尔（Jos Kessels）翻译了尼尔森的著作，引入“战略对话”（dialogue on strategy），首次实践“餐桌思考”（Diner Pensant）。荷兰哲学践行协会（Dutch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ical Practice
 ）主席、莱顿对话中心（Leiden Dialogue centre
 ，在荷兰、英国、瑞士和德国组织了苏格拉底对话）创始人德尔诺伊基（Jos Delnoij）引入了在活动挂图上使用颜色清楚辨识对话内容（蓝色）、元对话（绿色）和战略对话（红色）。荷兰今天已有苏格拉底对话的六种变体。一些哲学家经常实践苏格拉底对话，一些人靠此部分地赚钱生活。1998年，荷兰哲学践行学会发起两个苏格拉底对话促动者课程：一个是荷兰的；另一个是国际性的。哲学践行的苏格拉底对话不仅进入荷兰教育（如尼尔森做的），比如大学和中学，而且苏格拉底促动者也进入商界（如银行和商业咨询）以及非营利组织，如政治团体、警察机关和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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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塞尔在《市场中的苏格拉底对话》中把自己描绘为一个对话顾问（dialogue consultant），他试图将古代被忘却的辩证法技艺（实则是尼尔森类型的苏格拉底对话）运用于商业问题。苏格拉底方法曾被用于荷兰污水下水道系统预算优先顺序的问题上。“反思越多，浪费掉的金钱越少。”凯塞尔曾与银行家、税务稽查员、零售商、医务人员和警察“对话”。古希腊智者可能是首次把他们的技能用到市场上的职业哲学家：他们作为政治谋士和个人咨询师收取费用。职业哲学家作为“辅助商”帮助人们透彻思考他们的问题，所提供的服务在纽约每小时收费100美元，这早已让心理疗法这个行当吃惊了。荷兰哲学家、咨询哲学家协会（Society of Consultant Philosophers）主席穆利斯（Karin Murris）解释说，“我们关注人的概念史而非他们的情感史”，“人们的思维常常正好被卡住了”。泰勒（Christian Tyler）认为，苏格拉底对话值得引进董事会或委员会。在这里，苏格拉底对话实际上成了受监督的头脑风暴法。要使思考更令人愉快，哲学咨询师应该组织一场餐桌思维。就如凯塞尔所说的，经验表明在共同进餐期间会话开展得最好，因为这实现了轻松与专注的理想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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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哲学咨询家博尔腾（Hans Bolten）是活跃于荷兰和国外的苏格拉底对话促动者和管理训练家，近年曾为荷兰税务部开发并实施了一个与道德责任有关的培训计划，训练该部门的管理者在组织内促进苏格拉底对话。他也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改进苏格拉底方法本身，将苏格拉底对话与另一种体验式学习——拓展训练（outdoor training）结合起来。培养组织内的道德责任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首先设法灌输标准和系统；另一种是力图教道德决策和价值，以便“伦理思考”和让意识成为每一个管理者精神装备的一部分。而在后一种方法里，苏格拉底对话帮助管理者发展道德能力和责任。博尔腾得出这样的结论：关心伦理的组织不能依赖抽象的道德准则和规则。如果管理者要塑造他们既意见一致又能应用于实际的道德指针，他们就需要以苏格拉底对话为工具。苏格拉底对话能培育管理者对说明其行动做好准备，为道德行动本身的含意（隐含的后果）做好准备，因此帮助创造出一种文化：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是规则而非例外，这种责任性说明一个人的行动有其正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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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哲学践行，苏格拉底对话已经变成咨询市场的一个新产品，对这一产品的需求还在逐渐增长。苏格拉底对话从外部给人们和组织提供一种克服他们达到目标之困难的手段。显然，苏格拉底的“思维审计”能影响个人和组织以良好方式做事。在此情况下，可以理解某些哲学家和作为自由作家或失业的其他知识分子尝试通过给公司和组织提供这种有哲学基础的产品来维持生计。不过，他们和我们中的一些人有赚钱的欲念，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但可能是误用苏格拉底对话的一个来源，尤其是如果它导向苏格拉底对话、批判性思维的最初意图时，就会被迫倒退或遭毁坏。简言之，苏格拉底也许去市场，但他并没有变成市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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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专家也对日益红火的哲学咨询提出警示：苏格拉底方法发展思维和行动、思维与体验、思维与决断（或预判）之间的内在结合或联系，因而希望它推行到全世界。不过，一些哲学家过于激动，他们想现在而不是明天就开始推进苏格拉底方法。然而，合适地推进需要各种各样的技能和经验，不可过于急促。同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向其他促动者的做法学习，而是保护哲学；同样重要的是：在你准备好之前不要一开始就糟蹋你自己的市场！他希望有志成为一个苏格拉底式服务商的哲学家能践行忍耐的美德，直到经受充分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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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苏格拉底方法在德国、英格兰和荷兰颇为流行，甚至日本也自1999年引入以来一直使用它。尤其在医学伦理学中，苏格拉底对话成为主流研究方法。各类参与者一起讨论医疗保健制度里的权利与责任。参与者通过提出具体例子来回应手头的议题，通过讨论澄清与权利和责任相联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这又形成他们关于那些经验的基础。在讨论过程中，参与者在辨识他们意见的共同点和分歧的同时，形成共享的价值系统，也要求他们评价自己的经验，尝试评价该方法本身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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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盟关于异种器官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伦理问题研究的计划中，苏格拉底对话被用作与各种利益相关者讨论异种器官移植之伦理难题的手段。欧盟委员会的研究理事会资助一个研究计划——“增加公众参与异种器官移植伦理问题的辩论”（2002），涉及德国、西班牙、奥地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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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这三国分别提出了“国家评估报告：新苏格拉底对话”。其实，苏格拉底方法在其源头上就与伦理问题关系密切。伦理问题讨论的程序即是苏格拉底对话的程序：从一个具体案例开始，辨识隐含在我们对其判断之中的标准和考虑事项，通过考虑假设的变体来抽象出一般规则，进而达到作为我们的道德思维和价值判断之基础的普遍原则。无论该方法应用在数学、认识论、伦理学还是在内省心理学中，核心的理念总是从具体经验和具体判断到一般规则和普遍原则的归纳概括。赫克曼抽象出的苏格拉底对话的典型形式对小群体医学伦理学教学有极大吸引力。它的策略是，从相关个人的个体经验开始，解释它并在一个主体间的交锋和证明过程中慎重地归纳它们；在教师方面，对于讨论的内容有非指向性的义务，在参与者方面，必须澄清他们自己的思维以及他们理解别人思想的方式，内容层面和元层次的讨论严格分开，尤其是在群体过程中，情感和动机资源的开发构成聪明的运用。但是，经验表明，苏格拉底小组的典型形式有一些弊端，它们可以通过放松某些规则的刚性得以克服。这些主要涉及禁止教师方面的实质干预以及坚持共识的形成（起源于尼尔森的新康德主义先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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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诘问一直被当作“认知疗法的基石”。在认知行为治疗（CBT）中，苏格拉底提问给予治疗师和客户同样的机会揭示客户早已知道但未曾考虑或已忘记了的东西。通过灵敏的提问，客户被激励使用他们的所知，自己发现替代观点和解决办法。苏格拉底方法可能比询问范围更广。在CBT中最常用的苏格拉底技术是苏格拉底提问。认知治疗师发展良好的苏格拉底问题库，这是因为它具有激励一种个人对某种情境的回顾以及在态度、情感和行为上相关改变的效果。伯恩（David Burns）在其《自助书》（1980）中说，通过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你发现了你挫败你自己的信念。通过再三重述以下问题，挖掘出你的难题的起源：“如果消极思想是真的，那么它对我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它会使我烦恼？”在不引入某些治疗师的主观偏见、个人信念或理论偏好的情况下，你能客观地、系统地直接进入你的难题的根源。在辨识认知、影响、行为和恰当感受一个客户的困难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对话能详尽说明可能“遍布客户心灵”但先前没有完全被认识到的事情。像“你感觉如何？”“你的思想经历是怎样的？”这样的简单问题能帮助客户澄清和明确表述情感和思想。其他有用的评价问题如：当它发生时，你做什么？当你思考或做那个的时候它对你意味着什么？你第一次有这样的思考是什么时候？你有任何其他感觉吗？也可以通过问一些问题帮助你检核由初步表述生成的假说来进一步报告该表述，如，当那发生时，你感觉如何？当你像那样感觉时，在你心里发生了什么？在那时，你容易干什么？这激励进一步探究，因此确立和修改表述。认知疗法的一个基本部分是教客户CBT技能，其中一些最好是通过教诲和体验而获得，比如教断言技能和呼吸技术。但是，思想和情感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对动机和行为的影响，通常使用苏格拉底方法合作地探索更好。审查这些联系的一个标准方法是，激励客户从事假设性练习，想象不同思考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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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专家埃尔德也认为，批判性思维的苏格拉底提问和反思有助于控制和消除消极情感。思维人和情感人的区分是一种概念上的错误。其实，作为人，我们每天都思考，都体验情感。思考与情感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如果你认为某人不公正地对待你，你就会感到对此人的某种消极情感或情绪（生气或怨恨）。这种在精神上发生的感觉是你在该情境下的思维方式的结果。同时，情感也能影响和驱动思维。情绪和情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它们是传递你按照积极的或消极的方式设想事物的信号。当然，情感或情绪可能是正当合理的，也可能不是正当合理的。谁都知道，人与情感的关联方式不同，可能造成生活质量的巨大不同。随着学会审查你的情感，探究说明其缘由的思维，你就能攻击导致自我强加的非积极效应的情感痛苦的那种思维。你能通过开始控制引起那些情感的思维来控制你的情感。如何用批判性思维控制情感生活？每当你经历一种消极情感时就问问自己：将你导向这个情感的是何种思维？看看你是否能辨识此情感背后的非理性思维；用更好、更合情理的思维抨击那种思维。一旦在新思维基础上采取行动，你的情感就会由此开始改变。如果你在生活中频繁地经历消极情感，那就仔细考察何种事物引起这种情感。除非你直面生活中引起消极情感的问题，除非你做某些事挑战该情境，否则消极情感会卷土重来。找到这种情感的思维根源，用导致有积极效应的行为与积极情绪的思维来攻击你原来的思维方法。通过分析引起消极情感的东西，你常常能识别你的思维和行为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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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管理中，职员和管理工具辅导训练或教练（Coaching）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现在它被用作个人辅导、团队和群体辅导、过程和计划辅导以及领导力辅导（针对年轻高管和最高管理者）。这种辅导训练的基本元素主要源于苏格拉底对话。苏格拉底对话的一个特性是对对话伙伴自我责任的要求和承认，它期待对变化有基本准备的、自己做决定的个人。有人把苏格拉底比作辅导训练中的“教练”。当个人、群体或团队想要澄清基本问题以便塑造他们的积极生活和建设性合作时，苏格拉底辅导训练总能派上用场。它通过与其他辅导形式特别是以解决方案为焦点的系统辅导训练和个人辅导的相互作用产生自己的效果。以解决方案为焦点的辅导训练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目标和任务，澄清将它们付诸实施的步骤以及执行必要的行为。个人辅导的重点是潜能和资源的强化。特殊的个人生活史的评价是核心，基于一种融贯的自我评估支持内在稳定性和魅力。当这些辅导形式不能确保一种持久的从问题域向解决方法域转变或者用苏格拉底辅导能加强解决方法域时，苏格拉底辅导可以做出贡献。目标是要澄清被个体或群体阻止或推动的具体解决方法之努力背后的态度和基本信念。“我们互相热烈讨论了这个计划，但我们没有设法得出具体决策，我们应该谈论我们接受一个团队决策的条件吗？”结果证明，假如基础性的态度未被检视或实际上是矛盾的话，快速而情绪高涨地达成的“成功”可能很容易消退，问题域的故态复萌威胁相应的醒悟。苏格拉底辅导寻求为转变期建立一个确信的坚实基础，为随后的完成建立一个行动计划。事实上，辅导伙伴对辅导过程的重要贡献在于，参与者自己解决“苏格拉底问题”。一个使人感悟的苏格拉底问题是伙伴自己形成的，它可能是加速个人发展、团队和组织发展的有力工具。这个方法不是要求或寻求短期解决办法，其目的是要找到这样的问题：对它的回答使得一种行为上的持久变化成为可能。苏格拉底辅导保持情感和理性之间的平衡。一方面，重要的是涉及情感，开发行动的动机，产生的情感与对话过程密切相关（现在你对这个判断的感觉怎么样）；另一方面，明智的探究需要充分的情感超脱，以获得行动之可能取向的清晰图景。这可以通过从不同视角审查问题来达到。集中于共同审查与当下问题相似的一个过往情境被证明是精妙而有效的。（你能记得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过与这个问题相似的情境吗？）对于辅导伙伴，从反射距离来理解相关人比较容易。他们更可能接受对他们的假设和核心信念所作的建设性批评。按照这个结构，苏格拉底辅导的进程可分为7个主要行动阶段：（1）辨识当下的问题情境，确定主题；（2）规划核心的苏格拉底问题；（3）利用范例情境建立具体的练习方向；（4）记录行动（有意图、有目的的行为）、行为（对内部或外部刺激所做出的行为与反应）、情感和身体反应；（5）调查具体判断和最重要的论证；（6）揭示、表述和审查思维和态度的基本模式；（7）界定和整合新的或扩充的核心信念。从苏格拉底辅导的结构可以得出四条规则：（1）用具体语词提出（当下情境或范例情境）：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澄清该情境和它的指称。例如，哪个雇员对你说过这个？你多久经历一次？（2）得出结论（具体判断、行动和行为）：得出了与哪个要辅导的行为和情感相联系的判断，例如：“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以这种方式做出反应？你改变这个的理由是什么？你会如何向你的雇员解释它？”（3）广义化和深化（若—则规则，基础确信）：揭露和细致说明从辅导伙伴所提出的具体裁决和评价而来的假设，例如，总是？有时？一般说来？必然？在这样的情境中，你总是这样进行吗？你如何达到这个判断的？你如何表述你在这里所遵循的规则？（4）校验逻辑（情境—假设—判断之间的关系）：检核基本确信和假设，看看它们是否融贯，是否它们与被辅导者的生活、职业态度和价值是一致的，是否在那种情境里它们被充分使用。在这里，注意使用助动词（想要、应该、不得不）也是重要的。例如，这是你在所有情境中遵循的规则吗？这个价值与你关于……的看法如何相联系？你怀疑你有义务做或是否你想要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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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玻姆（David Bohm）的“对话”应用于英国和欧洲的公司领导力项目和监狱。他将“元对话”置于核心地位，认为对话和思维的实际过程比内容更重要。他的对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探究的公共维度以及在通过对话的真正互动之发展中，关怀所起的作用。玻姆用舞蹈比喻其对话方法中出现的关系类型。在合作性的课堂探究中，关怀是对探究的关心、对他人的关怀、对被认为有价值的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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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还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方法是精神治疗师、律师、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和一些双亲经常使用的技术。电视人物——神探可伦坡（Columbo）也使用现代苏格拉底方法。他总是问需要具体、正确回答的更好的问题。通过问这种看起来可笑、过于细致的问题，可伦坡能用片段拼成事件的一幅融贯图画，因而他每次都能抓到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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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认为苏格拉底方法不适合经验科学，只适用于我们对之已有足够的知识可以达到正确结论的事物，然而由于我们思想混乱或缺乏分析的缘故而未能对我们所知的东西加以合乎逻辑地使用。即使这样的对话探究得出了结论也只是语言学方面的发现。当然，稍作推广，这种方法可以适用于逻辑问题而非事实问题的争论。这是因为辩证法或无拘无束地辩论的习惯是有助于增进逻辑的一贯性的。但当其目的是要发现新事实的时候，这种方法便完全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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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苏格拉底方法看作是完全否定性的方法，不鼓励和激发人们达到肯定性目标。人们将合乎逻辑地假设，持续重新审查的结果是虚无主义世界观和对“真理”概念的拒斥。在一个积极的社会里，沉思本身并不是目的，即使任何有用的社会目标能用这个批判方法来实现，那也是少之又少。而且，人们可能在判断自己或他人行为时不使用任何标准，这可能导致我们这样的高度组织化的竞争社会的毁灭性后果。我们当代社会所需要的是各种跨领域知识的内在关联，而不是对人生总体之零件的隔离的、人为的审查。苏格拉底方法是对问题的肤浅逻辑的简单化，普遍遗忘了对问题的更深的洞察。因此，如果苏格拉底教学方法以任何形式应用于我们当今的学校，它就是一种破坏社会的否定性地震，未能回答时代基本需求和问题。它将倾向于分解实际问题，进一步分裂知识而不是重整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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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在其《柏拉图（I）》（1919）中说，没有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方法只不过是一种教法而已，模仿某个有灵感的精神领袖清清他的喉咙，吐口痰，把他所谓的方法装进瓶子，然后想象这是在调剂生命之水。弗里斯也评论说，苏格拉底的教学方式充满错误。每一个聪明的、阅读柏拉图对话的大学新生都提出这样的反对：苏格拉底在最决定性的时刻从事独白，他的学生简直就是个应声虫，有时人们甚至完全不理解他们怎么得出的“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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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苏格拉底方法的教师也提出一些运用方面的问题。比如，规划苏格拉底问题比较困难；苏格拉底方法天真率直的本性可能威胁教师的传统角色；当教师挑战学习者的概念时，后者常常感到威胁；在教师在与一个学习者对话的同时，同班的其他学习者可能失去兴趣；如果没有友好的气氛，教师的提问会被学习者视作挑剔和批评；没有清晰划定可测量的学习目标，没有标准的评估方式；等等。对法学院使用的苏格拉底方法的批评更为激烈。有学者认为标准的苏格拉底方法不利于女学生；它将大量课堂时间浪费在那些准备得糟糕或完全不理解所问问题的学生提供的回答上；它也常常因对学生来说十分隐蔽的正确回答而把学生搞糊涂了；在课堂上，学生必须学会大量复杂的和反直觉的材料，这对他们是一个严重的障碍；最终，苏格拉底方法的攻击性使用有时导致学生和教授之间的紧张和怨恨。虽然该方法的限制使用可能依然在许多大班级作为一种保证所有学生参与讨论的方式而有某种价值，但是，由于其缺点很严重，以致我们即使不完全废止它，也应该减少对它的使用。另一些学者承认苏格拉底诘问能帮助学生成长为自主的理性人，但是仅仅是论辩上的纯熟对于学生还不够。为了发展社会责任感，他们也必须关心伦理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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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方法应用的局限也与文化背景有关。寺田（Toshiro Terada）指出，在教学中践行哲学不单是一个课程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日本不是一种基于对话的文化，明显的差异主要是“把不愉快的事隐瞒起来”。在课堂上所鼓励的对话中有一个明确的胜利者。因此，鼓励竞争力的对话方法一致被认为是苏格拉底对话的特性，但这在日本会遇到麻烦。尽管有竞争，但参与者不愿意有冲突，因此很可能轻易达成了“一致”意见，但这种“一致”并不是来自严格审查的真正的一致。因而寺田建议改变真理是一致达成时获得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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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苏格拉底方法已有长足的发展，很多过去遭受诟病的缺陷已逐步得到克服。尤其是泛化为一般批判性思维模型的苏格拉底诘问，摆脱了某些苏格拉底方法的具体形式的束缚，也消除了其局限。现在剩余的一个重要问题或许是，运用过程中可能导致过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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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批判性思维教学

经历了批判性思维运动的洗礼之后，批判性思维的价值现在已被普遍认可。批判性思维的三个基本问题成为主要的争论对象：如何界定、怎样教和怎么检测？虽然批判性思维教学伴随批判性思维运动早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学术界和教育界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教学理念还存在分歧，对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自然也存在不少尖锐的争论。不同的理论假设导致了不同的批判性思维教学策略和方法。正如批判性思维的定义百花齐放一样，今日依然有各种批判性思维教学技术的新探索。我们认为，就批判性思维教学而言，必须认识到三个层次的“多样化”：课程设置的多样化、教学策略和方法的多样化和跨文化的多样化。同时，也必须实行三个结合：与真实生活情境问题、专业学习科目和特殊文化背景相结合。

第一节 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1983年以来的“新浪潮”批判性思维逐步扩展到众多研究领域：思维、非形式推理、科学思维、思维架构、课堂言说、课堂讨论甚至学习和智能领域。在教育实践的历史上，很可能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教儿童批判地思考的推动力。在批判性思维运动中，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更是层出不穷。比如卡温顿的“生成性思维计划方案”（Productive Thinking Program），德波诺的CORT计划方案（即著名的“6顶思考帽”训练方案）、工具丰富（Instrumental Enrichment）、儿童哲学、智能结构、问题解决和领会、奥德赛（Odyssey ）
 
[1]

 ；许多州都构建了相关的思维培训计划，比如在马萨诸塞州就有适应中小学的“基本挑战”（Basic Challenge）计划、“资优教育共享方法”（Shared Approach to Gifted Education，SAGE）、“心灵的奥林匹克”（Olympics of the Mind）、“未来问题解决”（Future Problem Solving）等。
 
[2]



但是，根据一些研究所揭示的这些计划方案效果不彰的情况，佛尔曼要求教学生批判性思维必须满足五个条件。第一，基于批判性思维/思维的一致意见；第二，心理测量的正确性（soundness）与发展新浪潮批判性思维检测的因素结构的分析，以决定批判性思维测试的结构，决定是否批判性思维的结构作为不同于语言能力、智商等的一种独特构造而存在；第三，批判性思维的定义与批判性思维测试因素结构的关系；第四，为了确定在过去哪个教学方法是有效的，需要对全部过往文献反映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的效应量进行元分析和综合；第五，最为关键的是，要决定新浪潮批判性思维教学的某一方法在哪种条件下有效果，需要对这些教学方法的效应量进行独立的、方法论上正确的、复制的研究。
 
[3]



批判性思维课程设置应该是独立教授（一般方法）的课程、注入现有学科领域教学之中、浸没在学生所学的具体学科中，还是用一种组合一般方法与注入法或浸没法的“混合模式”方法来教？这个问题可能是批判性思维运动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争论最多、最持久的批判性思维教学问题。
 
[4]

 不过从批判性思维教学实践来看，今天依然是百花齐放的局面。

批判性思维教学法涉及两个不同的理论假设。一些学者假定存在一般批判性思维技能，它可以独立于专业学习并在专业学习中提升和运用。持此观点的著名批判性思维学者有恩尼斯、西格尔、保罗、诺里斯等。而像梅可派克和威林厄姆（Daniel T.Willingham）等人不承认存在“一般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认为批判性思维属于具体技能，是属于具体学科的，具有学科专属性。他们的争论集中反映在《批判性思维和教育》《教授批判性思维：对话和辩证法》等著作以及许多论文里。
 
[5]

 显然，在通识教育中流行的单独批判性思维课程基于第一个假设而反对这种课程，主张只能通过具体学科才能获取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法是以第二个假设为基础的。这两个观点可以简称为“领域独立性”和“领域专属性”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及其教学路向。

具体说来，“学科专属性”的观点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从经验角度论证。许多当代认知心理学家坚持认为，教授一般批判性思维技能并迁移到其他领域在经验上是不可能的。这个版本的学科专属性观点可以用三个原则来刻画：一个特定领域中的背景知识对于思维是本质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和能力从某一领域到别的领域的简单迁移是不可能的，仅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时迁移才有可能：（1）各种各样的领域中有足够的实践；（2）有集中于迁移的教学。任何一般批判性思维教学不可能会有效果。大多数认知心理学家至少坚持前两个原则。三个原则一起构成恩尼斯所谓的“强领域专属性”，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教授批判性思维的唯一注入方法就得到支持。格拉泽是这种方法的倡导者。不过，雷斯尼克（Lauren Resnick）和尼克尔森（Raymond S.Nickerson）并没有认可第三个原则，因而他们主张一种“温和的领域专属性”，他们或者支持注入方法，或者支持混合方法。恩尼斯指出了经验版本的三个原则的种种问题。
 
[6]

 领域专属性所提到的域、领域、学科、子学科和主题内容都具有含混性。如果经验专属性是正确的，那么在一个学科教授的批判性思维原则对我们在别的学科中就没有帮助，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无帮助。比如，我在大学新生的物理课程中学到这样一个原则：当在一个物理实验室里做出一个观察时，一般应至少获得三个读数，但这原则并不能用于我试图大致决定环绕我的居住区走一英里耗费多长时间的问题。但通常我确实应用它。按照经验专属性，为了学会那种原则，使我能将它应用于社区规划的一门课程中，该原则不得不在这样的课程中加以教授；或者我不得不在社区测量语境中学会它。这好像太牵强附会了。
 
[7]

 其二，从认识论角度论证。按照认知评价标准，由于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构成各种信念的好理由”并不相同，因此批判性思维必定从一个学科领域到另一个学科领域是变化的。梅可派克、雷斯尼克和斯沃茨坚持此观点。不过，只有梅可派克由此得出较强的唯一浸没法教学的结论。恩尼斯指出，把学科专属性的认识论版本当作唯一浸没法教学之基础有几个问题。一是“域”这个概念的含混性（在图尔敏那里就是如此）。二是域间的共性——人们早就注意到不同域存在适用大多数领域的基本原则的共同核心，比如利益冲突构成对一个来源之可信性的不利因素，区别充分和必要条件很重要，等等，都是共同认可的。甚至图尔敏也提出了一般的、跨域的原则。三是迁移问题，比如某个领域学习的东西会迁移到日常生活领域吗？因而我们不应将自己局限于浸没方法。
 
[8]

 其三，从批判性思维或更一般的思维概念上来论证不存在“一般的”思维技能或批判性思维技能，因为思维总是关于某个主题的思维，任何脱离主题的“一般思维能力”在概念上根本就不能成立。对此，梅可派克有详细论证，当然也遭到一些著名批判性思维学者的有力反驳。人们容易发现一些重要的一般批判性思维原则，它们并不是学科专属的，比如许多领域都使用导致最佳说明论证的两个一般原则：如果存在一个似真的替代说明，一个假说就不应被赞成；在赞成一个假说之前，应该付出真诚的努力：（1）发现支持和反对的事实材料，（2）寻找替代假说。而在判断来源的可信性时，许多领域都使用两个一般原则：如果一个来源有利益冲突时，该来源的可信性倾向于变弱；假如一个来源没有该领域的经验，那么该来源的可信性倾向于变弱。
 
[9]

 梅可派克的前提“思维总是关于某事物的思维”是正确的，但是如何由此得出不存在“一般的思维技能或批判性思维技能”呢？他的论证假设了这样一个事实：可能不存在与什么都无关的（或一般的关于一切的）批判性思维的例子蕴含着可能没有一般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而这个假设并没有证明。其实，梅可派克在与德波诺的争论中就使用了“肯定后件是一个谬误”的原则，他学会了该原则并加以应用，这表明他获得了一种一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况且“域”概念也是含混的。
 
[10]

 恩尼斯从对批判性思维学科专属性观点的批评得出结论：基于存在一般批判性思维技能和倾向的大学一年级批判性思维课程并没有受到学科专属性挑战的伤害。因此，在他所构想的“智慧大学”的批判性思维课程体系中仍有一年级独立的批判性思维课程。
 
[11]



也有学者同意，在某个范围内批判性思维是可一般化的。首先，理由评价成分是部分地可一般化的。在这里，专属论者和一般论者在一些重要方面都是对的。前者的正确之处在于，坚持学科专属知识通常对批判性思维是必要的，据以恰当地评价理由的某些标准也确是领域专属的或学科专属的。而后者的正确之处在于，坚持理由评价的某些标准（比如，决定有效的或谬误的推理形式的标准）不是学科专属的，而是一般的，它们可适用于极为广阔的各种语境。而且，批判性思维背后的认识论——拒斥相对主义，在理性证明（justification）与真之间做出重要区分，认可理性证明（不同于真却是真的可靠指示者），均完全可一般化。最后，“批判性精神”的要素即气质、态度、思想习性和性格特征、批判性思维者的特性，也是完全可一般化的。
 
[12]



四种批判性思维教学法中的“一般方法”（The General Approach）指的是，试图脱离现有学科主题内容的表述来教授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倾向，其目的不是教学科知识而是教批判性思维。一般方法的具体实例通常的确包含内容，例如国内外政治议题、学校自助餐厅的问题或之前学过的课程内容，都能够提供讲解批判性思维的材料。但是，主要目的是教学生在学校外进行批判性思考。不过，一般方法的概念并不必然要求有内容。比如逻辑教学可以按照变项之间的关系来阐述，“所有A是B”蕴含着“如果某物不是一个B，那么它就不是一个A”这个原则在此意义上就没有内容，这就如在数学中教授A×B=B×A一样。当然，一般方法在强调应用于内容的原则、强调抽象原则至少依赖于内容的本质以及提升批判性思维倾向和能力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认为存在批判性思维普遍原则的学者往往坚持这些原则应该独立教授。一般批判性思维教学采取独立课程的形式，比如大学里的非形式逻辑课程或中学里的一门批判性思维课程（如李普曼的儿童哲学）；也可能是小学里的一个独立的学习单元，或者一条独立主线贯穿于现有学习科目序列中，就如写作是语言艺术科目（美国中小学设置的阅读、写作、辩论等学科）和英语课的一条主线一样。恩尼斯认为，在现有科目序列中的独立的批判性思维主线很可能是政治上最切实可行的批判性思维一般教学法。
 
[13]

 提供独立的批判性思维教学的一个好处是，它能确保充分关注批判性思维若干高级的或一般不为人所熟知的那些方面（如定义、假设辨识、抽样、基础统计推理、广义演绎推理和最佳说明的论证），由此保证所有学生把这些概念作为自己背景知识的组成部分，进而这些概念可以被应用到标准学科课程中。还有一个好处是，它确保判断标准、来源的可信性这样基本的初等观念被较早地介绍给学生，而后这些观念可以用不同学科的多样化实例得以巩固和精练。
 
[14]



基于“学科专属性”生成两种教学方法，即“注入法”（infusion）和“浸没法”（immersion）。学科教学中的批判性思维注入式教学是用深刻、透彻、充分理解的学科内容教学，它鼓励学生在学科中批判地思考，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般批判性思维倾向和能力的原则被明确展示出来。格拉泽、雷斯尼克和斯沃茨都倡导注入法。著名批判性思维专家斯沃茨在批判性思维教学的探索中逐渐感觉到，注入法是把思维教学引入K—12课堂的“最自然、最正宗的方式”。课程不是孤立的信息比特的汇集，而是见多识广、有读写能力的人们用以做出判断的材料的汇集。极为基本的问题是，教育者教学生如何使用从学校学到的信息和概念有效地做出判断和解决问题。作为一种教授思维的方法，注入法基于信息的自然聚变：在某一内容领域用娴熟的思维形式所教的信息，人们将每天把它用于富有成效地过好他们自己的生活。课程体系为教授熟练思维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天然语境。任何教师都能在此语境中找到定位然后设计精巧的注入式课程，该课程旨在提升学生的内容学习，改善他们思考的方式。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懂得，日常思维活动如何能被熟练地执行，必须用帮助学生内在化并遵循这种执行的策略的方式来教学。这通常涉及帮助学生确认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是有效的思考者在做出正确判断时要提出并回答的，将这些问题组织成思维计划（thinking plans），这可用于引导好思维，用于在各种各样语境中使用这些计划的实践。

斯沃茨等提出注入法基本原理的三个主要原则：越是明确的批判性思维原则教学，对学生的影响越大；课堂教学越是包含一种关怀气氛，就越有利于让学生重视好思维；思维教学越是与内容教学相结合，学生就越多地思考所学的东西。
 
[15]

 注入式教学的结构包括四个组件：（1）课程介绍。老师通过具体证明进行好思维的重要性向学生介绍思维技能或过程。向学生介绍伴随课程内容的思维技能目标，这可以通过讨论或活动来达成：向学生证明他们早已知道要教给他们的思维技能，向学生表明为什么这类思维是重要的，帮助他们将这种重要性与他们自己的经验联系起来，给他们介绍熟练地进行思维的过程，介绍当他们反思所学内容的时候进行这类熟练思维的重大意义。（2）思维活动。在学生学习内容领域的概念、事实和技能的过程中，老师使用明晰的提示性语言引导学生进行熟练的思维实践。在学生参与的活动中，老师引导他们体验所教思维类型的熟练执行。在课程的这一部分，教授内容和教授思维技能是组合在一起的。有两种明晰的思维提示语引导思维活动：言语提示（常常是提问）和图表。（3）对思维的思考。这是注入法的元认知部分。老师提出一些反省性问题，帮助学生拉开他们与他们正在思考的东西之间的距离，以便他们能开始注意他们在如何思考，并发展熟练这样做的一个计划。学生明确勾勒出自己的思维过程，评论该过程多易或多难，他们可能如何改善，这样的思维过程是否是思考这类议题的富有成效的方式，计划未来他们将如何进行同类思维。概括起来，元认知涉及三个主要问题：你所进行的是何类思维？你是如何完成的？这是从事这类思维的一个有效方式吗？（4）应用思维。老师帮助学生把课堂上所教的思维技能或过程应用于其他情境。这些迁移活动应在之前三步完成之后很快进行，应该在学习期间的其他活动中加以强化。“近迁移”和“远迁移”的实例都提供重要的附加实践机会。斯沃茨以美国中学11—12年级历史课（“二战”末期杜鲁门总统决定在日本广岛投原子弹的决策）为例，说明了教授熟练决策的批判性思维注入法。
 
[16]

 注入法的力量就在于它能提供很多重要语境（历史、艺术、音乐、科学、数学、工艺学习和业务学习）中的学习标准、好思维的原则和恰当的心智习性。它的局限是，课程体系中的标准科目常常并没有被构想为以学会批判地思考作为目标之一，尤其是它们并没有典型地让学生从事对道德难题或议题的批判性思考，这些问题超出了特殊规训的范围，属于保罗所称作的“多重逻辑问题”，需要用一些不同类型的知识来解决。

伯林等指出，不能认为我们必须在这些方法之中做出选择，很可能我们既需要批判性思维的注入法也需要批判性思维的特别课程，重要的是向学生例示恰当的心智习性和智力资源的合理使用，给予他们在极为丰富的语境中践行批判性思维的指导。
 
[17]

 恩尼斯根据自己和学生的经验，认为注入式批判性思维教学不仅突出了批判性思维技能，而且可以更好地让学生记住学科的内容；而在突出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技能和习性的同时，可能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付出学生记住更少学科内容的代价。因为这种对批判性思维原则的明晰化为的是通过给学生提供能记住并应用的清晰原则而促进批判性思维迁移到其他语境，因而恩尼斯在智慧大学的跨课程批判性思维计划中也推荐注入法。
 
[18]



浸没法类似于激发思考的那类学科教学，学生深深沉浸在学科中，而一般批判性思维原则没有被明确展示出来。沉浸法只要求学科领域的思维。梅可派克是浸没法的提议者。按照恩尼斯的经验，浸没法一般没有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学习和批判性思维向别的学科或日常生活的迁移。这个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研究的支持，非形式逻辑学家约翰逊也持此看法。
 
[19]



恩尼斯、斯滕伯格、尼克尔森、珀金斯和所罗门等知名学者倡导一种混合法（mixed），这是一种组合一般方法与注入法或浸没法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法。采用该方法时，有一个独立主线或独立课程旨在教授批判性思维的一般原则，同时学生也参与到特殊学科的批判性思维教学中。这种组合有多种可能性。最近，恩尼斯指出，与独立课程方法相比，混合方法有四个重要优势：第一，它提供大量的多种多样的批判性思维原则应用的实例；第二，它提供了学生会相信是重大的应用（假定他们认为自己的学科课程包含有重要意义的内容）；第三，提供一种初期的、有组织的、广泛的对批判性思维一般原则的表征和说明，这些原则在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领域都是需要的，因此可以确保基本而广泛的一般批判性思维包含在每个人的教育中；第四，至少在智慧大学情境里，互联网上有智慧大学跨课程批判性思维计划中教授的基本原则的常见来源。
 
[20]

 斯顿伯格、恩尼斯等所谓的“混合法”有时以“跨学科的批判性思维”的面目出现，现在常常在“跨学科的写作”计划中实施，知名的如贝克大学（Baker University）通识教育方案中的50学时以上的“批判性思维与写作”课程。该课程包括所有学生必修的三个特别设计的课程：两个学期的新生序列（LA101：“批判性思维与有效写作”和LA102：“想法与阐述”）和一个（LA401）大四顶峰体验（senior capstone）——“科学、技术与人文价值”。
 
[21]

 前两个课程给所有贝克大学新生提供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技能方面的教学，表明这种知识如何能被成功地用于书面说明文（论说文）。后一个课程要求大四学生从当前科学或技术的发展中选择一个公共政策议题，然后研究、准备、提出和辩护一个立场论文（长度为15—25页），对有关该议题的一个具体公共政策做出论证。议题包括克隆、水使用政策、能源政策、生育问题、各种医学问题和国防政策等。文章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批判性分析与对不同政策或对所建议政策之反对的回应，学生必须考虑每一个所考虑的选择的伦理后果。
 
[22]



恩尼斯将这四种方法相对照，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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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尼斯后来只讨论三种批判性思维教法：独立课程、注入现有课程和跨学科的批判性思维（前两者的混合）。
 
[24]

 但是，恩尼斯提醒与批判性思维教学法有关的种种区别并不是绝对刚性的：教授批判性思维的四种教学法之间，学科专属性的三个版本之间，话题和学校科目意义上的学科之间，作为批判性思维的必要条件和作为充分条件的内容之间，在一个学科的深入的与肤浅的知识之间，没有共同的批判性思维原则和具有共同的批判性思维原则的领域之间，对某一特殊学科的思维与具有处理一系列学科中的那类事物的一般能力之间，没有内容的批判地思维（这是不可能的）与教授脱离具体内容的批判性思维原则（这是可能的）之间，把批判性思维教学限于学科内容领域（注入法和浸没法建议的）与把检测限于对学科专属的批判性思维测试（对于想要对日常生活的迁移进行测试而言这是个错误）之间，所有这些重要的区分虽然从概念上讲是清晰的，但在实践中常常陷入连续统一体，存在边界情形。
 
[25]

 当然，这四种方法也主要只是从课程体系角度来看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法。

实际教学过程常常是人们在思考如何处理批判性思维时要首先考虑的。在开始教授批判性思维之前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目标。而我们将要教些什么是由教师所理解的批判性思维本质决定的。事实上，教师所接受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其实相当于批判性思维课程目标的陈述。批判性思维的技能集和倾向集就是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具体目标集。不过，放开视野来理解批判性思维教学目标的话，我们不仅应该教学生在他们所学学科或议题上进行批判地思考，还应该瞄准他们在其他学科以及生活各方面（包括他们的职业、公民以及个人生活）上的批判性思考。对批判性思维教学所做的大多数辩护都假设了其目标应是所有这些方面。可惜，很多科目的老师如果说对批判性思维有什么推进的话，那其实也只是推进了学生所学学科或议题上的批判性思维，他们假设自己所教的批判性思维原则会被学生自动迁移到日常生活或其他学科中去，或者他们以为教学生如何进行这样的迁移并不是他们的工作。恩尼斯指出，从整个人生视角来看批判性思维教学目标，其价值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
 
[26]



微观、具体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更是数不胜数。按照穆恩结合具体教学资源或材料角度的分析，人们在使用16种教授批判性思维的具体方法。
 
[27]



第二节 儿童批判性思维教学模式

我们常说，“……要从娃娃抓起”。这个口号也适用于批判性思维教学，因而儿童批判性思维教学成为批判性思维运动的一个重大成就也属理所当然。自1969年美国新泽西蒙特克利尔州立大学李普曼博士的儿童哲学（Philosophy for Children，P4C）第一本标志性著作《哈里·斯脱特迈尔的发现》（Harry Stottlemeier's Discovery
 ）发表以来，作为批判性思维研究一个重要分支的儿童批判性思维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涌现出的大量成果在许多国家得到了应用、丰富和发展，推动了儿童教育的发展，在全球产生了巨大影响。儿童批判性思维培养可以开设思维训练课程进行专门训练，也可以渗透在课程学习中。李普曼儿童哲学训练计划和保罗的儿童批判性思维指导手册为这两种途径构建了系统的训练模式，两种模式各有所侧重。

20世纪60年代后期，李普曼在哥伦比亚大学任哲学教授，他发现自己的本科生缺乏推理和判断能力，然而有效提升他们的思维能力已为时过晚。于是，他构想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在小学进行批判性思维训练，之后他用毕生的心血和努力实现了这一理想。为了让孩子喜欢思维训练课程，他专门编写了故事性的教材——《哈里·斯脱特迈尔的发现》（Harry Stottlemeier's Discovery
 ），主人公的名字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谐音，寓意孩子发现哲学的意义和价值。1970年他在美国小学进行了试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之后，他在蒙特克利尔州立大学建立了“儿童哲学发展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the Advancement of Philosophy for Children，IAPC），从此儿童哲学逐渐形成规模，在美国中小学传播开来。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思想汲取了一些现代思想家的观点，可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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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哲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小哲学家，而是帮助他们更好地思考问题”。“儿童哲学的终极目标不是获取知识，而是过更优质的人生。我们想建构人的生活和经验，这样的人生就会更加丰富、愉悦，更加有价值。”李普曼认为儿童哲学不是单一地培养孩子的思维技能，而是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包括：（1）兴趣。P4C在三个方面调动学生的兴趣：一是它的富有想象力的小说；二是探讨的问题是关于孩子自身的；三是它能引发儿童对有争议问题的讨论。 （2）情感。P4C不只提升批判性思维。它认为思维可以很兴奋并富于感情色彩，它为孩子们提供谈论和分析情感的方法。（3）批判性思维。P4C包含批判性思维，但涉及的范围更广，也更有深度。批判性思维只是已有课程训练技能的累加，而P4C承认孩子在处理自己遇到的问题或困惑时的需要。（4）价值。孩子们很早就发现我们用歧义、模糊、混乱的方式对待价值问题。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准确、清晰地思考价值问题。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思维没有激情或缺乏情感。当孩子们的思考不仅包含批判性，而且还包含关怀、欣赏和同情时，他们对涉及自己的事情会思考得更好。（5）创造力。好的思维需要想象力，如同我们全身心投入到一个故事中或推导一个假设时一样。因此，P4C在创造力培养方面尤其成功。（6）共享。哲学是对话：它强调与共同体所有成员开展公开对话的需要。换句话说，它强调共同探究。当人们对无辜受害者给予同情时，他们会思考得更好。
 
[29]



儿童哲学的培养方法包括这样一些要素。

（1）教学原则及教师角色。儿童哲学是一门以哲学为手段，通过“做”哲学来发展儿童的逻辑推理能力、批判性思维及创造性思维，创设群体探究的教育情境，以对话的方法展开教学活动，从而培养“通情达理的探究者” （the reasonable inquirers）的课程体系。
 
[30]

 教师在课堂上具体实施这一教育计划，根据指导手册来组织哲学讨论。在如何使用教材、如何鼓励孩子独立思考等方面教师需要参加培训课程以保证实施效果。教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助推者、参与者和机会分配者。

（2）教学方法及主要特点。儿童哲学采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苏格拉底方法的可取之处不仅在于它的对话方式，而且在于它高度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在李普曼看来，苏格拉底教学法有以下几项要领：①讲授所有的概念都应提及认识这一概念的恰当步骤。②思维过程必须以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③启发学生思维的最佳途径是对话。④ 优秀的思维应既合乎逻辑又基于经验，而且应富于想象力。因此，训练思维技巧的程序应同时强调逻辑和创造性的推理。儿童哲学的主要特征是：意义发现——对话的目的；探究共同体——对话的平台；群体探究——对话的过程；教学内容——对话的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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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材。儿童哲学使用的教材是专门为不同年龄段孩子编写的故事。李普曼认为故事让哲学更容易理解，因为读故事比读教科书容易得多。故事创造了独特的驱动力，它会让你不断读下去，教科书永远不会有这种效果。教科书是信息的累加，而故事则是一体完整的。故事中的孩子在探索，他们在调查和探究，他们试图发现他们需要的意义。他们给教室里的孩子树立了探究的榜样。不论多么大的孩子都想有个学习效仿的榜样，因为榜样向他们清晰地展示了探究的过程。以下是儿童哲学研究所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编写的系列教材。

“儿童哲学课程”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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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把世界各地使用的儿童哲学教材归纳为四类：①由IAPC提供的教材。其中部分材料已经被改编和翻译，在不同国家使用（有些被翻译但没有改编）。研究所提供的部分材料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改编也没有翻译，这些材料目前还不适合在相关国家使用。②由其他国家的教育者研发的教材。这些材料的优势是在出版前不必改编和翻译，劣势是别的国家不太了解，因此不好在世界范围通用。③由IAPC提供的教材，但辅以本土大纲规定的课程。④教材主要是本土的，但是辅以其他材料，这些材料在出版前进行了改编和翻译。李普曼认为，儿童哲学的世界市场已经出现，能够改进和完善这些教材的唯一途径就是使用这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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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步骤。李普曼这样描述了儿童哲学课的教学过程：孩子们跟他们的老师围坐在一起以便互相看得见。学生朗读故事中的一个片段，一次只读一段（朗读时间平均分配给孩子们）。朗读结束后，老师问学生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段话里你有困惑吗？”“这个故事情节你吃惊吗？”“你能用问题的形式把你的感受表达出来吗？”老师接下来在黑板上写出孩子们的问题，问题后面附上孩子们的名字和标识问题出现的页码和行数。然后老师问学生谁愿意开始讨论。老师从举手的孩子们中选出一个孩子讨论黑板上的一个问题。在适当的时候，老师可以针对这个话题从指导手册中找一个练习。假设问题是这样的：“哈里和比尔是朋友吗？”很快，孩子们就发现，友谊的概念不是模糊就是歧义或二者兼有，接下来老师就可以导入友谊本质的讨论计划。这样，孩子们就被引入了概念学习中。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哲学知识，而且有助于他们对所有概念的学习。这种方法能激发他们一直思考下去，直到他们具备了批判与自我批判
 的能力，这种能力又促使他们的自我校准
 能力的形成。假如老师准备充分，孩子们在这个计划中会感到轻松自在，无拘无束，不愿意结束讨论。这是因为讨论激发了孩子们自己思考而不是让别人代替他们思考。还有，他们喜欢彼此能表述自己的观点，辩护自己的论证，并互相帮助弄清楚他们的假设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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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5年到1977年间，李普曼及IAPC借助“外援”举办了七届儿童哲学师资培训班，每次都有40 名左右学员，他们主要来自美国各地的高等院校，其中几次在耶鲁、哈佛举行，儿童哲学的研究和普及工作渐渐有了一定影响。与此同时，李普曼还设法通过实验证明儿童哲学计划有助于发展儿童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引起了初等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的关注。20世纪70 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IAPC的工作重心转到了对中、小学师资的培养上。李普曼从战略考虑出发，招收大批尚未找到工作的哲学博士为门徒，为儿童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储备力量。儿童哲学已在美国5000多所中、小学校开设课程，形成了规模。从80 年代中期起，李普曼的目光转向海外。至今，已有来自墨西哥、巴西、加拿大、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等十几个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数十名教授到哲学所接受培训。《儿童哲学丛书》已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18种语言。儿童哲学思想正在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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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会议为推动儿童哲学发展提供了国际交流平台。1998年3月26—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哲学和道德方面研究的专家会议。代表14个国家的18位专家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大会针对儿童哲学的两种模式进行了探讨。一种就是由李普曼创建的模式，这种模式已经被许多国家采纳，包括阿根廷、奥地利和中国等；另一种模式是代表传统哲学教学的欧洲模式，这一模式类似于大学哲学课的教学模式。大会指出了儿童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术语和定义问题、教学问题、文化和政治问题等，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这次会议在全世界范围弘扬和宣传了儿童哲学研究，整合了儿童哲学研究资源，发现了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儿童哲学研究进程。

理智与情感是推动生命发展的原动力，如何驾驭这两种力量为生命的健康成长服务是个体一生需要学习和探究的学问；如何让个体及早感知和认识理智与情感在成长中所起的作用，为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铺设轨道是儿童教育的职责和使命。李普曼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回答，他的儿童哲学思想和实践方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开花结果。儿童哲学也引进了中国。张诗亚、邓鹏主编的《儿童哲学丛书》（1997）是国内第一次系统译介儿童哲学。国内也开展了大量的实践活动。1997年夏天，中国和美国的哲学家互相配合，在云南省昆明市南站铁路小学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儿童哲学培训班。同年，南站铁小开始了“儿童哲学”课程实验，在全国率先迈出对儿童进行早期哲学启蒙教育的第一步。1998年和1999年夏天，在云南省教委和昆明市哲学界的积极配合下，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专家又在昆明市举办了两届国际儿童哲学研讨会。2002年南站铁路小学教师自己编写了《中国儿童哲学》一书。该书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分学生用书和教师用书。学生用书共18章106篇小故事，根据不同年级分低、中、高三个层次；教师用书结合每个小故事的内容提出主导观念和讨论计划两个部分。教材编写除了参考李普曼编写的教材外，还融入了中外童话、语言和成语故事，尤其是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和哲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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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批判性思维的另一个领军人物是美国和国际批判性思维运动的主要领袖保罗（Richard Paul）。保罗的儿童批判性思维培养理念和方法主要体现在《儿童批判性思维微型指导手册》和《批判性思维概念与工具微型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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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批判性思维手册》（K—3年级、4—6年级和6—9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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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他以美国幼儿园和中小学不同课程的教材为例，系统地示范了教案改编的具体方法，把批判性思维具体技能和策略融入改编的教案中，使儿童批判性思维培养与课程学习有机结合起来。针对儿童的认知特点，保罗的儿童批判性思维培养遵循从抽象概念到抽象定义再到直觉理解的原则，直觉理解有助于连接抽象概念与具体应用。保罗用具体例子阐释了这些原则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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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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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猜想，好多决定都不民主。

B我们家里从不投票，似乎有些事情由父亲决定，有些由母亲决定。

C学校里很多事都不民主决定，老师是主要决策者。

D我们试图在操场上做民主决定，但通常由某些孩子决定。

E也许民主并不总是好的决策方法，或者我们需要改变做事方式。

保罗的教学方法主要是通过戏剧、实例和人物形象让批判性思维更加直观。

（1）戏剧。保罗认为故事和经验有直接关系。人们主要通过事件经历来了解世界，而经历从一开始就具有故事性。故事和戏剧化人物是变抽象为具体的一个有力方法，例如，在《儿童批判性思维微型指导手册》和《儿童批判性思维指导手册》中，保罗用三个人物形象地表征了三种批判性思维者的思维特点：天真的南茜代表缺乏批判性思维者；自私的山姆代表利己的批判性思维者；公正的福兰代表公正批判性思维者。

（2）示例法。用日常生活中的生动实例理解抽象概念。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具体和特殊的。因此一切抽象的最终都必须转变成具体和特殊的。举例是一种帮助学生学习的有效方法。另外，评价学生的好方法之一是看他们能否就所学内容给出具体例子。

（3）推理和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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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杰克迟到了，我断定他不负责任。这是一个推断。

B车启动不了了，我断定电池没电了。这是个推断。

C当我准备穿红色背心时想到它会跟我的棕色裤子不搭。这是个推断。

D弗兰克走过去没跟我打招呼，我断定他生我的气了。这是个推断。

E每读完一本书就断定它的意义，这是一系列推断的结果。

情景推断的例子：

甲：情景：“一个人躺在沟渠里。”

假设：“只有乞丐躺在沟渠里。”

推理：“那人是乞丐。”

乙：情景：“一个人躺在沟渠里。”

假设：“躺在沟渠里的任何人都需要帮助。”

推理：“那人需要帮助。”

（4）画面化：最有力的方式是用视觉化想象的过程展示抽象概念。“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但使用时要谨慎，因为一幅画会有多种解读。也可以借助可视物把批判性思维直观化。例如可以用天平解释“公正”，用“眼镜”代表看问题的视角；用“自由女神”代表“人权”和“自由”等。

保罗儿童批判性思维宏观策略为训练提供宏观指导，涉及教师角色、苏格拉底式提问方法和讨论式、用角色扮演来创建对立观点、区分事实、意见和理性判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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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角色是：帮助分解问题和任务，使之易于操作；创造有意义的语境体现学习的价值；用重述和提问的方式帮助学生明晰思想；提出激发思考的问题；帮助讨论围绕主题进行；鼓励学生彼此解释事物；通过建议和介绍其他资源帮助学生找到必须知道的东西；确定学生公平对待每一个观点，没有观点被取消、忽略或丢弃。

苏格拉底式提问是对意义和真理的有声思考，包括：提出基本问题；由表及里深入探讨问题；探求有争议的地方；帮助学生发现他们自己的思想结构；帮助学生培养明晰性、精确性和关联性；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推理进行判断；帮助学生关注主张、论据、结论、争议的问题、假设、含义、后果、概念、阐释、观点等思维要素。苏格拉底式讨论方式有三种：一是即兴式（spontaneous or unplanned）。每个老师的教学应该充满苏格拉底精神，要一直保持好奇心。这种情况下教师会即兴向学生提问，并跟他们一起探索答案。学生对一个话题感兴趣、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捕捉到一个想法或讨论变得歧义、混乱、敌意时，即兴苏格拉底式讨论在这些场合显得尤其有用。征求例子、论据或理由，举出反例，问其他同学是否同意一个观点，提出类似的情况或例子，让学生对相反观点进行解释，并清晰、明了地重述学生的回答，这些都是常用的讨论方法。即兴苏格拉底讨论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探讨范围广泛的问题；一类集中讨论某一具体问题。二是探究式（exploratory）。当老师想了解学生在想什么或思考什么，或想深入了解学生对不同问题的思考时，探究式提问是合适的提问方式。这种提问有助于提出或探索涉及面广的问题和概念，但需要适当准备。这种提问结构松散，可以准备一些适宜于话题或议题的一般问题、相关问题或重要概念，也可以预测学生可能提供的答案，准备后续问题。三是集中式（focused）。要深入探究一个问题或一个概念，使学生阐明、整理、分析和评价思想与看问题的视角，集中式讨论最为合适。它给学生提供深入探究假设、假设的含义以及意义的机会。

苏格拉底式的三种讨论都要求教师学习提问的艺术。教师要了解思维活动的多样性，选择恰当的讨论和提问方式。保罗把苏格拉底式提问分为六类：阐明性问题；探索假设问题；探索理由和论据问题；观点和视角问题；探索含意和后果问题；问题的问题等，并详细列出了每一类问题的具体问题。教师熟练掌握了这些问题后能更加有效地指导学生的讨论。保罗认为，在苏格拉底式讨论中，教师可以从四个方向引领学生：引导学生思考他们自己是如何思考给定题目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反省他们的思考过程，用他们自己的叙述帮助他们找着思想的根源；引导学生思考支持他们想法的原因，目的是帮助学生表达支持他们想法的理由、证据和假设；引导学生反思接踵而至的内容，即思考带来的意义和后果，目的是帮助学生认识所有思考都包括“效应”或“后果”；引导学生思考与他们持不同观点的人会提出的合乎逻辑的反对意见或应该采纳的不同意见，目的是帮助学生更加开放、全面和公正地思考问题。

角色扮演，创建对立观点。人类思维的一个根本危险是狭隘。我们本能地不愿向意见不同的人敞开心扉。我们本能地用我们的智力和认知技能保护和维护我们的信念系统，而不是修正和扩展它，尤其是当思想根源不同时。我们永远不可能变得公正，除非我们学会理解、进入别人的思维，用他们的角度去推理，最终用他们看事物的方式看事物。学习如何准确构建别人的思考，如何角色扮演他们的思考是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基本目标。

区分事实、意见和理性判断。生活中碰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不仅仅是事实或个人喜好，许多事情的“讨论”都需要一个新的元素：我们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需要考虑别人的观点。作为老师，我们应该有意识地鼓励学生区分三种情况：只需要事实的情景；需要个人偏好的情景；需要理性判断的情景。学生最需要培养的是他们的理性判断能力。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在他们的视角框架里用事实和自己的推断得出结论。

批判性思维微观策略涉及批判性思维的35个维度，分情感策略、宏观技能认知策略和微观技能认知策略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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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感策略 （affective strategies）：S-1 独立思考；S-2 培养对个人或群体中心的洞察力；S-3 锻炼公正性；S-4 探求情感下面的思想和思想下面的情感；S-5 培养理智的谦逊和悬置判断；S-6 培养理智的勇气；S-7 培养理智的真诚或完整性（integrity）；S-8 培养智性的坚韧性；S-9 培养对理性的信心。

（2）认知策略：宏观技能 （cognitive strategies：macro-abilities）：S-10 精练概括，避免简单化的概括；S-11 比较类似情景：把洞见迁移到新情景；S-12 培养人们的视界：创造或探索信念、论证或理论；S-13 澄清问题、结论或信念；S-14 澄清和分析词和短语的意思；S-15 发展评估的标准：澄清价值和标准；S-16 评价信息源的可信性；S-17 提出深入的问题：提出和探究根本的或意义重大的问题；S-18 分析和评价论证、解释、信念或理论；S-19 生成或评价解决问题的方法；S-20 分析或评价行动或政策；S-21 批判性地阅读：澄清或批评文本；S-22 批判性地聆听：无声对话的艺术；S-23 建立跨学科的联系；S-24 实践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澄清和质疑信念、理论或视角；S-25 对话式地推理：比较视角、解释或理论；S-26 辩证地推理：评价视角、阐释或理论。

（3）认知策略：微观技能 （cognitive strategies：micro-abilities）：S-27 比较和对照理念和实际应用；S-28 对思维进行精确的思考：使用批判性词汇；S-29 关注有意义的相似点和差异；S-30 考察或评价假设；S-31 区分相关和不相关的事实；S-32 做出合情理的推理，预测或解释；S-33 举出理由、评价证据和断定的事实；S-34 识别矛盾；S-35探究含意和后果。

保罗批判性思维训练没有专门编写的教材，训练材料主要根据幼儿园和中小学现有教材的教案改编，年龄段涉及K-3年级、4—6年级、6—9年级学生，涉及语言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数学、综合课等课程。保罗《儿童批判性思维指导手册》详细阐释了儿童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原则、理念、方法和策略，并提供了每门课程教案的修订目的、原始教案摘要、原始教案分析与评价、修改后的教案以及修改教案涉及的批判性思维微观策略和技能等具体信息。每门课程的教案改编例子多则二十几例，少则十几例，以下选取一例来说明教案改编的具体做法。


倾听的耳朵
 （幼儿园程度，语言艺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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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修改目的：（1）深刻理解听懂的重要性和困难；（2）通过重述其他同学的态度和观点练习批判性听力；（3）讨论自我中心是如何干扰听力的。

原始教案摘要：

本课介绍听的方法，首先让学生安静就座，听某种声音，然后讨论听到了什么。接着，孩子们看图：一张是兔妈妈和兔宝宝的（兔宝宝在竖着耳朵听）图片；一张是小男孩在跟他的小狗讲话（小狗在竖着耳朵）的图片；一张是学生在听交警讲话的图片。老师提问：谁在听？为什么听？为什么听很重要？

接下来讨论：学生回忆个人经历中倾听的重要性。最后，老师组织一个指方向的听力游戏，学生跟着做。

评价：尽管“倾听”的目的是学习注意听的重要性，讨论却局限在听权威指令的重要性上。批判性的教育要求学生倾听新思想和不同观点。除非我们彻底理解一个观点，否则我们不可能理性地同意或反对它。因为没有人全知全能，我们应该倾听别人的意见，区分他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调试我们的信念以接纳我们学到的信念。原始教案没有区分一般的听和作为理解渠道的听，因此忽略了用听作为理解渠道的难度。孩子们应该了解倾听要比一般听难得多；它需要真诚的努力以理解听到的内容；倾听是积极的，最大的困难来自理解的复杂程序，而我们本能地抵制与我们不同的观点。我们不想听时，倾听最困难。

修改教案使用的策略：S-22批判性地聆听：无声对话的艺术；S-3锻炼公正性；S-7培养理智的真诚或完整性；S-2培养对个人或群体中心的洞察力。


修改后的教案
 S-22

把以上提到的关于倾听的理解融入学校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很重要。教师应尽可能把倾听运用到各种问题、决定和辩论中。学生存在分歧时，让他们公平、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明晰问题，引出被忽略的观点。之后，帮助学生讨论学生描述倾听时遇到的问题，以及倾听的重要性。S-3

为了进一步鼓励学生思考倾听的重要性和倾听的困难，教师可以问以下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听别人讲话？有没有因为你没有专心听而导致糟糕的事发生？什么时候？为什么我们应该听朋友的话？听家人的话？听同学的话？听老师的话？等等。

*什么时候听比较困难？为什么？你能想出一次你不想听人说话的情景吗？谁在跟你讲话？你为什么不想听？你在想什么？为什么？S-7

*你有没有不想听却似乎在听的时候？听和装听有什么区别？

*当别人不认真听时你什么感觉？

*以下情形倾听容易还是困难：（A）当你气愤、恐惧或激动的时候；（B）听你喜欢的人讲话；（C）某人讲了让你觉得愚蠢或发疯的事；（D）某人讲了你认为有意义或与你观点相似的事；（E）当你听不懂时。

*你怎么知道某人不在听？好的倾听者和不好的倾听者的区别是什么？S-2

从掌握的有限文献来看，保罗的儿童批判性思维培养模式没有像李普曼的儿童哲学培养计划一样受到广泛的国际关注，但是保罗的培养模式与儿童的课程学习紧密相关，它不需要专门开设课程，也不需要专门编写教材，教师只要掌握了儿童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原则、理念、方法和策略就可以在教学中实施这一训练模式。它因此更加实用和易于操作。另外，批判性思维技能渗透于课程学习中可以起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李普曼和保罗在儿童批判性思维研究方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除了这两个领军人物外，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也有可贵的探索。一些新探索与李普曼或保罗的模式相关。罗伯特·费舍尔《教儿童学会思考》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全面介绍了儿童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方法，该书共七章，分别是为什么教哲学，哲学是关于思考的思考；“儿童哲学”课程：教儿童思考；团体诘问：创造道德教育的情境；读故事思考：通过读故事提高思考与读写的能力；苏格拉底式教学：促进哲学的讨论；课堂上的哲学：回顾讨论与鉴定讨论；跨课程的教学：提升思考和学习的质量。前六章涉及的儿童教育思想与李普曼的儿童教育思想大致相同，第七章针对不同学科阐释了儿童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具体方法，与保罗的培养理念有相同之处。
 
[44]

 海恩的文章“儿童哲学是教育‘治疗转向’吗？”澄清了以下问题：什么是“治疗转向”？P4C被劫持了吗？P4C的自我是“弱化的自我”吗？P4C“有疗效”吗？P4C危险吗？文章明确指出：“接受P4C教育的孩子不但不脆弱，相反他们富有哲理性，对世界充满好奇和疑问，想象力丰富，思想开放，在集体中善于对话和自我调试，道德上警醒，善于选择和判断，关注他人的健康幸福，善于概念上的探索和分析，是值得倾听的人。” 
 
[45]

 这是对儿童哲学的充分肯定。

也有学者发出了质疑的声音。李俊杰、周秀龙对P4C教学法进行了实验研究，得出结论：P4C教学法的先进性体现在与素质教育的共融性和创新性，它的不足之处是知识密度小、计划性差、可控程度小；其次是没有正确答案，以自我发现的过程取代教师指导下的学习，容易产生偏颇。
 
[46]

 欧提兹在《哲学能提升批判性思维技能吗？》一文中，通过审视标准论证、文献回顾和实验三种方式，对学习哲学能提升批判性思维的论断进行了严格而详细的审视，得出结论：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学习哲学比学习其他学科更能提升批判性思维技能；学习哲学显得没有学习批判性思维本身有效。
 
[47]

 此研究是对已有权威论断的挑战，但得出的结论不确定，难以服人。

一些学者对儿童批判性思维进行了实证研究。沙弥尔的“基于同伴指导、元认知过程和多媒体的问题解决型学习：调停训练对批判性思维的影响”的研究，
 
[48]

 探索了解决问题过程中元认知技能对孩子批判性思维的影响。结果发现，实验组比控制组在批判性思维深度和话语质量方面表现得更为出色，这一结果支持了以往的研究结果，即嵌入元认知技能的同伴调停训练计划对提升孩子的高级思维能力有一定效力。克莱恩的研究证实了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孩子有机会发起和评价论证、听别人论证和审视论证、平等地参与解决分歧时，孩子的论证技能就得到了发展。对建议的批判性讨论涉及四种论辩能力：在问题情境中达成共识；倡导建议；辅助行为承诺；整合一致性。
 
[49]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开始研究新时期下的儿童批判性思维遇到的问题与挑战。金奇洛在“新童年与批判性思维”一文中对新时期的童年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新时期童年指的是1950年以后的童年。由于经济条件和孩子接受信息渠道的革命性变化，新童年的孩子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服从家长和权威、遵从社会规范的乖孩子。电视、电影、游戏、网络、DVD、音乐（戴耳机听）等各种电子媒介既为孩子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封闭的个人世界，也为孩子提供了进入成人世界的便捷渠道。传统概念里孩子的天真程度和对成人的依赖感在降低。成长在信息时代的孩子对来自不同渠道的繁杂信息具有超强的处理能力。新童年表现出的复杂性和其他特点对儿童学校和家庭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对儿童批判性思维研究更提出了严峻挑战。
 
[50]

 坎尼拉在“早期童年教育”一文中对1950年以后童年的特点和教育方法也提出了类似看法。
 
[51]

 斯卡格斯在“童年和少年”一文中论述了童年和少年的认知差异和思维差异以及影响少年批判性思维形成的因素。他认为，少年是批判性思维发展特别重要的阶段。少年阶段，人们开始擅长于各种认知活动，这些活动让他们涉及批判性思维的各个方面。考察这种变化，两种主要理论视角特别重要：皮亚杰具体和形式运算思维阶段的描述；信息加工理论的启示。从12岁左右开始，少年进入皮亚杰所谓的认知发展的最后阶段——形式运算阶段。形式运算思维的特点是抽象、灵活、逻辑、科学。研究表明，形式运算思维被少数少年和成年人使用。另外，学校在少年最高认知能力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信息加工理论试图从它的构成角度探索人类认知。信息处理系统有三个构成部分：信息储存；用于感知、储存、提取、变形、执行信息的认知过程；操作协调系统的控制过程，即所谓的元认知或执行控制系统。这些组成部分在批判性思维中都很重要，也表现出相应的发展变化，这些变化对少年的思维有一定启示。三个因素有可能提升少年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一是深层知识；二是明确识别批判性思维蕴含的技能；三是批判性思维包含的态度和气质。少年时期批判性思维发展的特殊性对学校管理者、教师和研究者都提出了挑战。
 
[52]

 威廉姆斯-博伊德对少年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也给予特别的关注。
 
[53]

 此外，学者们还探索了儿童批判性思维文化、多元文化下的儿童批判性思维培养、儿童批判性思维与其他学科以及教学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李普曼儿童哲学和保罗儿童批判性思维虽然在培养理念和方法上有相似之处，但他们都形成了各自完整独立的体系。李普曼的教学体系适合在小学专门开设哲学课，侧重在探讨浅显的哲学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孩子的思辨能力，提高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和综合能力。保罗的教学体系适用于现行的课程教学。教师只要掌握了思维训练的原则、理念和现行教案的改编方法就可以达到相应的培养目标。李普曼儿童哲学和保罗儿童批判性思维构成了儿童批判性思维培养的主流模式，其他学者的研究丰富、完善和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各种儿童批判性思维研究最终都殊途同归，奔向一个共同目标：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意识和气质，从小就打下批判性思维的根基，成长为心智和人格健全的人。

第三节 批判性思维教学法新构想和新技术

恩尼斯假想了一个“智慧大学”并给这个大学推荐一个“跨课程批判性思维计划”（CTAC）。
 
[54]

 CTAC有两个目标：帮助学生大学期间和毕业以后在日常的公民、职业、个人和学术生活中批判性地思考；通过批判地思考学科领域的议题或问题，使学生的课程学习体验更加令人兴奋、更令人难忘。在专业学习中运用批判性思维也可以帮助学生记住所使用的批判性思维原则。

CTAC的基础课是给新生开设的两学期必修课——“批判性思维原理”，每学期上14周（共28周），每周三学时。课程目标聚焦于前述计划目标的第一个，但也涉及第二个。该课程由一般批判性思维倾向和能力组成（参见恩尼斯提供的清单）。在两个学期课程末也会有机会练习把一些批判性思维倾向和能力应用于具体学科领域。课程进度的安排是，在前21周，有各种各样的一般倾向和能力的示例，内容包括批判性思维的一般概念、原则和标准。接下来6周的每一周涉及一个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物理学、生物学、职业领域——商业、农学和教育；计算——概率、数学、统计和计算机）。一个或多个一般的或领域专属的批判性思维原则被应用于这6个学科领域。在这6周时间里，学科教员代表负责作业、内容、讨论和小作业等活动。课程的最后一周用于两学期课程的复习和终极性评价。当然，在整个学年也时常有各种形成性评价。教学方法应是互动式的（如议题导向的讨论）和内容导向的讲述方法。智慧大学也期望每一领域都做出贡献，发展自己课程的计划和方法，既促进每一专业学生的一般批判性思维，也促进多少有点学科专属的批判性思维。这种注入不仅常见于高级的博士学习和论文，也能扩展到本科生学习中。大多数课程应该给学生提供具体的机会发展和应用批判性思维技能和倾向。每个学生都要做一个专业或学科内的高年级项目，它的最终报告将不仅包括项目的描述，研究程序，说明和辩护其主要论题或论点，也要包括学生在做这个项目时所使用的一般的和学科专属的批判性思维倾向、能力、原则和标准的例示清单。项目受到一个学科或专业代表委员会或某个代表的建议、督导和评估，很可能也有批判性思维顾问的帮助。

CTAC涉及整个计划的各元素的协调。要协调的元素有：批判性思维内容、漏洞和重复、词汇表、交流、工作人员和控制。对于教学，除了恩尼斯所推荐的21个策略和方法之外，还须应用4个根本的指导方针：进行互动（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和老师之间）；使用多样化的实例；为迁移而教；使批判性思维原则和标准明确化。在批判性思维教学评价方面，恩尼斯设想基本责任属于CTAC中心办公室，由督导委员会监控，该中心的一位兼职成员作为评价专家，他促进和指导平常的课程专属评价和反馈以及整个智慧大学的评价和反馈。

恩尼斯认为，实际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是许多具体情景化因素的制约结果，比如：教师的风格、教师的兴趣、教师的知识和理解、授课班级的大小、文化和社区的背景和期望、学生的期望和背景、同事的期望、最近的地方事件、教师在做完应做之事后还剩多少可用的时间、教师掌握批判性思维的程度。
 
[55]

 因此，没有一个适合于所有教学情景的批判性思维教学的统一配方。他所建议的批判性思维教学的一般策略和方法虽然得自多年来的经验、研究和别人的建议，但也只是一个指南，必须针对实际情境加以调整。恩尼斯建议的批判性思维教学策略包括三类（根基策略、基础策略和具体战术）21种。
 
[56]



根基策略——RRA。指三个底层策略——反思（Reflection）、理由（Reasons）和备择选项（Alternative）。（1）促使学生反思，停下来思考而不是仓促做出判断、接受头脑中闪现的第一个想法，或者自动接受媒体上出现的任何信息。（2）温和地问诸如此类的问题：“你怎么知道？”“理由是什么？”“那是一个信息的好来源吗？”如此来督促使他们自己的观点有好理由，为别人的观点寻求理由。（3）强调对备择假说、结论、说明、证据源、观点、计划等的警觉。

基本策略。（4）使用一个你觉得好用、站得住脚的批判性思维概念。（5）在各种语境里给学生提供大量指导机会，包括他们认为重大的真实情境中的大量机会，让他们通过把批判性思维原则应用于实例来践行批判性思维。（6）更具体地说，在期望迁移的地方，通过给予带有实例（其中一些需要迁移）的大量练习，为把批判性思维原则迁移到日常生活及其他学科而开展教学。让学生把注意力放在批判性思维原则和标准如何运用在迁移情境中，如果可行，给学生安排迁移应用的练习。（7）当你同意或不同意学生的观点，或者，你自己不确定或试图想搞清楚他们表达的意思时，有时问“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时具有逼迫人的意味，但它是引出理由的最简明方式。不咄咄逼人的提问方式是：“就那个问题，你能再多说一点吗？”（8）注重他们从别人视角看问题和成为思想开放的，包括在其他理由和论据出现的情况下愿意重新考虑。（9）用在该情境中充分有效和可靠的测试或其他评价程序来评估批判性思维的重要因素。除了特殊环境，要把课程评分结果与任何其他对学生有关系的报告结合起来，小心查明学生清楚这种结合，确保评价程序适配批判性思维教学。这常常要求在使用之前对评价进行适当思考。（10）在学生能开始学会一个学科内的批判地思考之前，他不需要成为学科内容的专家。这些东西能同时进行，彼此相互促进。学生对他们运用过的学科内容记得最好。当然，最终了解并熟悉要求批判性思维的那种学科和情境对于批判性思维是必不可少的。（11）在一门学科课程中，通常要证明批判性思维注入法的效果需要时间的检验。（12）这里的“注入”指的把批判性思维嵌入学科内容教学，即确保批判性思维原则和标准被明确展现出来（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陈述出来的）。注入法比浸没法在学科教学中更可能成功，因为知道原则能提升学习。

战术。（13）间或让学生论说一下对他们重要、有趣而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或有争议的问题。（14）给学生留点时间思考问题和情境。如果你等待的时间足够长，就有人会提供一个答案。（15）在讨论中，用学生的名字来标识他们的陈述（或者想法、回答、假说、立场、观点、反对、疑问等），以便引起学生的注意和承担某种责任。把陈述写在黑板上或屏幕上（不要担心这样做会浪费时间。这给学生思考和陈述想法提供机会）。邀请他们帮助表述你所写下的东西。鼓励他们互相讲出自己的立场，给出理由。提供等待的时间。（16）让学生写下自己的观点，给出支持他们想法的理由，表明认识到对立观点和自己立场的弱点。根据观点的成熟度和可用的时间，将表述的长度限于几个句子、一页或两三页等。（17）提供一套论文、报告、信函、建议或代表立场之语句的评判标准。该标准应该反映批判性思维原则，你已经告知学生这些原则是重要的。（18）让学生互相阅读彼此写出的表明对问题所持见解的论文，运用这些标准并提出建议。然后让他们根据其他人的评论或进一步的思考反复修改。（19）让学生组成小组讨论议题或问题，每一组向全班报告，每个人向其他人展示他或她所做的。学生们在同伴的眼里争强好胜（就像我们一样）。（20）如果之前的作业内容没有被理解，那就准备好延期一次作业，因为理解是目标，而覆盖并不是。

中层策略。（21）为补充根基策略RRA，要求学生使用“FROSCO”和“SEBKUS”。FROSCO：当评价一个观点（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时，至少处理下列因素：

F（焦点）：识别或弄清楚要点即结论

R（理由）：识别并评估理由

I（推论）：思考是否理由确立结论，考虑替代选择

S（情境）：关注情境

C（明晰）：确保意义是清晰的

O（概观）：把你的评价当成一个整体予以检查

SEBKUS：在进行评价、规划研究和其他行动时，充分使用并设法扩展你的敏感性（Sensitivity）、经验（Experience）、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以及对情境的理解（Understanding of Situation）。

恩尼斯提醒，除非思虑周全地加以落实，否则这些策略和战术都是空洞的口号和公式。每个教学情境都是独特的，没有什么不可违逆的普遍定规。他建议仔细考虑上面的忠告，但必要时可偏离它，运用SEBKUS。换句话说，对教授批判性思维也要批判地加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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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AC的优势在于：（1）它是一个引导实现我们在大学使命陈述中所发现的批判性思维目标的具体计划。（2）它不仅提升学生日常生活中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也提升学科学习中的批判性思维能力。（3）它与上述4个指导方针原则相一致，并鼓励学生思考自己的思维（元认知）。（4）当学生参与要求批判性思维的学科内容讨论时，它促进理解和记忆学科内容。（5）它的批判性思维的概念是综合的、详尽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各领域的学习中都很重要。（6）它提供协调活动，在追求批判性思维目标的过程中，当许多不同的学术兴趣结合到一块时就需要这种协调活动。通过这种协调，教员之间、学科之间的互动得到提升，而学生将会看到批判性思维在不同领域的相似性和相异性。当然，该计划难免有劣势，比如：需要根据许多参与者方面的变化而做出调整；由于把一些时间和精力投到批判性思维上，一些专业学习内容会减少；实施这项计划至少在计划开始阶段会增加机构的支出；教员，包括那些来自不同领域人员之间的新分歧，可能在他们努力承担或躲避新结构中的任务方面显露出来；高等教育共同体对这样的计划没有什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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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尼斯更偏向于跨学科的批判性思维，但也看到它在某类情境下可能并不切实可行，因而需要鉴别性研究，对局部情境保持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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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执行诸如此类的跨学科批判性思维项目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非常现实的经济、制度以及文化方面的具体问题。比如，有人的担忧不无道理：把批判性思维设为一种先修的学科课程可能会降低学科内容覆盖的广泛性，从而妨害这个课程的先修功能。这种降低对于把批判性思维嵌入任何学科教学也是个问题。当然，在一门学科课程中介绍或许得到这样的结果：由于学生参与受指导的思考，他们对所包含的主题内容有更好的理解和记忆。关于到底该不该设置独立的批判性思维课程或模块也有相关问题。然而，谁来教一般批判性思维教学课程或模块？这是一个政治—经济议题：如果是增加人手来处理跨课程批判性思维计划的整合功能，那么如何选择这样的人手？怎样付工资？的确需要一些整合工作。比如，假若跨课程教授批判性思维，那么就提供一个批判性思维术语表并得到大家认可，否则学生很可能被一些词义搞迷惑了（比如哲学里的指称和内涵的区分就与英语中的不同）。在没有核心规划的情况下，一些学生会因在一些课程学习中未充分注意某些批判性思维原则而犯糊涂，而另一些则可能有理由反感批判性思维原则甚至教学示例的无计划、不必要的重复。另外，教师的教学胜任力以及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同情和兴趣也甚为重要，因为有些教师在别的事情上训练有素，但可能对大学采纳的批判性思维概念理解得不好，没有多少共鸣或兴趣，也可能对批判性思维学习向日常生活和其他科目的迁移有疑虑，觉得是在与他们的学科知识教学争抢时间。批判性思维教学的灵活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某些领域可能更适合于培育批判性思维的某些方面，而别的领域可能更适合培育批判性思维的另一些方面。因此，协调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考虑在不同的领域分配不同的重点。学院、大学、初中和小学与高中相比，在增加或修改课程、培养方案和课程创新上有更多的结构上的灵活性，要在高中课程体系中添加一门一般批判性思维课程是很难的。在高中更有可能的是，将批判性思维的一般方面纳入一个母语课程（在美国大多数地方是英语课）或社会研究课程，有时采用模块的形式，这要比独立批判性思维课程更有现实可能性，这当然聊胜于无。

恩尼斯要求对这些课程进行开发并明确加以标识。无论实施哪个课程，都应发布和澄清任何一般批判性思维课程或模板要教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和能力，让所有老师和学生都知道每一课程或模板要促进的是批判性思维的哪些方面，学生要从课程或模板学会的东西，使教师明白别的课程所发生的事情，进而规划，能就进步和前景相互协商。要促进学习向新领域的迁移，明智的做法是规划批判性思维原则和标准的反复应用，向学生指明各种课程中的相似应用就更胜一筹。恩尼斯特别强调相关的评价非常重要，需要研究把批判性思维嵌入学科教学增加或降低长期记住学科内容学习和批判性思维学习的程度，认真描述和评价三种方法的各种实施，使其结果能在学校之间共享，尤其是要评估批判性思维向日常生活迁移的程度（短期的和长期的），对精品课程的不同实施进行比较。对独立批判性思维课程和模块的批判性思维教材和方法的效果进行比较，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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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尼斯号召青年学生、老师、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测量学）的研究者以及所有对此感兴趣的公民关注批判性思维教学，敦促政府、学校理事会以及大学指导委员会支持并为所需要的变革和研究筹集资金，而管理人员必须担当起领导角色，专业性协会可以在批判性思维教学推广和评估研究方面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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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也把自己的“思想八因素+理智标准”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模型称为“跨学科的”，该模型也属于混合法，因为一方面保罗强调所有思想都可以从八个元素——目的、问题、假设、信息、概念、推论、视角和含意（后果）来分析，对任何思想的每一元素都可以用清晰性、正确性、精确性、相关性、广度、深度、逻辑性、公正性等理智标准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保罗强调在各学科或领域之内的“多元逻辑”思维，并将八因素分析和理智标准评价具体化为标准学习科目中的“领域专属的”批判性思维。保罗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法的特色之一是突出人类天然的非理性倾向对批判性思维的妨碍，告诫人们时刻防范自我中心主义和社群中心主义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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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性思维教学法的发展还表现在新技术的运用上，突出体现于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教学方法。这方面有大量实践。例如，利用网络把批判性思维的直接教学法、学生练习、反馈、在线讨论等整合成一个教学模型，试验发现能提升批判性思维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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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款教授批判性思维的图解软件专门针对论证结构分析和评价开发。墨尔本大学哲学系的盖尔德（Tim Van Gelder）设计的Reason！Able是针对初级课程中更为基础的与评估结合在一起的论证构造（考虑相反的理由、主张）工具软件，它已得到很好的检验，非常简单而易用。而Araucaria新版本（V3.1，2006）包括了标准风格（可刻画对立论证和反驳）、图尔敏风格和威格莫尔风格的图解，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了论证型式（包括批判性问题）作为推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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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ndium则是一个集图示化工具、略图工具、实体交叉参考工具等为一体的一个强大的整合工具包。荷兰开放大学教授基斯纳（Paul A.Kirschner）等使用Compendium模型化学术和商业决策中的论证。Compendium整合像Araucaria这样的较简单图解技术不能利用的文章、电子数据表和图像等材料。它是以基于议题的信息系统（issue-based information system）为基础的论证分析模型。最近一个有趣的发展是Compendium被改良后用于论证型式图解，和Araucaria风格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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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批判性思维教学法的探索付出了很多努力，形形色色的教法也各有千秋，但批判性思维教学法所推行的互动教学情况并不令人乐观。据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引证说，对来自大量不同学校的1800个授课者的调查表明，73%—83%的人仍以说教式方式教学为主。这个结论既适用于较大的大学也适用于较小的文理学院。例如，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不同学科的19个课堂录音发现，88.5%的有效时间耗费在讲授上，只有5%用于学生谈论。教授所问问题的大多数其实是管理性的或者要求学生回忆事实信息。仅有极少的教师用需要高阶推理的问题挑战学生。最近的证据也暗示，“讲授依然是最为常用的典范教学方法”，平均来说，教授的讲授超过2/3的时间，尤其在大多数规模较大的大学里。即使那些允许学生参与的教授，也常常邀请听课人提出一些有关讲课的问题或重复包括在指定读物中的信息。考试以多项选择为主，测试信息回忆而非分析技能。对40所研究型大学的考试情况的考察表明，36.98%的问题仅仅是要求回忆信息，25.38%测试是对课程材料的理解，只有17.71%要求批判性思维。对伊利诺伊大学的考试调查也披露，82%学生报告说，大多数是要求他们回忆事实信息的考试。按照一项对学院教员的调查，26%的回答者使用多项选择考试，35.2%使用简答考试。虽然43.6%的被调查者说他们使用论文考试，但这些数据没有披露要求批判性思维的论文有多少，简答要求学生概要事实材料的又有多少。研究也表明，在课程结束时，学生仅能回忆起42%的信息，在一周后仅仅是20%，在一月或一年后甚至更少。其他研究发现，如果通过自己的心理努力获得材料，学生能记忆得更长。因此，那些不得不使用所获得的概念和信息解决问题的学生倾向于比他们仅仅听课要记得更长时间。当基本批判性思维技能被合适地教授时，尤其可能被记住，因为它们是通过重复实践和程序使用而获得的，而且在学生毕业以后在日常生活中被再使用。博克指出，有些教授通过指出基于问题的讨论对研讨班好，但对于较大的学院课程不大可能，当然，在许多较大的大学里，中等班级的学生少于20人或30人，这提供了大量积极讨论的丰富机会。而且，法学院长期以来发现，甚至达到150人的课堂也能用讨论方法有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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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批判性思维教学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始终困扰着人们的教学效果评价，因为不同的调查报告了矛盾的结果。例如，博克引证说，大部分本科生在毕业之时显著地改善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帕斯卡雷拉（Ernest Pascarella）和特伦兹尼（Patrick Terenzini）的结论是：和新生相比，高年级学生是更好的抽象推理者或批判性思维者，在使用理由和证据处理结构不良问题方面更熟练。在他们更善于理解一个复杂议题的多面向和发展处理复杂性的更为纯熟的抽象架构的意义上，他们有更大的智力灵活性。在评论证据之后他们发现，在批判性思维上的进步，刚进大学时认知技能等于新生人群第50百分位数的学生，很可能在其毕业时改善到大致等于该学生群的第69百分位数。阿斯丁（Alexander Astin）对来自有代表性、较大大学的24000样本学生的研究发现，38.8%感觉他们已经成为批判性思维方面的“很强者”，32.5%相信他们的分析技能是“非常强的”。在包括26个学术遴选机构30000个最近毕业生的规模更大的研究中，几乎一半的回答者感到大学对他们的分析技能有“巨大”贡献。一些研究者发现，学生在某些类型的推理技能方面的发展可能受到他们本科主修选择的影响，例如概率推理（使用风险或特殊结果发生概率的评价做出判断）主要在社会科学（这些学科通常教统计学及其应用）学生中有显著改善。另外，批判性思维成熟度与认知发展阶段相联系，但不完全对称。娴熟的批判性思维是做出对没有明确答案问题的深思熟虑之判断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大学期间，大多数学生有重大进步（从无知的确信到理智的困惑），但绝大部分停留在素朴相对主义阶段——被说服相信许多问题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可能的答案中没有一个必然比别的更好。只有极少数高年级学生表现出相信结构不良问题是对基于证据的理由充分的判断，某些答案比其他答案更恰当。博克认为更令人困惑的依然是这样的发现：绝大多数高年级学生没有令人信服地显示出，对于难以对付的复杂问题，按照他们“适合”的可利用证据和论证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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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批判性思维教学任重道远。如果再考虑到文化因素对批判性思维的制约或阻碍，批判性思维教学恐怕是所有批判性思维研究课题中最艰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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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通识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与逻辑教学

从纽曼“大学的理念”到当代高等教育系统对批判性思维重要性的反复强调，表明通识教育与批判性思维水乳交融。在通识教育的几乎每一个讨论中，都提及跨课程的一般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技能。
 
[1]

 阿斯汀说，在被认为是自由教育目标之基础的所有技能中，批判性思维很可能处于技能清单的首位。
 
[2]

 各种批判性思维研究路向或理论，特别是批判性思维的规范性研究，都将逻辑（广义）当作基本元素之一。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批判性思维运动或思维技能运动的第一波，更以“基于非形式逻辑的批判性思维”为特征。以批判性思维为宗旨的大学逻辑教学，对传统的逻辑教学内容进行取舍，重组了逻辑知识体系，突出了技能培养和实际应用；尤其是论证逻辑视角的课程，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批判性思维的技能和气质，它所显现的一系列特性使传统的论证理论脱胎换骨，形成了有利于学生将批判性思维技能迁移到各学科学习过程的教学形态。

第一节 通识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现代自由教育或博雅（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一部分。21世纪所需技能的培养和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仅仅凭借技术性的专业学习来完成，因此通识教育成为当代教育之必需。在历史上早已是“自由技艺”（Artes Liberales
 ）组成部分的逻辑教学，在当今通识教育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依据它与21世纪技能和高等教育目标——批判性思维的密切联系，得到有力辩护。而逻辑教学的内容与方法也需要在广阔的视野下做出相应调节。以信息社会、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为重大议题的21世纪，要求一系列生活技能。人们公认，批判性思维是21世纪的基本技能之一。尤其是就业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特质的要求由下至上倒逼大学强化通识教育的批判性思维。在一段时间里，关于就业能力以及高等教育如何采取措施增强学生就业能力的辩论成为热点，出现了雇主驱动的“软”技能议程（employer-driven ‘soft’ skills agenda），认为对于准备求职的人来说，口头和书面交流、团队合作、聆听、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等软技能与学历一样重要。最近（2009），英国工商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更为明确地表示需要批判性思维者和具有其他“软”技能的毕业生。重要的是，这些“软”技能可应用于任何层次，而正是批判性思维技能与更高责任、更高地位和更高薪水的工作相联系。对于要成为更灵活、更适应的“终身学习者”的劳动者而言，批判性思维能力也极为重要，因为对适应性挑战有更好准备的批判性思维者能够发展新的与可转换的技能和知识，应对职业变化、新的职业要求和新的工作模式。
 
[3]

 所以，高等教育要面向21世纪，就必然要以教育学生获得这些技能为己任。这也是为什么从世界高等教育大会（1998，2009）到各国教育行政机构和高等院校，都把批判性思维规定为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的缘故。美国批判性思维专家保罗等1997年的一项调查也表明，89%的教员认为，批判性思维应该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
 
[4]

 实现这个目标除了在专业教育中渗透批判性思维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通识教育中贯穿批判性思维。

按照美国学院和大学联合会（AAC&U）的描述，当今自由教育的学习成果常常包括：获得理智技能或能力（批判性思维、分析性阅读和写作、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技术的熟练使用）；理解专家如何在相关知识领域进行思维和研究；发展社会、公民和全球的知识；获得自我认识和伦理价值；至少深入学会一个学科；整合跨学科领域的知识。
 
[5]

 一种真正的自由教育是使我们为在一个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里过着尽责的、富有成效的和创造性的生活做好准备的教育。它是培养一种基础牢固的理智适应性、具有终身学习气质和为我们的观念与行动的伦理后果承担责任的教育。自由教育要求我们理解关于自然、文化和社会之知识和探究的基础；掌握感知、分析和表达的核心技能；陶冶尊崇真理的思想感情；承认历史和文化语境的重要性；探索正规学习、公民和服务社会之间的联系。通过从事诚实的、富有挑战的和重要的智力工作，通过使我们自己准备好以负责任的方式运用知识和能力，我们体验自由学习的好处。由于自由学习旨在将我们从无知、教派意识和短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它奖赏好奇心和竭力拓展人类知识的疆域。因此，就其本质而言，自由学习是全球的和多元的。它包容具有社会的、自然的和理智世界之特色的观念和经验的多样性。承认以各种形式表现的这种多样性，既是一种理智的承诺，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同样也是为了使我们能理解我们的世界，追求成功的生活。严格而创造性地思考、学习与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能力，理解具体情况下的观念和议题的能力，在社会生活中承担义务以及渴求真，是我们人类的基本特性。自由教育以这些品质为中心，是对我们共同未来的最佳社会投资。
 
[6]

 通识教育指自由教育中所有学生共享的那部分课程，涉及本科生在其大学教育期间应该学会的一般知识、技能和能力。
 
[7]

 许多大学采取核心课程方案（本科毕业所必需的一组课程）；
 
[8]

 大多数大学的方案更像一种“自助餐”，允许学生从包罗万象的课程范围内进行选择（极少有对个体课程的特殊要求）。现在，通识教育辩论的大部分问题是，学院和大学应该如何组织和表述这些要求。
 
[9]



从历史上看，通识教育一直与批判性思维相联系。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大学的理念》是对高等教育的公共理念产生最大影响的英文著作，今天依然被当作考虑高等教育理想架构的一个基础文献。同时，关于有教养心灵（educated mind）或哲学心灵（philosophical mind）的独特阐述，使纽曼被尊为最重要的批判性思维思想家之一。他所使用的一系列概念，特别是描绘真正有教养的人的语汇，建立了理智框架、优质思维和学习的原则，因此哈尔认为，纽曼的教育概念体现了与实质批判性思维概念相吻合的基本原则。
 
[10]

 纽曼把大学视作可以而且应该给个人提供广泛知识、批判性思维、高尚道德和社会敏感度的人文机构，它通过开放式教育塑造所谓的“绅士”。教育实质上被设想为规训的、思想开放的和实践的，因为一个人的理智技能和能力可以在多个领域批判地发挥作用和迁移。
 
[11]

 教育的主要原则是要促进那种能很好思维和为实践目的而应用其技能的学生的发展。理智的培养（intellectual cultivation）是终生的过程。我们需要的东西是……理智的力量，坚定、广泛性和多功能性，控制我们自己的力量，当事物呈现于我们面前时，本能地公正评价它们；它也的确是一种自然禀赋，但通常没有大量的努力和多年的实践不会获得。……这是真正的心灵培养。理智的培养是一种被规训的、积极的和思想开放、能生成适合的重要洞见的形式。一种规训的心灵是清晰和精确使用概念的心灵。“开放心智、校正它、精练它、使它能知道、消化、熟练、控制和使用它的知识，给它超过它自己能力的力量、应用、灵活性、方法、精确的批判、准确的判断、机敏、演讲、清楚的表达，都是明显的目标，是和德性的培养一样明显的目标。”真正的教学趋向理智的培养；它是一种基于形成理由充分的判断和一个大的理智共同体向另一个理智共同体学习的教育。
 
[12]

 这种方式的思维与未规训的、有缺陷的和被割裂的思维——“理智的病弱”形成鲜明对照。学生“没有将原则放在心里作为建立理智的基础；他们没有区分确信，没有把握结果。因此假如他们谈论得更多的话，他们就随便谈论，不能有助于辨别。他们只不过对现象惊异不已，而不是按其本性理解事物”。
 
[13]

 而指导者和大学当局是理智培养的进一步障碍。哈尔认为，纽曼既论述了批判地思维的本质，也论述了成为一个批判性思维者意味着什么，强调有价值的和必要的理智技能与重要的理智倾向。
 
[14]

 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论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时指出，和纽曼主教开始倡导通识教育的19 世纪一样，今天的知识经济依然要求，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既要掌握专业知识，也要拥有对所有新资讯进行透彻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们需要的是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面对新的挑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培养以上习惯，需要配合一种适当的教学方式：要跳出让学生们被动学习和单向式吸取知识的模式，同时要让他们学习独立思考，学会组织和捍卫自己的论点；或在面对新的资讯冲击和有理有据的批评的情况下，能对自己的论点加以修正。美国顶尖大学的考试极少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相反，学生需要解决一些从没遇到过的问题，或是从正反两面分析论点并提出自己的立场。
 
[15]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包括哈钦斯在内的芝加哥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群教授开启了所谓的“通识教育运动”（general education movement）。哈钦斯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所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于1931年建立本科生通识教育基本要求。他的“新计划”把大学的系分为四部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物理科学，同时，把本科学院（undergraduate college）建立为大学里有自己教员的单独部门。在此新计划之下，本科生需要接受四个整整一年的上述四部分的导论课程，并有对每一学科的广泛考试。哈钦斯相信，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要发挥作用，它的所有公民必须接受足以做出理性的、智慧的选举决定的教育。这一信条成为通识教育的哲学基石之一。1946年，哈佛委员会在发展通识教育的一个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通识教育的研究报告，即著名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哈佛红皮书”）。作者呼应此前哈钦斯等人的观点，讨论了全国大学和中学层次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对通识教育日益增长的关切是因为知识快速膨胀、教育系统的成长以及社会的日趋复杂，这些因素要求“共同遗产的教育和面向普通公民的教育”。按照该方案，通识教育占到学士学位课程的三分之一，包括所谓的“名著文献”（荷马、柏拉图、圣经、但丁、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人文课程、称作“西方思想和制度”的社会科学课程（重要的作者如阿奎那、卢梭和穆勒）。红皮书的影响巨大，美国的大多数学院在此书出版的随后几年也创设了自己的通识教育要求。当时，在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余波之后，要发展冷战文化，教育家感到有一种维护西方文化和民主价值的需要（红皮书的标题暗示了这一点），红皮书适逢其时，因而引起了全国注意。同时，战后退伍军人依据比尔法案注册进入大学，使学生人数剧增，也是红皮书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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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皮书指出，通识教育是完整教育的一部分，它首先关注作为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学生的生活，而特殊或专业教育关心学生在某种职业上的能力。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完全分离的。通识教育某种程度上具有自由教育的意思。自由人的试金石是：他是自由的即他能自己判断和计划，因而他能真正地控制自己。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拥有能够自我批判的心灵；他必须照苏格拉底所说的一个自由人的独特价值，过一种自我审查的生活，因而他将拥有内在自由和社会自由。他克服地方主义，是客观的，是所有时间和所有存在的一个旁观者。而这正是民主社会本身的目的。由于无人能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因而大家都不得不在大部分活动领域相信别人的判断。这样，人们就需要一种睿智，靠它来区分专家和冒牌货、更好的专家和更差的专家。从这个视角看，通识教育的目标可以定义为：提供辨识任何领域中的胜任力的广阔批判感或批判意识（critical sense）。对于每一种活动都存在标准和风格，受过教育的人应是在他自己的领域之外能看出来健全可靠的工作和冒牌工作的人。民主社会之所以特别需要通识教育，是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公众挑选其领导人和官员，普通公民必定要有足够的辨别力，以便不会被表象欺骗，并选出在其领域智慧的候选人。通识教育不同于专门教育不是因其主题内容，而是根据方法和眼界。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差异在于，前者描述、分析和说明，后者评价、判断和批判。在一个学生变得关注他所使用的方法，批判地认识他的预设的范围内，他学会超越其专业专长生成一种自由的眼界。红皮书在“心灵特质”一节指出，教育不只是告诉知识，而是培养年轻心灵的某些性向和态度。有效地思考、交流思想、做出相关判断、在价值中做出辨别是通识教育要培养的能力。有效思维（effective thinking）首先是逻辑思维：从前提得出合理（sound）结论的能力。这里的逻辑思维不是指专家的装备或学生从形式逻辑课程里学到的那种东西。作为一个平常的公民，学生将在实践情境中（选择一个职业、决定投谁的票或者买什么房子、选择一位妻子）践行他的逻辑技能。逻辑思维是从特殊情况抽象出普遍真理，从一般规律推断特殊情形的能力，更严格地讲，是识别关系模式的能力：一方面，把一个问题分析为它的组成元素；另一方面，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为了解决问题常常要使用富有想象力的洞察。它的范型是数学。逻辑思维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对一幅绘画的结构分析。在向结论移动的过程中，训练有素的心灵会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看到相关因素而积极排除不相干的一切，按照重要性安排相关因素。偏见将不相干的因素带进来，而逻辑将把它们拒之门外。有效思维从逻辑开始，同时进一步前进到包括一些广阔的心理技能。一个有效的思维者能用技能处理术语和概念，不混淆语词和事物；他不满足于仅仅记录事实，而要看出它的意涵；不把意见错认成知识。有效思维包括理解复杂和流动的情境，把逻辑方法当成是不充分的心理工具。虽然思维永远不能违反逻辑规律，但可能要使用精确数学推理之外的那些技术。在社会研究、历史学和日常生活问题中，证据往往不完全，有时不可靠，但实际情境要求必须做出决定。对于这些复杂和流动的情境，我们需要相关的思维，搜寻领域之间的交叉定位，即一种语境中的思维。尽管达不到某种精确性程度，但可以获得对历史的、社会的材料以及人的关系的某种理解。有效思维的一个更深层的要素是想象力。人们也许反对想象力与有效思维有什么关系。然而，想象力在人的关系领域是最有价值的。我们需要微妙地感知我们伙伴的希望、担心、品质和缺陷，这能唤起一种具体丰富的整体人格。在实际事务中，想象力提供打破习惯和常规的能力，看得更远，展望新的替代选择，它是发明家和革命者的马刺，不亚于对艺术家的作用。人们也许注意到，有效思维的三个面向——逻辑的、关系的和想象的，大致对应于学习的三个部门——自然科学、社会研究和人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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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末，杜鲁门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为了美国民主社会的高等教育》报告所列出的11项通识教育目标的最后一项是：“获得和运用批判性思维和建设性思维的技能和习惯。”报告指出，思考和推理能力应该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最明显标志。推理能力、批判性评价的习惯应该是每一领域、每一层次的所有教育的不变而普遍渗透的目标。要达到目的，获得持久的效果，就要强调学生熟悉探究和发现的过程。唤起和刺激理智好奇心，将这种好奇心引导到主动和规范的研究之中，发展收集、分析和评估证据的技能，这一切应该构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每一个教师的基本工作。开放和探询的心灵以及严格和训练有素的探究习惯是自由人的标志和自由社会的肌腱。因而通识教育将集中于能使学生自己认识、自己思考整个生活的动机、态度和习惯的充分可能的发展。由此，通识教育的重点有三：强调见多识广的重要性以及将决定、行动和意见建立在准确事实基础上的重要性；强调懂得从哪里、怎样获取信息；为形成有效判断而评价、联结和整合事实的能力。报告认为，一种好的通识教育有助于发展任何职业所要求的那些品格和个性特质。那些找到支配其生活之善的人对价值和标准已有某些洞察，能够定义问题，将批判性思维习惯落实到他们的解决办法上，能够清晰地交流想法，具有以友好和体贴的方式对待他人的能力，所有这些（也许要比我们所认为的更为普通）是职业能力的要素。这些都属于通识教育旨在发展的心灵品质之列。报告还指出，社会需要智慧的领导，他的素质之一是“掌握严格的批判性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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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发起通识教育评估的合作研究。委员会形成六个探索目标：社会科学、科学、交流、人文学科、态度（价值和个人调节）与批判性思维。最后两个领域被描述为“无处不在的目标”，其他四个领域容易等同于主题内容学科。该研究的一个有趣结果是，所有委员都承认，批判性思维之外的五个领域的评估检验设计和开发都显示了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合作研究伊始就同意批判性思维是通识教育的重要成果之一。无论一个委员会是否标识自己的特点是“批判性分析和判断”“批判性思维”或者“阅读现时科学材料的能力”，似乎要包括的技能都很类似。无论思想观念上的相似性可归属于某些基本品性或是仅仅归属于亚里士多德、培根和杜威的影响，这个共同的关切强调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建议广义的批判性思维或许是一般通识教育课程的重点。因此，“我们会建议，批判性思维可能在其他原则失败之处发挥作用，我们将尝试证明这个立场的有效性”。尽管所有六个委员会都对批判性思维能力感兴趣，但唯有学院间批判性思维委员会（Intercollege Committee on Critical Thinking）最具有代表性。具体能力被组织成八个能力集群，题为“问题解决的批判性思维方面的试验性清单”（A Tentative List of the Problem-Solving Aspects of Critical Thinking）：1.确认问题存在的能力：（1）辨识一个情境中的相互关联的条件；（2）辨识一个情境中的冲突和议题；（3）定位一系列思想或事件中“缺失的环节”；（4）辨识尚未解决的问题。2.定义问题的能力：（1）确定问题的本质；（2）理解什么是问题所涉及和需要的东西；（3）确认表述问题的措辞方式；（4）用简单、具体和熟知的术语定义问题里的困难的和抽象的元素；（5）将问题的复杂元素分解为可操作的部分；（6）确定问题的核心元素；（7）将问题之元素排列为可被处理的顺序；（8）从问题中排除无关的元素；（9）将问题置于其语境中。3.选择与问题解决有关的信息的能力：（1）区别可靠与不可靠的信息来源；（2）辨识信息选择与拒斥所基于的偏见；（3）确认与解决问题相关的信息；（4）挑选充分而可靠的信息样本；（5）组织或系统化信息；（6）从与问题解决相关的个人经验选择信息。4.辨识影响问题的假设的能力：（1）辨识未陈述假设；（2）辨识未得到支持的假设；（3）辨识不相干假设。5.形成相关假说的能力：（1）发现解决问题的线索；（2）在信息和假设的基础上形成各种假说；（3）选择更有希望的假说首先予以考虑；（4）检核假说与信息和假设的一致性；（5）做出有关未知信息和必需信息的假说。6.从假设、假说和相关信息有效地得出结论的能力：（1）发现术语和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2）辨识必要和充分条件；（3）辨认因果关系；（4）确定和陈述结论。7.判断导向结论之过程的有效性的能力：（1）区别有效地得出结论与其他选定的结论，比如哪些是因为与价值、偏好和偏见相一致而选定的结论；（2）区别必然推理与可能推论；（3）发现论证中形式的、逻辑的不一致。8.按照其应用评估一个结论的能力：（1）确认对验证结论所需要的那些条件；（2）确认结论不可应用的那些条件；（3）判断一个结论作为问题之解决的充分性。该试验性清单后来被简化为五个一般能力，题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简要清单”：1.定义问题的能力；2.为问题解决挑选相关信息的能力；3.辨识陈述和未陈述的假设；4.形成和选择相关的、有希望的假说的能力；5.有效地得出结论和判断推论有效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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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雷泽尔和梅休（1954）指出，考虑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出发点是，大学生受教育经历的一个成果应该是能够完成超过简单回忆和复述教科书或教师在课堂上表述的概念、事实、原则等更为复杂的那类心理或智力活动……通识教育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学生获得与应用批判性思维和建设性思维的技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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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对通识教育的兴趣在20世纪80年代浪涛汹涌，学术文章比前一个十年增长了75%，杂志和报纸的文章增长了100%。通识教育的热议和批判性思维运动不仅在时间上重叠，而且批判性思维渗透到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之中。学院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早已指出，推理与批判地思考的能力是所有其他基本学术才能的基础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美国教师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AFT）前主席尚克尔（Albert Shanker）曾指出，AFT正在将批判性思维融入基础课程作为其最优先的任务之一。第六届批判性思维与教育改革国际会议（索诺马州立大学，1988）在其会议主题陈述中写道，学生在课程的开始就被告知，课程如何为不仅促进学科内容的掌握而且促进批判能力和理智个性而设计。一般的批判性思维课程能用作所有学生的“核心”课程，它聚焦于跨学科议题和一般批判性思维技能。

某些教育系统曾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在通识教育中以各种方式教批判性思维，纽约、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南卡罗来纳、犹他、威斯康星和阿拉斯加等州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下达过批判性思维教学的正式命令。例如，加利福尼亚州1980年11月1日发布338号行政命令“通识教育—非本专业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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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各大学、学院和社区学院从1981年秋季开始，对注册学生实施遵照这个命令制订的培养方案。该命令关于教学目标写道：通识教育—非本专业必修课是为每一个攻读学位者完成专业主修计划和课程选修而设计的，它们将保证毕业生朝着成为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获得重大进步。特别是，这些非专业必修课的目的是给毕业生提供他所依赖的手段：A.获得清晰地和逻辑地思考的能力，寻找和批判地审查信息的能力，口头和书面交流的能力以及完成数量运算的能力；B.获得有关自己身体和心智的一定知识，关于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现在如何运转、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 、与他们共享这个世界的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文化财富和文明遗产的知识；C.达到对人类探索中使用的原则、方法论、价值系统和思想过程的理解和评鉴。以这种方式规划和组织的通识教育—非本专业必修课，意图在于使学生获得作为相互联系的元素而非孤立碎片的能力、知识理解和评鉴。该命令指出，批判性思维方面的教学是为达到理解语言对逻辑的关系而设计的，它应该导致分析、批判和辩护看法、归纳和演绎地推理的能力，基于根据无歧义的知识或信念陈述进行的正确推论，得出事实的或评判的结论。就批判性思维教学的成功而言，所期望的最低能力应该是区别事实与评判、信念与知识的能力，以及基本的归纳和演绎过程的（包括理解语言和思维之形式的和非形式的谬误）技能。此外，在对英语交流的要求中，也提到“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交流包括考虑常见推理谬误”。要求应用性课程将交流（从修辞视角）看成是重点在于交流过程的人类符号的互动过程：推理和辩护、组织、准确性；发现、批判性评估和信息报告；有效地读、听、说、写。

1996年制订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学士培养方案中的通识教育目标和成果（General Education Goals and Outcomes within WSU's Baccalaureate Programs）规定，学生应该达到六个能够：批判性地推理（定义和解决问题，整合和综合知识，评价发现与结论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理解人们如何思考、推理和做出价值判断，理解多种多样的观点、歧义和不确定性，理解不同的哲学和文化）；实施自主定向或独立的学习计划；理解标准观点和价值（包括伦理的和审美的角色）；用口头和书面形式清晰、准确和有效地交流结论、解释和含意（implications）；以各种模式、在各种语境中获取和消化知识，辨识不同的学科观点和方法；理解人类知识和文化包括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同年，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教、学与技术中心，通识教育计划和写作计划合作发展了一个七向度的批判性思维规程，为改善学生在其完成大学课程期间的高阶思维技能提供一个工序，为测量这些技能提供手段。该工具确认批判性思维的七个关键领域（向度）包括：问题辨识；就议题或争议点建立一个清晰的视角；确认可供选择的视角；语境辨识；证据确认和评估；辨识隐含的假设或由一个议题的表达所陈述出来的假设；基本假设的辨识；评价含意和潜在的结论。根据这个规程，2001年颁布了批判性思维定级指南（Guide to Rating Critical Thinking），规定了在每一个方面的欠缺和大体上成熟的框架标准，而每一门课程教学、作业和学习效果评价都根据这两个文件具体做出规定。

一些观察家相信，通识教育使学生为主修专业化做好准备，另一些人则相信它是主修专业化的解毒剂。最近，对通识教育的辩护的趋向尤其以多元文化主义为特征。塑造公民依然是高等教育的至关重要的功能，因为学生必须为文化上的多样性和国际化世界做好准备，这就需要阅读来自多种文化的文本。西方传统著作能帮助学生批判考察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人和文化，给予他们思考情感和其他文化中的人的价值的能力。这种使人们挣脱自己束缚的能力，对于在以人的多样性（种族、性别和性取向）为标志的世界中生活是关键的。许多大学依然在寻找能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最大化的通识教育模式。
 
[22]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通识教育革新（2007）的重点之一是“课程被设计成培养分析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23]



2008年11月19日到2009年2月16日，哈特研究公司对美国学院与大学联合会成员机构的433位主要教务官员或指派的代表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测量目前高等教育中规定的学习成果（learning outcomes）的流行程度，证明通识教育领域最新的课程变化和评价。名为《通识教育中的新趋向和新实践》的报告显示，大多数会员机构（78%）说，它们对自己的所有本科生都规划了共同的学习成果集，这些成果涉及非常广泛的技能和知识领域。其中最为广泛涉及的技能是：写作技能（77%）、批判性思维（74%）、量化推理（71%）和口头交流技能（69%）。
 
[24]

 值得注意的是，AAC&U 成员机构现在强调的许多学习成果也正是2006年的调查中雇主们期望学院和大学强调的。68%的大学在其院系学习成果评价中，包括了一般技能如写作和批判性思维。52%的大学评价通识教育学习成果。半数以上（56%）的管理者说（公立机构64%，私利机构48%），过去5年，对他们机构来说，通识教育的优先性增强了，只有3%说正在变得不那么优先。管理者表示，他们的通识教育计划在不断推进。绝大多数（89%）机构也在评价其计划，包括正式检讨他们的计划（19%），讨论改变的建议（22%），落实过去5年采纳的变革（18%），执行通识教育的学习成果的评价（30%）。只有11%说他们现在没有对通识教育计划做修改。
 
[25]

 2013年哈特研究公司代表美国学院与大学联合会进行了类似的调查。为了在当今更为复杂的环境中让自己的公司获得成功，参与调查的93%的雇主同意，一个求职者所展示的批判地思考、清晰地交流和解决复杂项目的能力要比他的本科主修专业更为重要。大多数雇主相信，两年和四年制的高校应该更多地强调各种各样的关键学习成果，以增加毕业生在当今全球经济中的成功机会。总体上，雇主们最可能相信存在对日益强调批判性思维、复杂问题解决、交流和把知识应用于真实世界背景的能力。对于“是否学院和大学应该更多、更少或同样地强调17种不同学习成果以便帮助学生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的问题，大多数被访者相信，学院和大学应该同样或更加强调所有17个学习成果。对于17个学习成果测试，大多数被访者（70%以上）相信学院应该更加强调其中的11个。而82%的雇主认为最应强调的是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推理、复杂问题解决和分析（81%）、书面和口头交流（80%）、真实世界背景中知识和技能的应用（78%）、定位、组织和评估来自多种来源的信息（72%）、创新和创造性（71%）。雇主赞成自由教育的概念：学院教育提供各学习领域的各种广泛的知识以及特殊主修或兴趣领域的知识，也帮助学生发展社会责任感、跨越所有学习领域的理智的和实践的技能，比如交流、分析的技能、问题解决技能和展示把知识应用于真实世界背景的能力。94%的雇主认为提供这类教育对当今的学院是重要的，其中51%认为非常重要。74%的雇主向自己的孩子或他们了解的年轻人推荐自由教育的概念。
 
[26]



2009年9月23日，佐治亚州大学系统核心课程评估委员会的“核心课程方针”（USG Core Curriculum Evaluation Committee：Core Curriculum Policy）要求所有院校都发展和评价每一核心区（A—F共六个）的学习成果，同时要给核心课程加上三个新的学习目标即美国视角、全球视角和批判性思维。该建议例举的批判性思维学习目标如下：学生成为主动的、独立的和自主定向的思维者和学习者，将他们的思维技能和创新应用于解决问题；学生勇敢面对不明晰的情境，并超越传统方法，构想更为有用和有利的解决方法；学生有效地辨识、分析、评估和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支持结论；学生具有考虑和容纳对立观点的能力；学生具有辨识何时需要信息的能力，具有定位、评价和有效使用所需信息的能力；学生具有确认听众、意图、价值和信息的可能来源的学科视角的能力。该建议要求大学必须有一个核心课程的批判性思维计划，以保证完成A—F区的学生达到有关基本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学习成果，同时鼓励各校在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计划中创新；选择包括但不限于：在A—F区设计一个或多个课程作为批判性思维课程，并要求作为完成A—F区的要件，每个学生必须接受至少一个批判性思维课程；要求学生发展一个由来自A—F区的课程作业材料组成的批判性思维文件夹，该文件夹由指定的教员予以评估；要求学生取得全国性组织的批判性思维测试的分数（如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测试，GRE一般测试的分析性写作部分、SAT写作测试）。
 
[27]



第二节 以培养批判性思维为目标的逻辑教学

可以从三个层次——批判性思维教学、逻辑取向的批判性思维教学和非形式逻辑（论证逻辑）视角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来考察通识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教学。大学以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技能和气质为己任，并提供多种途径。授课和阅读提供了训练心智处理不同问题的方法的无数例子；讨论会为参与者表达他们对挑战性问题的思考与倾听教授和同辈的反应提供了机会；学期论文和课外作业诱发学生缜密深思问题，并有知识丰富的指导者批评他们的工作；在课堂之外，本科生就他们阅读中出现的问题、他们的教授提出的问题以及其他许多议题进行争论；校园报纸和文学杂志、集体宿舍委员会（dormitory councils）和辩论队的工作，在政治俱乐部和学生会，他们持续参与导致他们独立思考的讨论，并将他们的思想暴露于别人的批评之下。在这些际遇中，各种背景、价值和视角表达出来，学生挑战参与者，考察他们的前提、迎战新颖的论证，针对新信息和出乎意料的想法来检验他们的推理。所以，毫不惊奇，大学绩效的研究者发现，大部分本科生在毕业之时，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显著地得到改善。在对26个大学的30000名最近的毕业生调查中，几乎一半的回答者感到大学对他们的分析技能有“巨大”贡献。
 
[28]



北美的许多学院和大学现在提供特别为提高他们学生的批判地思考能力而设计的课程，作为通识教育要求的一部分。
 
[29]

 通识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方式五花八门。辛普森学院的批判性思维小组建议三类批判性思维课程：第一年课程（first year courses）、学科课程（disciplinary courses）和顶峰课程（capstone courses大致为高年级最后阶段的精品课程）。这些课程在重点、目标和执行方面各有不同。他们强调，不存在“思维”课程和“非思维”课程的区别，因此反对给课程贴上批判性思维的标签。
 
[30]



有些大学虽然没有独立的批判性思维课程，但可能将批判性思维教学活动放在一年级的研讨班中。另一些可能开设与批判性思维相关的专题课程。比如，哈佛大学2010—2011年的课程目录中就有 “关于环境与公共卫生的批判性思维”（继续教育学院）和“批判性思维与研究报告写作”（文理学院）。加州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哈尔彭（Diane F.Halpern）认为，罗宾斯坦的问题解决课程、伍兹的商议规划和监控以及洛克黑德的分析性推理程序，是批判性思维早期的成功教学模型，它们甚至明显改变了那些坚定的批评者的态度。
 
[31]



博林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经济系布朗（M.Neil Browne）和凯利（Stuart M.Keeley）数十年来努力将批判性思维融入他们的经济学、法律、历史和心理学课程，他们开发的袖珍或“迷你”型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教科书——《恰当地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风行全球。埃默里和亨利学院（Emory and Henry College）哲学系的丹莫尔（T.Edward Damer）开发的批判性思维袖珍课程（教科书是《攻击有缺陷的推理》），则通过揭示常见论证谬误，引导建构好论证。

由于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教学法渗透到学科教学，一些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比如，有一些全国性的尝试，企图将统计学作为一种广泛适用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而非数据分析技术来教授。
 
[32]

 马里兰大学一年级过渡课程“大学导论”中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旨在帮助学生从高中向大学转变。学生既不是在一个学科领域内接受这个课程，也不是注册一个批判性思维课程，而是被指定学习更多关于大学资源、适应学院生活的内容以及批判地思考校园议题。
 
[33]



20世纪8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19个院校，要求本科生修一门批判性思维课程，但允许批判性思维在不同专业具体化。例如，由社会学家所教的一般化的方法论课程，心理学家所教的问题解决课程，历史学家所教的文本诠释学，英语课中教授的论辩性散文，新闻专业提供的媒体分析课程等，都被视为完成修一门批判性思维课程的要求。
 
[34]



从批判性思维教科书来看，其类型也丰富多彩，侧重点各有不同：侧重综合性思考过程（如查菲《批判地思考》）、全新思维习性（如保罗《批判性思维：成就你的专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工具》）、问题解决（如迈耶《思维、问题解决和认知》）、决策（如道斯《不确定世界里的理性抉择》）、认知过程（如拉比诺维茨《教学的认知科学基础》）、逻辑（如恩尼斯《批判性思维》）、批判性讨论或论辩（如弗里莱和斯坦伯格《论辩与辩论：做出合理决策的批判性思维》、沃尔顿《批判性论辩基础》）、阅读或写作（如保罗和埃琳达《思考者写文章指南：实体写作艺术》，卡西帕格等《阅读和写作与批判性思维》）以及与各专业结合（如甘布里尔《临床实践中的批判性思维：改善判断和决策质量》、鲁本菲尔德和谢弗《护士批判性思维技巧：跟踪、评价和培育改善基于能力的思维策略》 、杰克逊《研究方法和统计学：一种批判性思维路向》、科里尔和艾默曼《律师助理学习：一种批判性思维路向》）。
 
[35]

 我们还发现，与柯比式“导论逻辑”相比，批判性思维教科书的再版周期也大大缩短。
 
[36]

 全国各地的学院、大学和高中，现在都需要批判性思维课程或在全部课程中融进批判性思维目标。20年前，批判性思维也许主要是哲学和修辞学教授的科目，而今天，任何一门学科的教师都有可能结合自己的专业教授批判性思维。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批判性思维课程的燎原之势。

批判性思维教学有两个假设：一是，存在明显可辨识和可定义的思维技能，可以教学生识别并恰当地应用它们；二是，假如这些技能被识别和应用，学生就会成为更有效的思维者。
 
[37]

 但是，这些技能中是否有所谓的一般批判性思维技能，却引起了广泛争论，并导致批判性思维教学法的两条基本路线，进而产生了两类批判性思维课程设置，即基于学科的（discipline-based）课程和独立的课程。独立的课程大多由原来的逻辑教师承担，并在新生第一学期开设。正如有人特别向新生提示的那样：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的批判性思维，那就注册一个批判性思维课程。……你自己将有机会沉浸于这个主题之中，并会对其他课程的学习大有裨益。在你的整个大学生涯中，尽可能早地学习这样的课程也许最好。
 
[38]

 现在外国大学普遍将两种方式相结合，即在低年级有批判性思维独立课程，又要求在所有通识教育课程甚至主修课程中运用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和倾向。

从批判性思维的不同教学路向看，逻辑取向是批判性思维教学的主流。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有本质的联系。首先，从批判性思维的本质看，逻辑元素构成其基本成分。批判性思维涉及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该信什么和做什么，而对该问题的答案是理由或证据决定的，换言之，对该核心问题的任何回答都需要提出论证。论证的优劣由一系列“理智标准”来衡量，其中包括逻辑标准。正如西格尔指出的，聚焦于理由和使信念和行为正当化或合理化的理由的力量，正是批判性思维的本质。批判性思维者就是依据理由恰当地采取行动的人：他有根据理由相信和行动的倾向，具备在理由起作用的语境中评价理由之力量的能力。逻辑（形式的和非形式的） 和理由的评价或决定理由的好坏相关。这种决定是批判性思维的中心。
 
[39]

 恰当的理由是由逻辑分析的原则和规范决定的。批判性思维者和理性人之间存在概念上的深刻联系。以批判性思维为目标的教育，就是以合理性的养成和理性人的发展为目标的教育。
 
[40]

 把思维刻画为“批判的”，就要判断它满足可接受性的相关标准或规范，由此恰当地认为思维是“好的”。
 
[41]



从目前所获得的批判性思维定义的共识看，逻辑要素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哲学学会提出的批判性思维定义（1990）及其六大技能——解释、分析、评估、推论、说明和自校准，明显突出逻辑的作用。恩尼斯依据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定义——“聚焦于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维”——所列举的更具体化的12种技能“操作”，大多数在本质上也是逻辑的。它们既是批判性思维的课程目标集，也可作为批判性思维检测或评估程序具体化的基础。
 
[42]

 可以说，所有为取得相对共识的批判性思维定义或技能元素一览表中，都将逻辑元素作为重要成分，更不用说著名批判性思维研究者提出的大量定义了。

批判性思维的逻辑取向课程正是企图提供批判性思维的工具，所以，大多数为教授批判性思维而设计的教科书和单独开设的课程，旨在发展分析论证、探查推理中的错误（谬误）和构建令人信服的论证。
 
[43]

 按照沃尔特斯的说法，批判性思维以逻辑教学作为主要载体还有三个实际的原因。第一，运用逻辑分析技术的能力对于成功地学习各种课程显然是一个必要条件，批判性思维教学偏向逻辑主义的一个重大因素是训练学生分析策略的现实需要所导致的。正如保罗指出的，任何学科都有一种逻辑，它们有目标和关于那些目标的逻辑结构集：假设、概念、主题、事实、理论、主张、含意、推论（后承）等。正是每一学科都有这样的逻辑，因此，要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必须运用逻辑。而学生在学科学习中表现不佳，被认为是因缺乏思维或推理能力。第二，大多数批判性思维课程是由那些受过严格而系统的逻辑专业训练的哲学家教授的，标准教科书的大多数作者也是哲学家。这样，被哲学系欣赏的思维技能，充分反映在批判性思维课程中，形成对逻辑分析高度重视这一特点。实际上，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任务也一直由哲学系承担。第三，在构造以逻辑技能为中心的课程时，教师有可供利用的大量资源。在市场上，还很少有采取非逻辑视角的思维技能教学方法的主流教科书。因此，教师要采用非逻辑取向的教学方法，就不得不用其他材料和自己制作的讲义来补充主流教科书。此外，非逻辑取向的教科书使用起来也比较困难。
 
[44]

 有学者甚至将批判性思维学者分为两大类：一类人关心论证过程；另一类人关心学习、知识、认识论、价值、信念和生活所必需的理念之间复杂的和建构的相互关系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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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批判性思维中的逻辑元素构成了批判性思维运动第一波（1970—1982年）的鲜明特征，所以常常被称为“基于非形式逻辑的批判性思维运动”或“思维技能运动”。第一波以逻辑、论辩和推理理论为焦点，以哲学家为主流，关注设计批判性思维或非形式逻辑的单独课程；批评形式逻辑作为“真实世界”推理和论辩的分析与评价工具；发展谬误理论；发展非形式逻辑、推理、说服、修辞学和论辩等的理论；探索因阐明非形式逻辑、推理和论辩的理论发展而引起的哲学问题。在第一波批判性思维实践中，主流范式来自哲学和逻辑，目的是要建立批判性思维的基础课程，表现为一种形式逻辑或非形式逻辑课程，它将给刚进校的新生提供他们在大学期间成功所必需的基本理智技能。
 
[46]

 按照库菲斯的说法，大学水平的批判性思维课程很可能是大多数学生必须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他们自己的推理过程上的首个机会。论证的分析也提供了学术上重要技能的实践，如阅读理解、概要、分析、比较和对照以及思想评估。通过使学生注意到组织论证的方式，批判性思维课程使他们把握文本的结构和逻辑，而谬误的辨识激励精读文本。最为重要的是，批判性思维的课程提供了与其他学生讨论想法的机遇。争议迫使学生面对他们的偏见，也许刺激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想法、寻找新的证明，或者依据更好的论证来修改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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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茨杰拉德（D.Fitzgerald）也指出，大学一年级的批判性思维课程能培育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技巧、能力和气质的意识，这些东西将在随后各学期的学习中显露出来，而且，学生能开始客观地自我评估其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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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取向的批判性思维教科书有4种形式。第一种是“更名式”，即直接给导论逻辑冠以批判性思维之名，如布兰克《批判性思维：逻辑与科学方法导论》、萨尔蒙《逻辑与批判性思维》、亨德里克森等《罗曼与利特菲尔德批判性思维手册》等。
 
[49]

 第二种是“扩展式”，即在导论逻辑基础上添加相关内容。这种扩展主要采取两个方向：一是引入论证理论等相关内容（论证分析与评价），如摩尔和帕克的《批判性思维》；二是引入可用于日常推理的新逻辑分支的部分内容，如《论证：批判性思维，逻辑和谬误》。
 
[50]

 后者有更广阔的主题范围，包括非单调逻辑、相干逻辑、次协调逻辑、决策论、信念动力学、专家系统理论；论辩、法律讨论、经济讨论和人工智能的章节；还讨论了大量的悖论（说谎者悖论、抽彩悖论、亨佩尔猎食悖论、古德曼绿—蓝悖论、阿罗投票悖论、囚徒困境等）。它以论证特别是日常论证为基本出发点和轴心来整合这些广泛的内容。第三种是“革新式”，即大量非形式逻辑或论证逻辑新体系，强调技能和应用，因此必然导致对传统逻辑内容的加减。如约翰逊和布莱尔《合乎逻辑的自辩》、费舍尔《批判性思维：一个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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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种是与专业（商业、医学、社会工作、写作等）相结合的批判性思维教科书，核心内容仍是逻辑，如《商业学生批判性思维》《基于证据的实践：医学中的逻辑和批判性思维》《逻辑地写作，批判地思维》《批判性思维、阅读和写作：论证的简明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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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布莱尔所说，尽管在细节上，众多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变化很大，但是似乎都会同意，批判性思维至少可被理解为一种评估性思维，即使用恰当的标准评价信念或行动。这个概念和哲学家专心于信念和行动的理性证明（由正确论证构成）这一事实，一起影响了很多哲学家将批判性思维构想成牵涉论证评估的判断。因此，教授论证评估的课程被等同于批判性思维课程；加之逻辑又被构想为好论证的独有标准，结果，教授逻辑的课程被看作是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当然选择。如果这对于导论逻辑课程是真的话，那么，对于新的非形式逻辑课程就更不在话下，它们的提倡者甚至被认为更擅长教授论证评估。所以，在许多人的脑子里，无论是标准导论逻辑课程还是非形式逻辑课程，都被当成是批判性思维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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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论证逻辑视角的批判性思维教学

对于逻辑学教师而言，全球的批判性思维教学尤以第三个层次——论证逻辑视角最值得关注。此种采取逻辑新视角的批判性思维教学不仅与批判性思维技能与气质诸方面达到了最佳吻合（比如，美国哲学学会1990年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构成元素：解释、分析、评估、推论、说明和自校准，在论证逻辑中通过论证的语言、论证结构、论证评估、论证类型、论证批判等加以落实），而且突出了逻辑教学重点从知识到能力、理论到应用的转换，有助于解决长期争议的批判性思维可迁移性问题。因为，所有学科都在使用论证，而使用来自不同学科的多样化实例，明确地为迁移而教思维技能时，学生能学会以跨学科迁移的方式改善他们的思考。有研究表明，逻辑规则、统计学、因果推演和成本代价分析能以普遍适用于各种情境的方式来教授。当学生遇到新问题，甚至在没有与学校相关联的语境线索时，也能自然地应用所学的思维技能；通过使用来自许多不同领域的真实情节给学生教授归纳推理，学生能在后来的测试中使用这些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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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采用论证逻辑视角的批判性思维学者相信，从各个领域的具体论证概括出来的一般论证原理，可以迁移到使用论证的所有领域，比如，目前典型的应用有法律论证、循证医学和科学修辞学等。

论证逻辑以论证为核心或主线来重组逻辑学理论内容，不仅以突出能力和应用为宗旨，对传统理论内容做了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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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构建了论证的完整理论，包括了论证的本质、语言、类型、结构、评估、建构、批判、谬误等。教学方法也从逻辑推演转向案例分析、结构不良问题、苏格拉底方法和语篇层次文本分析。有人认为这种论证逻辑就是传统逻辑，其实完全不妥，因为论证逻辑对传统逻辑理论至少进行了10个方面的变革，更切合实际论证的本真情况。

1.论证的概念。融合了逻辑学（支持关系）、辩证法（对话、意见分歧）、修辞学（语境、听众）和言语行为论（说事和做事、言语行为的恰当性条件——论证的预设），突出了论证的交际或说服功能。

2.前提的可接受性。论证的前提可以是多种情况：真、概然真、合理假设、对方接受。

3.语境决定评估标准。不同语境中的论证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演绎必然、高概率、证据优势或暂且可接受。从保真（truth-preserving）的规范向保权（entitlement-preserving）的规范转移。前者指的是有效论证前提真时结论不可能假；后者指前提可接受（合情理reasonable）时，人们有权利得出可废止的结论。用品托的公式可表示为：（S）（t）（x）假如S在t时以为（期望、肯定、假设等）x是F，那么，在t时缺少削弱（undermining）或压倒性（overriding）证据的情况下，S在t时以为（期望、肯定、假设等）x是G是合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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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六因素的论证基本结构。图尔敏从法学论证提炼出来的论证六因素模型，有更强的概括力，区分了前提的不同功能，包容了多样的论证形式，融进了对话元素（反驳）和各种支持力等级（模态限定词）。

5.合情论证型式的分析和评价。这是传统理论压根没有考虑的第三类论证，甚至将其混同于谬误。批判性问题评估法提供了加强论证与反驳或削弱论证的突破口。

6.论证结构类型和可能回应的关系。一些逻辑导论虽然也描述了线性、组合、收敛和发散式论证结构类型，但并不理解这些结构类型对应于另一方回应（质疑）的性质，因为它们没有在对话框架中来理解论证。质疑理由——线性论证；质疑相干性——组合论证；质疑充分性——收敛论证。

7.假设和证明责任。这一对概念为解决论证中的“诉诸无知”等提供了可能。

8.论证建构。语篇层次的论证建构突出听众和语境的作用。

9.论证批判。论证批判的一般原则和区分反驳和削弱的不同功用，削弱的多种形式。

10.新谬误论。相对于主体的类型、主体可利用的资源以及适合于特定语境的恰当的执行标准，才可以说一个对话中的推论或移动是否谬误。谬误总是与一个语境上合适的标准相联系（伍兹）；谬误是合情论证模式的误用（沃尔顿）。

在叙述策略上，论证逻辑采用了与自然语言中的批判性思维词汇相联系的大量概念，比如，论证、理由、证据、结论（论题或主张）、相干性、充分性、不一致、预设、支持、削弱、反驳等。在课程结束以后，学生依然在生活和学习中反复遇到和使用这些术语，因而使其获得了“使用者友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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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考察一下闻名全球的批判性思维专家罗伯特·恩尼斯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及其技能系统或清单与论证逻辑元素的对应关系，来说明批判性思维技能与论证逻辑教学内容的高度吻合。恩尼斯数十年来（1962年，1964年，1980年，1981年，1985年，1987年，1991年，1993年，1996年，2002年，2011年）所发展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倾向的分类系统，囊括了其他各种批判性思维表述中内含的大多数技能和倾向。其中6组15种批判性思维技能都是做出信什么或做什么之决定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而且与一些忽略判断的相应标准或规范的批判性思维阐释不同，恩尼斯给各种子技能适配了标准。技能及其标准既是批判性思维课程的目标集，也可作为批判性思维检测或评估程序具体化的基础。可以看出，“能力”部分包括的正是非形式逻辑的内容，而“气质”部分本质上也是实践非形式逻辑原理和规则的意愿。此外，恩尼斯还从该庞大清单中抽象出一个简要的FRISCO模式，它们是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基本要件：焦点（focus）——识别焦点或核心关切；理由（reason）——识别和判断理由的可接受性；推论（inference）——在假定理由是可接受的情况下，判断推论的质量；情境（situation）——密切关注情境；清晰（clarity）——进行检查以肯定语言是清晰的；全面考察（overview）——回顾并把全部因素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察。不用说，这个简要模式也是论证逻辑取向的批判性思维教科书的主体内容。例如，斯克里文《推理》（1976）把非形式逻辑的谬误批评方法（卡哈尼、约翰逊和布莱尔等）转变为具有严格诊断步骤的论证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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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适合于批判目标的丰富词汇早已存在于自然语言中：理由、证据、结论、论题、相干的、充分的、不一致、蕴涵、预设、反对、假设、歧义、含混等。评估论证的程序分为七步：（1）意义的澄清。以最清晰的方式表达论证中的每一个命题。在某些情形下，这需要决定论证语段中无关的因素。（2）前提和结论的辨识。将每一个命题辨识为前提或结论。理解论证的关键一步是辨识最终结论。（3）论证结构的描写。使用论证图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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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未陈述假设的明晰化。这是重建论证最困难的部分。（5）前提（表达出的和隐含的）和推论的批评。这是该程序的核心，先前的步骤都是这一评估步骤的预备。（6）其他相关论证的考虑。严格地说，这一步并不是论证评估中的一步，但是，如果止于步骤（5），将会不了解评估者自己要思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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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在第（1）步到第（6）步的基础上，对论证的总体评估。斯克里文提示看看第（6）步的结果可能有助于看出初始论证寻求的东西。

恩尼斯的批判性思维概念所包含的丰富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和能力，几乎可以囊括所有其他批判性思维概念所蕴含的具体倾向和能力。这些具体的倾向和能力体现其他批判性思维学者所概括的批判性思维的特性及其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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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恩尼斯对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和元素构成进行了最新改进。

他认为自己的定义（聚焦于决定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合理的和反省的思维）抓住了批判性思维运动中使用该术语方式的核心。概言之，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倾向于设法“做得正确”，诚实、清晰地表达立场，关怀他人；能够澄清、寻求和判断一个看法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精明地进行推论，想象地推定和综合，迅速地做这些事情以及具有敏感性和修辞技能。恩尼斯认为，要对这些倾向和能力做出辩护，需要遵循两个一般路径：考察现有成功的探究学科中的好思维传统；考察我们在试图决定信什么或做什么时出错的方式。

批判性思维倾向。

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倾向于：

1.关心自己的信念是真的，决策是正当合理的，即关心尽可能“做得正确”。包括：

（1）搜寻替代假说、说明、结论、计划、来源等，用开放态度对待它们；

（2）认真考虑别人的观点，而不只是考虑自己的观点；

（3）努力成为见多识广的；

（4）只有在一个立场被可利用的信息予以证明的程度上才对它认可；

（5）运用自己批判性思维能力。

2.愿意诚实和清晰地理解和提出自己和别人的立场，包括：

（1）发现和倾听他人的看法和理由；

（2）搞清楚所说、所写或其他所交流东西的意欲之意，寻求情境所要求的精确性；

（3）确定结论或问题并保持将焦点集中于此；

（4）寻找和提供理由；

（5）考虑整个情境；

（6）反省地认识自己的基本信念。

3.关怀每一个人（这是一个辅助的而基本的倾向。虽然对人们的关怀不是基本的，但没有它的批判性思维可能是危险的）。关怀的批判性思维者：

（1）避免用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威力胁迫别人或把别人搞糊涂；虑及他人的情感和理解力水平；

（2）关切他人的福祉。

批判性思维能力。

包括基础澄清（1—3）、决策基础（4—5）、推论（6—8）、高级澄清（9—10）、推想和集成（11—12）以及辅助能力（13—15，不是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要素，但非常有助益）。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具有以下能力：

1.聚焦
 于问题

（1）识别和表述一个问题

（2）为判断可能回答而确认和表述标准

（3）牢记问题和情境

2.分析论证


（1）辨识结论

（2）辨识理由或前提

（3）归属或识别简单假设（也见能力10）

（4）辨识和处理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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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看出一个论证的结构

（6）概要

3.提问和回答的澄清或挑战问题
 ，比如：

（1）为什么？

（2）你的要点是什么？

（3）你的X是何意思？

（4）哪个东西将是一个实例？

（5）哪个东西将（虽然接近，但）不是一个实例？

（6）如何适用这个案例？（描述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反例的案例）

（7）它所形成的差异是什么？

（8）事实是什么？

（9）这是你所说的东西X吗？

（10）你会对它再多说些吗？

4.判断来源的可信性
 。主要标准
 （但非必要条件）：

（1）专家意见

（2）没有利益冲突

（3）与其他来源一致

（4）声誉

（5）常规程序的使用

（6）知道冒声誉的风险（该来源知道假若出错的话声誉所具有的风险）

（7）给出理由的能力

（8）仔细的习惯

5.观察与判断观察
 报告。主要标准
 （除了第一个，均为非必要条件）：

（1）包括最低限度的推论

（2）观察和报告之间较短的时间间隔

（3）由观察者而非其他人报告（即该报告不是传闻）

（4）提供记录

（5）证实

（6）证实的可能性

（7）良好的观察机会（good access）

（8）在技术适用的情况下，技术的恰当使用

（9）观察者（以及报告者如果不是同一人的话）满足上述能力4中的可信性标准

（注：以上两个决策基础之外的第三个基础是你自己确立的结论）

6.演绎和判断演绎
 ：

（1）类逻辑

（2）条件句逻辑

（3）逻辑术语的解释，包括：

①否定和双重否定；②必要和充分条件语言；③“只有”“当且仅当”“或”“有些”“除非”和“并非都”这样的语词。

（4）特定解释的演绎推理（因实践目的而放宽的演绎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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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进行实质推论
 （约等于“归纳”）：

（1）概括
 。广泛考虑：①数据资料的代表性，包括适合情境的有效抽样；②大量实例；③实例到概括的相符性；④具有处理离群值（异常值）的原则性方法。

（2）说明性假说
 （IBE：导致最佳说明的推论）：

①说明性结论和假说的主要类型：具体和一般的因果主张；关于人们的信念和态度的主张；作者所欲之意的解释；特定事件曾发生过（包括犯罪指控）的历史主张；报道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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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个命题被用作未明言之理由的主张。

②典型的探究活动：设计实验，包括规划控制变量；寻找证据和反证，包括统计显著性；寻求其他可能的说明。

③标准
 ：以下前四个是基本的，第五个是值得追求的。所提出的结论将说明或有助于说明证据；所提出的结论与所有已知事实一致；竞争的备择说明与事实不一致；付出真诚努力寻找支持的和反对的事实材料以及备择假说；所提出的结论看起来是合情理的、简单的、符合更广阔的图景。

8.形成价值判断
 并对价值判断进行评判。重要因素有：

（1）背景事实

（2）接受或拒斥该判断的后果

（3）可接受原则的初步应用

（4）替代选择

（5）平衡、估量和决定

9.定义术语，使用合适的标准判断定义
 。三个基本维度是形式、功能（行动）和内容。第4个是更为高级的维度，用于解决歧义。

（1）定义形式。（①—④和⑥的标准见恩尼斯《批判性思维》第12和13章；
 
[65]

 见恩尼斯“操作定义”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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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同义词定义；②归类定义；③范围定义；④等价表达定义；⑤操作定义；⑥例子和非例子定义。

（2）定义的功能（行动）。①报告一个意义（标准：说明性假说之5）；②规定一个意义（标准：便利、一致、避免有不好影响的歧义）；③表达关于某一议题的立场（立场定义，包括“纲领性”定义、“说服性”定义），标准：恩尼斯2001年关于一个立场定义的那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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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义的内容。

（4）辨识和处理歧义（恩尼斯，1996）。

10．归属未陈述的假设
 （属于基础澄清和推论之下的一种能力）。

（1）轻蔑的意味（可疑或虚假）：经常但并非总是某种程度上与不同类型相联系。（标准：见前述8）

（2）类型：①预设（一个命题有意义的必要条件）；②所需的假设（一个要达到最强但并非达到逻辑必然性的推理所需的假设，恩尼斯，1982。希契柯克1985年称作“论证的假设”）；③所用的假设（用假设检验标准判断，恩尼斯，1982。希契柯克1985年称作“论证者的假设”）。

11.考虑前提、理由、假设、立场与其他自己不同意或怀疑的命题，并根据这些进行推理，不让分歧或怀疑妨碍自己的思维（“假设的或虚拟的思维
 ”）。

12.在形成和辩护一个决策的过程中整合倾向和其他能力。

13.以一种适合于情境的有序方式进行。

（1）遵循问题解决
 步骤。

（2）监控自己的思维（即从事元认知
 ）。

（3）使用合理的批判性思维检核清单。


14.对他人
 的情感、知识水平和老练程度是敏感的。


15.在（口头的和书面的）讨论和表达中使用合适的修辞策略
 ，包括以恰当的方式使用“谬误”标签，做出反应。谬误标签的例子如，“循环”“诉诸流行”“以先后定因果”“歧义”“推不出”和“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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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非形式逻辑（论证逻辑）教学体系或内容的人立马可以看出，这个技能清单几乎就是论证逻辑教科书的一个纲要或要目。当然，如前所述，论证逻辑视角的批判性思维教学也只是逻辑学家理解批判性思维的一种视角。心理学家可能从问题解决或认知发展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教育学家也许从学习过程考虑批判性思维。根据批判性思维的多面孔、多向度的特性，论证逻辑只不过是哲学视野下的批判性思维，绝非批判性思维的全部。因此，论证视角的批判性思维课程也只能看成是一种“起航”课程，不能指望一个学期的一门课程就实现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宏大目标。同时，我们还须注意约翰逊和布莱尔提出的警告，不要奢望在一门一学期的课程里实现太多的教学目标，以致将批判性思维课程或者相关课程搞成“狗的早餐”——目标太多的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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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批判性思维评价

20世纪80年代，大学的很多课程（比如英语、经济学、阅读、心理学，更不用说哲学课程）都迎合批判性思维的要求。两个基本问题顺理成章地摆在人们面前：如何发展某种更为客观而合意的统一的批判性思维概念以及了解学生发展批判性思维情况的评价工具。然而，在1989年，“评价”在许多教员办公楼中已经变成了引起直接鄙视的一个词。许多人文学科的教员认为，批判性思维太复杂，难以表达，更不用说被测量了。但是，全国各地的教员都在给学生评定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分数，因而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相信存在某种要被测量的东西。
 
[1]

 这就是接下来美国哲学学会德尔菲计划（Delphi Project）以及“洞见评价”（Insight Assessment）要完成的任务。可见，一旦将批判性思维确立为教育的目标，随之而来对批判性思维定义、教学方法和评价方法的探索就势所必然。批判性思维评价的理论和实践是整个批判性思维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评价的一般形式是批判性思维测试。批判性思维评价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每一种评价程序或测试手段只能达到某些目的，不可能实现所有评价目的。大部分批判性思维评价工具是伴随批判性思维运动开发出来的，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和重点各有不同，而且，不同的测试工具是与相应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匹配的。美国近十年批判性思维运动的新特点就是通过注重和改善批判性思维测试来促进批判性思维教学乃至整个教育，进一步落实全社会对学生批判性思维技能和倾向的要求。不过，批判性思维评价确实是一个棘手问题，卡尔·西林（Karl Shilling）曾把批判性思维称作“评价的越南”（the Vietnam of assessment）。
 
[2]



第一节 批判性思维评价的目标、功能和陷阱

20世纪90年代，著名批判性思维专家保罗和诺西齐受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教育研究和改善办公室委托，研究了全国高阶思维评价的模型，其中提出了高阶思维评价的21个宏观目标：

1.应该评价学生的分析、综合、应用和评估信息的技巧和能力。

2.应集中于能以最大灵活性在各学科、情境、语境和教育层次使用的思维技能。

3.应该既说明学科之间的重要差异，也说明对所有学科关键的技能、过程和情感倾向。

4.应聚焦于基础的、持久的理智能力，这些能力既适应加速变化的步伐也根植于各学科的进步史。

5.评价将容易导致教学的改善。

6.应澄清我们的知识与能力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澄清为什么一个领域的专家意见不能与其他领域的发现相脱离，不能与对学科间集成之需要的敏感性相脱离。

7.应该评价对成为职场负责任的决策成员所需要的那些多面的、基本的技能。

8.评价应该基于清晰的概念，制定周密、理性、明确表达的目标、规范和标准。

9.应该说明交流技能、问题解决和批判性思维的整合，应在没有放弃它们任何一个基本特性的情况下予以评价。

10.应该通过集中于所有文化中有用的共同核心技巧、能力和特质，实现尊重文化差异。

11.对教学方面而言，所检测的思维是使学生能够从事的思维活动，促进学生主动进行他们知识的构建和理解的那种思维。

12.应集中于评价交流的基本认知结构。比如阅读和倾听的能力（10个方面）、写作和论说的能力（8个方面）。

13.我们作为公民、作为见多识广和思考的消费者、作为共生的世界经济的参与者，具有某种权利和责任；我们在对这些角色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决策，采取行动，需要某些核心的技巧、能力和态度，应该对这些技巧、能力和态度进行评价。

14.应该避免任何还原论，因为它允许以并不充分反映整体的过分简单化的各部分为手段，来评价多面向的、理论上复杂的、确实可用的能力和倾向。

15.评价应该能使教育者看到何种技能是未来的基础。

16.所评价的有价值的技能应该包括适用于教育界内外大多数民众所看到的真正问题的那些项目。

17.评价所包括的项目既有评价从给定选项中熟思地选择最合理答案的技能的项目，也有评价所表述的问题本身，做出对相关替代选项的初步选择的技能。

18.测试项目尽可能多地包括人们将必须想清楚并依其行事的那种现实生活问题和议题的例子。

19.应能负担得起测试成本。

20.应能使学区和教育者评价他们在教授高阶思维上所取得的收获。

21.评价应该提供给依据国家标准的成就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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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列举的目标以及保罗和诺西齐提出的评价建议已经预见到了当今批判性思维评价的某些新探索，比如测试项目包括真实生活问题，注意具体学科的批判性思维测试以及考虑测试的文化背景等。

另一位著名批判性思维专家恩尼斯早先也提醒注意：在选择、批评或开发批判性思维评价程序时，不仅要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精致阐述的批判性思维定义，而且必须要对评价目标有一个清晰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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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尼斯概括出7个批判性思维评价的主要目标：

1.诊断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教师要想知道他的教学重点应放在何处，通常最好从他们所涉及批判性思维的具体方面开始，评价程序披露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强或弱（比如辨识假设的能力），能给设置教学重点提供一些帮助。

2.向学生反馈他们自己批判性思维技能的水平。这种反馈使学生了解他自己的具体优势与弱点，因而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把握需要改善的重点。

3.激励学生在批判性思维方面做得更好。尽管当作一种激励手段的测试和其他评价程序常常被误用，但测试确实能够激励学生学会要被评价的东西。虽然有许多教育者心存反感，质疑这种测试又成了考试指挥棒，不过很明显，如果评价程序排除了对批判性思维的测试，学生就会倾向于忽视批判性思维。

4．让教师了解他们教学生批判地思考的努力是否成功。除了那些正式发布的测试工具，教师可能使用自己的、系里的、他们学区的、所属州的或全国性的评价程序或测试，来获取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教学获得多大成功的信息，并证明这些程序或测试完全适合他们的情境。

5.帮助进行批判性思维教学疑难和议题的研究。不对各种方法进行仔细比较，就不可能回答批判性思维教学和课程组织方面的困难问题，而为了能做出比较就需要进行评价。

6.为决定是否某个学生能进入某一教学计划方案提供帮助。在一些领域，早已使用批判性思维技能水平评价帮助做出录取决定，比如医学、护理、法学和一般研究生院。不过，现有的识别良好批判性思维者的工作效力尚不明确，有好多研究工作要做。

7.为学校承担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水平之责任提供信息。批判性思维评价最为流行的一般目的是给学校和老师施加“测试”压力，让他们承担学生测试结果的责任。

恩尼斯认为，最后两个典型构成了“高利害”（high-stakes）测试，因为往往测试结果可能起极为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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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恩尼斯还警告在追逐一些目标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陷阱。他于2003年分析了9大陷阱，2008年针对“斯佩林斯委员会”建议推行对大学生的大规模统一、“透明”而“可比”的批判性思维评价方案，系统分析并列举了16个方面的问题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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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2011）总结性论文中，恩尼斯概括出20个评价陷阱：

1.对哪个因素该对测试结果担责的错误归属。比如，只说教师该承担责任，其实也可以说父母、文化、同龄人或者教授批判性思维的有效时间等都对特定测试结果负有责任。

2.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假设所谓的同一测试的不同形式实际上是等价的。

3.测试的广泛性不足。有些重要的批判性思维方面在测试中没有得到反映。

4.测试成绩判定不恰当。比如，在对多项选择测试评分时，所确定的作为评分依据的答案其实是错误的或基于不充分信息；在申论方式的测试中，评分只是计算给出了多少理由而不是依据评估理由的支持力和相干性；或者，只是数一下“因此”“我的第一个理由是”“另一方面”“不同的是”“由……推断”等，或者误解了学生的表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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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让学生完成的测试是用他们并不擅长阅读的测试语言表述的。

6.测试的编制者、评分者和被试之间在关于世界的词汇和背景信念方面有冲突。

7.学生对测试所使用的有些内容不熟悉。

8.期望被试接受测试编制者的意识形态。

9.企盼在两次测试之间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有不合情理的巨大进步。

10.评价所用的批判性思维定义或概念不同于测试用户被期望拥有的批判性思维定义或概念。

11.所用的测试在那种情景中并不充分有效或可靠。

12.把可靠性当有效性对待。

13.高利害情景（比如承担责任）中的压力（比如改变了学生的回答）导致降低被试之间的差异（由于减低了标准差使组间的差异显得更大），免除差生参加测试的责任（导致误导的高平均分），导致老师给学生教授特定测试题。

14.上限下限效应问题，即因为测试的上限和下限掩盖了显著差异，一个尖子生过多的学院可能没有显示出较多的改善，即使学生在两次测试中表现都极好。与此类似，一个有大量差生的学院也许显示不出什么改善，即使他们在批判性思维水平上取得很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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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无效地使用计算机给自由回答的测试评分。

16.差劲的测试安全性。

17.在没有对照组的情况下把前后测试比较当作决定性的。

18.根据一个实验做出概括。

19.由于过分强调其他事项的责任评价造成对教授批判性思维的忽视。

20.操纵设定成功率以调整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恩尼斯特别警告注意三个问题：根据一个实验做出概括、心理测量的测试可靠性与测试的情境有效性以及多项选择试题与开放式试题的优劣。恩尼斯指出，根据一个实验做出概括相当于从一个实验的结果推广到某一典型情境中的代表性群体，这种从内部有效性推及外部有效性常会有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已有学者提出过警示。心理测量中的可靠性指的是一致性，它与日常用法的有效性（大体上近似于正确性）是不同的。一个测试尽管有心理测试意义上的高度可靠性，但它不见得在给定情境中是有效的，可靠性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恩尼斯认为，测试有效性特别是情境化的测试有效性是一个重要的、有用的概念，它涉及批判性思维测试者想要得到什么。一个给定的测试是对X的一个情境上有效的测试要达到这样的程度：它是使用该测试的一般情境或特殊情境中的X的一种准确测量。恩尼斯的这个观点推进了权威心理学家的看法：不存在任何测试能够对所有目标或在所有情境中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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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尼斯比较了多项选择试题与开放式试题，认为对于大范围测试前者要经济得多，可以容易而节俭地迫使学生注重一些已决定的特定事项。开放式试题只在小范围内使用不那么代价昂贵，诸如生成相关证据、构想或生成反例，形成假说、规划试验的创造性过程都显然需要在开放式测试中加以评估。不过，开放式测试的评分要求更高。最近已有对开放式测试标准化的尝试，比如开发计算机作文评分系统，但恩尼斯对这样的做法并不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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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培生集团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了批判性思维评价遇到的挑战。批判性思维技能评价也提出了类似于其他测量语境中所遇到的那些挑战。标准化测量根据使用多项选择题测量批判性思维的有限几个方面，也许能满足可靠性标准，但容易遭到其构成无充分代表性（construct underrepresentation）的批评，因为打算测量的那种构成的一些重要方面没有充分体现。基于实作的评价（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s）被认为更有效地代表这样的构成，但可靠性较低，缺乏跨任务（当任务发展和管理不能被标准化时）的普遍性。当这种标准化不能得到保证时，实作性评价不应被用于对学生的彼此比较、追踪学生一段时间里的进步或成长。另一方面，实作性评价被用于低利害关系的课堂评价目的，对严格标准化的需要可能降低了。教育者被鼓励使用开放式问题，考虑学习活动，评价使用真正的现实生活问题语境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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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指出了与现有测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相联系的一些难题；流行的测试工具（CCTST，恩尼斯系列、沃森-格拉泽系列）没有一个打算适用4年级以下的学生，这些评价工具是一般批判性思维评价而不是学科专属的批判性思维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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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古拉斯和拉贝格最近的调查研究也发现，人文学科的教师论证说，本身作为最终产品的工件（artifact）对于传达创造它的批判性思维深度并不充分，某些作业中的批判性思维只有在发展过程中而不是最终产品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评价。这突出了使用基于结果的标准化测试对评价整个通识教育课程的批判性思维是不合适的。教师们拒斥选择题型测试作为批判性思维的有效测量工具。虽然自然科学和哲学教师似乎更倾向于容忍使用选择题型测试和小考试，但他们都强调这种评价批判性思维方法的局限性。这样的态度是他们使用选择题型标准化测试亲身体验的结果。对许多学科（化学、物理、生物或生态学、哲学或伦理学、语言、影视艺术或形象设计、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教师评价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方法的研究发现，教师各有自己的评价方法，因而大规模采用统一的、基于结果的或标准化的批判性思维评价方法并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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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三个流行的批判性思维测试系列

人们公认，最流行的批判性思维测试工具是沃森-格拉泽系列、康奈尔系列（恩尼斯-韦尔批判性思维测试）和加利福尼亚系列（CCTST和CCTDI等）。美国教育部的“斯佩林斯报告”（The Spellings Report，2006）强调美国高等教育的问责制，四年制公立院校对该报告的响应是所谓的“自愿问责系统”（Voluntary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它号召其成员自愿披露批判性思维等技能的“持续、清晰和可比较的”进步，以避免高等教育中的直接政府干预，并推荐沃森-格拉泽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康奈尔批判性思维测试和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作为测量通识教育中一般批判性思维的测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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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批判性思维测试是伴随进步教育运动出现的。20世纪30年代，进步教育协会的“八年研究”提出了批判性思维的四个测试：“数据资料的解释”“科学原则的应用”“逻辑推理原则的应用”和“证明的本质”。按照《美国教育冒险》（Adventures in American Education
 ）5卷系列之第三卷《评价和记录学生进步》，其中“思维的诸方面”分别报告了测量每个目标的相应评估工具的开发、其他测量工具、有效性和可靠性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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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重要测试工具《沃森-格拉泽批判性思维评价》（Watson
 -Glaser Critical Thinking Appraisal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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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较早的批判性思维测量是德莱赛和梅休1954年开发的《批判性思维测试》（Test of Critical Thinking
 ），评价五种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明确一个问题；为解决一个问题选择相关信息；辨识陈述出来的和未陈述的假设；构想并选择相干的和有希望的假说；得出有效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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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期被广泛使用的测量是1964年《沃森-格拉泽批判性思维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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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采用了《批判性思维测试》的理念，评价类似的技能集，比如根据信息进行推论、辨识假设、使用演绎、进行解释、评估论证等。不少使用这些测量的纵向研究发现，学生在经历大学教育之后在批判性思维技能方面取得了重大改进。不过，按照罗德里格兹的分析，这些第一代批判性思维测试工具有两个局限：其一，测试题目不是用来评价在一个给定任务里人们批判地思考做得有多好，而是表述被认为抓住了批判性思维某些重要方面的多种多样的逻辑问题。比如，沃森-格拉泽批判性思维评价的推论问题让学生阅读一个段落，然后就有关所陈述事实之真实性选择五个可能回答（真，一定程度上真，事实数据不充分，一定程度上假，假）之一。另一个局限是，对答案的计分方式并没有反映参与者被指示要做的事情。参与者被要求仅仅使用给出的信息作为其回答的基础，可是某些正确的得分需要参与者使用自己的“一般知识”从那个信息得出恰当的结论。同时，测量学者也指出良构问题与非良构问题的区别是重要的。与回答前一类问题不同，对第二类问题，批判地思考不是关于达到一个正确结论的能力，而是达至一个理由充分的和被充分证明合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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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格拉泽系列。该系列测试的开发是由把批判性思维理解为态度、知识和技能的综合体的批判性思维概念推动的。批判性思维包括：识别存在的问题和接受对支持所断定事物为真之证据的一般要求；有效推论、抽象和概括之本质的知识，包括合乎逻辑地确定各种证据的分量和精度；应用上述态度和知识的技能（这个批判性思维三元素定义在格拉泽1941年的论著中阐明了）。沃森-格拉泽测试工具的前身是哥伦比亚教师学院（Columbia Teachers College）的教授沃森（Goodwin Watson）1925年开发的《公正心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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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格拉泽（Edward M.Glaser）1937年开发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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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第一个全面修订的《沃森-格拉泽批判性思维评价》出版。接下来就有一系列旨在创造并行形式、减少题目数量、改进测试的修订版。1964年心理学公司（The 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现为Harcourt Assessment，Inc.）出版了该测试的形式Ym和Zm。每个形式包括100道试题，替代了早先的测试版本形式Am。1980年，为了清晰、使用通用语词用法与消除种族和性别成见对形式Ym和Zm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测试工具以形式A和形式B发布，每一形式都包括80道试题。1994年简易格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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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了该测试在企业的流行度。2009年6月，培生教育机构出版了《沃森-格拉泽Ⅱ 批判性思维评价》，引入了易于使用的批判性思维RED模型（R—辨识假设、E—评估论证和D—得出结论）。《沃森-格拉泽批判性思维评价》已有英语（澳大利亚、英国、印度英语）、法语、荷兰语和西班牙语版本。

该评价工具为测量批判性思维所涉及的重要能力而设计，它广泛用于各种各样教育背景中对工作能力的预测，多年来也是行政、管理、监督和技术行业流行的选拔工具。当结合来自有关应试者的技能、能力和成功潜力的多种来源信息后，该测试能极大地提高组织选拔程序的质量。用于评价成人求职申请人、与雇用相关的培训候选人、职业与行业受辅者、大学生、技校学生和成认教育计划。作为沃森-格拉泽形式A的简本，简易格式使用形式A脚本和题目的一个子集来测量同样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形式A、形式B和简易格式也用于批判性思维教学计划和课程之成功的评价，用于高中水平的遴选资优班学生以及录取大学层次的荣誉课程计划（给尖子生开设的有深度、进度快、强调高阶思维的课程）的学生。《沃森-格拉泽Ⅱ 批判性思维评价》和《金色人格类型分析器》组合使用，所得的测试结果给管理者、教练和培训师提供某一个体的全方位图景。后者通过提供与决策和人际风格相关的偏好的洞察，扩展了从前者所得到的可用信息。今天，《沃森-格拉泽批判性思维评价》是评估专业人士认知能力的首选工具，甚至成为挑选伟大管理者和发展未来领导者的最为广泛使用的工具。

《沃森-格拉泽批判性思维评价》包括5个方面的测试：推断——识别根据给定数据资料得出的推论之真或假的程度；辨识假设——辨识给定陈述或断言中未陈述出来的假设或预设；演绎——确定是否特定结论从给定的陈述或断言的信息必然推出；解释——权衡证据并决定是否基于给定数据资料的概括或结论是得到担保的；论证评估——区分有关某一特殊议题的强或相干的论证与弱或不相干的论证。每一测试的组成是，阅读包括问题、陈述、论证和数据资料解释的短文或脚本，这些东西与每天在工作中、在课堂上、在报纸或杂志文章中所遇到的相类似。每个脚本都配以一些应试者要回答的问题。问题有两类：中性的和有争议的。中性的脚本和问题处理并不引起强烈情感或偏见的主题，比如天气和科学事实或实验。有争议内容的脚本和问题是指那些常常唤起强烈情感反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议题。这5个方面的测试总分数生成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可靠测量。沃森-格拉泽批判性思维评价简易格式设计为提供该测试的一个简短版本，测试构成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形式A和形式B所需要的时间将近一小时，适合学校背景下的一节课的时间，但该测试在成人评价中的成本增大而实用性降低，尤其是在招聘选用的背景下。简易格式包括选自形式A的16个脚本，40道题，约花30分钟完成笔答或基于计算机格式的测试，另加5—10分钟阅读测试指示和样题。简易格式用形式A的一半时长进行更为实用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但保留了等价的性质。组织为了再测试或其他目的需要替代简易格式的话，可以使用标准长度的形式B。《沃森-格拉泽批判性思维评价》的三个形式适合用于至少有9年级教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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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学者发现沃森-格拉泽批判性思维评价形式A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其测试指导语中有概念混淆，例如把推论（inference）解释成一个“结论”（conclusion），学习过批判性思维的学生可能被搞糊涂了；甚至在“测试1 推论”中，inference一词有三个意思；再如，对否定（contradicts）、矛盾和假的解释也有混淆，给那些具有相关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学生造成了混乱。其次，80道题分在5个测试中（推论，假设辨识、演绎、解释和论证评估），每一测试包括16个问题。但是，由于第4、5、14、16、37、45、60、63、64、65、66、67题这些试题存在问题（或有混淆，或答案不妥等），因而测试1、测试2、测试4和测试5在内容上的严重缺陷使该测试质量不合格，因而不可接受。这意味着沃森-格拉泽批判性思维评价形式A的80个问题中仅有测试3中的14道题满足可接受的批判性思维标准。这些差错表明该测试可能对那些有更好发展的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学生之表现做出“虚假否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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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尔或恩尼斯系列。恩尼斯及其同事开发了多个批判性思维测试工具，其中三个被广泛使用：康奈尔批判性思维测试（X级 和Z级）、恩尼斯-韦尔批判性思维申论测试以及康奈尔演绎测试。

20世纪50年代，恩尼斯在参与其老师史密斯主持的伊利诺伊批判性思维计划（The Illinois Project on Critical Thinking，1954年开始）的过程中就已认识到批判性思维测试在批判性思维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他的博士论文《批判性思维测试的发展》（1958）里开发的选择题测试为后来的（20世纪60年代）康奈尔批判性思维测试Z级（与恩尼斯康奈尔大学的同事、心理测量学家吉森·米尔曼合作开发）奠定了基础。康奈尔批判性思维测试Z级（Cornell Critical Thinking Test，Level Z）适合成人、研究生、本科生和天资聪慧的高中生。形式是选择题，包括归纳、可信度、预见、实验设计、谬误（特别是歧义谬误）、演绎、定义和假设识别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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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版是2004年版（恩尼斯、米尔曼和汤可研发），包括52道选择题，其中17道属于演绎，23道属于归纳，其余题目涉及观察、可靠性、假设和意义，50分钟内完成。

康奈尔批判性思维测试X级（Cornell Critical Thinking Test，Level X）适合初、高中学生，但使用特定程序可适用于下至4年级学生。形式是选择题，包括归纳、可信度、观察、谬误、演绎和假设识别等部分。1956年恩尼斯为伊利诺伊批判性思维计划开发的一个测试成为1958年开发的恩尼斯-韦尔批判性思维申论测试（The Ennis-Weir Critical Thinking Essay Test，与埃里克·韦尔合作开发）的基础。恩尼斯-韦尔批判性思维申论测试包括批判性思维书籍和软件，针对7年级到大学阶段的学生，也可用作教学材料。包括提出论点，看出理由和假设、陈述观点、提供好理由、看出其他可能性（包括其他可能的说明），回应和避免歧义、不相干、循环、颠倒若—则（或其他条件句）关系、过度概括、可信度问题和使用情绪语言说服等。该测试在批判性思维研究中广泛使用，但出版商已停止发行，很可能因为，与能够廉价地由机器评分或由一个职员评分的选择题测试相比，它作为一种申论测试的评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批判性思维的杰出技能。

20世纪60年代，恩尼斯与其同事（威廉·L.伽德、理查得·莫罗、迪尔特·保路斯和路西里·瑞格尔）开发了两个选择题型演绎测试（1965），针对4—14年级学生，它们是康奈尔批判性思维预备计划（Cornell Critical Thinking Readiness Project）的一部分。一个是康奈尔类推理测试（Cornel Class Reasoning Test，1964），各种形式的（演绎的）类推理测试。另一个是康奈尔条件句推理测试（Cornell Conditional Reasoning Test，1964），各种形式的（演绎的）条件句（“若—则”）推理。在《青少年期的演绎逻辑》（1965）的研究报告中，恩尼斯提出几个重要的看法。第一，演绎逻辑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部分。第二，大多数真实论证的有效性似乎取决于其他考虑，前提与结论的联结并不是像演绎逻辑模型中那样严格。第三，演绎逻辑有三种类型：语句逻辑（命题逻辑）、类逻辑（语句的组成部分是主词和谓词）和序逻辑（ordinal logic）。序逻辑处理大小关系（size relationships），比如比什么更大、与什么相等、小于什么，不比什么大等，有点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更大更小”的论式。恩尼斯认为还有其他逻辑类型，比如模态逻辑、认识逻辑、道义逻辑等。他认为两个极为常见和重要的逻辑类型是类逻辑和条件句逻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演绎推理测试与实质蕴涵意义上的演绎不同，即不是指大学“逻辑”课程里的那种严格的符号逻辑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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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条件句逻辑与小学儿童》（1970）中，恩尼斯报告了使用他的同事爱德华·史密斯和乔安尼·斯特金开发的面谈条件句逻辑测试（用于1—3年级学生的试验研究）的结果，发现许多小学儿童早已掌握了条件句逻辑的基本原则，只是我们所使用的教学技术导致没有重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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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2001年间，恩尼斯与玛格丽特·芬肯和玛丽·怀特开发了一个从康奈尔批判性思维测试X级挑选的20道试题构成的《康奈尔批判性思维测试X级版本书面辩护》的测试工具，简称康奈尔WJX。该测试要求学生给出每一问题的标准选项答案，并写出对自己回答的辩护。对于长期以来普遍使用的选择测试题型，恩尼斯建议改变其基本格式，在确定选项之后，写下对选择的简要证明即理由，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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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个更可信？选择一个：

A：卫生官员研究之后说，“所提供的饮用水是安全的”。

B：其他一些人是士兵，他们中的一个说：“所提供的水不安全”。

C：A和B同等可信。

你的理由是：

1993年，恩尼斯与玛格丽特·芬肯开发了《伊利诺伊批判性思维申论方式测试》（The Illinois Critical Thinking Essay Test
 ），他们通过给《伊利诺伊目标评估方案》的评价规准加上更多的批判性思维对其进行了改编。合成的评价规准供了一个六因素的分解的和整体的评分系统。分解的评分组件由五个因素组成，每一个因素都要求一个独立的评分。整体组件要求一个总体印象。该测试实行的是最小限度的结构，只提供一个议题，借用了史蒂夫·托泽（Steven Tozer）《伊利诺伊批判性思维作文比赛》（1986）中当时美国学生很感兴趣的一个议题：“MTV应该加以管制吗？”测试要求学生提出一个论点并加以辩护。希望他们考虑对立观点，运用他们认为相关的知识（比如MTV例子中有关美国宪法的人权法案的知识），既有创意也有评估。学生花费40分钟课堂时间完成的论文用6分钟时间给出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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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或费西万系列。20世纪90年代费西万（Peter A.Facione）主持了美国哲学学会的批判性思维研究项目，提出了批判性思维的二元结构（技能和倾向）定义，开发了配套的技能和倾向测试工具——《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测试》（CCTDI，1991，2000）和《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CCTST，形式 A，1990；形式B，1992年以及2000年版本）。如今，基于德尔菲计划批判性思维概念的评价工具被美国所有50个州以及世界各地60余国的教育、医学、军事、法律和商业组织使用。在过去20年，“洞见评价”内部拨款计划已经给涉及所有学科的各国250余名博士生应用该测试工具提供了资金支持。该测试的心理测量的实力现已得到国际公认，科学审查委员会将其当作科学调查的“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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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测试基于1990年美国哲学学会发布的《德尔菲报告》（The Delphi Report
 ）中的批判性思维概念而设计。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测试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检测批判性思维情感和态度的测量工具。CCTDI出台于1991年。1992年春季，从250个题目中筛选150个进行样本试验，之后剔除了影响效度的题目，最终保留了其中的75道题，构成2000年版本的测试内容。测试语言为标准英语。CCTDI提供8种分数：7个量表的单项分和总分。每种量表的得分区间为10—60分。总分的可能得分区间为70—420分。每一量表得分处于10—30分区间，表明批判性思维倾向较差；处于40—60分区间表明批判性思维倾向较强；对每一量表，建议40分为批判性思维倾向的正面倾向和负面倾向的分界值，建议目标分为50分。总分在210—280分之间者，表明被试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处于不明确范围；低于210分者，表明被试的倾向与批判性思维严重对立；达到或高于350分者，表明批判性思维倾向全面强。如果CCTDI 与CCTST或其他批判性思维的测试一起使用时，为保证测试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应先测试CCTDI。CCTDI包括7个量表。1.求真量表（The Truth-seeking scale or the T-scale）：包括12道题，测试一个人渴望探求真理、勇于提问以及对探究表现出的诚实和客观程度的倾向，即便结果不支持已有的兴趣或想法。求真者在乎探求真理而不是赢得论辩。这个量表细化、突出和扩展了德尔菲报告里描述的性格特征，即“当诚实的反思表明变化是正当时，乐于重新考虑和修正一个人的观点”，“理性选择和运用标准”和“考虑其他选择和意见的灵活性”等。2.思想开放量表（The Open-Mindedness scale or the O-scale）：包括12道题，测试一个人思想开放和容忍不同意见方面的倾向，考虑到自己的意见或观点可能存在偏见。思想开放的人对别人持有的不同意见表示尊重。这个量表细化和突显了德尔菲报告描述的性格特征 ——“理解他人的见解”“考虑到不同的世界观因而思想开放”。思想开放不同于求真倾向，它们的区别在于，求真的人倾向于追求知识，目的是学习或了解最佳信息和观点，不管这种学习是否使他质疑和放弃自己现有的观点和信念。思想开放更多地与容忍有关，即认可别人持有自己观点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开放对于相对主义者而言较为容易，这些人会认为这种容忍是对人们，包括他自己，拥有自己想法的普遍许可。一个人可能思想开放却不能求真，或者能求真但不能思想开放。此时，思想开放和求真两种倾向表现为不相容。3.分析性量表（The Analyticity Scale or the A-scale）：包括11道题，测试对潜在问题的机敏度，对可能发生的结果或后果的预见能力，对理由和证据运用的重视，即使手头的问题富于挑战性和有一定难度。善于分析的人对不管是思想上的还是行为上的潜在困难都保持机敏，始终如一地期待将提早干预、提供理由和寻找事实作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量表与德尔菲报告描述的性格特征——“对批判性思维的运用机会具有机敏性”“信赖理性探究的过程”“陈述问题的清晰度”“遇到困难的执着心”等密切相关。4.系统性量表（The Systematicity Scale or the S-scale）：有11道题，测试有组织、有条理、专注和勤奋的探索倾向。具备系统化倾向的人努力用有条不紊、集中精力和勤奋探索的方式解决具体争端、疑问和难题。系统化能力量表与德尔菲报告描述的倾向，即“处理复杂问题的有序性”“勤于寻找相关信息”和“关注将注意力集中于眼下所关心的问题”等相一致。5.批判性思维自信心量表（The CT Self-Confidence or the C-scale）：含9道题，测试一个人对自己推理过程的自信程度。批判性思维自信的人相信自己能做出好的判断，也相信别人一样对他们有信心，因为他们相信别人期待他们解决问题、决定如何去做，并对所探究的事物拿出理性的结论。批判性思维自信心量表以德尔菲报告中描述的“对自己推理能力的自信”为基准，并有所扩展。6.好奇心量表（The Inquisitiveness scale or the I-scale）：包括10道题，测试一个人的理智好奇心。好奇的人注重广博的见识，想了解事物的运行方式，并注重学习，即使当下的回报不明显。该量表的测试目标为德尔菲报告中描述的性格特征——“对广泛事物的好奇心”“想成为和保持为通常意义上的消息灵通人士”。7.成熟度量表（The Maturity scale or the M-scale）：有10道题，测试一个人深思熟虑做决定的倾向。成熟量表涉及认知成熟度和认识能力的发展。那些在解决问题、探索和决策时，能意识到某些结构不良的问题、有些情境会有不止一种可能的选择、很多时候需要依据标准、语境和证据做出判断的人，在CCTDI的测试中会得高分。成熟量表完善和扩展了德尔菲报告中的研究结果。它包括并扩展了如下性格特征：“评价推理的公正性”，“悬疑、判断和改变判断的审慎性”以及“主题和环境所允许的精确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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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2000年版（CCTST 2000）是在1990年版（Form A）和1992年版（Form B）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套测试题，它增添了各种图表，使测试内容更加直观。CCTST的各项测试题是从长达20年对批判性思维研究的200项储备题中选出的。各项试题的总体目的是外显批判性思维的复杂性。测试题型为单项选择题。2000年版保留了A版的22道题，新增加了12道题，共34道标准化测试题。CCTST测试内容是在德尔菲批判性思维的概念范围内选取的，每一项测试题都在理论上与德尔菲报告相关联。测试内容试图覆盖批判性思维的六个核心技能，即分析（Analysis）、解释（Interpretation）、自我校准（Self-regulation）、推论（Inference）、说明（Explanation）和评估（Evaluation）技能。内容趋于中性，不受学科、性别、专业和文化背景的限制。CCTST 2000由分析、评估、推论三个主量表组成。1.分析量表：包括9道题，测试分析和解释能力。这里的“分析”一词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对大量不同经验、情境、数据、事件、判断、惯例、信念、规则、程序或标准等的含义或意义的理解和表达”，它包括分类、解码意义和明晰意思等子技能。二是指“在一些命题、问题、概念、描述或其他形式的表述中识别意欲的和实际的推断关系，这些表述形式意欲表达信念、判断、经验、理由、信息或见解”，它包括审查观点，检测论证和分析论证构件等子技能。2.评估量表：包括13道题，测试说明和评估技能。这里使用的“评估”一词有两个含义。它指“评价陈述或其他表述形式的可信度，这些陈述是对一个人的洞见、经验、情境、判断、信念或意见的描述；评价存在于命题、描述、问题或其他表述形式之间的、实际的或隐含的逻辑力量”，它包括评价论断和评价论证等子技能。同时，它也指“对推理结果的陈述；对推理从证据、概念、方法、评价标准、语境等方面进行说明，这些方面是推理的基础；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形式表征一个人的推理”等，它包括陈述结果、证明程序的正当性和表达论证等子技能。3.推论量表：有12道题，测试推论技能。所使用的“推论”一词指“识别和确定得出合理结论所需要的元素；形成推测和假设；考虑相关的信息和从数据、陈述、原理、证据、判断、信念、观点、概念、描述、问题或其他表征形式所推出的结果”，它包括质疑证据、推测不同选择和得出结论等子技能。

CCTST中的另外两项（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子测试更多地遵循传统的推理概念，即把推理分为演绎和归纳两类。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学科中，“归纳”和“演绎”指称的歧义性众所周知。这就是为什么CCTST中没有出现“演绎”和“归纳”这些词语的原因。然而，考虑到这种区分的连续性使用问题，CCTST还是提供了这最后两项子量表。34道题中，有30道能很容易地再分为归纳或演绎两类推理。按当代主流逻辑学家的观点，CCTST根据推理所意欲的逻辑强度来区分演绎和归纳。在这里，“演绎推理”指前提被假定为真，据信结论也必定为真。传统的三段论属于此类推理，代数、几何和数学里的集合论证明（包括数学归纳）也是演绎推理的范例。全称命题的代入也是演绎推理，因为它们是基于诸如传递性、自返性和等同性原理的推理。对于有效演绎论证来说，结论为假而所有前提为真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CCTST中使用的“归纳推理”指前提被假定为真，据信担保（但并非必然担保）结论也为真。科学证实和实验否证是归纳推理的例子。每天引导我们推论在熟悉的情景中会发生什么，或者推论一件事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发生，都是归纳推理。统计推论是归纳推理，即使这种推论是基于一般原理（气象规律）和一系列观察，对极为可能的特定事件的预测（今天下雨）。将根据所了解的相似性、实例、先例的适用或相关案例（这些在法律推理中是典型情况）进行的推论用于指导判断，也是归纳推理。即便在逻辑上有不确实之处，归纳推理也是日常对话和类比推理的常见而有力的说服工具。在强归纳论证的情形下，结论实际上为假而所有前提为真是不太可能或很不可能的，但或许有这种逻辑可能性。由此看来，CCTST的归纳推理是广义的，包括了概称推论等合情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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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费西万还提供了一个简要的《批判性思维整体评分法规准》（Holistic Critical Thinking Scoring Rubric
 ），由两个评定人用来评估论文、作业、计划和表现，成绩分为四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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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德尔菲报告专家共识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加利福尼亚学术出版社的分支机构“洞见评价”在费西万主持下开发了“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家族”（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est Family），这些工具包括：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计算能力（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est-Numeracy）、商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Busines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est）、商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计算能力（Busines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est-Numeracy）、商业推理测试（Business Reasoning Test）、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M系列（CCTST M-Series，适用于儿童和青少年）：CCTST M1B，CCST M20和 CCTST M25、医学推理测试（Health Science Reasoning Test）、医学推理测试—计算能力（Health Science Reasoning Test-Numeracy）、日常推理测试（Test of Everyday Reasoning）、日常推理测试—计算能力（Test of Everyday Reasoning-Numeracy）、法科推理测试（Legal Studies Reasoning Test）、军事国防批判性思维详表（Military & Defense Critical Thinking Inventory）以及设计用于挑选某个要求战略决策之职位的人员以及拥有强大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员、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CCT-G835。还有CCTDI之外的一些测试批判性思维倾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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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评价”开发的工具号称国际批判性思维测量，有60多国、30种语言使用。但是，这个系列的测试工具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福克斯等指出CCTST形式A（1990）有9道题（第6、7、8、19、21、23、24、29、33题）的内容存在缺陷，编制者给出的标准答案不妥。这些题目中的一些与CCTST 2000年版本中的试题相同：CCTST形式A中的第6、7、8、23、24、29题分别就是CCTST 2000年版本中的第3、18、5、23、12、25题；这就是说，CCTST 2000也有6道题有问题。这些问题造成批判性思维方面的误差，因而把统计结果对学生加以执行也是不可接受的。同时，作为与设计成在约一小时内完成的任何测试一样，考试的范围也相当有限，从这种考试得到的分数只能理解为是对被测试技能的最低限度能力的测量，而不是批判性思维的充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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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尓克最近对CCTST 2000测试批判性思维的作用予以完全否定，指出CCTST的一些答案是错误的或是未经反省的；人们可以合理地辩护与它所提供的答案相冲突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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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使用的推理例子是含混和人为编造的；没有确认批判性思维的许多基本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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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颇地赞成一个陈旧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它所包括的无问题的试题能为批判性思维技能提供哪怕是一种粗糙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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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其他批判性思维测试工具

按照著名批判性思维专家恩尼斯的归类，众多的批判性思维检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检测批判性思维某一方面的测试；另一类是检测一个以上批判性思维方面的测试。这些测试也可按学科内容和一般内容分类。学科批判性思维测试评价批判性思维在一个标准科目里的情况，而一般内容批判性思维测试使用不同领域的内容，这些内容被认为是测试者熟悉的（这是大部分已有批判性思维测试要做的）。美国国家学术教育委员会建议研发学科高阶思维测试题（《国家教育报告卡》，1987），人们对此没有异议。要充分了解一个学科主题，人们当然需要在那个领域能够很好地思维。不过，恩尼斯只发现了两种学科测试，其实是某种程度的批判性思维综合测试（没有学科的、一个方面的测试），尽管有些测试的部分内容（如ACT 中科学推理部分，大学理事会AP测试的批判性思维倾向测试部分）属于学科测试。因此，应该像美国国家学术教育委员会建议的那样，发展更多的学科批判性思维测试。但是，恩尼斯指出，也不能忽略一般内容的思维测试，我们需要一般内容的测试题来检测批判性思维技能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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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一般内容的、覆盖批判性思维多方面的测试。比如：

罗思高阶认知过程测试（Ross Test of higher Cognitive Processes，1976）。约翰·D.罗斯和凯瑟琳·M.罗斯研发，学术疗法出版社（Academic Therapy Publications）出版。针对4—6年级的学生。选择题型，包括词语类比、演绎推理、假设识别、语词关系、句子排序、解释问题答案、数学问题中的信息充足性和关联性、分析复杂的简笔人物画的特点等部分。

探询技能测试（Test of Enquiry Skills，1979），巴利·J.弗雷泽研发，澳大利亚教育研究理事会发布。针对7—10年级的学生。选择题型，包括使用参考材料部分（图书馆用法、索引和目录）；解释和处理信息（量表、平均数、百分比、比例、图表）；科学思考（科学读物理解、实验设计、结论和概括）部分。

新泽西推理技能测试（New Jersey Test of Reasoning Skills，1983）。弗吉尼亚·希普曼研发，蒙特克莱尔大学儿童哲学促进研究所测试中心。针对四年级到大学的学生，选择题，包括三段论、假设识别、归纳、不同类型和程度的好理由等。

推理与交流评价（Assessment of Reasoning and Communication，1986）。推理子测试（与写和说一体的子测试），属于美国大学测试项目（ACT）。针对大学毕业生，也可用于其他水平的学生。开放性试题，要求学生写3篇短文和3篇短小的演讲。局部评分，要求评分者就学生回答的贴切性、相干性、似真性、合理性和现实性进行评价，依据回答结果给分，分数区间为0—4分。根据美国大学测试项目专家的要求分级。总分为子测试总分加社会推理、科学推理和艺术推理部分的分数。

阅读理解中的推论能力测试（Test of Inference Ability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1987）。琳达·M.菲利普斯和辛莎·帕特森研发，阿尔伯特大学南部教育中心读写能力研究中心发布。 针对6—8年级学生，测试根据短文推断信息和解释的能力，有选择题型版（两作者共同完成）和构答反应版（菲利普编制）。

批判性思维测试（Critical Thinking Test，1989）。美国大学测试 CAAP 实施项目，美国大学测试项目系列大学学业水平评估测试之一，通过ACT进行。针对二年级期末的大学生，也可用于其他级别的学生。根据阅读段落回答选择题，具体要求：辨识结论、不一致性和模糊的含义；判断支持的方向、理由的力量、数据的代表性；做出预见；探查替代选项；揭示某人思考所做出的假设。

批判性思维任务测试（Tasks in Critical Thinking，1993）。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研制。用多样化的真实任务测试批判性思维，需要受过专门培训的评分员评分。

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1996）。研发者不详。阿来克·费舍尔对试题研发起了重要作用。针对后高中教育（包括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职业教育）学生。有两部分：15个论证评估选择题，30分钟；1小时短文写作，要求批判地评价论证以及进一步进行论证。

ICAT批判性思维短文写作测试（Critical Thinking Essay Examination，1996）。跨文化思维评价中心开发。提供8个标准（提前告知学生，受过专门训练的评分员据此评分），学生针对一篇社论（由考官选择）写一篇短文，概括社论，识别焦点，评价其力量与弱点（ICAT指 Interactive Computer-assisted Testing 电脑辅助互动测试）。

批判性思维面试（Critical Thinking Interview，1998）。盖尔·休斯研发。对象为大学生和成人。一对一的半小时面试。就面试者选定的议题进行访谈，依据他们展示的主题知识和推理评定成绩。重点是清晰性、语境、焦点、可信性、来源、熟悉主题、假设辨识以及诸如概括、最佳解释推理、演绎、价值推理、类比推理这些推理策略的恰当运用。

日常推理测试（The Test of Everyday Reasoning，1998）。费西万研发。源于CCTST，选择题型，但加上了证明理由。

詹姆斯·麦迪逊批判性思维测试（James Madison Test of Critical Thinking，2004）。批判性思维公司开发。针对7年级到大学学生。着重基本演绎逻辑，也处理非形式谬误和假设归属。选择题型。

学术熟练程度与进步测量（Measure of Academic Proficiency and Progress，2005）。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研制。测试大学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语境中的阅读、数学、写作和批判性思维。标准形式用两小时，简化形式用40分钟。有Web提交形式。

大学学习评价（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2000）。美国兰德公司下属的教育援助委员会（CAE）主席罗杰·本杰明主持开发，2004年正式发布。计算机执行任务的构答反应题型，90分钟内完成。该测试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真实性评价”和“增值评价”（学校给就读期间的学生增加了多少价值，尤其是在一般性技能的提高方面），并在题目设计、评分、结果分析等完整过程中加以体现。主要测试批判性思维、分析性推理、问题解决和书面交流能力。该测试的题目是一系列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有紧密联系的真实情景，呈现出一系列可用于分析、判断的信息，同时提出具体问题，要求学生根据全部信息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法。显然，这种测试的答卷评分要比标准化考试评分困难，测量误差的控制也更有挑战性。该测试可以了解高校对学生发展的实际作用——“净效应”。它的主要影响在机构层面，一般用于高校或院系教学的问责和质量改进。

国际批判性思维阅读和写作测试（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in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2006）。理查德·保罗和琳达·埃尔德编制，批判性思维基金会出版。针对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包括两部分共100分：第一部分（80分）要求学生阅读社论、短评等材料，根据要求回答8个问题，涉及文章的目的、争议问题、信息、结论、假设、概念、含意、作者的论证角度或参照系等，每个问题占10分；第二部分（20分）要求学生根据论证的评价标准评价社论或论文的质量。该测试提供详细的评分标准和使用方法，对试题的效度和信度也做了充分论证。

批判性思维能力量表（Critical Thinking Capability Inventory，2007），索弗研发。该评价工具基于这样一个批判地思考的定义：辨识和挑战假设的能力，该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决策谋略。由此可以确认要能够将这种能力发展到一个满意的水平需要至少六种技能。索弗首先（2004）引进自我评定问卷——“批判性反省量表”（Critical Reflection Inventory），使用六个维度简称为CODEON：认知觉知（Cognitive awareness）、观察（Observation）、差异（Difference）、移情或共感（Empathy）、开放（Openness）和非个人化（Non-personalization）。2007年索弗开发了“批判性思维能力量表”（Critical Thinking Capability Inventory），测量一个人对自己理智能力的自我认知的评价工具。它报告一个人的分析技能与对思考和加工信息能力的感知。CTCI着眼于通过小组活动提升教学和意识；发展关于隐含的和明确的假设的技能；完成一个反思性学习日志。它由21个项目组成，安排成3个区域，A区有6个项目（领导和管理技能），B区有7个（批判地思考技能），C区有8个（集中于诸如提问、鼓励、扮演魔鬼代言人以及有说服力地使用语言等其他特殊或专门技能），每个项目都配有7个选择（用1—7表示），7表示被试认为自己在某一特定领域的技能是完美的，1表示感到缺乏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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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包括一般内容的、批判性思维特殊方面的测试工具。除了康奈尔类推理测试和康奈尔条件句推理测试而外，还有比如：

逻辑推理测试（Logical Reasoning，1955）。阿尔弗瑞德·赫特扎和J.P.伽利福德研发。谢里登心理服务公司出版。针对高中生、大学生和其他成年人。选择题型，测试（演绎的）类推理技能。

评价观察测试（Test on Appraising Observations，1955）。斯蒂芬·P.诺里斯和鲁斯·金研发，阿尔伯特大学教育政策研究部出版。针对7—14年级学生。选择题型，测试判断观察陈述的可信度。选择题型，也有构答反应版。

加利福尼亚心理动机测量（California Measure of Mental Motivation，2000，2004，2006），吉安卡洛-希藤斯（Carol Ann Giancarlo-Gittens）和费西万开发。评价儿童、青少年和成人批判性思维倾向的工具。有级别Ⅰa，Ⅰb，Ⅱ和Ⅲ多个形式。Ⅰa适合幼儿园到二年级（小学）学生，Ⅰb针对小学3—5年级（小学高年级），Ⅱ适合中学生，Ⅲ用于中学后学生和成人。所有4个形式全都测试批判性思维的4个主要倾向：学习定向（learning orientation）、精神专注（mental focus）、认知完整性（cognitive integrity）、创造性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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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学科的批判性思维多方面测试，比如：

科学推理（Science Reasoning，1989）。美国大学测试CAAP操作项目，美国大学用ACT测试大学生学术水平系列测试之一。针对大学二年级期末的学生，也适用于其他程度的学生。题型为根据段落、图解和表格设计的选择题。对科学知识的要求并不深，但该测试期望学生对科学词汇和概念具有一定的熟悉度。使用自然科学内容，要求学生阅读理解、识别结论、解释数据、评价实验、从数据中得出很可能的结论、提出最佳说明的假说等。

数据包（Packets，1994）。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一组实际生活问题，在为得出结论而选定要收集的数据、设计和执行程序的过程中要求数学的诸方面。针对中学水平。

学术概貌测试（Academic Profile，1998）。高等教育评估工具。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针对大学二年级期末的学生，也适用于其他阶段的学生。选择题型检测大学程度的“读 、写、批判性思维、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语境中的数学”。短版要求40分钟完成36题；长版要求2小时30分钟完成144题。测试包括写作基本技能，但大部分测试项目似乎是评价指定学科领域里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得分不限定在某一学科领域，它似乎结合了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批判性思维的那些项目，所以这个分数说明这种测试可以当作一般批判性思维测试来使用。但是，数学得分看来只有一种可能解释，即它是数学中的批判性思维的得分，这使它成为一种学科批判性思维分数。选择性的短文问题要求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批判性思维适用于按照ETS提供的评分指导（常规参考答案和标准参考答案评分标准）进行局部评分。

近年来，基于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测试，“洞见评价”开发了一些专业或职业批判性思维测试，比如：

专业判断评价表（The Professional Judgment Rating Form，1998），费西万夫妇研发。为评价新手专业人员在需要批判性思维的职场背景中的判断质量而设计。现有英文和繁体中文版本。评价包括两大组，第一组包括10个主要与批判性思维态度相关的维度；第二组包括10个主要与批判性思维技能相关的维度。根据新手对20个描述符做出的是与否回答情况对其进行评价。

医学推理测试（Health Science Reasoning Test，2006），费西万夫妇研发。特别为评价医科教育方案的实习生（大学生和研究生）与职业医科从业者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而设计的测试工具。该工具所得到的分数用来预测成功的职业许可和高临床表现评级。选择题型，50分钟完成。量表还是6个。有英语、荷兰语、中文繁简、阿拉伯、朝鲜语和波斯语版本。同样有相配的医学推理测试—计算能力（Health Science Reasoning Test-Numeracy）。

商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Busines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est，2008），费西万等研发。为评估 MBA学生、本科商业学生和在职专业人士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而设计的测试。试题不要求商业知识，但以熟悉的商业相关语境为背景。它是一种案例推理技能评价，有时以图像和图表形式表达与商业相关的主题。50—60分钟完成。测试包括6个量表：分析、推论、评估、归纳、演绎和总体推理技能。可以进行在线测试。开发者建议与《商业特质量表》（Business Attribute Inventory
 ）或CCTDI共同进行。有英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版本。与该测试相配的还有商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计算能力（Busines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est-Numeracy），测试定量推理（数字、算术、测量和数学方法）能力。相近的商业推理测试（Business Reasoning Test）测量兼职、临时性工作以及全职商业和专业职位所需要的入门级水平的批判性思维技能。选择题型，45分钟完成。

法科推理测试（Legal Studies Reasoning Profile，2008），费西万夫妇和吉安卡洛-希藤斯研发。测试律师、法律工作者、法科或预备法科学生以及法律助理的核心批判性思维技能和个人特质。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测量法律推理的思维习惯和被认为是对法律学生和从业专业人士基本的职业特性，包括精神专注、理智诚实性、严谨精神、远见、认知成熟性、职业自信、交际自信、团队合作、表达和指向性，使用熟悉的“同意—不同意”格式；第二部分是客观测试，即在法律教育和职业活动背景中对于目标指向的反省判断基本的核心推理技能，包括整体推理技能、分析、推论、评估、演绎和归纳。两部分一起提供对法律推理的优势与不足综合度量。该测试不是法律内容知识的检测。推理技能问题在专业的、教育的或普通法律职场情景中提出，题目提供了推理技能应用的必要内容，但并不需要专门的法律知识。使用选择题型，90分钟完成。有在线测试。

军事国防批判性思维量表（Military & Defense Critical Thinking Inventory，2009），吉安卡洛-希藤斯和费西万夫妇研发。测量对军事人员、政府承建商和那些负有国防工业领导责任的人必备的核心批判性思维技能、心灵规训和个人特质。也用于候选人评估培训目标和教育方案的评估，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涉及核心批判性思维技能；另一部分涉及与成功从事复杂和新颖问题并做出信什么和做什么的深思熟虑决策相联系的关键个人特质。有16个子量表。所使用的主题都与军事和国防相关，但题目本身以思维而不是内容知识为目标。90分钟完成，有书面作答格式和在线测试系统。

此外，美国大学考试（ACT）的科学推理部分，医学院入学新测试（MCAT）、学院委员会高级安置方案测试（AP），爱荷华教育发展测试（ITED）的许多内容，以及研究生入学考试（GRE）、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的分析和逻辑推理，都包含批判性思维的测试内容。近年来，我国也模仿类似测试，并在各种应用硕士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中采用相似测试方法。

第四节 批判性思维评价方法的新探索

从种种迹象看，当今的批判性思维研究进入到反思过去30多年批判性思维运动对批判性思维基本问题的探索：批判性思维是什么？批判性思维如何教？批判性思维怎样评价？突出的标志有两个，一是批判性思维的专门杂志《探究：跨学科批判性思维》近3年来约请恩尼斯、保罗和费西万等批判性思维领军人物回顾和评论批判性思维研究概况；二是索伯坎和格罗尔克编辑出版的《批判性思维教育与评价：高阶思维能测试吗？》（2009）围绕批判性思维评价问题讨论了批判性思维界定和教学等问题，尤其集中反思了批判性思维标准化测试。人们现在思考的问题有：

批判性思维的不同说明以及测试和评价的不同方法；

判断测试工具和测试语境的有效性标准；

批判性思维在民主社会教育中的角色以及评价；

那些广泛使用的、声称部分或整个测量批判性思维的实作性或标准化成绩测验的有效性（或无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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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高阶思维测试的政策议题；

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关系，应如何评价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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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容易高估标准化测试能实现的任务，尤其是当终极目标是批判性思维或高阶思维的发展时。对大规模的批判性思维标准化测试的一般异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问责性的测量并不改善教育。标准化测试不是显示教学表现的某种水平，而是助长了一种机械的、“为死记硬背考试的教学”。在学会死记硬背的信息和这种不鼓舞人的教学所怂恿的题型方面的竞争，完全与培养独立或深刻的思维者的目标背道而驰。第二，大规模测试和教师检测危害专业自主权和教师的自由，他们受到为考试而教的需要的威胁，人们根据他们提升学生分数的能力来判断他们，使得教师难以注重更广阔、更重要（但不好通过考试检测的）的理智发展这样的目标。第三，需要关注，使用考试分数可能以某种方式产生歧视，即对冒险的学生、创造性思维者或学生多样化的群体不利。主流之外的学生更可能在为一般用途设计的考试上表现不佳。实际上，仔细想一想，越来越多的标准化考试构成了当下教育氛围的特征，而这正是在教育者和教育系统把批判性思维奉为教育基本目标的时期出现的，这多少有点反讽的意味。因为批判性思维运动所倡导的教育模式是，教育应该促进所有公民获得高阶思维技能，这将使他们成为批判的、自我反省的和创造的。如此构想的教育不是要生产只是拥有受局限的知识和信息以便能对付更容易更廉价考试的学生。人们难以看出他们的能力如何能用仅仅包括多项选择和短回答试题的那些不发达的工具及其刚性的、内嵌式的（正确或不正确）评分标准来检验。许多评论家相信，构成批判性思维的技能和倾向太复杂了，以致难以用一种标准化格式予以把握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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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围绕流行的测试工具来深思这些批判性思维标准化工具是否是测量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充分手段。首先，标准化测试工具覆盖的批判性思维技能的范围太小。恩尼斯就承认，他们所研发的康奈尔批判性思维测试X级就未包括对“意义”和“倾向”的直接测试，Z级未包括对“倾向”的直接测试，而价值判断在这两个测试中均没有检测。
 
[45]

 福克斯等发现，测试工具试图测试的能力范围与人们所列举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清单相比要小得多，例如，CCTST测量的仅仅是250个以上基本批判性思维技能中的17个。对于为在大约一小时完成而设计的任何批判性思维选择题型的测试来说，有限的范围也许是难以避免的。这样的测试结果可能对被测量的技能的胜任程度给出某种指示，但这样的结果一般不可能起到充分测量批判性思维技能的作用。而且，即使是做得较好的这种测试也由于三个原因只能提供初级水平的指示：大多数批判性思维技能涉及“提供”应答而非“选择”应答（即大多数批判性思维技能涉及发动应答而非从给出的选项中选择）；大多数批判性思维技能涉及对这些“提供”应答本身的反思（对思维的思考）；许多批判性思维技能涉及原创思想，然后认真审查它，根本不是做出任何应答。因此，任何使用这样的测试企图承认考试的任何信用方式，搁置任何批判性思维的要求，或者做出有关这种考试分数是能力指示的确定主张，都是绝对愚蠢的。获取和评价批判性思维技能的良好地点在传统课堂（小班教学，没有选择题型考试，要求学生向有批判性思维技能的老师解释每一个答案，老师有足够的关心和时间阅读、聆听和回应每一个回答和每一个解释），没有捷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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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测试没有体现批判性思维的一个突出特征——辩证技能（dialectical skills）。这是著名非形式逻辑学家约翰逊基于他自己的二元结构的论证概念对以恩尼斯系列测试为代表的流行批判性思维评价工具提出的批评。约翰逊指出，大多数理论家都同意，一个批判地思考的思维者必须能对付论证，即必须能构建、解释、评价和批判论证。一个批判性思维者也应该具有处理论证的能力：直面对他自己观点的批判并批判地对待他人的论证。
 
[47]

 这与约翰逊之前提出的二元结构的论证概念完全吻合。“一个论证是一个语篇或文本形式——论辩实践的精华——其中论证者通过产生支持它的理由以说服他人一个论点是真的。除了这个推论核（illative core），论证还有一个论证者在其中履行他的辩证义务的辩证层（dialectical tier）。”
 
[48]

 事实上，作为任何论证之基本构件的辩证层的概念长期以来早已被论辩的实践所认可，哲学家和其他人的论辩都是如此，当学生被教给论辩方法时，他们总是被忠告要考虑可能的反对。因而约翰逊认为，在范例情形下，论证者有辩证义务：他不能只给出支持结论的理由，而忽略收集到的辩证材料（反对、批评、不同的选择）。
 
[49]

 当然，与论证遵守的一般规范相似，辩证层也有一个辩证恰当性的问题。约翰逊认为，在履行辩证义务时，要遵守准确性、充足性和适宜性这三个标准。第一，论证者公正、准确地处理每一反对（不要犯“稻草人”这样的典型错误）；第二，论证者对反对的回应是充分的（满足相干性、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标准），尤其要对付最强有力的反对；第三，论证者处理适宜的（迫切、重大的）反对。当然，选择回应哪个挑战有时是兴趣问题。
 
[50]

 从这种理论来看，批判性思维具有一种“辩证的”意思，而批判性思维者有一种辩证的特质，即具有某种辩证的习惯和技能：他克服对批判的抵抗，甚至要把对自己看法的批判找出来；他懂得什么有利于、什么反对他的观点；在适当的时候（比如在面临强有力反对或不同立场时），他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他成为批判性思维者是因为将辩证技能诉诸实施而非因为嘴上说说。但是，大多数批判性思维教科书和大多数批判性思维测试预设了传统的论证说明，忽视或最小化了与辩证维度相联系的技能。人们可以发现，评价人们推论能力的、处理前提—结论结构能力的测试并没有对批判性思维的辩证维度给出多少说明。恩尼斯-韦尔批判性思维申论测试的巨大力量在于注重核心批判性思维技能——论证或论辩（argumentation），它也要求被试阐明他们的思维而不只是思维的结果。但是，该测试检测的是在推论核水平上发现论证缺陷的技能，没有太多的检测被试的辩证技能。由于批判性思维的辩证元素没有被透彻地检测，因而虽然该测试检测了批判性思维的“思维”维度，但并没有足够充分地检测“批判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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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测试没有反映批判性思维过程中的创造性元素。恩尼斯在评论选择题型批判性思维测试时指出，选择题型测试往往忽略了批判性思维的创造方面，比如形成假说，规划试验的创造性部分，形成定义和恰当的问题等。这些方面需要更为开放的测试来评价。
 
[52]

 对标准化测试来说，看来要开发能把握“所有可想象的回答”这么大范围的答案是不可能的。考察学生是否能发现一个推理中的标准逻辑或语言的缺陷相对容易些，但评价学生是否能发展看事物的新方式，然后按照“新颖性”或某种想象程度来评定分数，这是远为困难的事。更为深刻的是，人们或许担忧，是否大多数标准化测试所强调的生搬硬套技能的、无想象力的练习鼓励本质上缺乏自由和创造性的思维习惯。这样看来，似乎创造性思维是不可测试的。但实际上，不仅有学者论证教学和批判性思维恰恰建立在被想象、开放和创造性所围绕的信念基础之上，更有学者倡导一种基于艺术的探究（arts-based inquiry）的批判性思维，并以加拿大安大略中学读写能力测试（The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Literacy Test）为例，说明测试创造性的批判性思维（creative critical thinking）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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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批判性思维评价遇到的一些挑战，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开放式问题类型可能比传统多项选择格式更适合评价批判性思维。有效的经验证据表明，开放式测量更好地把握了批判性思维的构成，因为它们比多项选择测量对批判性思维倾向方面更为敏感。由此，有人建议使用混合题格式测试，既有多项选择又有开放式问题，更完整地代表批判性思维的认知和倾向的诸方面。第二，评价任务应该也反映“真正的”问题语境和表现。这就是说，评价应该以模拟近似于现实生活问题和议题为基础。评价还应该使用结构不良的问题，即测试题应该要求学生超越任务中的可利用信息进行推论或评估。当然，问题应该有不止一个合情理的或可辩护的解决办法。应该在任务里有足够的信息和证据能使学生支持多元观点。第三，有学者指出，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刺激约束的现象”（stimulus-bound phenomenon），即特定的外部任务特征可能影响在给定的评价语境中引起批判性思维的反应。比如，刺激的特征集中于是否刺激提出了一组有序的、组织良好的和融贯的材料，还是一组不确定的、不明确的、无组织的和矛盾的材料。实验研究发现，某些语境的刺激变量似乎要紧，而别的不那么要紧。比如，刺激文本的内容水平——按照文本中包含的独特命题的数量——对被试使用批判性思维的倾向没有主要影响，而刺激材料之内的一致性或没有矛盾的水平确实有主要影响，有不一致或矛盾的材料比一致和融贯的刺激材料更可能激起批判性思维。研究还发现，某类任务比别的任务更可能引起批判性思维。比如，与仅仅集中于理解刺激文本中提出的材料那种任务相比，需要使用判断的任务对于评价批判性思维更好。尤其是，要求考生接受或拒斥一个待出版手稿的任务比要求考生辨识一组材料的主要论题或说明刺激材料中所描述的科学研究引出了对信念的更多质疑和对思维的核查。第四，研究者提倡根据学生支撑其立场的论证的质量而不是回答的“正确性”来评价学生。批判性思维评价应该超越要求学生回忆或重述学会的信息，任务应该要求学生在新的或新奇的语境中巧妙处理信息。这种评价任务应该通过要求学生在支持判断、选择、主张或断定的过程中提供证据或逻辑论证，使他们的推理成为看得见的。第五，有学者论证，需要测量高阶技能的新评价模式，也有一些使用新颖试题格式的批判性思维测试。比如教育援助委员会（Council for Aid to Education）开发的《大学和工作准备评价》（College and Work Readiness Assessment
 ，CWRA，2013），给学生提出90分钟的任务，接触某个主题的各种各样的书面材料，它们典型代表现实生活的问题。然后要求学生做出判断，制定一个解决办法。哈佛教育研究生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发的评价和教学方案——《水城研究计划》（River City Research Project
 ，2008），使用交互式的虚拟环境给中学生提出模拟的现实生活问题，学生必须通过科学过程（生成假说，检验假说，分析结果得出推断和结论）的应用加以解决。全国评估、标准和学生考试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valuation，Standards，and Student Testing）的研究者开发的《力量源》（Power Source
 ，2006），把高阶思维技能与基础数学内容的掌握相结合，用叙事主题或图像小说的形式来实现中学数学的评价。要求学生应用数学原则，并阐明他们的推理。许多州也在探索更为创新的测试方案、允许学生开放的和自由回答的测试题格式。据学者报告，在马萨诸塞州，对257名10年级英语、数学和科学老师的研究发现，教师在他们的教学上正在做出可观察的改变，更多地强调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基于探究的学习和问题解决活动。这一教学变化被归因于帮助学生执行好马萨诸塞综合评价系统（Massachusetts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System）的愿望。该系统是基于实作的评价工具，1998年以来就在该州使用。研究也发现，课堂上基于问题的学习策略能导致批判性思维倾向方面的收获。前述评价工具“大学学习评价”，按照在机构水平上而非个体学生水平上学生学习的收获来确定“附加价值”。它使用开放问题格式，要求回答者提供叙述性回答，集中于学生在一个实作任务语境中做出论证和批判论证的能力来评定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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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由于美国教育部的“斯林佩林报告”推荐“大学学习评价”（CLA）作为全国统一的批判性思维评价工具，已有700个机构采用该测试，因而对这一新的批判性思维评价工具产生了热烈讨论。CLA是适应这样的大背景而提出的：高等教育中的技能教学正在变化；重点更多地放在批判性思维技能，比如分析的和量化的推理、问题解决和书面交流。需要测量批判性思维技能的标准化评价。像CLA这样的实作评价不仅评估学生学会当今劳动力所需要的批判性思维技能的程度，也激励教学法上的教育进步。CLA向学生提出一些脚本，它们代表学生在现实世界中会遇到的那类问题，要求他们生成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多项选择题不同，CLA这样的开放式评价能测量学生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假说、辨识谬误推理和确认隐含的、可能不正确的假设。唯有开放式任务能真正处理这类批判性思维，能发现以融贯的论证组织和表达思想的能力。

CLA首先由全国性非营利组织教育援助委员会（纽约市）于2000年发起，2004年发布。该测试工具不是检测在特殊课程或主修方面的具体内容知识的获得或长进，而是要评价通过4—6年的本科教育在课堂内外发生或没有发生的集体的和累积的结果。用实作评价来评价批判性思维技能是一种新颖的教育测试范式，现在已被美国整个K—16教育系统接受。CLA+是CLA的增强版（增加了学生层次的可靠性，附加小分，引用标准的报告，更灵活的评价选择，作为一种许可工具的效用），CLA+评价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包括：分析和问题解决，写作的有效性，写作技巧、科学和量化推理，批判性阅读和评估，批判论证。该版本将其范围扩大到测量定量推理。它针对英语的核心元素和数学的共同核心标准。这意味着它可以用各种方式将K—12和中学后教育连接起来。CLA+继续服务CLA的标志性目标，即评判高等院校给其学生的学习所提供的附加价值增长。不过，它也可以用在大学预备方面：有关即将进来的大学新生在批判性思维技能方面之不足的诊断信息，机构可以用来调整课程和教学以消除这些不足；那些受测试学生的诊断信息可用于改善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技能，作为关于他们技能水平的附加信息可以发送到暑期雇主那里，或者在大学期间追求其他机会时发送出去。也可用于要毕业的高年级学生：评估能力本位的本科培养方案的效力；给学生提供他们可以发送给自己所选的可能雇主的证明成绩，为进入或退出社区学院的学生和本科教育任何阶段上的学生提供证明考试潜力的证明；提供接续成绩单的测试分数，或用于以各种方式建立毕业生最低学习水平（熟练程度），教育援助委员会（CAE）将为确定熟练程度提供推荐性标准，也将帮助机构或机构系统建立自己所瞄准的熟练标准；为问责要求提供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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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的推荐者相信，当今知识经济中的教育改革发展的许诺在不使用开放式的实作评价的情况下不可能兑现，这不仅在中学后教育里是如此，在中小学教育中亦是如此。多项选择与实作评价所涉及的认知过程根本不同。忠实现实世界经验常常被看作是实作评价胜过选择题型测试的主要优势。实作评价的另一重要优势是，它们被看作是值得被教的考试。实作评价的“为考试而教”应该鼓励，因为上课时间用到了让学生准备好把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复杂的现实世界问题上，这种时间耗费是值得的。如果实作评价与问责系统相结合，通过激励教师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方面的能力发展，就有对课堂实践产生正面影响的潜能。CLA基于这样一个得到研究支持的信念：学习是高度情景化的和受语境影响的。但是，通过某一特殊学科领域的实践，学会的知识变成充分一般化的，能使它迁移到增强推理、问题解决和决策技能的领域。这些广阔的能力可以在认知架构中与其他主要技能和能力联系起来后被理解。CLA所测试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是在诸多领域学会和适用的广泛的能力，它不测试普遍认为是智能的一般推理能力，也不测量限于一个或一些学科的领域专属性的技能。CLA承认存在批判性思维核心元素的重要共识，似乎接受“德尔菲”项目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基于此，采纳帕斯卡雷拉和特伦兹尼（2005）在欧文（2000）工作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操作定义：辨识论证的核心议题和假设，辨识重要关系，正确引用数据，从所提供的信息或数据资料推出结论，解释是否结论基于给出的数据资料而得到担保，评估权威的证据，做出自我校正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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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CLA 文件中也采用非常广阔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包括了分析性推理和问题解决。在评分过程中，基于诸如分析性推理和问题解决这些批判性思维技能对学生做出判断，紧扣学生在其作业中所展示的品质，如评估证据的可靠性和相关性，辨识他人论证中的逻辑缺陷和漏洞，分析和综合各种来源的数据资料，得出有效的结论并用证据和实例加以支持，讨论对立观点。

CLA代表测试中的范式转换，是实作评价有效使用的典范。它基于理性主义、认知建构主义和强调语境的社会—历史哲学的综合。CLA所使用的规范抽样方法假定，整体大于其各部分之和，若复杂任务要求分解成独立构件就不能测量作为诸多能力之集成的整个任务的执行水平。CLA样本任务来自“现实世界”王国，取自生活体验的整体的、现实世界的任务，要求构答反应（而非选择），引起复杂的批判性思维、分析性推理和问题解决技能。在这些任务中，学生用60分钟考察一组与现实世界问题相联系的文档，写下自己的回答来阐明对文档的分析，提出对手头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混杂着可靠和有疑问信息的文档采取了报纸文章、研究摘要、电子邮件、网页、（根据录音或笔记整理的）文本、图形、地图和其他书面和视觉媒介形式。实作任务出现于各种语境，包括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商业、教育、政治学和其他领域，但不要求预先的学科知识。要求学生撰写书面回答，而这要求他们整合来自不同文档提供的信息，并用有关事实和观点支持他们的决定。最近有25个具有实作任务风味的选择性应答被加上，它们和实作任务相结合而提高个体学生结果的可靠性。

CLA由3个批判性思维任务组成：实作任务、构建一个论证的任务和批判一个论证的任务。实作任务设法模仿现实生活情节，要求学生评估和从一些信息来源得出结论。比如，给学生提出一个两难：一个公司在采购一架小型私人飞机的过程中，他们有兴趣采购的那种样机最近失事了。要求学生考察不同来源的17个信息（一些是相干的，一些是不相干的），提供一个书面备忘录，论述是否这种飞机有某些安全问题，是否存在事故发生的其他可能原因，是否他们会推荐采购这种飞机。构建论证的任务要求学生陈述他们关于一些议题的观点，比如是否更多的政府资金应该花在预防犯罪而不是强制执行惩罚犯罪上，提供相关理由支持自己的立场。批判论证的任务要求学生阅读有关日常话题的论证，评估该论证的逻辑正确性和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比如，读到的论证是：那些最终分居或离婚的婚姻在稳定增长，一个异常的比例量来自6月的婚娶。因为6月婚娶在文化上是如此令人满意，等到夏季月份到来之前，一对新人往往订婚较长时间了。离婚数字随着一年一年消逝而增长，最新的统计显示，三分之一以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因此，给年轻恋人的一个明智忠告是，缩短他们的婚约，挑选6月之外的月份举办婚礼。

CLA使用一种整体方法给这些任务评分，训练有素的研究者使用一种李克特式量表评估来评判学生回答的多维度，比如他们是否得出恰当的结论，使用相关信息、认识到信息的优缺点。这些分数范围是1到6，1反映出回答是落后的或不提供信息的，6反映出回答清晰地确认了支持或反驳一个论证或证明一个主张的重要事实和想法。不过，考虑到每一个提示强调一个具体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回答也按照这些具体技能评分，比如是否一个学生在批判论证时识别出信息的18个关键片段。通过平均实作和两个论证任务之一（学生完成构建论证或批判论证的任务）的分数，得出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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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像任何批判性思维测试工具一样，围绕CLA也有一些批评和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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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语用—辩证学派的范爱默伦和加森认为，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测试就是语用—辩证技能测试，测试学生以多种方式分析、判断和参与批判性讨论的洞见和能力。为了实践理性，分析和评估测试一般整合在一个综合性的测试文章中。学生被要求创作一个文本的分析性概述并提供批判性评论。在整合自己的分析时，学生必须给出对书面论辩（argumentation）片段（论说文、报纸专栏或给编辑的信）的完整和系统的概述。学生可以自由支配他们的分析，但被期望以显示其完成各种任务之能力的方式做出应答。范爱默伦和加森还提出了一个《语用—辩证的标准测试》，包括两部分：做出分析性概述（6项任务）；评估论辩（5项任务）。他们认为，语用—辩证的理论框架给具有不同理智成熟度的各类教育培养方案留下了空间。他们的教学和测试方法已被成功用于荷兰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不同类型的教育语境，包括在高中课堂上，在大学为非专家开设的一般写作计划以及为法律人和其他专业人士开设的特殊课程中。所有这些课程依学生的层次、需求和期望在范围和难度上有所变化，但保持不变的是，教育的重心在于通过分析和评估论辩性语篇，生成论辩性文本，进而做出理由充分的决定。这种决定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对它的教学和测试可以建立在对论辩性语篇的批判性反省的基础上，而语用—辩证的理论是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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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现了被称作“评估准则”（rubrics）的指导开放性试题评价的批判性思维评价工具。这种测试由构建性应答（constructed-reponse）题目构成，要求学生自己构建一个合适的回答。它是为测试高阶思维技能语境中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而设计的，被用于一个故事的解释。例如，可能用五个等级（深刻、有启迪、有看法、解读和字面阅读）的评估准则来评定对故事的“批判性解释”的成绩。与此相近，还有另一种“定量评估准则”（quantitative rubric），这里用到“定量”是因为标准里使用了“很少”“有些”“许多”“大多数”“有限”“一般”“不完全”“完全”等。但这些语词的解释取决于具体语境，因而定量准则实际上仍是定性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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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批判性思维学者哈尔彭最近开发的《哈尔彭批判性思维评价》（Halpern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
 ，2010）也属于实作评价。该测试所基于的批判性思维概念是哈尔彭早先提出的：批判性思维是那些增大合意结果之可能性的认识技能或策略的使用。批判性思维习惯上描述有目的的、理由充分的和目标制导的思维——涉及问题解决、做出推论、计算可能性和做出决策的那种思维，此时思维者在使用对特殊语境和某类思维任务周全而有效的技能。批判性思维不只是思考你自己的思维或做出判断和解决问题，它在使用会使得“合意结果”更可能的那些技能和策略。关于哪个结果是合意的决定根植于一种价值系统。哈尔彭钟爱的批判性思维定义之一发表于50多年前（1960），非常接近当代批判性思维概念：批判性思维是按照某种先前接受的标准评估或归类的过程……这似乎包括态度加事实的知识再加某些思维技能，这就是拉塞尔提出的等式：态度+知识+思维技能=智能思维（Intelligent Thinking），一种作为可习得技能的批判性思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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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彭提出了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教授批判性思维技能的模型并详加阐述：（1）明确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教学；（2）鼓励学生努力思维和学习的倾向或态度；（3）以增加跨语境迁移之可能性的方式指导学习活动；（4）使元认知监控明确显示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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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彭批判性思维评价》（HCTA）测试5个批判性思维子技能：语言推理技能（理解和抵制根植于日常语言的说服技法）；论证分析技能（辨识结论、评价理由的质量、决定一个论证的总强度）；作为假说检验的思维技能（与运用在科学探究中的相同）；使用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在日常决策中正确使用概率和可能）；决策和问题解决技能（能用多样的问题陈述来定义问题、识别可能的目标、生成和评估解决方法）。给每一个子类提供5个脚本。考生要分析和批判的25个日常脚本来自各种学科，包括医学研究、社会政策分析和考生在媒体和日常生活中通常接触的其他领域。比如，要求考生想象，他们的朋友要他们就选择两个瘦身计划中的哪一个提出建议。然而一个计划报告说，顾客平均减了25磅，另一个报告说平均减了30磅。在选择哪个计划之前，回答者要生成他们愿意回答的问题。回答者首先回答与脚本相关的开放式问题，然后对与该脚本相关的强迫性选择问题做出回应。HCTA的执行和评分用电脑处理。程序自动计算定量（强迫性选择）回答。定性（开放式的）回答由训练过的评分员在计算机评级提示指导下评定，比如，在对上述例子的回答里，考生可能报告说，他们想要知道有多少人长久保持体重。计算机评级系统提示用一系列问题评级，比如：回答者的回答显示他们需要知道多少顾客在启动该计划时称过体重，回答者的回答显示回答者想要知道多少人减了那么多重量，回答者询问坚持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减肥人数。分级机指示是否回答者的回答清晰地显示这一点，不太清晰显示这一点，或者根本就没有显示这一点。回答者因准确和全面的应答得到更高的分数。HCTA的分数可能是从0到194这么大的范围。被试使用构答反应和识别格式显示自己思考日常话题的能力。计分系统带有简单计分提示语言，这对于书面回应的评分者间的高可信度至关重要，因而该测试工具把开放式回答的生态有效性与可靠的评分系统相结合。有三种分数：批判性思维总分数（合并构答和强迫性选项项目分数），构答反应分数，强迫性选择回答分数。对每一个批判性思维子技能也有三个类似的独立分数。该测试工具已被许多不同的样本验证。有英语、西班牙语、汉语、越南语、葡萄牙语、荷兰语（很快就有德语等其他语言）版本。适用于15岁以上被试者，主要应用于三大领域：教育心理学（学生达到批判性思维的过程，可能的录取准则）；工业/组织心理学（雇佣前测试，升职，留任决定）；军队（战略完善，人员选拔）。耗时60—8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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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勒的研究发现，HCTA预测了批判性思维的现实生活结果。这一发现为HCTA的心理测量特性提供了进一步支持，它将HCTA的校标效度（实证效度）扩大到学术界之外的行为，它表明HCTA能对各种各样背景人们同样好地预测现实生活结果，表明批判性思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批判性思维涉及能予以测量和预见的现实结果，也可能涉及避免负面生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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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批判性思维之批判

批判性思维已确立为一种“价值”。然而，批判性思维运动伊始就遭到异议或批判。这些批判有来自批判性思维运动内部的声音，也有来自外部的多视角检讨。一些批判多多少少掺杂了对批判性思维本身的误解，需要进行澄清；另一些批判的理论立足点并不稳固，需要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提出反批判。实际上，直到现在，也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赞成批判性思维。据《议论焦点备忘录》（Talking Points Memo
 ）“扒粪者”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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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华盛顿邮报》
 
[2]

 报道，得克萨斯共和党2012年的施政纲领包括了反对中学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教学的条款，认为“批判性思维技能”教学是个错误。讨论“基于知识的教育”的政纲条款说，我们反对高阶思维技能（价值澄清）、批判性思维技能和类似的计划，它们只不过是基于结果的教育（精熟学习）的新标签而已，它集中于行为矫正，以挑战学生的确定信念，削弱父母的权威为目的。接受提问的得克萨斯共和党通讯联络主任埃兰（Chris Elam）回答说，“共和党反对挑战学生信念和削弱父母权威性的价值澄清方法”。

第一节 对批判性思维的全盘否定

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运动中，就有与批判性思维对抗的不同声音。最为著名的就是“文化（读写）能力 ”理论。“文化（读写）能力”（cultural literacy）
 
[3]

 这个词通过赫希（Eric Donald Hirsch）的《文化读写能力：每个美国人都需要知道的》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教育改革洪流中声名大噪。这个词与赫希对美国教育问题的诊断和处方相联系。

与批判性思维学者对美国教育问题的诊断不同，赫希认为美国教育中“最大的隐藏问题”是缺乏文化（读写）能力，或者说，文化（读写）能力的下降是美国学校系统读写能力问题背后的深层问题。这个问题进一步被定义为，学校没有教学生特别是青年学生有关美国文化的基本“事实”，高中毕业生不知道充分互相交流的共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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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重新发现了了解具体信息之重要性的“古老真理”。然而，本该作为所需文化信息的基本传送者的学校却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个功能，因而该受责备的不是电视、学生的父母或贫困，而是学校。基于这一诊断，解决之道是简单而直接的。

赫希论证说，有一种离散的、相对较小的具体信息体为全体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所拥有，这种信息不仅是美国文化的基础，也是读写能力和教育的关键。因为存在一种“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实际上所拥有信息的描述清单”，“为了有效地发挥作用，人的群体必须有效交流”，“有效交流要求共享的文化”，“所有人类共同体都建立在特殊共享信息的基础之上”，“共享的文化要求把特殊信息传递给儿童”，“唯有通过积聚具体的相互共享的信息，孩子们才能学会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一起参与的复杂合作活动”，“要成为在文化上受过教育的人就要拥有在现代世界从容应对所需要的基本信息”，因此“人的共同体的基本教育目标是文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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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举例说，书和报纸假设一种“普通读者”，即知道在那种文化中的其他受过教育之人所知之事，任何不具有此假设知识的读者在阅读这些书和报纸时事实上就特殊的著述片段而言是个文盲。由此，他将离散信息体的拥有不仅与学会阅读也与成为受过教育和获得成功的人联结起来。他说，我们对阅读和写作所需要的知识的肤浅性，对于那些谴责肤浅学习，赞美批判性思维优于信息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讨厌的消息。在他看来，在文化上有读写能力的人往往以一种“电报式的、含混的和有限的”方式拥有共同文化内容。但另一方面，那些关心批判性思维的人只关心“抽象技能”而不关心“文化内容”。然而，使学生能够阅读、写作和获得成功完全是靠有限量的“文化内容”。因而我们现在对记忆的更为虔诚的厌恶，对死记硬背学习的批判，都是错误的。在早年，当儿童记性好的时候，他们对学习特殊部落的传统有一种近乎直觉的强烈欲望。在那个年龄段，他们似乎着迷于信息目录，渴望掌握能证明他们是成人社会之一员的那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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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普遍能力与民主社会不可分离”，“应该激励人们学会把有读写能力与文盲、依赖与自主区分开来的不足百页的信息”。每一个人，不只是社会的强势成员，能学会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因此他的书名是《文化能力：每个美国人都需要知道的》。接受他的方案的唯一“成本”不过就是揭破读写文化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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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赫希相信他已经找到改善美国教育的“锁钥”：“传统的读写能力知识”“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共享的信息态度和假设”如果（哪怕是肤浅地）传递给学生的话，就会使他们成为文化上有读写能力的。一旦教育者承认这些事实，改革教育的“一个直通计划”就能启动。按此计划，教育者将把“抽象的形式主义”和构想拙劣的、以批判性思维和“抽象技能”为焦点的构想抛在一边，以完成三个任务取而代之：（1）就国家词汇表的内容和呈现它的良好顺序达成一致；（2）把幼儿园到8年级使用的阅读材料改变成事实信息和传统知识方面的更强基础；（3）为学校教育三个不同的阶段开发一般知识测试。这些简单的步骤会确保所有公民将变成文化上有读写能力而且也是自主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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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说，他对文化读写能力感兴趣主要是为了穷人和文盲，他只是谴责当时的“能力教育理论”，责备实行“浪漫的形式主义”的学校正在教技能而不是教传统的美国信息。阅读正在被当作一种技能来教授，而教科书的内容被忽视了。他认为，学生在学校课程中阅读故事、小说的章节、关于人类情感的散文以及其他这类选本，其实是在浪费时间。学生们需要传统美国知识的“事实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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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包括弱势儿童，会从包括“文化内容”的材料而不是从“发展抽象技能”的那些材料获得更多的好处。学生们需要知道同样的事情以便互相交流，因而不必给予他们“大商场”型的教育。文化内容是最重要的，不是因为其内在价值而是因为它被共享。

赫希断言，没有人缺乏认知发展，只缺信息，因而反对教授一般技能。对他而言，强调教“技能”——批判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心理发展，是一种被误导的“自由的”“进步的”议程。他认为研究已经证明，文化上弱势的五年级学生与社区学院层次的学生都具有良好阅读所需要的心理发展，仅仅缺乏背景信息、文化读写能力。他似乎暗示，既有文化读写能力又有批判性思维在课程中不能共存。他对批判性思维提议者的态度极为对抗，好像他们是文化读写能力和良好教育的敌人。他认为，学生并不需要批判性思维教学，况且批判性思维也不能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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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纳韦指出，赫希认为文化上弱势的五年级学生与社区学院层次的学生都具有良好阅读所需要的心理发展，仅仅缺乏背景信息、文化读写能力，显然表明他没有在许多社区学院新生英语课堂上待过。赫希的论述有些歧义和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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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教孩子们民族主流文化并不意味着强迫他们非批判地接受其价值，但它的确能使他们理解那些价值以便预见其他美国人的典型态度”；他也承认自己清单上的项目，按照某种判断标准以未经确认的“文化制造者”为由而被接受或被拒斥。在《文化读写能力》的末尾，赫希似乎完全颠倒了他的立场，宣称我们的学校“有义务教授广泛接受的文化价值”，但学校也有义务“对持续辩论的主题不采取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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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专家保罗认为赫希的推理有许多问题。他的计划像所有灵丹妙药、所有将复杂和多面向归约为简单和单纯的方案一样，过分简单化。阅读、文化和教育要比赫希净洁而整齐的世界中的阅读、文化和教育要深奥得多。需要做出的区别要比赫希接受的多得多，他所肤浅分析的概念需要更细致、更精确的分析。要理解如何帮助学生成为在现代世界茁壮成长的有力的读者和自主的个人，我们必须比赫希所建议的更为小心和深入地打好我们的基础，必须小心区别和处理他所忽略的具有复杂性的概念。保罗提出以下要求：1.必须注意区分拥有信息与拥有知识。赫希把信息和知识当作同义词，但信息可能是虚假的、偏见的、不完全的或误导的。知道某事物并非只是相信，掌握了说明或使其直觉上为真的证据或理由才够得上有某个知识，因而教育不能满足于学生成为信息的记事簿。应该让他们学会如何质疑向他们提出的所谓真理，要他们按部就班地寻找支持理由和证据，反驳别人简单地、非批判地接受的东西，让他们理解自己所学之事物。2.必须认识到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必然是知识分子和社会辩论的中心点。不同的群体都对文化和社会的进化和变革感兴趣，他们同样也对如何叙述他们的历史有兴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社会和文化的说明就不同。尤其是对一个事件讲授多长时间，应该如何描述，从中应该学会些什么，颇有分歧。就文化所说的那些特征究竟是一种理想还是一种实践，在赫希那里也是含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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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指出，赫希没有说明我们传承文化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如果我们传承自己的文化以让年轻人非批判地把谬见当作事实予以接受，那么我们培养的是非批判的思维，非批判地把谬见认同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假如我们传承自己的文化，是让学生必须面对定义我们文化的挑战，因而学生听到且必须回应对我们文化的各种不同的概念化，那么我们就是在培养批判性思维和思想的独立性作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差异对我们理解在阅读中显现的文化读写能力的过程有重要意义。3.作为一种文化读写能力的模式内在地是批判地质疑所读之物的模式。赫希承认阅读内在地是一种思维模式，但他所理解的推论过程基本上是一种非批判的或机械的过程，一个依靠“电报式的、含混的和有限的”意义和联想的过程。他似乎忘记了我们为构建意义而使用的信息是多种类型的，其中一些导致我们扭曲或误解文本。拙劣的读者所做出的推论与好读者一样多，有偏见的人做出的推论也与相对无偏见的人做出的一样多，他们都阅读文本和解释情景。需要洞察我们误读和误释的多样方式。阅读本身无所谓好坏，只有它促进我们的理解，使我们充实，能使我们更真切、更诚实地看穿事物，才是好的。同样，体验本身也是如此。阅读所需要的是一种批判的读写能力（critical literacy）。4.具有批判性读写能力的读者必须学会辨别他们用于做出推论的那些概念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必须理解那些概念的逻辑。要区别文化联想与经验事实，数据资料与解释，证据与结论、相信与所知（knowing），确信与顽固，做出判断与审判，会话与闲聊，征服与武断操纵。比如，在文本中遇到“民主”这个词，有批判能力的读者并不是想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会议、气球和电视上广告的形象，苹果饼图、母爱、我们的政府、林肯等这样的文化联想，而是抓住“民主”一词的本质，比如“人民统治”。他们不断区分未经规训的（往往是误导的）文化联想与受过教育者的用法。赫希似乎遗忘了这个必要规训的基本洞察。他从未提及与有教养的使用相比，非批判地追随一种文化联想犹如乱飞的苍蝇，可能导致读者误构一个文本。5.对于为了理解的阅读而言，背景逻辑而非背景知识是关键元素。保罗指出，背景逻辑有四个维度，有教养的批判性读者能够探查：（1）观念或概念的来源；（2）观念或概念的结构；（3）观念或概念的意涵或后果；（4）此观念与其他观念的相似和相异的关系。由于阅读是我们用自己的思维勾勒他人的思想，因此批判性读者尝试根据他们自己的思考和经验的模型来形成关于作者可能意思的假说。人们开始于这样的假设：作者是合乎逻辑的和一致的，尽量把作者之所言解释为符合最强、最富有洞见的、与文本一致的。想象地、感同身受地对待作者的假设，设法根据作者的假设进行推理，找出支持作者之所言的证据和经验。仅当不能发现这样的证据和支持时，批判性读者才接受该文本可能在概念上或经验上是有缺陷的可能性。阿德勒（Mortimer Adler）早在其杰作《如何读一本书》（1940，1972）中就描绘了这个批判性阅读的模型。他强调，训练有素的批判性读者能勾勒出一个文本的基本逻辑，即使在没有更多背景知识使阅读更容易的情况下。况且，拥有一个文本预设的背景知识是个程度问题。有批判性读写能力的读者就像一个解码者，能根据所给出的东西通过分析地推理重建没有给出的很多东西。对那些缺少丰富背景的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好读者必要时查阅未知的参考，返回再读。即使是最好的读者也不会立刻理解读到的一切，他们需要联系学会这类阅读以及在他们已有的背景基础上联系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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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及其合作者还推出《文化读写能力新词典》（1988，1993，2002）具体落实“每一个美国人都需要知道的”文化常识。第一版导言指出，与专家知识不同，文化常识是每个人所共享的。它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建立的有用的信息流体，因而值得保存。作者提出确认和定义公共话语所假设的知识的几条原则：第一，文化常识介于太专业化的专家知识和太一般化的信息之间；第二，我们的文化中被广为人知的信息项目，即很可能被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所知的条目进入该词典。大部分日报所提及的未经定义的事件、人或物很可能构成我们共同知识的组成部分，因而是文化常识，它们的定义就出现在该词典里；第三，文化常识不是时事的知识，尽管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所发生的那些事件，要成为文化常识的组成部分，一个项目必须具有持久的意义。本词典中的某些材料自从我们建国以来就在我们的民族意识里保持不变。当然，我们文化的不断变化当作新事物添加上，而别的被忘记，新的关系被形成和打破，因而定义文化常识是一个进行中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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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指出，该词典的基础是《文化读写能力》（1987）所勾勒的概念。事实上，阅读能力不是一种可一般化的技能，可以用篇幅长的样本来充分诊断检验。假如一个少年对蛇了解很多，但对湖知道极少，那么他就会在关于蛇的一段文字上获得好分数，但在关于湖的段落上不会有那么好的分数。因而，要获得有关他整个阅读能力相当准确的图景，我们必须抽样检查他如何处理各种各样的主题。由于我们把新的加到旧的之上时就会最容易地学习，那些已经知道很多的人倾向于比那些所知不多的人更快更容易学会新东西，因为前者早已知道新概念中的许多关键要素。阅读能力不仅依赖广阔的知识也依赖共享的知识，因此学习依赖交流，而有效的交流依赖共享的背景知识。读写能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小学各年级使用“技能取向”的“相关的”材料，随之去掉早先文学文化的课程（即传统历史、神话和文学）是个天大的错误。按照少年儿童对现代材料比对古老故事和神话有更大兴趣的理论，现代一般读者不断更新教给少年儿童的内容，好像阅读、写作和口头交流是能够独立于具体读写内容而完善的形式技能。不幸的是，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理论在经验上是错误的，照它办事已经对民族的读写能力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对专家行为的研究表明，技能和专业知识高度相关，这种相关从一开始一直到最高的执行水平都成立。任何教育理念的真正检验是其有用性。赫希期望该词典是一个有用工具，希望没有人会乐意阻止文化读写能力作为一个终极的教育目标。文化读写能力对于有教养的人不是充分的成就而是必要的成就。文化常识是肤浅的，真正的教育是深刻的。但是，我们对阅读和学习的分析揭示这样一个悖论：概括而肤浅的知识是深层知识的最优路线，因为广阔知识能使我们有效地阅读和学习，它是我们继续阅读、学习和深化知识的最好保证。真正的读写能力总是敞开大门——不仅向深层知识和经济成功也向其他人和其他文化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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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在第三版前言指出，他和同伴从来没有动摇过这样的信念：《文化常识词典》背后的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基于现有的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现。它的学术正确性为人所知并获得公众实践的共鸣是令人高兴的。公众也理解这些共享的意义对于在我们国家内部的交流，对于阅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都知道，阅读是最重要的学术技能，但在我们学校里的善阅读者与不善阅读者之间存在巨大鸿沟。阅读技能不仅对儿童在学校的成功是关键，对于他在信息时代的一生成功机遇也是关键。这就是联邦政府和大多数州开始极大强调阅读的缘故。这既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说是好消息，因为成为一个好读者是如此极为重要；说是坏消息，因为制定和执行学校政策的人到目前为止尚未完全精通成为一个超越读出单词的好读者所需要的是什么。关于阅读理解的重要问题，他们的视界含混而不清晰。赫希说，谈论阅读理解使我想起马克·吐温对天气的谈论：人人都谈论天气，但没有一个人就它做任何事情。阅读理解分数没有显著长进。美国的爱国主义是由共享知识、态度、忠诚与包括非排他性、宽容和对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尊敬在内的价值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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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仔细想一想，批判性思维的技能培养和拥有文化常识并非天然矛盾，思考与记忆也不是全然对立。在学习过程中，这些因素的良好平衡才是正道。美国学生在阅读方面成绩不彰的原因非常复杂，将不能令人满意的成绩完全归咎于任何一个因素或者认为加强某个因素就会成绩如意，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且，强调批判性思维技能也并非是要甩掉具体内容知识、记忆等元素。

另一个对批判性思维更猛烈的批判来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学院哲学教授惠特克。他对批判性思维的批判可以说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将批判性思维比拟为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通天铁路》（1843）中的洞穴“巨人”：这个巨人的身材、相貌、体质和天性非常古怪，这些特征他自己也好，别人也好，从来都描述不清。……他看起来身材极不匀称，很像一团云雾，朦朦胧胧。他用奇怪的语言冲我们喊叫，我们不懂他的话，也不知道他的哭泣是激励还是恫吓。惠特克说，在当代学术领域中，尤其是哲学和英语学科，一个人很可能被与霍桑笔下的虚幻魔鬼很相似的洞穴新魔鬼绊住，它无疑坐在云雾中，也说着新奇古怪而又吓人的话语。像多数巨人一样，它宣称自己的血统非同一般。这个新巨人的洞口被杂乱的尸骨堵塞，其中不仅有旅行者的尸骨，还有整个智力传统的遗骸。这个巨大恶棍的名字叫批判性思维——一个对教授和学生说起来敬畏多于理解的名字。但是，由于我们与它共处一地，不能像霍桑那样只是坐在火车上瞥见它而已，因此，也许唯一避免进一步伤害的方法就是勇敢地正视它，让光照亮这个洞穴，揭示它顽劣而又伤人的混合特质。

惠特克是怎样完成这个高尚任务的呢？首先，他针对批判性思维运动的诸方面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几家大型高等教育机构今天都把批判性思维当成必修核心课程的一部分或规定为测试项目，几十年来批判性思维甚至成为学校教育的吉祥物。但是，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个巨人，也是个大骗子。它骗人的把戏就是弥漫于它四周的浓重云雾，这云雾源于批判性思维定义的多样性。一些貌似传统主义者的人士追根溯源，把批判性思维等同于逻辑。不过，批判性思维理论的主要发展令人吃惊地把它推到了思想领域之外，让它进入了行动领域，许多流行定义强调其决策和判断的作用。批判性思维者喜欢把苏格拉底推崇为自己的智力祖先。但是，在这些喧哗和多种定义的背后暴露了批判性思维的真正本源：美国实用主义和心理学富有希望的结合。因此，当不对苏格拉底虔诚喧哗时，许多批判性思维者便把杜威当成了他们科学灵感的来源，尤其引证《我们如何思维》。成熟、个人成长、独立性、相关性——批判性思维似乎推行了那个时代倡导的所有教育目标，似乎成了回来驱除各种古老偏见的进步主义者圣·乔治。尽管批判性思维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中学大受欢迎，可是1980—1990年间从中学毕业、将要在大学就读的学生的读写和思考能力却在下降。紧随中学教育的步调，大学也开始在本科教学大纲中接纳批判性思维。广泛采纳的新“写作大纲”或“学科学习中的写作”训练项目，部分依赖传统做法去灌输批判性思维而不仅是训练好的写作习惯，批判性思维因此孕育了“批判性写作”和“批判性修辞”。人文学科教师的焦灼感使他们抓住批判性思维的治疗特质，最初用“非形式逻辑”包装起来。学习陈旧、古老的书本看来没有必要，这些知识也不能让你找着一份高薪工作；当你与柏拉图和莎士比亚对话时，你学会了批判性地思考，这是当今快节奏世界中的一项基本技能！至少它们能帮你在研究生入学考试和法学院入学考试中取得高分。

其次，惠特克谴责批判性思维运动忽视实质性知识，把方法看得高于内容。在批判性思维的影响下，越来越少的教授具有语言学、历史、哲学或文学方面的知识，使得注重“批判”更为不可避免。本来是实用主义美国人的批判性思维运动，因而与激进的欧洲大陆的“批判理论”或者与有些从业者称作的“批判教育学”结盟。这种联盟隐含的假设是，虽然一个人不能从柏拉图、莎士比亚的这些古书中学到任何实质性的知识，但他们能通过拆解和反驳它们而学会“批判性地思考”。当然，自洽的批判的教师认识到，完全跳过古书而用大众文化里的、他们自己的个人告白或学生自己作品中的证言来对学生的意识“去中心”，常常更快更保险。有些高中英语老师在模仿这些教授时也发现，如果他们能充分求助批判性思维，他们最终能彻底放弃陈旧的标准，通过布置更多被假定更可能吸引学生“思维”的那些更新式的读物、更为接近学生自己经验的材料，找到通往受奖励的意识形态的便道。这样一来，某个不正常的人就可能没有机会变得恋慕“经典”。紧跟批判理论火热的脚步，给批判性思维注入新意义的最新事业是它的“多样性”。许多人无疑几乎把多样性尤其是种族差异性当成一种神学上的分类，多样性对批判性思维是重要和基本贡献。杜威发起的运动（对民主社会里每一个体的角色必不可少）现在已经意味着把个体当成种族群体认同和种族群体思想的承载者。还有许多追随者把批判性思维等同于非形式逻辑、问题解决或一种文化读写能力。但是，不管批判性思维的计谋、野心和自我错觉是什么，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历史表明，它敏感又机灵。在70年的发展过程中，它一直能够容纳大量含义，其中一些意义与另一些意义直接相矛盾。批判性思维的特殊力量正是它的知识贫瘠——恰恰是思想空虚确保了其持久力。也就是说，批判性思维的实用主义意旨，即试图把思维变成工具，让大脑工作，把方法抬得高于实质或内容，以广泛分歧的、理智上可疑的但颇为实用的理由，给几代教师遗赠了一种易于暂时征用的工具。

再次，惠特克认为，批判性思维最深的损害很可能是在英语课，尤其是写作课。这些课程的老师喜欢宣称，学生早该表现出懂得“基础”——拼写、标点和语法，因为大学是从事分析文学和流畅写作的。这种宣称尽管很可能讨好学生，但它与一条“水应该往高处流”的法令有一样大的力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威廉·斯特伦克时代起，大学生就需要“基础”教学了。但是，在批判性思维的庇护下，作文老师现在可以自由地一脚踢开所谓的“规则方法”。他们的意思是，由于这些规则拥塞学生的心灵，因而干扰学生理解材料、组织自己的思想和彻底想清楚自己的表达。惠特克认为这是一个古怪的论证，它企图把这种表达的意义与其形式（例如字母、逗号或者分号的特定排列，主动语态或被动语态的使用）剥离开。这种方法否定了学生用守规矩的方式运用自己思想的能力，往往导致的结果是残缺句的迷思或流水句的意识流废话。它也无视学生必须阅读复杂诗歌或散文时不知道“规则”所面临的困难。但是，如同许多老师发现的，避免这种僵局的一种方法就是让学生阅读和评论其同伴写得差的作文。在“进步论者”的改革之前，文学或作文课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朗读课文甚至演讲背会的短文。毕竟一个公民必须总要准备好在公共场合说话，大部分注意力要放在清晰的发音和波特（Ebenezer Porter）所说的“修辞阅读”上。日常语法阅读传达文本可理解的意义，而修辞阅读课表达文本的激情。每一种任务都不好完成；无论选择哪一种都需要自己先细读，甚至朗读。但是，被批判性思维熏陶过的学生觉得这种练习是一种烦扰。当你能够谈论某个东西，解剖、解构和摒弃它时，为什么还要朗读它或者演说背会的短文？结果可想而知，由于从未念诵课文里的语词，这些学生通常对课文的意思是什么几乎没有什么概念，课文的激情就更不用说了。被迫阅读时，他们的阅读即使能听得见也是蹒跚而单调的。因而批判性思维方法冷酷的主观性（把你自己、你的关切和思考、你的问题、你的意见凌驾于课文之上）不仅把学生和书本割裂开，而且也把学生彼此割裂开了。这样，批判性思维就把它的受害者交给了他的远房亲戚——失望巨人（the Giant Despair）。

最后，批判性思维给记忆设置了巨大障碍。它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了反对“大量垃圾信息”的死记硬背的位置。现在所有学生被告知这种“信息”每年增加两倍、六倍或十倍，因此他们回避熟记任何东西——一首诗、一种理论、一个方程式，他们都能轻易地在许多书和网站上找到。毕竟，真正的“批判性思维者”一旦需要这些信息时会有办法找到的。但是，就像柏拉图《理想国》的那些有名的“高傲自大的年轻人”阅读一样，他们开心地撕扯所有古老和现存的一切，仅仅因为它们是旧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得批判性思维的魅力不可抵挡：他们把积累起来的智慧和文明之美当作如此多的“信息”，当需要时就被加工；他们撕碎这种好像是对他们思想进行掣肘的文明的规训和制度记忆。

惠特克的最终结论是：像从前的幽灵一样，批判性思维并不只是强行侵害了学术界或美国社会，它是被邀进门并让它安顿下来的。理由与它的符咒一样多，这些符咒极大地利用了自豪却又胆怯的民主灵魂。批判性思维的云雾意味着，甚至那些不太亲密注视它的人也能谈论它而不用担心被反驳。它也许诺，每个人不用学会大量规则、进行长年学习或记忆大量的材料，就都能成为一个“思想家”。“批判性”思维暗示通向某种决策之思考的富有成效的熟思，或者更直白地说，它是一种清理、撕碎、消除可能使我们感到渺小或困难的、会妨碍我们“把事情做好”的任何崇高的事物。因此，在所有这些符咒背后的批判性思维依然是一种祸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驱逐了诸如死记硬背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批判性思维让学生语塞、轻率，完全丧失了观念和有意义的表达。与相呼应的政治运动一起，它已经削弱和驱散了对保持文明重要的各种规训，已经挫败了学生成为文明人的倾向。它已经用充满奇怪、空洞措辞的烟雾、幽暗和空气充塞了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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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为不敬的讥讽理所当然遭到批判性思维学者的回击。纽约州立大学荣誉人文教授拉吉罗（Vincent Ryan Ruggiero）在给《学术问题》编辑的信中把惠特克的批判文章当成“批判性思维课程发现谬误的绝妙练习”，指出惠特克犯了一系列谬误：替罪羊（scapegoatin），即把现代教育所出的全部毛病都归咎于批判性思维；犯罪牵连——利用杜威的过激来不公正地玷污每一个拥护批判性思维的人；以先后为因果——认为由于批判性思维先于人文学科的衰退，文盲的增加，性教育的出现和多元化运动，因此必定是批判性思维引起了这一切；人身攻击——把批判性思维的倡导者称为“奴仆”“怪物”和“骗子”；推不出——论证如果一个智力“工具”被误用于“可疑的……事业”，因此它就不再会有正当合理的使用；虚假二分——不正确地暗示批判性思维教学与传统课程内容是互相排斥的；无根据的假设——错误地假定命题知识生成程序知识（即思维技能）。稻草人——误解阿德勒的观点而加以引证，没有批判性思维学者主张思维可以完全摆脱某种内容（最起码涉及一个主词和一个谓词），但惠特克大批特批脱离内容的批判性思维。同时，惠特克也可疑地挑选一些作者来挑战，避开了拉吉罗领导思维教学几十年的教科书尤其是他的《关于伦理议题的批判地思考》（1973）、《超越情感：批判性思维指南》（1975）和《思维艺术》（1984）。惠特克忽略了这些著作以及其他许多作者所采用的方法非常不同于他所指责的批判性思维的陈腔滥调。无论这是惠特克的不足还是有意忽略证据，都将削弱他的成见。拉吉罗从批判性思维运动在教育改革历史中的地位入手，提醒人们注意一些重要的事实。首先，批判性思维运动是对20世纪初心理计量学家之悲观情绪的一种反应。这些人要使教育者相信，大众缺乏智力潜能简直无可救药，因而应该告诉他们思考什么而非教他们如何思考。因而批判性思维不是旨在驱逐智力的严格性而是要恢复它。其次，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兴起的批判性思维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不是心理学家而是哲学家，他们关心形式逻辑已经变成过度理论化的，因而强调非形式逻辑（non-formal logic）。大学里其他学科的同人特别是那些力图恢复修辞学的意见之评估（这种评估曾一直是古典修辞学的一部分，但在16世纪主要是在拉谟斯的影响下被撤掉了）的写作教员也参与进来。最后，尽管在机构的使命宣言中越来越多地提及批判性思维，但批判性思维运动只获得较小的成功。虽然很多院校提供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师在其他课程中提供分析思想的实践，但这些努力的影响很少在全部大学课程中感觉得到，而在初高中课程中几乎从未贯穿。该运动没有达到较大成功是基于以下一些原因：第一，批判性思维不可能被教或大多数人缺乏学会批判性思维所需的智力这一持续的错误信念。第二，流行的、阻碍有目的的生产性思考的三重奏观念：真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是创造的而不是发现的；情感是比理性更可靠的行为向导；有权提出一个意见保证一个人的意见是对的。第三，批判性思维运动中的学者没有认识到上述障碍的严重性，没有澄清该运动的预设、目的并加以辩护，没有把相关的运动比如创造性思维和基于问题的学习当成共同的事业。第四，许多教授和教师顽固拒绝放弃填塞头脑的教学方法，即使在每个学期都有证据表明失灵的情况下。由于学生的记忆只能维持到期末考试，所以教师常常被迫开始在第二学期重复第一学期所教的。他们通常叹息和抱怨，但对改正这个问题无计可施。批判性思维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一教育层次的每一课程不仅是一种为考试而记住的信息汇集，更重要的是有向导地面对曾经唤起伟大思想家的那些智力挑战，直面发展智力技能与增加知识和学科的鉴赏。这个目的应该值得热情支持而不是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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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莫利大学心理学系的利林菲尔德（Scott O. Lilienfeld）也认为惠特克的批判不全面，有时严重歪曲当代批判性思维运动的面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惠特克也成为批判性思维打算消除的某些逻辑错误的牺牲品。惠特克为自己的断言所提供的证据少得令人吃惊。比如，他指批判性思维运动与学生基本技能令人伤脑筋的下降有直接因果关系，其实犯了相关到因果的谬误。大多数科学教育者承认，批判性思维技能不可能在真空中教授，需要基本学科知识的坚实基础。在心理学教学和研究领域，对强调批判性思维技能的一些导论教科书的细读并没有给惠特克的主张提供支持。与其他导论教科书的唯一重要差异是这些教科书增补了用批判性思维工具讨论常规主题，以区别有良好支持的主张和差劲支持的主张。其中包括的工具有：区别相关和因果、辨识研究调查中的混淆和其他方法论缺陷、为不明确的发现生成竞争假说的技术。利林菲尔德同样发现惠特克犯了混淆一种方法的滥用与它的有效性或功效的逻辑错误（abusus non tolit usum）。批判性思维也与惠特克正确谴责的后现代主义以及相关的解构主义等知识运动明显不一致，科学的批判性思维的最大烙印就是以真的对应理论为前提，假设在一个主张反映外部实在的程度上它是真的。惠特克断言批判性思维中的“批判的”一词蕴含着一种消除或“拆除”倾向的主张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误解。对于科学中的现代批判性思维出现的语境，他没给读者提供多少，其实过去几十年对美国公众的调查表明，大多数甚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都非批判地接受大量关于世界本质的超常的、科学上可疑的甚至明目张胆的伪科学主张。主要是一些杰出的科学家、科学作家和哲学家（比如卡尔·萨根、西德尼·胡克、艾萨克·阿西莫夫、保罗·库茨、马丁·加德纳等）对这些令人不安的社会动态做出了回应。1976年建立的超常主张科学探究委员会（CSICOP）的主要目标就是促进“科学和科学探究，批判性思维，科学教育和在审查主要议题过程中运用理性”，该委员会出版《怀疑的探究者》杂志，发起“年轻怀疑论者”计划，旨在培养儿童和青少年的批判性思维，成员包括前费米实验室主任和诺贝尔奖得主利昂·莱德曼，圣达菲研究所诺贝尔奖得主默里·盖尔-曼，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得克萨斯大学物理学家史蒂芬·温伯格，哈佛大学的昆虫学家威尔逊，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天普大学数学家乔·艾伦。事实上，科学课程中很少指导深思地评估超常和其他成问题的主张，大多数科学教科书的重点几乎仅仅是已知为真的东西而不关注已知为假或可疑的东西，因此科学学生往往在学完课程之后，对如何辨别真实的与虚构的知识主张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惠特克没有告诉读者旨在培养关于科学议题的批判性思维课程一直是在减少大学生相信只有极少科学证据的主张，包括相信鬼魂、占星术、超感官知觉等。这些发现与惠特克断言的批判性思维“挫败学生变成文明人的倾向”形成尖锐矛盾。惠特克给读者提供了怪诞的漫画而不是批判性思维的准确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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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在同期杂志上做了回应。不过，他又把大学培养“哈佛人”或“耶鲁人”“学者”或“艺术家”与培养批判性思维者似乎看作是不相容的：“我们想要一所大学的教育目标是‘批判性思维者’吗？”实际上，惠特克始终没有理解批判性思维是补充传统的3个R（阅读、写作和算术）的第4个R（推理），而不是取代它们。况且，在倡导批判性思维的学者当中，早就有一些人坚定主张批判性思维必须是依赖学科内容的，例如早先的梅可派克和当今的威林厄姆（Daniel T. Willingham）甚至不承认存在可以脱离学科内容的一般批判性思维能力，强调领域知识和实践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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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批判性思维模型的批判与改造

在赞成批判性思维的学者当中，有一些从不同于传统视角考虑问题的理论流派对常规批判性思维模型提出批判，要求对它进行改造或重建。最为突出的是女性主义视角和后现代视角的批判。

女性主义者看到，定义和描述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推理）的过程十分强调一个人的推理能力，作为一个变量的情感概念在批判性思维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尽管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典修辞家和哲学家强调要把情感作为任何说服活动中的一种证明形式。但是，当代西方社会和参与批判性思维教学的人常常把情感的特征当作是有效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障碍。这种否定性评价在一些批判性思维和论辩教科书中可见一斑：把情感诉求归类为谬误或“伪推理”（pseudo-reasoning）。欧洲白种男性思维者在构建他们的概括、理论和概念架构时，很少或没有注意人类的女性另一半。按照西方史，对妇女的这一忽视并不奇怪，我们的合理性和逻辑的概念好像是某种男性的而不是性别中立的东西。这个假设在对男性价值和女性价值的刻板印象中得以强化：女性是非常感性的，根本不隐藏情感，非常主观，极易受影响，极不喜欢数学和科学，非常没有逻辑，不能分开感觉与观念。按照某些研究，女性不喜欢数学和科学，而这两个学科都要求进行归纳推理和做出推论的能力，由此允许人们进一步推断，女性也可能不喜欢从事归纳过程和进行推论。这又意味着，妇女不是理性生物或不在意成为理性生物，也并没有被看作是这样的生物。最终，如果人们不介意做出推论跳跃的话，在先前刻板印象的基础上，推出妇女不是理性的。如此构想的女性特质与批判性思维的标准定义不一致，因为批判性思维者是“客观和公平的”“寻求理由和证据”的人，因而主流的社会感知是：妇女缺乏批判性思维技能和能力。《洛杉矶时报》（1987年9月9日）的一篇文章也表明，女性倾向于至少一周哭泣一次，而男性平均一月一次。研究暗示，女性比男性哭泣更多有生理的和文化的理由，尤其是女性有日益增长的泌乳刺激素水平，也许男性和女性的泪腺在解剖上的差异影响女性升高的哭泣倾向。无论什么原因，哭泣被典型地看作是女性行为，一种作为推理个体的妇女可信性的抽象。国会女议员谢罗德（Patricia Schroeder）因为她极为情感性的演说宣布她决定不选总统而遭到批评，引起某些人质疑她是否有能力竞选更不用说掌控总统办公室了。在讨论关于妇女和语言的一项研究时，有人指出，已经发现除了说它不受亚里士多德逻辑支配而外，再难以描述女性的语言。在西方社会中，批判性思维以至交流都扎根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基于上述观察，人们可能推论，按照我们的思维或语言用法，妇女不被构想为合乎逻辑的生物，而男人却是这样。不管怎样，这个社会把妇女看作是不太能批判地思考和交流的，而男人却能。然而，问题在于我们文化中包含的信念即“情感”对逻辑是个麻烦以及妇女要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生存就必须变得不那么感情用事。虽然某些研究提出妇女的思维不同于男人，但没有理由相信妇女不能批判地和逻辑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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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在重新解释批判性思维模型的过程中，首先戳穿妇女天生无能逻辑地思考的神话。按照对大脑左右半球的研究，一般相信左脑控制语言、逻辑、演绎推理等功能，右脑控制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非线性的、整体的和创造性思维。根据对妇女的刻板印象，妇女应该是右脑占主导，而男人应是左脑占主导。但是，这些刻板的评估并没有得到研究的支持。有学者（1974）详尽研究了大约1500个性别差异研究报告，显示整个研究有相当少的一致的性别差异。在一些性别差异之中，他们没有发现被一致报告的东西，虽然男性在视觉空间能力、右脑功能上强一些，而女性在语言能力（左脑占主导）方面的表现优于男性。语言能力的证据表明，妇女可能在左半球有优势。比如，我们知道，女性学会语言比男性早，比男性在先说出第一个词，把语词组成短语，用词组组成句子。在言语天资测试中女性也优于男性。男性更可能经历与语言相关的障碍，比如失语、诵读困难和口吃。对中风病人的研究也发现，女性的左右半球较少偏侧，因而更为相互依赖地发挥作用。影响左脑的中风女性的语言能力恢复在范围和速度上都比男性好。基于诸如此类的发现，看来没有可靠的证据指示妇女天生无能批判地思考。但是，与此证据相矛盾的关于妇女的刻板印象现在依然持续着。因而，可以保险地说，妇女在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不充分表现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历史的、社会的因素。在历史上，妇女不被允许思考，她们很难获得平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化过程也不鼓励妇女思考，没有机会锻炼心灵，思考被当作是与女性典范不一致的活动，经过社会化的女性变成了使用情感作为获得她们所欲之物的方法。
 
[23]



卡申（Joan L.Cashion）等认为，我们必须改变批判性思维模型本身，需要重新构思批判性思维，导向一个批判性思维的新定义和新模型。放弃坚持男性的标准，重新阐释关于包括认知行为在内的人类行为的观念，允许我们承认女性和男性可能在行为方式上不同，但这种差异不一定意味着一种方法必定是规准的，另一种必然是低一等的。著名女性主义者吉利根（Carol Gilligan）提出与传统道德推理发展之理解的不同看法，批判科尔伯格完全基于男性数据资料形成的整个道德推理发展模型。吉利根主要提出三点批评：第一，他们根据男性的标准谈论女性心理发展，偏颇和不公正地把女性在心理发展上与男性的差异当作她们发展上的失败；第二，他们把发展与个体化、分离、权利以及自主性等同起来，忽视了依恋、关系、联系和爱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公正”的发展路径而忽略了“关怀”的发展路线；第三，他们忽视了对女性的自我和道德建构的研究。在吉利根看来，按照男性标准衡量的女性在“道德发展上似乎不足”的问题并不在于女性自身，而在于现有的“男性”理论模式的局限性和对生活真理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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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伴随批判性思维运动出现的对“关怀”思维的重视吸收了吉利根的思想。

卡申等也建议类似模型，批判地重估批判性思维模型，特别倡导恢复情感在批判性思维模型中的合法地位。妇女也许需要被当作是一种不同的文化。应该把妇女的理性“方式”看作是不同的而不是低等的，就如“东方”或亚洲的思维方式逐渐被当作是不同的而非负面的推理方式。批判性思维研究领域要开始把妇女作为一种发展自己推理过程的文化来考察，改变有关妇女和情感的负面的社会主流看法，发展一种把男性和女性特质融进批判性思维过程的批判性思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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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女性主义批判性思维研究者塞耶-培根同意西格尔的一个重要论点，即批判性思维对于维持民主制是重要的。但是，塞耶-培根在从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弗莱雷的工作中找到她的视角之后，将焦点置于人际关系，因而有了与认识论取向的批判性思维理论家不同的看法。在她看来，批判性思维是一个共同体中的社会互动问题，可用“大家缝”（quilting bee）来比喻。来自不同文化带有独特个体视角的人们参与知识建构，做出各自的贡献。凭借越来越多的缝被人（认识者）及其声音，知识成长得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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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的概念是塞耶-培根思维中的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关键概念。它传达一种会话和身体亲密的含义。由独特心灵和自我构成的特殊视角，也披露了何时在倾听声音或使它听得到。想象一下用小块布缝缀的被罩，塞耶-培根的推理蕴含着，每一个体用她们独特的声音、她们的某些知识补丁对缝缀工作有所贡献，每一块补丁都有被缝被人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特殊的颜色和花样。假如被子即知识的构造要形成自己的形式，所有补丁也即所有声音都是需要的，尽管它们必须按照该共同体的活动予以安排。这意味着，个体必须加入并按照共同体约定的语言一起干事，否则的话一个人就成了被剩下的一块布片，不能为大家缝做出贡献，他的声音不会被听到。塞耶-培根指出在厘清批判性思维这个概念时，使用这个大家缝隐喻有一些好处。批判性思维的现象然后就被看作是一种包含人类身体的实践，人以心和身的一种不能分离方式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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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断要求大家缝的实际缝缀的身体活动，但这也非全部。很可能缝被人在谈论，也许在唱歌或讲故事。在某些大家缝活动中，人人都缝，但并不一定每个人在同一时间都在缝，也许人们轮流缝，别的人休息一下，或者帮助缝缀需要的材料供应，例如剪切更多的材料以供使用。在某些大家缝活动过程中，参与者也许压根就没有实际缝缀：他的才能被用在其他支持方式上，例如担当为每个人供应食物和饮品的厨师的角色；作为照看者与小孩一起玩耍，以让其他人能够工作……可能发现一个大家缝是沉闷而宁静的，几乎没有互动发生。但是，大多数大家缝肯定是人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为缝缀任务做出贡献的活动。它们毫无疑问也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在谈论的认识者是有肉体（对缝缀经验有重大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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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耶-培根突出心和身不可被分离这一事实，但在历史上，心和身被分离为两个不同的实体，唯有前者被认为对批判性思维者有重要性。她也凸显了尺子、剪刀和直针的使用是一个创造性过程。还强调情感和直觉作为批判性思维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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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耶-培根发现一些学者认为，男人按照原则和规则行动，而女人把她们的行动置于责任和关怀基础之上，她指出，这个性别差异其实并不恰当，因为妇女就像男人一样按原则而行事，但她们的原则被男人看作是价值不大的。包含极为疏远语境性（contextuality）的有原则的判断被认为是有效的和重要的，而基于保持关系之价值的有原则的判断被视为更弱，这完全基于错误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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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按照一种大家缝的批判性思维的概念解释，批判性思维其实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得以发展，这也是女性主义者的特色。由于知识是个体之间构建的，知识不可能被当作是跨文化绝对的和有效的，而是高度依赖语境，依赖谁的声音在发出。或许最重要的是，知识不仅与心连接，也与身连接。由于不同的身体并不在同一环境中运动，因而知识不可避免地依赖身体经验，因此针对这个背景，批判性思维必定被转换为建设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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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致力于探索性别化的维度，相信妇女在历史上一直受压迫，被人类制度和社会关系不公平地对待。女性主义者把性别看作是社会地被建构的范畴，需要持续不断的批判。她们论证说，历史上父权社会中的男人一直把自己描绘得与女人大不相同，把妇女置于一种低一等的、次要的第二性。女性主义关心权力的形式和功能以及权力如何以不利于女性的方式被使用。罗丹的“思想者”表明批判性思维者的形象似乎是男性。而当我们考虑一个出名的批判性思维者和教学生成为批判性思维者的教师例子时，我们想到的是雅典集市上被一群年轻男性围绕的苏格拉底，他们在进行热烈的讨论。塞耶-培根认为，批判性思维与男性相联系并非偶然。批判性思维的男性特征根源可以追溯到其欧洲—西方哲学。古希腊是一个拥有特权的男性统治的社会，那些有闲暇和受过教育的人获得了批判地思考和深入思考哲学那类主题的机会。对于这类人，与心灵和理性的联系变得比与财富和闲暇的联系更多，而妇女变得与身体和情感相关联。柏拉图可能是心/身分裂的一个重要来源。按照他的知识理论，我们头脑清醒地知道的东西是早已知道的，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不朽的。但是，当我们的灵魂栖息于我们的身体时，我们忘记了我们所知的东西，因此我们耗尽自己的生命设法回忆我们的灵魂早已知道的东西。由此开始，在欧洲—西方哲学中，心与知识相联系，身体被看作是挡在我们知识之路上的某种障碍。我们的身体引起我们的遗忘。柏拉图不只提议在心与身之间的分离，他还把心与理性，情感与身体分别相关联。在他看来，我们需要学会驯服情感，设法保持对它的控制，以使它顺应而不是反对我们。妇女是如何变得与身体相联系因而与情感相联系，与心和批判地思维相分离的呢？妇女变得与身体相联系是因为她们在社会里的生殖角色。妇女要怀胎十月，然后哺育婴儿直到他们能吃固体食物，一般要经过6个月到两岁。妇女一生的三分之二时间受到她孕育的每个小孩的影响。对于妇女来说，要将她们的心与身分开不像对男人那么容易。唯有到了妇女能通过使用非常有效的出生控制对生殖过程采取控制的那一天，她们才变得不受其身体需要的控制，毫无疑问，因为她们能这样做，因而她们就变得更与自己的心和理性相联系。某些女性主义者论证这是件好事，因为它最终允许打破将妇女被排列在其思维能力低于男性的那种层级体系之低端。现在妇女能与男性平等地并肩工作，她们的想法被严肃对待，被尊敬处理。而另一些女性主义者论证这根本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妇女恰恰接受了男性的心优于身，理性优于情感的价值判断，取代了对二元论的质疑和批判。这些女性主义者论证，心/身、理性/情感的分裂是危险的，因为它们要求我们把我们自己与自己分裂开。她们论证，我们不能只是给这个完全以男性为中心的批判性思维观点“加上妇女并搅拌起来”；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重新描述为具有身心（bodyminds）并学会重视理性和
 情感。

塞耶-培根说，我的声音已加到对批判性思维的男性模型的批判之上。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已经论证了我们必须转换我们思考批判性思维的方式并重新描述它，以便它不再代表如此普遍渗透的男性形象。给罗丹的思想者加上乳房并不够，我们需要放弃孤独的、冥想的男性形象。塞耶-培根提出了一个与罗丹思想者不同的思想者的意象：大家缝（quilting party）。这个形象意味着，聚会中的一些人准备食物，一些在照看小孩，有的在演奏乐器，有的在用小块材料缝制一个被子。这里所说的缝被子的材料代表我们的观念，被子就是我们最终的产品，代表我们一起社会地建构的知识。当然，基于一种个体模式的工作甚至依靠个体的整个知识之被也是可能的，不过，通过一个大家缝我们还一起讨论我们的缝被子计划，继续重新协商这些以及帮助最终将个体片段缝在一起。如果材料代表我们的理念，完成的被子代表我们的知识，那么我们这些缝被子的人就是探究者，建构知识之被的认识者：年轻人和老年人，男人和女人，有各种性取向的、身体不吸引人的、身体能行的、各种身材、高矮、肤色、来自各种经济背景和世界各地文化的人。

在缝被子的过程中，我们使用一些重要的工具帮助我们，其中之一就是批判性思维。我们的批判性思维用于帮助评价我们的思想和概念，决定哪些较好地组合在一起，哪些是未发展的或过于截然不同和矛盾，需要被淘汰。我们的批判性思维工具能使我们判断和批判我们正在缝制的被子。批判性思维的作用就像缝被子过程中的一把尺子、剪刀和直针。它帮助我们衡量我们的概念、秩序，把它们变直，帮助我们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置于适当的位置，因而我们能检核它们的质量并确保它们互相协调。在缝制知识之被时，我们也使用直觉，在缝被子的隐喻中就是使用针和线代表我们的直觉，在材料上移动并将材料结合在一起。直觉帮助我们穿越理念与选择想要发展和使用的那些理念。反过来，批判性思维给我们提供评价理念的方法，直觉帮助我们生成理念并把理念放在一起。两个工具对于探究以及帮助我们生成美丽而有用的知识之被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即使我们有针、线、剪刀、直针和尺子而没有材料本身的关键要素即理念，我们依然不能制成被子。直觉和理性可以完成非常重要的生成和批判的工作，但它们依赖想象和情感的帮助，因为我们的情感和想象刺激和启发我们探究。在缝被子的隐喻中，情感和想象是由材料的质量、质地、颜色和纹样代表的，材料的亮色和纹理代表我们的情感，材料的设计和形态代表我们的想象。情感对于探究是重要的，因为它们使我们开始和保持完成构建知识的艰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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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探究开始于一种需要感，某物激起我们行动。我们被怀疑或关切打动，或被可能性的线索唤起，因而开始探究。我们的想象帮助我们打开新空间，因而我们能有所区别地看世界，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的现实，因而我们能感同身受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的想象帮助我们把看似分隔的结合在一起生成新的秩序，帮助我们在看似没有模式的地方看出模式。这个被转换了的批判性思维叫作建设性思维（constructive thinking）。罗丹的思想者让我们聚焦于个体及其成就，比如他的考试分数、等级、研究论文，而大家缝的形象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参与知识之被的构建过程中的民众
 。我们被要求注意探究的过程，而不只是产品。透过一种建设性思维模型，我们也认识到逻辑的和问题解决的活动不是帮助学生成为好思考者的唯一活动。艺术的努力也帮助学生学会如何使用建设性思考所需要的工具：理性、情感、直觉和想象。女性主义具有一种批判的头脑和友爱之心，与传统批判性思维相反，一种代表女性主义的批判性思维理论是影响良好的模型。一种大家缝既是友好的同时也是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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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耶-培根承认，这种挑战普遍本质和个体认知主体理念的批判性思维新描绘，取代了先验认识论视角，是一种把真理理解为得到担保的可断定性（warranted assertability）的语用视角，皈依一种多元的、历史上依情况而定的认识共同体的社会模型。这些共同体不断进化、分解和重组。我们在自己的认识共同体内，商议用来判断我们的公共证据的可修正标准。然而这并不是相对主义，因为绝对和相对的虚假二分被所有知识都是暂时的和某种视角的知识所代替。以一种更为谦虚的批判性思维观点来看，被问题化、改造和重新描述的批判性思维就转化为建设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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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今主流批判性思维理论来看，女性主义对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有一定道理。确实，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相互交织和渗透，很多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倾向测试也没有发现性别方面的显著性差异。区别在于，主流批判性思维着眼于相对区分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包括直觉、想象），以便界定清晰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和学科边界，而情感方面的问题纳入批判性思维心理倾向或态度之下，早已不存在忽略情感因素的主流批判性思维模型。由此来看，主流批判性思维模型与女性主义的见解之间共识多于分歧。

还有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育系金奇洛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吸收建构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的思想，对逻辑主义的批判性思维概念予以否定，认为它是笛卡尔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欧洲中心主义的，主张“后形式主义”的和“复合的批判性思维”。金奇洛说：“我们深深地尊敬对逻辑、概念分析和认识论洞察的传统强调，但怀疑我们能走得更远。”我们不可能在一种社会文化的和政治的语境之外构想批判性思维。起源于17世纪笛卡尔所绘就的科学方法的西方科学，把宇宙的基础建筑构件看作是自在之物，但最近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很多研究表明，关系而不是自在之物是世界的建筑构件。处于世界之中就是处于关系之中。金奇洛要重新形成批判性思维的概念。早先北美的批判性思维运动注重发展学生的笛卡尔式的合理性，把批判性思维作为整个课程和教与学诸方面的基础。法兰克福学派会发现，这样一种视角有意识形态上的局限性，因为它没有分辨出意识形态的、支持现状的教育学维度，它的特征是教授意识形态一致性，有益学校的监管目标，不质疑压迫性社会规范方法。换句话说，许多批判性思维教学法未经质疑地把某种特殊的、欧洲中心的思维模式当作优于其他的模型加以推销。女性主义者扩展了这些批判，认为主流批判性思维传统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常常是由男性构成和统治的领域，排除了女性和非白人的贡献。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是一种艺术形式，超越了笛卡尔在可利用的逻辑替代选项中进行合理选择的概念或皮亚杰形式运算的概念（追求认知活动的更高形式的个体遵循科学方法的线性程序）。这便是后形式思维（postformal thinking），一种认为皮亚杰基于笛卡尔主义的形式阶段并不代表人的认知能力之顶点的认知形式。后形式思维的主要特性之一是扩展所谓的“久经世故的思维”（sophisticated thinking）的边界，因为发现非白人种族、贫穷阶级和女性这些人被智能共同体“拒绝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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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后形式主义汲取了圣地亚哥实行主义学派（Santiago enactivist school）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的思想。智能行为并不涉及遵循普遍规则的推理形式，而是一种使知识适应不同环境集的能力。在这个语境中，智能甚至伦理行动对于那些在批判性思维的形式水平上操作的人也许看起来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批判性思维必须被实行而不是被学术化。金奇洛承认，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概念结合了瓦雷拉和弗莱雷（Paulo Freire）的观念，并比较和对照实行主义的概念与弗莱雷的批判实践。这个概念挑战批判性思维的实证主义定义（严格遵守科学方法程序生成客观的、可验证的和普遍的予料）。金奇洛说，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观点质疑实证主义的批判性思维主张，即它能给我们的问题提供答案，给我们的难题提供解决办法，为我们消除焦虑提供终极真理，为评估我们的观念提供普遍的程序集。太多的批判性思维文献的确陷入欧洲中心的父权制的泥潭，导致了一种低估在这些狭隘界定之外的思想模式的倾向，应该努力探索出现于非欧人的或非父权制种群的新智能形式。这种狭隘的批判性思维模式助长一种文化傲慢，使提倡者看不到大量意义深远的道德、伦理、认知和教育学的洞见。在一个全球化的后殖民的世界里，我们必须超越单一文化的理性标准，变成智能的侦探，发现能使复合批判性思维（complex critical thinking）更富有弹性的认知形式。

金奇洛等人还把那种将批判性思维看作是难题解决过程的还原主义表述称为“非批判的批判性思维”（uncritical critical thinking）或批判性思维的非批判形式。他们否认西格尔这样的批判性思维家所持的一个立场：科学和合理性是普遍概念，不需要历史化或文化的语境化。批判性思维的理性主义形式被看作是价值无涉的和客观的，因而有助于主流规范、权力关系、价值和实践的普适化。非批判的批判性思维计划的倡导者没有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研究之根基。但是，所有合理性和批判性思维的观点都由于使用宇宙论的、本体论的、认识论的和价值论的哲学预设，因而做出关于世界、人、知识的本质和价值的假设。复合的批判性思维者使用这些洞察来决定他们自己和其他分析家的批判性思维视野做出了怎样的假设。他们相信，教师和学生应该理解笛卡尔传统的局限性、排斥性和它常常服务的静态的社会利益。复合的批判性思维者将认识论的动态看作是理性主义传统的重大缺陷之一。我们所知之物总是系于把我们塑造成人的那种语境，不同的人会完全不同地构想和解释同一事件的意义。批判性思维和教育学的理性主义定义没有审查作为特定时空之文化产品的合理性，而复合的批判性思维者必须在其更大的历史语境内理解合理性。复合的批判性思维者感兴趣的是把对作为通过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语境中的互动而实现的、社会地构建起来的实体的心灵（mind）的理解与对这个世界运作方式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洞察结合起来，即把心灵理论和社会理论整合起来。批判性思维必定在这些复杂过程之间的关系之内运作，而这些关系正是复合批判性思维概念的一个关键维度。实在之网是由太多的需要控制的变量组成的，笛卡尔理性主义的简单性和知识生产的主流形式不满足复合的批判性思维者的需要。当然，反笛卡尔主义者的发展重新概念化批判性思维并不意味着简单拒斥所有经验科学，而是科学观点只被看作是关于这个实在复杂网络的一种视角。复合的批判性思维者逐步认识到，生活世界具有其不可控制变量的迷宫，非理性、非线性和整体和部分不可预见地相互作用，也开始看出实在的解释性维度。他们坚持，我们必须拥有且能够使用生成关于实在知识的多元方法。所有思维和行动都发生于历史的连续体之中，复合的批判性思维者的角色就是要把这个认识放到意识的优先地位。任何试图与生活世界打交道的批判性思维都必须处理语境动态。复合的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认可这些语境因素并对它们加以说明。如果人们不能理解自己的语境嵌入，它们就不能够辨识其偏见和倾向的起源。金奇洛指出，我们的复合的批判性思维理论包含了解释学、女性主义和可错主义者的维度，是多元的和拼装的。这种认识论视角可以描写为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 constructivism），也可以用后形式主义刻画金奇洛的认知理论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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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的批判性思维质疑塑造人之意识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认识论的和语言的结构，质疑生成这些结构的历史语境，这将帮助人们探索学校教育的社会历史的和政治的维度，探索在课堂上建构的那种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如何转变为学生的意识。理性主义的技术性思维在遇到复杂的、结构不良的生活世界问题时不能很好起作用。当学数学、化学、历史、语言或文学的学生必须处理以不同于他们所习惯的考试问题的格式提出的定义不良的问题时，许多人都失败了。没有教给他们落实智能，而是贮存知识和程序。复合的批判性思维者追求一种以准备好行动（readiness-for-action）为特征的智慧。认知科学40年的发展可以说是从认知主义到联结主义/建构主义，再到实行主义。心灵不可再被看作是一台计算机，一个机械的信息处理装置。实行主义号召我们看清楚心灵研究的复杂性，心灵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突生网络，在与生活世界的复杂化相互作用中达到其最高表现。学习者应该集中于我们的行动如何与创造它的世界联系起来。我们特殊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是谁，我们能变成什么。教师必须变成理解认知活动的多重维度和被不同时代的不同分析家所概念化的理性（reason）的学者。批判性思维必须既在理论上被理解也在特殊环境中被实行。那些试图理解具体的生活情境的老师和学生必须学会成为行动中的质疑者（questioners-in-action），审查该情境涉及的所有观点或视角。复合的批判性思维寻找塑造开发课程之过程的差异，帮助教师和教育领导者反思学校教育的目的和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意味着什么，鼓励学生质疑西方和其他文化的价值，把那些指出西方价值中的虚伪和矛盾的学生看成是透彻思考的而不是不合意的年轻人。教师需要掌握的一个关键概念是，认知总是一种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行动，而不是一个个体的精神活动。复合的批判性思维者不被政治中立的警报所诱惑。人类智能以及批判性思维的核心特性之一是其使用并非显然的解决办法解决定义不良的问题，辨识多重问题的多重解决取决于人带给一个情境的相关价值。作为智能意识的批判性思维是由抽象和具体的思维模式的交集形成的。

复合的批判性思维也吸收批判理论的元素。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关切把政治的和心理的因素嫁接起来的精神分析的洞见，复合的批判性思维试图把精神分析重新引进批判领域，引入当代关于批判性思维的会话。这再次强调实行主义在分析和概念化批判性思维过程中的重要性。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权力帮助塑造决定个体发展的倾向和认知能力类型的选择。贴上批判性思维标签的东西不仅受到社会的影响，它也部分地由一个人与权力的关系之本质在政治上铭刻和构建。

金奇洛等人想要做的是，把女性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后形式主义、复杂性理论、解释学和实行主义摆到批判的批判性思维概念桌面上。他们把关怀、同情和情感联系包括在有关批判性思维的讨论中。通过考虑这些元素，欧洲男性不仅能重新定义批判性思维也重新定义他们自己成为男人的方式。然后，批判性思维运动到本体论领域，因为它帮助我们重思我们是谁，成为人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本体论王国，对批判性的重思将我们带回到实行主义者的命令，放弃自我中心主义，注重打造与我们周遭世界的新联系。金奇洛认为批判性思维的再界定的核心是寻求不同的视角和新的理解方式，发展反省和行动的新模式，这种模式把意识形态分析、修辞学/语言学的洞察、社会文化政治研究与自我意识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复杂关系组合起来。他相信，由于理论的拼装和认知实行主义者的原则，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将不断改变批判性思维。
 
[37]



面对后现代和女性主义等视角的批判，批判性思维学者也考虑吸取其有益的元素。批判性思维不能拘泥于打碎别人的信念，而应采用后现代苏格拉底方法，通过论诘共同体的交流建立一种扩大的知识网。教师激励学生把别人的真理加到自己的经验之上。后现代批判性思维方法依靠教师承认会话的内在价值，重视学生之间的会话，不使他们屈服于以既定的真理或多产性的标准为基础的评估。承认会话的内在价值包括认可人们之间的平等，这与因种族、宗教、性别歧视或智能等级而排除特定的他人的现代企图形成反差。这意味着，会话将不再允许基于对特殊理智传统或无能遵守探究规准的忽视来边缘化某些人。
 
[38]



当然，主要发源于后现代和女性主义视角对批判性思维的批判不见得都有道理。比如，说批判性思维赞成社会主流群体的价值和实践，忽略传统上没有权力的群体的价值和实践；批判性思维赋予理性的、线性的思维比直觉更多的特权；批判性思维是好斗的和对抗性的而非合作的；批判性思维忽视或不重视情感；批判性思维看重抽象而贬低活生生的经验和具体的特殊；批判性思维是个人主义者的，给个人自治赋予了高于共同体和关系的特权；批判性思维预设客观性，因而不承认一个个体的境遇；等等。贝林和西格尔指出，对批判性思维理论与实践的某些特殊方面的批判，有一些合理因素，揭露了批判性思维理论和实践中未曾充分强调的问题、元素或忽略，提供了有用的矫正。但是，另一些批判却是误解或者根据不充分的修正。比如，责难传统批判性思维模式忽视或者没有注意情感其实就是不实之词。许多批判性思维理论家（贝林、西格尔、保罗、恩尼斯等）明确承认批判性思维中情感的角色。再如，对批判性思维是好斗的和对抗，不重视共同掌权和合作的责备。事实上，许多理论家承认批判性思维能以一种共同掌权的、合作的方式实施，也论证过这样的实践可能更好促进批判性思维者的目标。尽管普遍赞成自治是批判性思维者的核心价值，但这并不排除承认联合的和公共的探究之角色。还有，对批判性思维者赋予合理的、线性的、演绎的思考高于直觉的特权的批判也值得进一步考察。当然，理性思考的线性的、演绎的推理方程式是有问题的。演绎推理仅仅是理性思维的一个狭小子集，理性思维还至少包括归纳的、概率的、类比的和回溯的（“最佳说明的推论”）推理。此外，批判性思维的确有生成的、想象的成分。但是，就决定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言，批判性思维者理论家确实赞成（以较广阔方式构想的）理性思维胜过直觉这种手段，挑战这个立场不能不说是一种过于激进的批判。一个更为深刻的批判是：主流批判性思维模式是社会主流群体的，排除了传统上没有权力和地位的（如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富有偏见的特权模式，即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原则和标准是武断的，因而促进批判性思维实际是一种文化霸权行为。这一批判提出了批判性思维事业以及它所主张的普遍性是否具有有效性的问题。贝林和西格尔认为，这一激进的批判的问题更为严重。说批判性原则和标准是武断的，其实基于对批判性原则和标准之本质的误解。这些原则不单是群体利益的产品，而是扎根于理性探究传统，与目标（预见和说明自然现象、挖掘和理解过去、发展和评价艺术作品等）紧密联系，并不是群体—专属的，况且自矫正是定义理性探究的特性之一，因此标准本身能够而且常常针对遭到的批评和作为思维者的目标被修改。传统本身是动态的、可修整的和多样的，包括不同的或竞争的潮流。因此，探究的批判模式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按照新证据、论证、问题以及在探究期间所发现的局限，按照来自传统之内竞争潮流的批评和来自其他传统和框架的洞见，传统本身有改变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但是，任何从事质疑、批评和探究的企图都预设合理性，承认理由的力量。批判依赖合理性，包括合理性本身的批判；任何提出的替代选择都将最终不得不基于批判性思维原则和标准予以评价。
 
[39]



第三节 批判性思维倡导者阵营内部的异议

在倡导批判性思维的阵营之内，关于采用怎样的批判性思维模型也有意见分歧。一些学者主张批判性思维的逻辑模型，另一些反对这个模型；一些人主要强调批判性思维在学校教育中的功能，另一些则要求将其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有人主张一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而其他人否认这种一般能力的存在，坚持批判性思维只能属于具体学科领域。甚至像理查德·罗蒂等人认为，批判性思维对大学水平之下的教育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目标。
 
[40]



此类批判首先体现在对逻辑取向的批判性思维教学的批判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对非形式逻辑路向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方式的一些批评。按照库菲斯的总结，这种批评至少有4个方面。第一，非形式逻辑路向的批判性思维课程教授的是技能，而不是对思维进行挑战。这样的技能教学鼓励学生诡辩，让他们能够运用诡辩手段使他们现有的偏见合理化。这种课程没有阐述人们推理中的基本弱点，他们固执于已有信念的倾向。强调分析技能也许改善学生证明自己现有信念的能力，但没有极大改善他们客观地估量证据的倾向。应该不断要求学生对每一重要视角和每一个他们严肃对待的基本信念或结论进行正反论证，来培养对议题的对话式思维。第二，这种批判性思维课程误表达了思维。强调分析的归约主义，漠视了审美的或冥想的（contemplative）思维等，只剩下“批判的”思维是思想的唯一形式。有人甚至怀疑这样的课程是否在教批判性思维。这种课程所教的论证分析，只是一种逻辑学家的技艺，可能没有处理批判性思维的问题。比如，强调“证明的语境”，而忽略了“发现的语境”。第三，此类批判性思维课程可能有一些否定性的后果。该课程传达这样的观点：即使是最好的论证也能被批评；截头去尾的论证分析意味着语境、发展和微妙之处在论证中是不重要的。当学生只是批评，而不对生成不同替代负有责任时，他们并没有学会推理，学到的只是分析别人的推理。由于是为分析做好准备，他们研究众所周知的、固定的形式目标或被抽离语境的论证，因而这样的课程没有传达论辩是一种对话的信息，而在对话中，好论证能被显示，劣论证能被揭露，观点能被挑战，对真的探求能推进。最后，早期批判性思维课程的价值存在矛盾的经验证据。
 
[41]



从批判性思维运动发展阶段来看，以逻辑为支柱的第一波批判性思维主要遭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批评。第一个批评认为，哲学家的观念限于相对狭窄的和技术性的推理和逻辑，而忽视了“逻辑”一词相关用法的庞大家族。如果人们把“逻辑结构”看作是事实上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的思考、情感和行为的话，那么，即使是非形式逻辑学家的框架和作品，大多数都给人留下普遍狭窄和专业化的印象。结果导致理想和实践之间的冲突，即用相当狭窄的和专业的方式来满足广大而雄心勃勃的目标（比如在加利福尼亚338号令中陈述的目标）。当然，形式逻辑（符号逻辑）课程很难使学生将符号机械操作能力转变成日常思考的实用工具；非形式逻辑虽然向强调改善思维的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取代极为抽象和不自然的符号形式的“论证”，但在培育深入的内化方面却是贫乏的，而且学生将学到的论证理论迁移到其他课程（如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的学习中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所以，一旦批判性思维课程结束，大多数学生又回归到低阶的、残存的技能（主要是死记硬背和填鸭式的用功）状态中。隐含在非形式逻辑研究中的逻辑概念太狭窄，不能为批判性思维从非形式逻辑课程（不管设计得多么好）迁移到更为广阔的课程提供基础，也不能迁移到日常生活和思考广泛的复杂问题中。
 
[42]

 第二个批评认为，第一波批判性思维中的逻辑主义将好思维归约为逻辑思维，忽视了其他思维形式与思维的情感维度比如想象、直觉、洞察和隐喻思维的能力，批判性思维只有被想象、直觉、洞察补充时，才在实践上是有用的。
 
[43]

 过分强调还原主义方法可能导致与批判性思维课程目标对立的结果。这种逻辑取向的批判性思维在方法论上倾向于鼓励绝对论，在心理上它的排外规则取向助长被动性，在实践上它对非分析方法的霸道拒斥引起不宽容。这三个结果导向对理智的和社会的从众性迷信，伴随一种对怪癖的恐惧。尽管很显然需要继续文本批评和论证评估方面的训练，但几乎专一地集中于批判性分析需要通过向学生揭示非还原主义的和更为开放的学习策略和方法论来加以平衡，由此让他们牢记这样的事实：没有唯一“正确的”获取知识和洞见的方法。
 
[44]

 批判性思维传统模型错误地把合理性和逻辑等同起来，过分注重分析技能，以牺牲发现模式的独特作用为代价。合理性必然既包括分析的过程也包括想象的过程，一种合理性课程将最大限度地训练二者。怀特海（1979）曾说，学习是想象性推测与艰苦分析的密切结合。对创造性和直觉作用的忽视，助长学生机械地生搬硬套文本分析、问题解决和发现问题的方法。过分强调直截了当的、逻辑的“证明演算”的作用而降低直觉的“发现的模式”的重要性，造成了“斯波克谬误”。
 
[45]

 传统批判性思维模型的选择可能适合于斯波克，但对人类是有危险的。沃尔特斯还以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
 
[46]

 作为“既在分析技能又在想象技能上卓越”的代表。大多数人倾向于专注一组技能总是以牺牲另一些技能为代价，因而走向一维的思维模式，或者偏爱非批判的主观思维，或者偏爱呆板的逻辑思维。但卡罗尔反对所有简单化的吸引人的单边诱惑。两组认知操作频繁地在他的著作中相互交织，相互补充。两部童话著作欣然反映了他在指号学和数学方面的分析的兴趣，而在符号逻辑著作中同样充满富有想象的非传统的难题和论证。总之，他能使逻辑思维的分析性操作与创造性想象的组合性操作和谐起来。卡罗尔的认知两面兼具标志着他是一个好的思维者，是加德纳（1983）意义上的多维功能的理性思维和行为的人格化。
 
[47]



第二个批判着眼于扩展批判性思维的作用范围，要求把批判性思维从教学领域扩大至“批判性存在”（critical being）。巴奈特（Ron Barnett）说，假如有一个定义高等教育之“高等”的关键概念的话，那就是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ought）。
 
[48]

 他倡导一种旨在发展学生在知识（批判的理由）、自我（批判的自我反省）和世界（批判的行动）这三个领域的批判性（criticality）能力的“为批判性存在的课程”的概念，认为大学不仅要严肃对待批判性存在，也要反省、重制和改变自己。
 
[49]

 巴奈特的路向不是关于发展思维的特殊技能的或认知过程的探究，而是更概括的社会—哲学路向。在其名著《高等教育：一种批判性事业》（1997）一开头，巴奈特把自己的“批判性存在”描述为包括思维、自我反省和行动的概念。“批判的人（critical person）不只是批判性思维者（critical thinker）。他们能够批判地迎战世界和自己以及知识。”他提醒说，拥有工具议程、仅仅服务于特殊目标或与功能相关的科目（学科能力）的“批判性思维产业”（即机械的“学习技能”路向），忽视了批判高等教育本身的整个事业和语境。批判性可以按照水平和领域来理解。就水平方面而言，我们从质疑的技能开始，通过意识到学科之内的推理标准而进步，通过接受新的视角努力达到进行批判的更广的能力。从领域来看，批判性由知识、自我和世界构成。迄今为止，我们的大学相当狭隘地集中于知识领域，停留在技能水平上，而不是靠近批判。把批判性思维看作是靠个体的认知技能发展是不充分的，是“没有批判之刃的思维”。
 
[50]

 巴奈特根本不管梅可派克和恩尼斯等人的争论，认为是否学生早已具有可以开发的某种天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他们是否需要在一个学科语境内工作以发展这一能力，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错误的问题。注重这些问题导致关于是否存在教育者能使学生产生单一的思维技能集，或者是否这些技能是学科专属的争论。通过对后现代主义与普遍理性主义（尤其是哈贝马斯）的研究，巴奈特得出结论：至少有可能用一种对批判性的真正承诺、开放思想来批判，既根据源自某个所属学科的话语之内的批判性标准的使用，也根据别的学科领域发展的标准，因而我们可以“在批判性思维上既是当地人又是世界人”。这是一个与自我（意志、真实性和情感）相联系的概念，使我们身处高等教育的人远远超越理智的路向，拥抱一种批判性存在的解放远景：“在高等教育中过批判性生活，形成一种批判性精神。”
 
[51]

 需要把现代大学（后精英大学）理解为能通过“批判性大学的重建”给共同体提供新的认知资源的一种组织。这样一个组织将以“在结局不确定的地方开放会话”为特征，不是在学者之间，而是在管理者和所有其他员工之间的开放会话。这既是一种挑战也会遇到抵抗，“因为成本收益的回报会不好”，但是，“管理的角色必须被重新概念化为扩大开放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性”。
 
[52]

 巴奈特把自己的批判性大学的愿景看作是引起“最完全意义上的一个学习社会”的工具，在其中学生被鼓励批判世界中的认识和行动方式，而不是狭隘地聚焦于技能和“起作用”。对于这样一个大学有三个必要条件：第一，必须给学生披露多样性的话语，在他们的学习计划中不光是智力的话语，也包括实践的和经验的话语；第二，必须向他们披露（他们的）智力领域的更广泛的理解、质疑和潜在影响，通过超出学校，接触全社会作为学习事业的一部分来进行；第三，它要求学生致力于这一生活形式，乐意从他人视角来看自己的世界，乐意冒批判的风险，这召唤一种学生表现出的英雄气质。当然，一种为批判性生活的高等教育将“对于学生、他们的老师或对更广大的社会不是舒服的”，不过，当高等教育变成一种固定其市场地位的买卖时，它必定也带走其关于认真的批判性的修辞学，成为绷紧其吸引力的工具和表演，所以，为批判性思维存在的高等教育成为一种必要的对立面，一种将创造的和转化的因素注入社会的手段。
 
[53]

 总之，巴奈特要求超越批判性思维领域大多数文献中盛行的个体的、基于技能的或学科专属的理念。

第三个批判从反思主流批判性思维教学模型入手，强调批判性思维的领域特殊性。认知心理学家威林厄姆指出，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嗟叹、劝勉和改善不彰之后，现在该是提出一个基本问题的时候了：批判性思维真的能被教吗？认知研究几十年指向一个令人失望的答案：不见得。那些设法教授批判性思维的人假定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犹如骑自行车一样的技能，如同其他技能，一旦你学会就能应用于任何情境。但是，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思维并不是这类技能。思维的过程与思考内容（领域知识）缠结交错。假如你让学生频繁地记起“从多重视角考虑一个问题”的话，他将学会他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他对一个问题所知甚少，就不能从多重视角来思考该问题。我们能教学生有关他们应该如何思考的箴言，但没有背景知识和实践的话，他们很可能不能执行他们所记住的忠告。批判性思维并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语境下都能发展的一组技能，他是这样一类思考：3岁孩童可能从事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可能缺少，它非常依赖领域知识和实践。因此，批判性思维体现为一系列具体的以不同主题为特征的形式，比如“像一个科学家思维”或“像一个历史学家思维”。在威林厄姆看来，由于只看到不同问题的表层结构，而没有穿透其深层结构，因而在解决问题时遇到困难。而主题恰恰提供了作为问题描述之一部分的深层结构。威林厄姆对批判性思维计划方案的评价是：大量的时间，较小的收益。甚至批评说，证据显示，这样的计划主要改善学生在该计划中练过的那类问题上的思维，而不是其他类型问题上的思维。开发有效教授学生在各种情景中批判地思考的方案是令人生疑的。而且，对这些方案如何运作的研究也有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威林厄姆指出特别有代表性的四个局限：第一，对学生的评估在实施方案之后只有一次，因而不知道是否任何观察到的效果是持久的；第二，没有控制组，因而不清楚是否所获是该思维方案产生的效果，还是由于学校教育的其他方面或者课堂外的体验；第三，控制组没有一个对照干预，因而任何发现的正效应也许可归因于教师对新事物的热衷，而非该方案本身；第四，没有测量是否学生能将自己的新思维能力迁移到与该方案所使用的材料不相同的那些材料上。另外，只有一小部分研究经过同行评审（即由独立专家公平地评估）。威林厄姆以福尔摩斯为例说明在推进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中广阔而深入的知识的力量。他的最终结论是，批判性思维以及科学思维和其他基于领域的思维不是一种技能，不存在不顾语境而能获取和展开的一组批判性思维技能；一旦学会元认知策略就使得批判性思维更为可能；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实际是元认知策略要求的）依赖领域知识和实践。对于教师而言，现状并非不可救药，但人们不应该低估教授学生批判地思考的困难性。与此相应的教学策略应该是：特殊的批判性思维方案没有必要；批判地思考应该在学科主题的语境中教；批判性思维并非只给高年级学生教，人人都能批判地思维；学生的体验给复杂概念提供了入场券，当学生没有太多主题知识时，通过利用学生的经验引入一个概念较有助益；要使教授批判性思维的策略明确起来并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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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林厄姆对批判性思维教学效果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其他批判性思维专家的附和。例如，恩尼斯最近在批判性思维的总结性论文中也指责批判性思维教学效果差劲：我们的教育系统教授批判性思维的成绩，正像我的学生时代（20世纪30—50年代）一样差。中学和大学的批判性思维仍处于不成熟状态。
 
[55]

 另外，主张一般批判性思维技能培养或教学的人也已达成共识：思维及其方法不能脱离具体内容，大家都同意方法与内容的紧密结合。黑尔曾批评理查德·罗蒂认为“在大学水平之前，批判性思维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目标”的断言，指出这个论证的主要问题是，它假设内容的熟悉必定先于培育批判性思维的任何尝试。它忽视了这样一个关键：一种批判性思维态度可以带进表达内容的方式之中。正如奎因顿（Anthony Quinton）所说，教师需要学会给他们断定的命题贴上一个批判性问题的标记。帕斯摩尔（John Passmore）也指出，敏感的教师把批判性反省的机会穿插于内容的教学。
 
[56]

 彼得斯曾模仿康德写过一句名言：“没有批判的内容是盲目的，没有内容的批判是空洞的。”对现有内容的评价、修正和使其适应新发现，都要以批判性程序为手段，成为教师和学习者必须忠诚的非个人的公共标准已写进这些程序。
 
[57]

 与威林厄姆不同，恩尼斯最近提醒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另一个侧面：一些学科领域专家的意见迫使人们倾向于常常把批判性思维从课程表里撤下来，这种压力注重学科知识的获取，而不强调教学生在学科之内和学科之外进行批判性思维。这些压力的一部分源于这样的事实：与某一学科中的批判性思维相比，该学科内容知识的确认和测试更容易；一部分源于这样的事实，即仅仅强调学科内容知识的获取是美国教育的传统；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像一个学科专家一样常常把批判性思维看作是与拥有事实性和概念性的学科内容知识别无二致。恩尼斯举例证明这一点：他曾考虑编一本跨学科批判性思维的书，邀请一位历史学同事写一篇旨在教学生像一个批判地思考的历史学家那样思维的历史学批判性思维教学文章，可是他写就的文章却是教别人接受并记住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批判性地思考的结果。
 
[58]

 他自己践行了批判性思维，但他给目标读者提供的是他的批判性思维的结果——他的结论和叙述。这并不是教批判性思维。恩尼斯指出，背景知识、对一个领域或主题的体验以及对情境的理解，这些学科内容知识对批判性思维都至关重要。仅有学科内容知识或批判性思维原则和能力，都不充分，二者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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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威林厄姆得出批判性思维不是一种技能的结论有点仓促了。马尔尼克斯认为，首先威林厄姆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完全不顾已被承认的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大量智慧，尤其是在他所主张的批判性思维是领域专属的方面。斯克里文和保罗（2008）说过，按其典范形式，批判性思维基于超越主题分类的普遍理智价值。把握证据关系的能力恰恰是跨领域可转移的那种技能。沃恩（Lewis Vaughn）也曾指出，批判性思维有极为广泛的应用。用来评估一个学科中的信念的原则和程序可用于评价其他许多领域中的信念。好的批判性思维在每个地方都是同样的。其次，批判性思维不是一种技能的结论不足以令人信服而且是误导的。当然，作为思维者，我们需要在某些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执行我们的技能，但是这并不能推出批判性思维技能本身是领域专属的。而且，如果学生是一个熟练的批判性思维者，即使他缺乏相关领域知识就某个问题来形成知情的意见，但他起码应该能辨识和形成有关问题，以获得必要信息对那个问题进行合理的思考。拥有供我们之用的信息是一方面，为了达到合理和经过证明的结论而知道用这些信息做什么是另一方面，二者是不同的。前者是领域知识，后者是批判性思维。事实上，掌握问题的深层结构需要把握各类陈述之间存在的证据关系，因而促进对深层结构的理解要求批判地推理的能力，而不是威林厄姆认为的领域专属的内容知识。威林厄姆因为我们有时不能批判地思考而断言不能把批判性思维当作是一种技能，可是一个人拥有一个技能并不意味着他能总是以其最完满的潜能来应用它。他可能犯错误，或者环境条件阻碍他利用该技能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获得一个技能。拥有技能总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关键是要明白学习技能的拥有不等于对它的精通或对它的拥有达到了最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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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在课堂上践行批判性思维的教师对一些偏颇现象提出了特别具体的批评。比如，在艺术鉴赏中，完全集中于批判性思维可能丢弃了文本所具有的激怒、引起兴奋、激出泪水或欢笑的非凡力量。我们在美国文学课程上也许看到学校的照片和别的图像，它们都是服务于批判性思维事业的，但也希望注意到在理性旁边给冥想、强烈情感、非讽刺的笑声甚至眼泪留有空间，应该帮助学生成为不仅是批判的聪敏读者，也是有欣赏力的甚至充满激情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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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批判性思维专家科迪也指出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许多护理学作者干的是“伪批判性思维”，他们乐意将时髦术语吸收到他们的著作中，而内容却没有实质改变。
 
[62]

 克莱因批评情报分析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案主要集中于减少错误，建议用增强洞察的取向来加以平衡。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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